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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计算转向与数字网络

Raphael Foshay

“数字”领域是一种多样的、迅速展开的、经验上包罗万象的现象，它直接或间接地重塑了我们全球、国家和个人生活世界的许多方面。由数字代码提供信息的传播媒介是多种多样的，远远超出了传统模拟再现的范围和局限性:数字编码使跨媒体平台(从电视到计算机和移动设备)的新型和级别的通信成为可能，它将文本和视听内容与计算机化与互联网(万维网)的融合所带来的交互性结合起来。计算机化是由计算机的电子平台促成和产生的，它本身与互联网协同作用，创造了一个整体的虚拟连接环境——这个领域在其出现的早期阶段被称为网络空间——我们现在都在其中进行日常生活，无论是作为国家还是公司，机构或利益集团、社区或普通公民。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这个互动连接的领域，以至于“网络空间”这个词本身已经变得古怪和废弃。在其当前的Web 2.0迭代中，它超越了早期的网络内容传递模式，现在被视为电视与互联网高度互动和多媒体环境之间的过渡:“网络空间”所代表的东西已经如此彻底地成为我们呼吸的空气，以至于现在不可能，不仅在实践层面上，回到被剥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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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和蜂窝网络，几乎在任何可以考虑的基础上都是不可想象的: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教育、通信、军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此外，数字网络的通信领域不仅是公共的，而且是私人的，越来越多地融入我们的生计和个人生活，无处不在或近在咫尺，并使我们参与到我们与他人、与机构、实际上，与全球定位系统(GPS)，与我们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协同工作。我们的生活世界已经变得数字化、网络化和相互联系，然而，自从蒂姆·伯纳斯-李发明万维网以来，这仅仅是25年的事情。
马歇尔·麦克卢汉在1964年写道，并观察到电视的迅速崛起，他预测到媒体变化的包罗万象的本质:

在像我们这样的文化中，长期习惯于把分裂和分割一切事物作为一种控制手段，有时有人提醒我们，在操作和实际的事实中，媒介 就 是信息，这有点令人震 惊 。这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也就是我们自身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后果，都是由于我们自身的每一次延伸，或任何新技术，给我们的事务带来了新的规模。[1964: 9];我强调)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历史学家，麦克卢汉研究了模拟电子媒体的历史背景及其对二十世纪社会的影响。他首先将电子媒体与印刷制度联系起来，并将其置于字母书写本身之前。在《古腾堡星系:印刷人的形成》(1962)的结尾处，麦克卢汉指出了媒体体制中任何重大变化的深远影响，比如印刷机，在他有生之年，还有广播、电话和电视等电子媒体平台。
但《古 腾 堡 星 系》的任务只是研究从我们的字母表和印刷机中涌现出来的机械技术。当这些旧的感知和判断形式被新的电子时代相互渗透时，机制和读写能力的新配置将会是什么?新的电子事件星系已经深入古腾堡星系。即使没有碰撞，这种技术和意识的共存也会给每一个活着的人带来创伤和紧张。我们最普通、最传统的态度，似乎突然被扭曲成了石像鬼和怪诞。熟悉的制度和联想有时显得凶险和恶毒。

2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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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多重转变，是任何社会引入新媒体后的正常结果，需要专门研究。(278-79;我强调)

本书正是对数字媒体发展的当前阶段进行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研究。计算机化和全球数字网络的综合影响的总体范围已经把我们所有人聚集在哲学家和媒体理论家伯纳德·斯蒂格勒所描述的数字革命的海啸般的质量中，一种伴随着创伤的洪水，或者至少是紧张的洪水，麦克卢汉承认这一点，威胁要扫除文化形式和实践的停泊，这些文化形式和实践塑造了能够使数字化海洋变化成为可能的条件的制度，并破坏了构成生活世界概念的要素的背景感和连续性
(胡塞尔，1970: 127-29)。正如伯纳德·斯蒂格勒所说:

1992年以来数字化的发展带来了真正的连锁反应，在最公共的层面上改变了社会生活，在最亲密的层面上也改变了心灵个体的生活。[尼古拉斯·卡尔2012年出版的《浅滩:互联网对我们大脑 的 正 在影响》一书]见证了伴随这种迅速崛起而来的巨大痛苦——这似乎越来越像海啸——而且，根据他自己的说法，这严重破坏了尼古拉斯·卡尔自己的心智能力。而这场海啸有可能摧毁各大洲所有继承下来的文明结构，这可能反过来产生巨大的幻灭和巨大的不满。(2012a: 30)

然而，尽管有这样一个不祥的警告，斯蒂格勒远不是一个数字反乌托邦主义者。相反，他为数字技术敲响了警钟，就像麦克卢汉在上一代人中为模拟电子媒体技术敲响的警钟一样。在最近
(2012年)的一篇激烈争论的立场论文中，引用了康德的一篇响亮的文章“对问题的回答:什么是正在启蒙?”(1784)，斯蒂格勒呼吁重建数字时代的启蒙运动项目，关注困扰现代性项目的盲点和矛盾，探索现代性的黑暗面，例如，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1944年由两个流亡的犹太思想家在纳粹主义的阴影下构思的)中。支持蒂姆·伯纳斯-李和哈里·哈尔平最近在哲学主题下的努力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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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参见2014年Halpin和Monnin对Berners-Lee的采访)，斯蒂格勒主张对数字化的影响进行基础研究的新努力:

新哲学必须从网络的全球经验中产生，更广泛地说，从所有文化的数字经验中产生，这种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是普遍的——这种新哲学，这些新的启蒙，不能仅仅是数字之光:它必须是一种哲学……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所有光明的阴影。(2012a: 31)

事实上，斯蒂格勒认为，数字文化是摆脱新自由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唯一途径。新自由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日益被纳入现代性革命项目的核心，带来了令人不安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即启蒙运动的普遍平等和尊严价值观。正如斯蒂格勒所强调的:

数字化在很多方面都有明显的前景，如果世界要摆脱过时的消费主义工业模式所陷入的僵局，以一种理性而坚决的方式将数字化社会化是绝对必要的(我确信这一点)。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社会化反过来又需要创造和协商一个新的法律框架，而这个框架本身就以新的“启蒙运动”的形成为前提。(2012a: 

30)

作为数字化的学生和主体，我们必须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变革的范围和结构特征，以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社会、制度和环境挑战，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本卷的文章回应理论理解，文化变革和政治分析的要求，因为我们进入了多媒体计算和万维网的数字技术融合的第三个十年。融合技术的“关系”，以及在公民、商业和私人生活的各个领域由网络连接引起的级联变化，要求进行协调一致的分析。在接下来的文章的介绍中，我将指出主题关注，这些主题关注塑造了本卷对同一性、代理和数字联系问题所采取的方法。卷的标题是指关注主观和客观:同一性的问题，关于数字技术的融合性质和他们对个人的影响

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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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与社会生活;与已经无处不在且快速发展的数字领域的代理
(通常是令人困惑的新奇类型)有关的问题。问题还涉及到我们积极参与、使用和引导数字网络力量的能力，以及它对核心制度和传统的潜在破坏性。对万维网的准确把握也存在一些问题，无处不在的连接无疑会给公共和私人生活带来挑战。

k在介绍论文本身之前，在它们的理论、文化和政治三大类下，我将提供一些背景，说明为什么选择“同一性”和“代理”作为与数字化相关的主要关注点。然而，首先，我将从已经引用的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作品中实现的数字化理论映射的概述开始，他可以说是目前写作的最全面的媒体技术哲学家(参见斯蒂格勒1994,1996,2001和2013)。斯蒂格勒将数字化置于语言的整体历史演变中，作为“语法化”的过程。在历史语言学家
Sylvain Auroux(1992)之后，斯蒂格勒将语法化定义为“所有形式的记忆外化的历史:神经和大脑记忆，首先是语言记忆，然后是听觉和视觉记忆，身体和肌肉记忆，生物遗传记忆”(2010:71)。字母顺序写作就是这种对经验进行战略性分析的主要例子。正如约翰·廷内尔所解释的那样:“例如，字母顺序写作将语音的流动分解成一个有限的可识别字符系统，一方面是可迭代的和模块化的，另一方面，能够保持正字法的稳定性”(廷内尔，2012)。对斯蒂格勒来说，人类从一开始就以系统的、不断发展的发明和使用工具来识别;在斯蒂格勒的精辟表述中，“人类生成是技术生成”
(2012b: 15)。正是他们的技术创造性的范围和程度，使人类得以作为一个独特的物种出现，而语法化和语言，尤其是人类自我发明和构建物质、观念和想象文化的复杂装置的关键载体。斯蒂格勒解释说:“总而言之，每个社会心理个性化的时代都通过自己的离散化形式(或语法化)来配置自己。这种自我配置的过程被我们所考虑的时代所证实:石器工具时代，向表意文字写作的过渡，字母和数字化”(2010:70)。换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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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勒认为，数字化不仅是机械印刷时代的延续，而且是人类语法化整体进化结构中书写的一个篇章。数字化是人类技术自我配置的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因为它是作为写作的语法化制度的一次重大转变:

数字技术系统构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贡献性的出版和编辑系统，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共事物”，因为res publica预设了一种由出版过程维持的公共性形式，即“公共性”——Aufklärung称之为Öffentlichkeit[公共领域]。(2012a: 32)

数字写作，尤其是在Web 2.0和社交媒体交互性出现的阶段，从根本上不同于直接在它之前的视听技术，因为，与印刷时代的写作相一致，它恢复了用户的能动性，实现了积极和互动的能力，这与广播、电视、而电影则是一种被动消费的单向处置。
对于斯蒂格勒来说，技术在人类进化中的核心功能是它们作为支持、记录、保留和扩展个人和集体记忆的手段。换句话说，技术发明对人类进化最重要的作用是作为hypomnemata，作为辅助记忆的记录经验的外部手段，以及铭刻、进行反思、发现叙事模式、积累有组织的思想、理解和法律和知识体系的手段。正如马克·b·n·汉森(Mark B. N. Hansen)所解释的那样，斯蒂格勒将数字多媒体视为“一种与低记忆环境相关联的新生态”，它将开创“技术与记忆的新结合”: 

通过更新自我表达的可能性，从而实现自我外化，今天的数字低记忆恢复了我们与技术共同进化的积极维度……为个人(和集体)记忆提供人工支持，这些记忆存在于一个更大的记忆技术环境中，并受到互联网系统的滋养。(2010: 65)

这种对数字化重要性的乌托邦式和划时代的评价，与前面提到的关于媒体环境结构性变化带来的创伤的悲观预言形成了鲜明对比。斯蒂格勒强烈地意识到人类文明事业中的光与影的对比。自哲学传统诞生以来，写作，作为一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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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坏里说，睡眠不足是一种危险的现象，往好里说，是一种模棱两可的现象。特别是在《费德鲁斯篇》中，柏拉图用苏格拉底来对比记忆缺失，一种外在的记录，和记忆缺失，一种内在的原始记忆，这是有纪律的哲学探究的首选目标。对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来说，书写与其他形式的表现或mimēsis一 样，两次被从真正知识的来源中移除，与那些不变的来源不同，书写存在于日常时空经验和人类工艺的可变坐标中。在苏格拉底看来，写作，作为一种纯粹的技巧，是无法与读者互动的，与苏格拉底的对话性研究方法相反。
一旦被写下来，每一篇论述就会到处漫游，不分青红皂白地触及那些有理解力的人，不亚于那些与之无关的人，它不知道该对谁说话，不该对谁说话。而当它受到不公正的指责和攻击时，它总是需要父亲的支持;独自一人，它既不能为自己辩护，也不能得到自己的支持。(柏拉图，《费德鲁斯篇》:275d-e)

因此，对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来说，写作是一种危险的工具，具有潜在的治疗或中毒的危险作用，这些实体必须带着知识和理解来使用，因为它们既有治愈的能力，也有毒害的能力。正如德里达在《柏拉图的药剂学》(1981:103)中所说，写作本质上是无政府的、矛盾的，不受逻辑中心理性的对立和等级的限制。
同样，斯蒂格勒也积极关注数字环境的阴暗面。在将记忆和知识保留外化的过程中，它有能力使深思熟虑的意识短路，并使几个世纪以来印刷文化发展起来的学习过程崩溃。他在阅读的神经生理学和埃德蒙·胡塞尔的现象学传统中，明确地将其归类为“药理学”关注。胡塞尔阐述了我们与经验互动并在记忆中保留经验的三个阶段。初级经验或感知是一种保留形式，我们在经历和内化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反应时，有意识地将这种经验记录下来。次要记忆是我们在事件发生后对主要经历的回忆;是记忆形式的保留。第三保留是通过语法化将记忆外化的阶段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Introduction  7 



将时间记忆(及其感官、情感和意向性的反应)通过语言和/或其他物质表达媒介转化为空间化的表达:

这种精神现实[记忆的二次保留]因此可以被投射到一个既不是大脑也不是精神的，而是技术的支持上。网络允许进入这样一个空间，通过这个空间，共享的、数字化的三级记忆被投射和注入，构成了这样一个新的公共的、全球性的、贡献性的空间，以光速运作。这能够也必须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光明和阴影，什么样的启蒙和黑暗?(2012a: 34)

在他论证的这个阶段，斯蒂格勒引用了最近重新发现的技术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顿(1924-1989)的几个类别，特别是那些个性化和跨个性化。这些术语区分了个人和社会三级保留的阶段，在这些离散的阶段中，个人的自我理解是通过对记忆的二级保留的反思而形成的(有时是对写作的三级保留或该反思过程的其他外化表达)。在这个阶段，社会群体、社区和机构是在围绕着对经验的二次反思的合作、组织和行动的共同需求的基础上形成的，随着更大的社会单位的复杂性必然增加，这个阶段越来越依赖于第三次保留。它们具有许多治疗和毒害的“药理学”能力。
然而，随着三级记忆保留的系统实践的出现，人类对二级记忆保留的感知和理解方式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引用阅读神经生理学的最新进展，例如，在Maryanne Wolf的工作中，斯蒂格勒观察到“大脑实际上是由社会技术器官书写的，而我们自己的大脑，她称之为‘阅读大脑’，曾经是由字母书写的，但现在是由数字书写的”

(2012a: 35)。斯蒂格勒直接引用沃尔夫的话，大意是说人类“生来就不适合阅读”(沃尔夫，2007:3)，他强调，写作这个发明，毕竟只有几千年的历史，已经重构了我们的大脑，改变了我们思考的方式，从而改变了我们的智力进化。鉴于在数字环境中阅读的进一步发展，Wolf评论道:“我们从一个阅读的大脑过渡到一个日益数字化的大脑”(2007:12)。斯蒂格勒强调，重写大脑可以包括覆盖或完全替换那些记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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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个世纪的完善，构成了我们进化和适应的主要成就。正如沃尔特·翁所强调的，关于我们注意力水平的相互作用，一旦人类变得识字，他们的思维方式就会与以前在口头文化背景下的思维方式不同。通过他们对思想和记忆的外部表征的实践，第三层次的注意力作用于我们构建经验的方式，我们如何感知世界(初级保留)，以及我们如何处理我们的回忆和经验记忆(二级保留):

对原始初级口语的更深入理解，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写作的新世界，它到底是什么，以及功能性识字的人类到底是什么:这些人的思维过程不是从简单的自然力量中生长出来的，而是从这些力量中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写作技术结构出来的。没有写作，有文化的头脑就不会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思考……即使是以口头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1982: 77;引用于斯蒂格勒, 2012a: 

37)

用三级留存形式重新定义二级留存的含义是，三级留存的重大变化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二级留存)，甚至在某些方面改变了我们的感知方式(一级留存)。如果涉及回忆和思维结构(叙事、图式、分析等)的二级保留性记忆中的思维方式在对数字环境的习惯中被打乱，那么社会基本制度所依赖的同一性形成的关键阶段和要素可能会瓦解，变得短路，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我们社会制度的结构以及这些制度所依赖的公民的心理和个性都可能受到影响。例如，关于西蒙东恰当地命名为个性化的功能，在这种功能中，人们将自己与环境区分开来，并在日益复杂的社会和物质传统中与其他人交流时表达自己的经验，直到最近，这种个性化过程的长期媒介一直是印刷品，具有其特有的表达和接受模式。全球数字连接的出现带来了社会性和书面表达的全新模式。因此，对二级个性化模式的三级影响可能会发生变化，并可能改变人们对环境的主要感知。在某种程度上，原始感知本身的形状和形式可能会改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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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们醒着的时候花在各种屏幕上的时间越来越多，而与人、物体以及真实而非虚拟的环境互动的时间越来越少)。各种社会团体的跨个人性质，在某些情况下，对成员、贡献者、领导者或简单的参与者来说，都假定并强加了一定程度的个性化。在机械印刷环境中阅读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个性化的体验。在其典型形式中，它涉及到读者对印刷页面的关注，以一种使他们脱离社会互动的方式，使他们能够与文本单独互动。这是每个在文学文化中成年并接受成人公民教育的人的一种形成性经历。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个性化模式，并在全球范围内重构个性化与跨个体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这是由网络和社交网络实现的(并日益强加的)，是在管理一种未知的治愈和/或有害影响的药物，这是一种全新的、尚待理解的类型。数字化是一项人类实验，在其全球化范围、社会和进化转型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其结果我们只能作为个人和集体经验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实践配置的实质性变化来预测。

k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考虑了数字化影响的内部向量和日益无处不在的网络连接。然而，在2013年6月爱德华·斯诺登 (Edward 

Snowden)的爆料之后，我们知道，作为数字媒体和互联网的用户，我们是官方监控的对象，受到迄今难以想象的规模和程度的侵入性审查。斯诺登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名合同工，2013年，他在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媒体爆料中披露，NSA与所谓的五眼合作伙伴(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的相当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机构)合作，一直在对所有互联网和电话活动进行全球监控，要求并获得b谷歌、雅虎和威瑞森的私人用户账户和电话记录的直接访问权，对友好国家和不友好国家的公民和国家元首(包括，例如，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进行监视。一份名为《2012-2016年信号情报战略》的NSA任务声明显示，NSA计划继续扩大监视活动，其“既定目标”是大幅提高对情报的掌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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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获得随时随地收集任何人情报的能力”(《爱德华·斯诺登》，
2014)。虽然媒体上有广泛的公众愤怒，但美国法院目前对这些国家安全局活动的合法性和合宪性存在分歧，此事很可能需要由最高法院裁决。斯诺登已成为一名逃犯，他的美国护照被吊销，目前在俄罗斯暂时避难，对于那些担心他所暴露的个人自主性和隐私受到前所未有侵犯的人来说，他是一个英雄，而与此同时，他被起诉，受到对后9/11环境的影响感到担忧的有安全意识的公众的诋毁。主要发达国家的安全机构认为，在没有问责制的情况下，不分青红皂白地监视公民是他们的权利，这违背了对隐私的所有合理期望，威胁了基本的民主权利。也违背了人们对政府监督公民权利范围的既定理解。

科学作家乔治·戴森(George Dyson)将外国军事情报与国内安全联系起来:美国现在拥有卫星支持的能力和政策，可以对潜在的外国敌人实施无人机袭击。戴森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这个问题源于斯诺登(Snowden)披露的对本国公民的全面监控:“当从技术上讲，消灭危险思想本身很快就会变得不可抗拒时，为什么要杀死可能危险的个人(以及不可避免的无辜旁观者)?””(2013年)。随着每个数字媒体用户当前数据轨迹的细节和覆盖程度的提高，一个新的入侵和预测能力开始发挥作用:

信号情报和分析的最终目标是，不仅要了解人们在说什么、在做什么，还要了解人们在想什么。随着搜索引擎的激增，这些搜索引擎可以直接追踪人类个体的思想与构成其思想特征并日益构成其思想的文字、图像和思想之间的联系，这一目标似乎终于可以实现了。“但是，机器怎么能知道我在想什么呢?你会问。它不需要知道你在想什么——就像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另一个人在想什么一样。对你在想什么有一个合理的猜测就足够了。(戴森，
2013)

戴森发现了这类统计上确定的预测的问题。引用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1936年对决策问题的解释，他在其中证明了在偶数中证明准确性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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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单的算术命题中，戴森将逻辑联系到防火墙准确过滤安全风险的能力:“对于任何复杂到足以包含简单算术的系统，任何允许任何新事物的防火墙都无法将所有危险排除在外。”他认为，问题在于，这种泛光审查过滤并抑制了积极和消极的想法和潜在的行动:

如果不进行尝试，就永远不可能系统地区分真正危险的想法和看起来可疑的好想法。任何被授予(或假定)绝对权力来保护自己不受危险思想影响的正式制度，必然也会对原创和创造性思想产生抵触。而且，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这都将是我们的损失。这是安全国家理想的致命缺陷。(戴森，
2013)

在日常生活和参与市场的领域中，我们作为在线消费者的活动受到监控的程度和种类具有包络的规模和不可思议的粒度。b谷歌和Facebook的资金来源包括在其网页上投放广告，以及出售从用户那里收集的信息。例如，b谷歌最近收购的“创业公司行为学将很快赋予它一天24小时跟踪你的位置的能力，并预测你将在哪里，谁将在那里与你见面——几个小时，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爱泼斯坦，
2013年5月10日)。谷歌在开发其在线地图功能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

今天，b谷歌的地图包括了地球上每个国家的街道，而街景目前已经收集了其中四分之一国家的图像。固定用户总数:10亿人，约占全球上网人口的一半。谷歌地图是一百万个不同网站的基础，使其地图api成为互联网上使用最多的此类接口之一。在这一点上，b谷歌地图本质上是蒂姆·奥莱利预测地图将成为的:信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比政府拥有的更完整，在许多方面更准确的资源。(Fisher, 2013年12月11日)

整整20%的谷歌搜索涉及与位置相关的问题，导致其映射功能作为结果的一部分出现。在一篇名为“b谷歌的全球统治计划”的文章中，亚当·费舍尔指出:“互联网的土地掠夺，……可以简化为三个关键概念领域的三场关键战役。

12简介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最先出现的是b谷歌优越的搜索算法。谁是下一个，Facebook是胜利者。但在 哪 里，可以说是最大的奖品，还没有完全赢得”(2013)。随着移动设备在全球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增加，以及可穿戴计算的积极发展，GPS定位将很快使网格上每个人的物理位置和运动易于彻底跟踪。
在《代 码:2.0版》(他的《网 络空间的代 码 和 其 他 法 则》[1999]的第二版，经过多次修订)中，劳伦斯莱西格回忆了20世纪90年代万维网早期推动者的乌托邦和自由主义乐观主义:

这个空间(即网络空间)似乎承诺了一种真实空间永远不会允许的社会——没有无政府状态的自由，没有政府的控制，没有权力的共识. . . .对网络空间的主张不仅仅是政府不会监管网络空间——而是政府无法监管网络空间。从本质上讲，网络空间不可避免地是自由的。政府可以威胁，但行为无法控制;法律可以通过，但不会产生实际效果。要建立什么样的政府是没有选择的——没有人能统治。
(2006: 2-3) 

到2005年，互联网与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Siva Vaidhyanathan所观察到的那样，“虽然曾经很明显也很容易宣布一个‘网络社会’的兴起，在这个社会中，个人将重新调整自己，赋予自己权力，并破坏传统的社会和文化控制方法，很明显，网络数字通信不需要服务于这样的解放目的”(引用于莱西格，2006:

5)。
到本文撰写之时(2014年初)，很明显，考虑到上述安全、监管和商业利益，我们将在2014年及之后的几年里看到网络空间格局的重大变化。Lessig在1999年和2006年再次强调的论点是，互联网不仅是可监管的，而且从其原始的、固有的扁平化、多节点和分布式架构

(见Hui, 2010: 5-7)来看，它受到一种控制，这种控制似乎不仅不可想象，而且本质上是不可能的。现代性中官僚化的进程，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合理化的奇迹和恐怖，本可以教会我们其他的东西(一方面想想医疗体系和平均寿命的延长，另一方面想想不可调和的种族灭绝)。现在，莱西格的论点呼吁所有这些都要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和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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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希望看到一个自由、开放和负责任的互联网实现创造性和建设性利益的强大潜力;
网络空间的自由不会来自国家的缺席。那里的自由和任何地方一样，将来自某种国家。我们要建立一个自由得以繁荣的世界，不是通过从社会中消除任何自觉的控制，而是通过将社会置于一个特定的自觉控制得以存在的地方。我们像我们的开国元勋那样，把社会建立在某种宪法之上，以此来建立自由。(4)

k在讨论论文本身之前，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关于“同一性”和“代理”的主题，这些主题与我们所说的数字文化的“联系”有关。伯纳德·斯蒂格勒呼吁在紧密相连的全球化和数字化现象的背景下复兴启蒙运动，这是一个有益的提醒，既提醒我们现代性尚未完成的工程，也提醒我们现代性19世纪和20世纪技术和官僚历史的阴暗面，以及伴随新出现的数字时代的普遍影响而来的紧密交织的挑战和机遇。“未完成的现代性工程”一词引用了哈贝马斯在其《现代性哲学论述》(1987)中所做的代表性分析工作。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已经提到的《启 蒙 辩 证 法 》
(1947年首次出版)相呼应，哈贝马斯将他的法兰克福学派起源和他所谓的“晚期现代”(而不是后现代)交往行为的主体间性理论模型用于分析
20世纪后期围绕后现代的辩论。他认为，宣布“后现代性”为时过早;现代性的工程，更确切地说，仍然是“未完成的”。哈贝马斯将康德所阐述的启蒙价值观和原则的理解视为决定性的。例如，在他1784年的一篇类似宣言的文章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什么是启蒙?”康德将个人自由、尊严和责任置于现代性的核心地位:

启蒙运动是人类从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中退出。不成熟是在没有他人指导的情况下，无法运用自己的理解力。这种无能是自己造成的，如果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解，而在于缺乏在没有他人指导的情况下运用理解的决心和勇气的话。萨佩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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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e!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解力!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座右铭。
(康德，1784:58)

康德理解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的自主性原则，是绝对地建立在定言令式的先验基础之上的。开明的个人的尊严和崇高的同一性存在于其自我授权的机构中，它自己选择个人要服从的法律。正如康德在《道 德 形 而 上 学的基 础》中所说:“意志的自主性是意志的属性，通过它，意志本身就是一种法则(独立于意志对象的任何属性)”(康德，1785:4:40 40)。
哈贝马斯认为，随着个人从过去的传统和制度的权威中获得自由，自由个性也从继承的世界观的社会和文化土壤中被连根拔起，无论是神学的还是形而上学的。哈贝马斯和黑格尔以及后来对康德的接受一样，注意到康德在如此强调自由的作用的同时，加深和加剧了现代思想的二元论特征，这种二元论在笛卡尔的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中表现得很明显(即认知和外延)。康德的批判认识论使认识的主体从客观的自在之物世界中解脱出来。在他的三大批判中，他区分了科学、道德和艺术的知识领域——思想、行动和判断——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这种方式给任何理解现代同一性和道德行为的人带来了困难。哈贝马斯根据黑格尔对康德二元论和知识、行动和判断领域分离的批判来定义自己的立场，并与黑格尔自己的认识理论的要素保持一致(哈贝马斯声称黑格尔尚未利用这些要素)，他主张主体间性和社会性，而不是个体和先 验，建构同一性。Maurizio 

Passerin D ' entruves在介绍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哲学论述》的接受情况时，将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后现代批判的分析置于如下位置: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哲学论述》中)开始捍卫现代性未实现的规范性潜力，反对将现代性描述为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认为它已经耗尽了启蒙运动时期哲学导师的承诺和计划。这种辩护是基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和交往理性在他早期的两卷本著作中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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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行为理论。在那部著作中，哈贝马斯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社会和文化现代化理论，能够解释现代性的成就和病态。对这一努力至关重要的是范式的转变，从意识哲学到语言哲学，从主体中心到理性和合理性的交际概念。(Passerin D ' entrentreve

s, 1997: 1)

D ' entrires认为，哈贝马斯在转向交往理性的主体间模型时，采取了介于康德和黑格尔意识哲学之间的立场，植根于个人自决的自主性，以及将同一性视为纯粹社会建构的后现代论点。哈贝马斯将后者理解为一种修辞而非完全理性的同一性模式，这与他自己的交际行为模式截然不同，交际行为模式受交际理性而非修辞说服的支配。
在哈贝马斯等修正现代主义者之后，人们可以为主体间同一性和代理的不同基础概念而争论。或者，在利奥塔、福柯、德里达和Žižek等后现代主义者之后，人们可以在所有试图客观地建立自主主体性和社会实践的固有缺陷的批判性分析模式中寻求一致性。在这两种情况下，二十一世纪社会环境新发展的数字虚拟化和媒体化加剧了启蒙运动社会自我理解传统中固有的持续问题。斯蒂格勒呼吁重振启蒙价值观，以适应数字化的模糊药理效应，认识到现代性的日益深化的挑战，以及它与自然、社会、以及全球化的当代社会的精神环境。
因此，数字化的药理学二价性伴随着现代性项目固有的同一性和代理问题的两极分化，这些两极分化在数字技术之前就存在，但由于它加剧了困扰现代哲学和科学世界观的固有的主体/客体二元论，而加深了这种两极分化。一方面，作为数字技术的创造者，我们通过指数技术转型的创造性和破坏性力量，积极塑造我们的集体和个人身份。另一方面，我们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侵入范围日益无处不在，正在改变人类在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与明显被破坏的自然之间的同一性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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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换句话说，《数字联系:同一性、代理和政治参与》既涉及人类同一性和自决的问题，也涉及我们技术饱和的人类环境中日益增长的力量、能量、智慧和创造力。在本书中，我们使用了术语“数字联系”来表示技术的融合以及媒体和互联网的技术基础设施，技术作家凯文凯利认为有必要创造一个新的术语来表示技术领域的变革本质。在《科技需要什么》一书中，凯利解释道:

我不喜欢发明别人不使用的词语，但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已知的替代方法都无法传达所需的范围。因此，我有点不情愿地创造了一个词来指代我们周围震动的更大的、全球性的、大规模互联的技术系统。我称它为“技术元素”。技术元素超越了闪亮的硬件，包括文化、艺术、社会制度和所有类型的智力创造。它还包括软件、法律和哲学概念等无形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它包括我们发明的生成冲动，以鼓励更多的工具制造，更多的技术发明和更多的自我增强的联系。(2010: 11-12) 

随着从工业技术到信息技术的“计算转向”，凯利看到了我们参与技术的范围和性质的重大变化:

当我们通过几代人的技术进化来提炼这些东西时，它失去了很多硬度。我们开始看穿技术作为物质的伪装，开始把它主要看作是行动。虽然它居住在一个身体里，但它的心是更柔软的东西。1949年，第一台实用计算机背后的聪明天才约翰·冯·诺伊曼
(John von Neumann)意识到计算机教给我们的技术知识:“在不久的将来和更远的将来，技术将越来越多地从强度、实体和能量问题转向结构、组织、信息和控制问题。”技术不再是名词，它正在变成一种力量——一种推动我们前进或反对我们的重要精神。它不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个动词。(41)

因此，我们创造的技术环境越来越多地创造了我们，获得了一种动力和一种代理，凯利认为这提出了新的问题。凯利所说的技术元素，在这本书中，我们称之为数字联系，因此是一种新的人类行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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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性，重新划定了社会与自然世界、人类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界限。“现代性未完成的工程”已经交付——并且交付——现代性的螺丝钉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旋转。

k本卷中的文章根据其主要关注的问题，在理论、文化和政治的范畴下呈现。主要的关注绝不是排他性的:当理解为有意识地隐含和相互作用时，这些组织类别是有用的。鉴于近几十年来文化理论对政治含义和产生的问题的强烈强调，在第二部分“数字文化”的文章中，存在着明显的政治关注，尽管它们主要关注文化评论和分析。作品集的标题《数字联系:同一性、代理和政治参与》所关注 的 领 域，讲述了数字媒体的融合，以数字化的方式，以其多媒体的性质，改变了同一性表达和行动的整体环境。数字化的这种转型效应具有智力和理论意义。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在她对印刷机的发明对现代性产生的推动作用的经典研究中，阐明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技术是如何使社会、政治和智力力量融合在一起的:

人们不能将印刷仅仅视为复杂因果关系中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因为通信的转变改变了因果关系本身的性质。它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因为它对普遍存在的连续性和变化模式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 . .智力和精神生活，远没有保持原状，被十五世纪欧洲复制书籍的新工具的倍增深刻地改变了. . . .印刷术为文字原教旨主义和现代科学奠定了基础。对于人文学术来说，它仍然不可或缺。它仍然对我们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负有责任。(1979: 

703-4) 

正如爱森斯坦所阐明的那样，“交流的转变改变了因果关系本身的本质。”这是本文集试图强调的前提。出版媒介的根本性变化对社会环境具有变革性影响，因为它们创造了新的出版条件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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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思想与交流，社会聚集与互动，政治争论与参与。
在第一节“理论”中，著名的技术哲学家安德鲁·芬伯格

(Andrew Feenberg)在《有问题的互联网》(the Internet In Question)一书中，以一种平衡的方式对网络的整体含义进行了详细分析。芬伯格一直是互联网研究的先驱，他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长期思考为读者提供了对网络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极端的公正裁决。在第二 章 “ 信 息 时 代 的 涌 现 意 义 ”(Emergent Mean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中，伊恩·安格斯(Ian Angus)将他长期以来对传播本质的研究带到了胡塞尔式现象学的解读上，即数字媒体如何改变了我们对作为社区基本条件的语言的理解。在第三章“负责任的机器:人工自主代理的机遇和挑战”中，技术哲学家大卫·j·冈克尔(David J. Gunkel)探讨了数字化软件和硬件的伦理含义。数字编码的一个显着因素是它具有新一层认知技术复杂性的能力:从自己的过程中学习并根据生成的数据进行调整的能力。能够充当“自主代理”的机器意味着什么?如果它们能够对自身和环境做出反应，能够根据反馈做出调整，那么这种反应是不是一种责任，如果是这样，它们是否也享有与人类社会中负责任的角色相关的权利?冈克尔提出了一些关于数字代理的权利和责任的伦理性质的必要和挑衅的问题。在第四章中，计算机系统专家Daryl坎贝尔询问了开源软件运动的哲学含义。他的文章是整卷书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个具体实例:数字化对通信和协调行动的形式(如软件编程的发明和阐述)有什么影响顺序?坎贝尔在评价这一运动的主要特征时，将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思想引入“事件”的本质。
第二部分探讨了数字文化中的代表性问题。在第五章，“Hacktivist (Pre)Occupations:自我监视、参与和公共空间，”

Carolyn Guertin是数字叙事的先驱专家，她对最近的跨界反思性艺术项目进行了启发性的概述，这些项目对无处不在的监控进行了批判性的评论，这种监控已经成为数字监控公共、商业和企业空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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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六章，“主体的机构和解释，双重自我和间隔自我，”马克·麦卡琴(Mark McCutcheon)探讨了数字媒体对其用户进行质询的方式，呼吁后殖民理论来阐明由于数字媒体的普遍存在和参与而产生的主体性殖民化所产生的矛盾主体性或质疑的混合形式。在第七章“转型中的网络大学”中，鲍勃·汉克以约克大学(加拿大)为例研究了数字网络对大学的影响，以及数字化在学术生活中产生的制度性紧张关系。网络作为一种出版媒介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它促进了写作的集约化，这是它使出版和辩论成为可能的结果。在第八章“编织网络”中:莱斯利·林德巴勒(Leslie Lindballe)探讨了批评话语分析与书面语言受到影响的方式的相关性，无论是公开的还是微妙的方式，都是通过互联网多媒体网络环境中被称为博客圈的语言重构。在第九章中，在暗示性的“paramortal，还是与互动的数字死者共舞”中，已故罗马人Onufrijchuk认为，当前流行文化对亡灵半衰期的关注是一种模糊的虚拟超越的症状，这种超越是由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的丰富的多媒体数据流提供的，我们将把它留在我们身后，在我们的“尾迹”中(正如Onufrijchuk教授自己在他最近去世时所做的那样，永恒的记忆)。
互联网的互动性、多媒体和即时性使社会集会、知识传播和政治参与的新形式成为可能。从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到维基解密(Wikileaks)，再到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泄密事件，数字环境明显改变了政治同一性和机构的动态，既赋予了权力，也削弱了权力。在第三部分“数字政治”中，Peter J. Smith(第十章，“比较视角下国家监控的兴起”)和Karen Wall和Lorna Stefanick(第十一章，“数字时代的民主和同一性”)探讨了在政治和一般公共领域中前所未有的监控类型和水平。数字化监控的范围，无论是政治的、商业的还是军事的，都完全重新定义了以前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提出了深刻的法律和政治挑战和复杂性。

Josipa G. petruniki(第十二章，“数字民主赤字:加拿大政党领导竞选中的数字投票分析”)对数字投票技术的复杂性和困境进行了细致的案例研究，而Maria Bakardjieva(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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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在‘媒体城’中导航:数字媒体和民主参与的新兴实践”)和Sharone Daniel(第14章，“Facebook群组中集体行动框架的构建”)研究了社交媒体促成的社会和政治行动与合作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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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数字理论





1 互联网的问题

安德鲁·芬伯格

本章的目的是肯定互联网的民主潜力。肯定是当代批判理论的语境所要求的，在当代批判理论中，互联网日益被视为民主危机的问题而非解决方案。这标志着早期乐观评估的变化，这种评估仍然激励着越来越少的评论员。但主流学术观点已经转向反对现在被认为是“炒作”的观点，即对互联网将有助于社会民主化的夸大预期。
我认真对待对互联网的批评;然而，我也注意到一些夸张的说法，这让我怀疑这些批评有时如此激烈背后的动机。
这些批评确实揭示了互联网的一些重要方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认识到这是一种混合现象，不太可能实现早年它所激发的民主转型的承诺。批评人士指出了其影响有限且相互矛盾的一些原因。然而，我想说的是，他们的评价是片面的。他们只关注互联网最有问题的方面，而低估了重要的成就。将互联网作为一项技术，在其形成阶段，在其实现标准配置之前进行分析，可以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观点。我将表明，互联网的政治和社会矛盾反映在它的技术特征上，这些特征并没有分解成一个连贯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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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前半部分讨论了对互联网的两种重要批评，并认为它们把技术的某些方面误认为了整体。后半部分介绍了方法论上的考虑，并将该方法应用于互联网。

批判两点
从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理论的角度对互联网的批评是有价值的，我选择在这里回应克里斯蒂安·富克斯和乔迪·迪恩，他们是反炒作的有力拥护者，他们巧妙地揭穿了互联网作为一项革命性技术的神话。

富克斯对互联网进行了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将自由非物质劳动和“大众”理论与受众商品理论相结合(富克斯201o)。他认为，先进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信息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知识的生产已经成为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声称，知识的生产力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增长。知识作为一种集体产品，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被私人占有。就像资本主义起源时被瓜分和征用的公共土地一样，知识属于一种被先进资本瓜分和剥削的理想公地。富克斯写道，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知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存在与其(作为社会的)本质相矛盾。富克斯总结道:“随着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对公地的剥削已经成为资本积累的核心过程”(富克斯，2010:190)。
如果资本主义是一个信息社会，那么知识生产者就构成了一个被剥削阶级。他们包括许多工业和政府的工人，大学里的学生和研究人员，也包括那些“非物质劳动”对社会再生产有贡献的人，比如家政工人和许多类型的服务工人。富克斯追随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强调非物质商品的重要性。这些包括交际和情感商品以及知识(通常意义上的正式构成的信息体)。由于所有这些商品都是通过交流和分享在公地生产出来的，资本对它们的占有代表了对社会中一个日益重要的部门的“殖民化”。而且，由于知识从这些多重来源流动，工业无产阶级不再是唯一或实际上是主要的被剥削阶级。富克斯采用哈特和内格里的术语“大众”来指代这个复杂的新下层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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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富克斯关于新媒体争论的关键所在。公地现在包括那些个人交流并因此对知识总量做出贡献的互联网站点。用户生成内容的生产成为提供流行网络平台的公司进行盈利活动的机会，但用户的努力却得不到任何报酬。互联网的独特结构使这种新的知识生产形式成为可能，同时也支持了对生产者自由劳动的剥削。由于剥削是用工资与生产的产品价值之比来衡量的，所以这种新形式的剥削率几乎是无限的!

富克斯借鉴了达拉斯斯迈斯的受众商品理论来解释公司如何从互联网上的免费劳动力中实现利润。斯迈斯认为，在出售广告时间时，媒体公司实际上是在营销商品化的受众。斯迈斯的论点是基于他对电视的分析，电视是他写作时的主流媒体。富克斯声称，Facebook等社交网络平台的运作方式与此类似，它们积累用户，并将其作为受众出售给广告商。但现在这种剥削愈演愈烈，因为观众不再关注那些利用它的公司生产的内容，而是生产自己的内容，并免费提供给这些内容，以吸引那些被公司商品化和出售的观众。因此，互联网用户的活动“并不意味着媒介向参与性或民主制度的民主化，而是人类创造力的全面商品化”(富克斯，2010:192)。
哈特和奈格里提出的被剥削阶级概念的扩大及其对互联网用户的应用，回应了发达资本主义中斗争的实际碎片化。富克斯希望在统一这些斗争的主题上构建一种反霸权。它们有可能围绕抵制公地的殖民化和对大众生产的知识的剥削而汇聚在一起。无论被剥削群体的性质如何，它都有助于生产外来财富。他们联合起来，就能像早期的无产阶级那样抵抗资本主义。当然，这个理论不能把他们团结起来，但它可以指出在适当条件下可能团结起来的路线。富克斯为这一策略提出了强有力的理由。
虽然富克斯指出了互联网的重要方面，但他的论点也有弱点。正如他所表明的那样，互联网确实是新形式的生产和剥削的场所。但他的评价却令人惊讶地简化了。他似乎把互联网定义为对自由劳动力的剥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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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商品化。无论通信的内容是什么，企业从中获利这一简单事实决定了其本质。他写道，“当代互联网是一个阶级结构的空间，由企业主导，它们利用这一媒介进行资本积累和广告宣传”(2011:310)。很明显，用户活动对企业来说是有利可图的，但不那么明显的是，这是人们能说的最重要的事情。
事实上，富克斯自己似乎在后来的文章和书籍中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些文章和书籍主张他所谓的“辩证”理解，即互联网是一个阶级冲突的空间，而不仅仅是一个阶级结构的空间(2014a)。他认为，他打算在他关于互联网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采用这种辩证的观点，但在那里只关注其企业方面。然后，他反对在公司扮演重要角色的现有互联网之外，建立另一种非营利性的互联网。因此，他写道:“商业社交媒体并不构成公共领域和参与性网络. . . .社交媒体主要是商业和世俗的空间——政治是规则的例外”(2014b: 60-61)。因此，他似乎为他在政治经济学著作中似乎持有的对互联网的广泛影响的还原解释留下了一个缺口。无论如何，富克斯的辩证解释是有用的，稍后我将通过对辩证法的技术基础的分析来巩固它。
在这里讨论的文章中，富克斯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和互联网生产之间的显著差异。这与这两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有关。当资本家把原来的公地围起来，把农民驱逐出去，从而占有了它的时候，他们就改造了土地本身，使它有了全新的用途。因此，资本主义的本质不仅是商品化，而且是资源在商品化过程中所经历的转变。在较晚的阶段，劳动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资本主义重新组织了劳动过程，产生了抽象劳动:可以量化和控制以产生利润的劳动。马克思称之为“真正的包容”。从工人在工作中所做的事情的意义上说，内容被商品形式渗透了。
应用于电视，大众传媒的受众商品理论与马克思的商品化理论在两个层面上产生共鸣，因为受众的注意力可以被包装和出售，也因为注意力所指向的内容是合理化和受控的。只有第一种情况发生在Facebook或谷歌上。的确，企业找到了将知识共享商品化的方法。但知识公地并没有像早期被资本占有的土地那样沦为资本的生产资源。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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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地的经济方面寄生于一种独立的内容，一种广泛的意义和活动，即使在强加商品形式之后仍然存在。用户为相互娱乐和启蒙而生产的内容被商品化，就像电话通话被作为公共载体运营的电话公司商品化一样。用户的对话不受电话公司或社交网站管理的劳动过程的控制。工厂劳动和互联网“劳动”之间的隐喻联系被打破了。
资本主义从许多非劳动的活动中获利，互联网上的交流只是其中之一。一个阳光明媚的海滩，会邀请那些在酒店和餐馆里花钱的游客，但这些游客在海滩上晒日光浴，却不能说他们是在为资本工作。大学为校园附近的三明治店创造了商机，但教室并不是店主免费劳动的场所。婴儿为纸尿裤制造商提供了商机，而无需为纸尿裤公司提供免费劳动力。与上述每一种情况相关联的盈利活动的偶然性，防止了它们的经济功能受到削弱。同样，用户提供的信息也不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
富克斯关于互联网的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问题是，他借鉴了早期的电视媒介理论，比如他提到的受众商品理论。他说的没错，互联网上的观众会自我组装，然后被商品化，卖给广告商。但把电视和互联网类比，忽略了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观众商品理论是在电视达到标准形态后提出的，但互联网仍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电视作为一项技术成就，具有多种功能的潜力。它本可以广泛应用于地方广播，也可以与电话结合起来进行互动。也许在这种系统上的一代技术工作将产生一种复杂而有效的教育、文化和政治启蒙媒介。但是，电视的悲惨历史记录了它被还原为观众商品理论所预设的狭隘的娱乐和新闻功能(Williams, 1974)。互联网没有相应的历史，至少目前还没有。用电视类比和自由劳动理论相结合的方式来解释互联网，就排除了这项技术的未来。
在其发展的这个阶段，似乎与互联网最相关的类比不是电视，而是人行道这样的公共空间。社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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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的互动主要不是劳动，而正是它看起来的那样，即社会互动。虽然生产无疑在继续，但经济却不是资本主义下的劳动经济。资本家利用了互联网，就像建筑物的所有者在繁忙的街道上租用空间，让人们互相聊天和购物一样。广告商就像商店老板，为了一个好位置而付租金。数据挖掘用户贡献通过实现有针对性的广告来提高租赁属性的价值。因此，被商品化的是有效出租的东西:网页上的空间，以及通过它获得的受众注意力。用户和他们的贡献确实被利用了，但只是在这个术语通常的常识性意义上，而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
由于互联网的经济功能，富克斯似乎经常忽视互联网的民主含义，但在线互动的人文意义尽管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却依然存在。互联网用户的贡献不能被归结为他们的经济功能，就像人行道上的对话一样。这些贡献是否具有民主价值，需要在语境中进一步分析其实际内容。
这正是乔迪·迪恩(Jodi Dean)在其对互联网的文化批判中所尝试的(Dean, 2005;2010)。让我们考虑一下她对盖伊·德波(Guy Debord)关于互惠传播具有大众传播所缺乏的解放潜力的主张的反驳(2010:

108-13)。德波是情境主义国际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也是20世纪60年代批评经典之作《景观社 会》的作 者 。他对先进资本主义持反乌托邦的观点，与西奥多·阿多诺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立场非常相似。大致概括起来，他们认为技术官僚-资本主义精英统治着被大众传媒和消费主义所奴役的从属人口。系统需求的注入使得强制镇压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必要的，因为被操纵的个人自发地复制了系统。这种自愿服从的关系与传统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建立在道德良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顺从回报的一种力比多依恋的基础上。
根据德波的观点，打破这种综合症需要少数持不同政见者的戏剧性示范行为，他们能够解构束缚大众的虚拟链条。他希望，来自边缘的挑衅会成为体系崩溃的催化剂。1968年的法国五月事件可以被解释为对这种方法的确认，事实上，情境主义对大众社会的批评确实在运动中发挥了鼓舞人心的作用。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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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左派的行动没有那么有效，但成功地打破了1950年代墨守成规的铁腕统治。我们今天仍然受益于这一突破。
迪安抱怨说，德波在强调先进资本主义自上而下的本质(以大众媒体为例)时，理想化了自下而上的活动破坏体系的潜力。但事实上，她认为，我们现在有了德波所梦想的大众传媒之外的自下而上的选择。它被称为互联网，它非但没有扰乱先进的资本主义，反而更有效地复制了它。互联网上的自由传播并没有像德波这样的人所预见的那样产生解放的效果，他们批评了大众媒体集中的、单向的传播结构。她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交往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这使得德波等旧理论变得过时。
迪恩认为，互联网上的大多数交流非但没有打败完全管理社会的反乌托邦愿景，反而强化了这种愿景。互联网抹去了意义与现实之间最重要的鸿沟。符号与物、幻想与事实之间的区别，对于真理与反抗两者并存的可能性至关重要。在互联网上，这种区别消失了，任何特定意义的权威也随之瓦解。互联网的颠覆性特征是，用户可以轻松地将自己的话语外部化，并增加可选择的信息来源。用户不再致力于任何事情，对他或她自己来说是不真实的。不再被任何东西所说服，用户无法离开失现实感自我的茧。启蒙运动认同于自主个体的反身性，在这里使个体在体系的力量面前变得无助。这实际上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反身性，是二次思考的无底洞，它破坏了信仰和行动所必需的“象征效率”。
迪安将网络空间生活的这些方面与一种奇怪的现象联系起来，这种现象是被计算机网络上的交流所解放的社会的早期先知们没有预见到的。这就是互联网用户发出的大量无用的贡献，他们既不期望也没有从他们所面对的假想公众那里得到任何有意义的回应。这确实令人费解。一开始，人们在Facebook上发消息，希望得到回复，但渐渐地，人们发现没有回复——最终，没有回复是必要的。系统性地缺乏严肃的内容和回应，破坏了交流自由的解放意义。向虚空的网络空间发送琐碎的信息，并不是真正的互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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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体问题的讨论，这是德博德或哈贝马斯等人的构想，他们将参与等同于民主。在这些新的条件下，参与没有解放的作用。
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迪安运用了斯拉沃伊Žižek对拉康精神分析的解释的范畴。这种解释开启了渴望自己所缺乏的东西与渴望缺乏本身之间的区别。后一种形式的欲望包括在追求某种难以捉摸的东西时强迫性的重复，在追求它的过程中，它得到了尽可能多的东西。追求本身成为了它自己的目标，并产生了一种把个人一次又一次地吸引进去的享受。任何在网上玩过电子游戏的人都能认出这种综合症。综上所述，迪恩用强迫性神经症的模型来描述网络上的交流。
但其影响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参与网络塑造了一种无法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相抗衡的主体性。这是一个被困在没有内容的交流网络中的主体，一个用辩论代替行动、把参与错当成权力的主体。个人在表达意见或签署网上请愿书时，都有一种政治行为的幻觉，但实际上他们是技术拜物教的受害者。互联网不会自动将他们的观点放大为意义，而只是将其登记为真正政治行动的空洞占位符。她写道，“我们的参与并没有颠覆交流资本主义。它推动了它”

(Dean, 2010: 114)。因此，互联网上的信息流通使人口去政治化，并将其整合到传播资本主义中。迪恩承认，互联网可以有有效的政治用途，但她认为，与技术在我们这样的民主社会中的整体去政治化效果相比，这些作用相对微不足道。
我觉得迪恩对互联网上沟通失败的分析很有说服力，直到她得出了这些政治结论。她基于什么理由认为她所关注的活动类型是互联网最显著的影响，能够真正重塑用户的主体性?这是还原论。她假设，通过对Facebook的解释，她已经掌握了互联网的本质和政治控制的机制。但她忽略了许多其他类型的网络互动。有许多网站主持严肃的讨论，有时涉及具有政治意义的问题。Slashdot就是一个例子。它是“技术人员”的聚会场所。在艾伦·斯沃茨(Aaron Swartz)最近自杀后，他们开始认真对待版权和知识属性法律问题。医疗病人利用互联网来告知自己，为了相互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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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并影响卫生政策。1995年，我研究了Prodigy计算网络上针对ALS患者的两个讨论论坛(Feenberg, 1996)。今天，我在谷歌搜索中看到了100多个。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容易被列举出来，但在迪恩对互联网的解释中，它们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互联网取代了真正的政治行动的观念激励了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和迪恩。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一篇文章中，他对比了南方在午餐柜台静坐的黑人激进分子的勇气，以及那些在网上签署请愿书的人的微不足道的参与(格拉德威尔，2010)。他的观点可以看作是对迪恩观点的简化。格拉德威尔混淆了一种帮助政治行动的沟通方式和它所帮助的行动，并声称互联网用户通常会制造这样的混淆。但是，哪里有证据表明，在没有一个呆在家里的简单不在场证明的情况下，签署互联网请愿书的人会走上街头呢?我不相信，一方面是因为网上交流与“真实”行动的不恰当对比，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人会笨到把两者混为一谈。
我提出另一种假设。迪恩和格拉德威尔认为，在互联网上，个人能够毫不费力地在假想的公众面前表达政治观点，而且没有个人风险，这一点没有错。这确实改变了一些事情，但不是以他们声称的方式。不同之处在于表达的证明价值，当它不涉及努力或风险时，这种价值就会大大降低。我认为，那些在网上签署请愿书的人不太可能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堪比坐在一个种族隔离的午餐柜台前。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在网上表达的观点不会像在一个充分展示他们承诺的环境中表达的相同观点那样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因此，他们很难指望对网上请愿的回应会像街头示威那样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出于同样的原因，也没有理由怀疑两者会被取代。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不同意见能够传播到公众面前，不管这种能力是多么的虚构，都可能会鼓励其他人站出来。这里涉及的是孤立和受欢迎的游戏，而不是对政治行动的幻想。在一个有互联网的社会里，持不同政见者的孤独感减少了。
迪恩的批判依赖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已经从德博德和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类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不是基于自上而下的等级控制和心理内省，而是，矛盾的是，建立在以这样一种方式构建的自由交流和参与上，从而再现了这个体系。她的方法是一种趋势的高潮，这种趋势始于福柯拒绝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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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级权力方面，他将自己的权力概念替换为纪律和抵抗的游戏。他认为，资本主义与其说依赖于政治控制，不如说是依赖于在各种各样的制度中塑造一种适应资本主义制度要求的主体性。今天，他的方法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适合于解释资本主义在一个提供更多自由自我表达可能性的社会中永存的原因。
向这种新范式的过渡激发了最近的大量讨论，例如吉尔·德勒兹

(Gilles Deleuze) 的 “ 控 制 社 会 ” 概 念 (1992)， 以 及 最 近 的 Luc 

Boltanski和Eve Chiapello(2007)关于资本主义“新精神”的概念。早期批评家的反乌托邦理论侧重于技术统治和消费品的诱惑力量，而这些新批评家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着通过交流互动和参与的人口的自我征服。
这些理论和迪恩的理论一样，都是基于发达经济部门正在发生的转变，在这些转变中，灵活的职业道路、个人品牌、后福特主义的参与式生产方法，以及现在的博客和社交网络，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技术官僚控制和消费主义的旧理论仍然具有说服力。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他们所描述的世界里，统治他们的不是晦涩难懂的协议，而是看得见的、等级分明的上级，他们声称自己的技术能力是合法的。大众是通过物质奖励而不是通过网络结构依附于这个体系的。正如迪安所解释的那样，也许今天这些奖励中的一些采取了交流本身的享受形式，没有意义或回报的希望。但作为基本的综合机制，这很难取代汽车、家用电器、房屋和体育。此外，尽管互联网的认知混乱，但大多数人仍然接受医生和科学家、教师和传教士的说法，许多人仍然追随大众媒体中的政治领袖和意见塑造者。
发现传播可以被消费社会的仪式所吸收，这是一个重要的洞见，但在这个真正自由的、互惠的自下而上的传播具有解放潜力的社会中，这种传播确实在互联网上发生，这仍然是事实。的确，今天的每一场激进运动都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不同意迪恩对互联网上政治与整合活动的相对重要性的准定量评价。具有政治意义的交流可能不如迪恩批评的那类东西那么常见，但它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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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恩的批判依赖于互联网技术特有的一种错觉，它能够记录屏幕上发生的一切。我可以通过我在讨论富克斯理论时引入的人行道的比喻来最好地解释这一点的重要性。人行道上有很多事情在进行。因为我们没有在那里发生的交流的记录，就像我们在互联网上所做的那样，我们无法根据其激进的政治影响或综合影响来比较各种活动。每件事都可以在人行道上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讨论都和迪恩分析的闲聊一样无聊和毫无意义。因为它是短暂的，所以没有人会因为这个原因去批评人行道。人行道上言论自由的民主意义，不能简化为比例问题。
尽管有少数受欢迎的网站产生了过分的影响，但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多样性，以及不墨守成规的空间。即使是被动地表达不同意见，也比我这个年纪的人成长过程中几乎普遍达成的共识有所进步。德博德希望有一种替代大众媒体的方式能有所作为，但这并不完全令人失望。我们生活在一个比过去快乐的日子更有争议的社会世界里。可以肯定的是，确实很少有有效的政治阻力，但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互联网对此负有责任。不能因为它没有解决让美国人加入激进政治组织的难题，就简单地不予理会。美国人在文化上没有能力创造一个持久的左派，这需要一个比所谓的“前进”运动的去政治化效果更好的解释。
总而言之，我不同意迪恩的观点，即互联网作为一个整体是由

Facebook等网站上发生的互动类型所构成的有益特征，也不同意它对今天左翼行动主义的软弱负有责任。这让我回到了我的出发点:如何解释当今如此多的知识分子对互联网的猛烈批评?

我相信，像富克斯和迪安这样的批评家，已经陷入了当代知识界的内讧之中，这使他们无法关注互联网的重要方面。互联网一开始受到了如此广泛的赞誉，批评性的反应是不可避免的。它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但对它的期望总是不现实的。基于对这种不切实际的期望的失望而进行的批判，会因其对对象的依赖而被扭曲。
新左派的崩溃产生了一种替代政治组织的需求。鉴于科学技术在美国的理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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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许多美国激进分子寻求技术上的解决方案也就不足为奇了。开源编程和其他类型的在线“公地”参与者的错误自我解释承诺了这样的解决方案。但显然，互联网无法承受这些乌托邦式希望的重压。批评夸大的主张是有用的，但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应该超越对它们的排他性关注。我们所知道的互联网正受到严重敌人的攻击;它对民主政治的重要贡献虽然有限，但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因监管和技术的变化而消失。

互联网的层次
富克斯和迪恩基于政治经济学和一种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文化理论，对互联网进行了批判。他们很少关注互联网本身的技术。如果技术在他们的账目中有所体现，那么它似乎是完成的、完整的，具有单一的主导社会影响。

互联网首先是一个技术系统。它的社会意义与其技术特性密不可分。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也离不开技术。许多社会理论都没有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我们习惯于从使社会成为可能的技术中抽象地思考社会。甚至马克思主义者也倾向于把资本主义的经济方面从底层技术中抽象出来。
我主张关注技术，并不是要回到过时的技术决定论。我们需要一种认识到社会本质上的技术特征和技术的社会特征的方法。正如社会中存在着分裂一样，这种方法必须揭示技术领域的冲突特征，反映在技术系统的矛盾心理中，它们所包含的被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权力和对这些权力的抵抗所剥夺的潜力。我称这种方法为“技术批判理论”或“批判建构主义”(Feenberg, 2010:第4章)。它基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马克思和建构主义技术研究的思想。
从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我得出了这样一个概念: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技术是适应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的，但也受到来自下层的质疑。我从建构主义方法中借鉴了对解释和网络在技术中的作用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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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建构主义的贡献将偶然性引入技术发展的分析，而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则将对技术的偶然性社会影响与霸权力量和反霸权斗争联系起来。设计是社会群体越来越多地试图通过技术来推进其利益的地形。
这种方法在马克思关于方法的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中有一定的基础。马克思写道:“具体之所以具体，是因为它是许多具有不同目的的对象的组合，即不同要素的统一。”因此，在我们的思维中，它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观察和表象的起点”

(马克思194,293)。
这段话预示着福柯从尼采那里衍生出来的系谱学方法。诸如人工制品和制度之类的社会客体是各种成分的集合体，它们通过它们在社会中的功能角色而不是通过内在本质连接在一起。这些部分可能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分解和重新组合。马克思的例子是货币，它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形式和意义。人工制品或机构的历史不能依赖于经历外部事故影响的固定实体的先验定义，而必须在其构建过程中追踪“不同元素”的转变。 

这种系谱学的方法可以应用于技术。一个人工制品的发展路线似乎揭示了一个预先存在的本质的含义，但事实上，它的元素和用法的变化方式有利于一些可能的发展分支，而排除了其他分支。从成功分支的立场回顾过去，我们将它所实现的发展标准投射到起源上，然后它似乎启动了一个目的论过程。但这是一种虚幻的目的论。正确的社会史将揭示变革，而不是假设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对象的历史就是争夺控制其技术代码的社会力量的历史。技术因其所服务的不同利益而变得复杂。这些利益或多或少地将结构和功能组合在一起。技术可能看起来仅仅取决于它们在人类目的中所获得的因果机制的一致性，但更深层次的分析揭示了由于它们所代表的许多社会影响而产生的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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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的意义上，技术是具体的，因为它们以技术形式实现了与塑造它们的行动者相对应的不同层次的功能和意义。当技术代码在公共领域受到质疑时，技术所经历的转变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一些技术争议是赢家通吃的零和游戏，但技术固有的灵活性往往使妥协成为可能。相互冲突的利益可能会在最终的设计中找到权宜之计，或者得到和解。在这种情况下，每个相关的社会群体对最终结果都有一定的贡献。因此，分层对于理解设计过程和设计之间的竞争是一个有用的概念。
设计通过将与参与者赋予工件的各种含义相对应的功能层汇集在一起而进行。技术研究必须识别这些层并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技术封闭，即围绕一种独特的技术代码进行的标准化，可能涉及权衡、妥协，从而导致争议各方的设计不够完美。但有时创新在不损失效率的情况下满足了所有竞争各方，使行动者之间的联盟在以前存在冲突的地方成为可能。批判建构主义运用分层的概念来解释技术政治的这些独特特征。
我们能把这种方法应用到互联网上吗?从技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似乎很明显，互联网正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许多相互竞争的力量对其设计起作用，有时是相互冲突的，有时是互补的。由于Fuchs和Dean从经济学和社交网络的主流文化角度来定义互联网，因此其政治用途显得异常。他们的分析仅限于单一的功能层面。另一位批评家达林·巴尼(Darin 

Barney)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写道:“这些替代性和抵抗性的实践仍然代表着与数字技术及其文化的广泛范围的霸权遭遇的咸海中的一道裂缝。为了衡量当前的危急关头，我们需要仔细的工作，记录甚至促进这些技术的战术政治用途，但我们也需要把这些用途放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即仍然是一套非常强大的技术，这些技术被配置为推进和确保雅克·朗西<s:1>所描述的‘财富的无限力量’”(2011)。总而言之，对于这些作家来说，互联网本质上是一种企业工具，不管它有什么特殊的功能。
诸如此类的判断假定，考虑到互联网所服务的内容和主动性的巨大多样性，企业在为其目的而利用互联网方面取得的成功远比看似合理的要多。但是，相反的论点可能比这种定量比较更深入。对互联网的认真研究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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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它的技术演变，而这一演变仍不完整。这重新聚焦了讨论的焦点。Dean引用了Galloway和Thacker(2007)的观点，他们批评“网络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不可思议的、非人类的意向性”(引自Dean, 

2010: 114)。这是她试图解释的，但互联网形成“整体”的假设是值得怀疑的。对互联网更全面的理解，会在复杂的功能矩阵中为其政治方面找到一席之地。建构主义方法考虑到了这种复杂性(Feenberg 

and Friesen, 2012)。
由于许多参与者在技术的特征中客观化了他们的需求，没有简单的定义可以解释它。互联网不是统一的，本质上是分裂和冲突的。分析问题在于解开这种复杂性，并将技术的各个方面分配给其背后的社会力量。在这里，我将重点关注其中的两种力量，一种是试图根据自己的需求改造互联网的商业利益集团，另一种是那些利用互联网的特征参与社会生活的公共行为者。它们都是利用互联网当前多元稳定状态下的可用资源，但它们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强调不同的特征。
互联网的未来取决于哪一方在确定其技术代码时占上风。商业利益支持我称之为互联网的“消费模式”，这种模式对应的技术代码与我称之为“社区模式”的某些要求不兼容。这两种模式今天共存于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系统中。消费模式特权支持商业交易和广告的功能，而社区模式依赖于支持在线社区和公共生活的其他功能。这两种模式都在争夺对互联网未来的控制权，这是互联网的终极技术代码，但到目前为止，两种模式都未能占上风(Feenberg和

Bakardjieva, 2004)。
因此，互联网是一个斗争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具有单一本质的确定的“事物”。富克斯的论证强调了消费模式的重要特征，而忽略了与之竞争的社区模式，后者并不符合他的图式。但不连贯性是一项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的特征，它还没有围绕一个明确的目的定义而结束。对互联网的批判应该集中在斗争上，而不是假设它已经结束，并为商业的独家优势做了准备。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试图将这种复杂性分解为描述当今互联网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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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批判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互联网是一个模棱两可的现象。围绕其技术代码的斗争，是行动者试图通过赋予有利于他们利益的技术层特权来解决模糊性的一种尝试。围绕一种或另一种技术代码的关闭可以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发生:通过对互联网特征的彻底简化，或者通过重新组合和重新配置这些特征的新配置，以满足或至少是所有有影响力的参与者的被动接受。我认为，我们现在不知道，也确实不可能知道这种模糊性将如何得到解决。作为理论家，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绘制出冲突的层次，并找出它们背后的行动者。
互联网有五个层次，这些行动者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挪用了这些层次。这些层分别是:非分层结构、匿名、广播、数据存储和多对多通信。在某些情况下，参与者共享层，对相同的资源进行不同的使用。但在其他情况下，以新的方式改变或组合层以适应特殊利益的压力可能会改变互联网的特征。这是必须详细分析才能了解技术现状的斗争场景。

互联网的各层定义
非分层结构互联网的非分层结构使商业应用复杂化，同时有利于公共用途。互联网协议创造了一个分散的网络，而不是像广播网络那样的集中系统。没有掌舵的人，没有能扼杀自己不喜欢的新闻的鲁伯特·默多克，没有能主导新闻的ABC或NBC，没有能左右品味和潮流的公司。这并不是否认广告商会把他们的信息传递出去，也不是否认互联网上的某些声音比其他声音更有影响力。但这与可预测的、管理良好的、中央控制的商业模式相去甚远。无论是广告还是影响力政治，都无法让企业控制与其电视和广播网络相当的内容。

但是，企业想要控制吗?Facebook和谷歌的巨额收入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些致力于交流和信息的网站卖的是广告，而不是娱乐。娱乐是由用户自己提供的。所谓的Web 2.0似乎是一种资本主义企业的新模式，它不是建立在对用户的控制之上，而是建立在用户的代理之上。那些从这些例子中进行概括的人声称我们已经进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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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迪·迪恩称之为“交往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新阶段。尽管他们很成功，但他们只占美国经济的一小部分。我怀疑它们是否开启了资本主义的根本变革。此外，娱乐的分布将极大地增加从互联网中提取的财富。这是所有人都在等待的，但进展缓慢。
考虑一下备选方案，问题就很明显了。商业控制的媒体，如电视，保护知识属性，并将用户的注意力集中在有限的产品和广告上。目前形式的互联网还无法接近这种模式。法国电信系统，一个基于不同协议的成功的早期计算机网络，探索了一种有前途的替代商业模式(Feenberg, 2010:第5章)，它跟踪服务的使用情况，并按分钟向用户收取电话费。这种关于用户活动和计费控制的私密细节，在互联网协议中根本不可能实现。它没有考虑到商业的需要，也没有适应商业的需要。军方为可信计算中心系统创建了互联网协议。时至今日，它仍然以这个起源为标志。广告作为一种收入来源，在互联网上出现得相当晚，是一种变通办法。目前还不清楚，通过数据挖掘社交网络实现的目标定位的优势，能否弥补协议带来的局限性。订阅服务提供了另一种商业模式，但到目前为止，它们还不是很成功。随着越来越多的娱乐节目通过互联网传播，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理想情况下，以消费为导向的技术代码将提高安全性，以确保良好的服务，并更好地控制分发，以保护知识属性。商业利益要求结束网络中立性，以确保娱乐等商业服务以牺牲公共使用和通信为代价获得更大的带宽。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斗争远未结束。到目前为止，像“水印”这样的技术解决方案还没有成功地防止知识属性被盗。很难说互联网协议的哪些修改会有所帮助。相反，商家已经转向法律压制，最近还转向提供便利的服务，吸引买家购买那些可以在其他地方免费获得的商品。尽管如此，互联网已经对娱乐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非实施激进的技术解决方案，否则娱乐业将继续发展。如果这些解决方案占上风，互联网将转变为类似电视的东西，一个由少数网络控制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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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有线电视公司，而不是我们目前所享受的去中心化、无层级的配置。
匿名性除了这些与商业相关的非等级结构的不便之外，它还支持匿名，这有利于互联网上的政治活动。匿名保护了任何形式的污名化或反社会活动。这类活动大多具有商业性质，例如，有偿分发色情作品。但匿名也服务于社区。那些原本害怕表达不受欢迎观点的后果的个人可以在论坛上自由地这样做，他们可以在论坛上辩论当天的问题，或者与他人聚集在一起阐明自己的想法和行动。虽然打破匿名的面纱是有可能付出一些代价的，但它已被有效地用于建立政治反对派。在独裁统治下的国家，匿名产生了爆炸性的后果。由于商业行为者和网络活动人士都从匿名中受益，因此他们都没有为强制性实名身份进行游说。这主要是政府——第三个相关的社会群体——关心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至少在民主社会中，政府主要是为另外两个行动者的要求提供法律和监管支持。互联网的监视和控制功能只影响了它在中国等国家的意义。
广播互联网上的广播有可能覆盖数百万人。这标志着与早期接触公众的方式相比，这是一个惊人的进步。这个功能是免费的、即时的，这使得它对许多不同类型的演员都有吸引力。有了这个功能，就可以把娱乐传递给广大观众。在消费模式中，互联网作为电视、cd和dvd的替代品。由于我们只是在这一发展的开始，所以不可能说它将如何彻底地重塑互联网，因为媒体公司正在努力保护他们的知识属性，并确保他们的产品尽可能最好地交付。社区模式还依赖于广播来进行公共干预、抗议、筹款和其他政治任务。结合匿名性，广播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工具。它被用来大规模地动员公民进行示威和选举。当然，早期的政治运动是通过电话、油印机和盒式磁带等技术来管理的。富克斯和迪恩肯定会同意，把阿拉伯之春称为“Facebook革命”是愚蠢的，而是互联网

42有问题的互联网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确实为快速的群众动员提供了更好的工具。只要互联网上的交流是免费和匿名的，广播就会同时为商业和社区服务。

数据存储互联网上存储的数据具有多种功能。消费模式赋予存储数据用于商业目的的特权。数据由社交网站的所有者收集、分析并出售，以提高广告效果。用户在互联网上搜索商品，这创造了连接全球买家和卖家的巨大新市场。政府也可以使用存储的数据进行监控。偶尔，持不同政见者会得到令政府和企业尴尬的数据，并将其公布在互联网上，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在社区模型中，数据存储不必是私有的，尽管目前大多数在线社区活动都是在专有网络上进行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隐私，某些类型的数据访问也受到限制。Facebook和谷歌等公司承诺将其入侵限制在数据挖掘，而不是检查个人账户。这些数据只对每个在线社区的成员(以及在极少数情况下的警察)完全开放。然后，个人可以使用这些数据来重建他们过去的陈述和承诺，就像日记或议程一样。对于在线社区来说，它作为他们历史的记录尤其有用。
如果在线社区远离专有平台，或者如果隐私权被解释为禁止数据挖掘，那么数据存储将仅限于社区使用。出于同样的原因，当专有网络在打破隐私以改善广告方面走得太远时，就会威胁到在线社区。到目前为止，数据存储对商业用户和普通用户都有用，已经达到了一个大致的平衡。

多对多通信互联网支持在线社区，志同道合的个人的聚会，通过一个独特的功能，用户共享共同文件的能力。对文件的访问就是对所有具有类似访问权限的人的访问。发送到文件的消息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这与邮件和电子邮件不同，邮件和电子邮件是发给个人的，而不是发给一个群体的。网络社区是一项重要的创新。它提供了小团体活动的第一个电子中介。大多数社会生活都是在小团体中进行的，教育和政治讨论也是如此。因为网络社区聚集的群体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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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上的距离，分散的个人可以围绕一个讨论或斗争的主题走到一起，否则在公共生活中就没有代表。在商业计算机网络和互联网的早期，多对多通信支持了令人兴奋的新社交形式的发明。这就是人们期望计算机网络会带来革命性社会变革的背景。毫无疑问，网络的先知们夸大了技术，尤其是计算机的变革力量。但迪恩所展示的是，这种期望之所以落空，并不仅仅是因为技术的影响有限，而是因为多对多通信的进化并没有放大这种期望所基于的原始模式。相反，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大多数多对多通信都未能产生真正的社区。作为这一阶段特征的失败社区具有整合效应。
正如迪恩所主张的那样，Facebook等在线社区的大多数活动都是毫无意义的，这很可能是真的。而正如富克斯所言，对这些社区产生的数据的利用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上，甚至还有一些由企业创建的团体，用来放置产品或识别不断变化的口味。但在每一个公共场所，情况都是这样或那样。还有很多在线社区可以进行真正的互惠交流。资本主义到处寻找和发现机会，这并不奇怪。批评者并没有解释，当如此多的不同类型的群体存在于如此多的不同的活动中，为什么这应该是互联网唯一的资格。
网络社区不仅参与传统的政治活动，而且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参与政治的扩展概念。医疗病人组成团体来分享他们对疾病的看法，并影响护理和研究。家长利用互联网组织对学校政策的抗议。公园等公共资源的使用者在资源受到预算削减威胁时，会通过互联网进行动员。各种公民问题和挫折，成为社区行动的契机。在每种情况下，社会技术网络成员的参与利益都是政治上的。这种“亚行动主义”是政治在日常生活中的延伸;它改变了个人和政治的界限

(Bakardjieva 2012)。
这些特征的模糊性解释了它们如何服务于非常不同的行动者的非常不同的策略。流行电影的传播、色情作品的传播以及革命的号召都使用了广播。匿名保护了罪犯和持不同政见者。在线社区聚集了摇滚乐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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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等等。这些层的不同组合有利于消费或社区。以目前的形式，互联网与这两者都是兼容的，但它只会对在线社区和它所支持的政治活动保持友好，只要保持一些接近信息自由流动和网络中立性的东西。这些条件是互联网军事起源的偶然后果，与网络商业用户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是不相容的，但为了我们所知的互联网的生存，它们必须得到保护。

结论:一种新的辩证法
互联网意义的断裂，其特征的多功能性，以及对其未来的斗争，并不是这项技术所独有的，尽管它们在这里可能比在其他地方更明显。所有技术建立网络的意义在于，它们将人和物以一种由象征关系和因果关系混合决定的组合方式聚集在一起。而这些技术网络中的许多都是由代表不同和冲突利益的相互矛盾的程序所穿越的。必须抵制以参与其中的统治集团的程序来定义网络的倾向。原则上，所有的程序都是平等的。每个程序都要求占有网络的资源，并试图围绕其所代表的利益组织网络(Feenberg, 1999: 114-19)。 

考虑一个工厂的案例，工厂的所有者将工厂组织起来以赚取利润，工厂的工人试图捍卫或扩大他们在工厂生产的财富中的份额，工厂的社区为了应对污染等外部性而对工厂的活动施加限制。从法律上考虑，所有者的计划定义了工厂的唯一合法目的，但在现实中，没有任何一方垄断了工厂的资源。每个行动者都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它，这揭示了不同的方面，并赋予了不同的行动方式特权。三者必须共存，因此必须相互让步。他们的计划和妥协可能会改变使他们走到一起的技术。
这就是我们在互联网中观察到的模式，功能频繁重叠，偶尔发生冲突。互联网的大多数用户对它的复杂性泰然处之，不会试图用一个单一的概念来概括它。他们根据需要从一种程序(两种意义上的)切换到另一种程序。但评论家们选择了整体的一个方面，并将整个网络概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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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节目的条件。我在这里试图通过将网络作为一种有争议的技术进行分析，来恢复网络的模糊性和复杂性。在这方面，技术是一个更大问题的实例，即理性本身的模糊性。互联网的批评者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辩证法提出了激进的修正。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的原始辩证法表明，理性的进步并没有产生启蒙运动所期望的解放作用。迪安提出了一个结构上类似的理论。我们期望参与和交流是解放的，但实际上它们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迪恩通过协议，通过互动的结构，发展了一个版本的整合概念，这个概念是由米歇尔·福柯和吉尔·德勒兹开创的。大概，我们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人们通过相互作用自我整合，而不需要在早期阶段整合社会的合法化策略和消费者奖励。
迪安对互联网的分析可以与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压抑性去升华理论相媲美。马尔库塞表明，解除对性的压抑并没有产生人们可能期望的解放后果，反而加强了对制度的控制。就像马尔库塞贬低性解放政治一样，迪安贬低了网络空间政治。但与马尔库塞一样，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谨慎地提出了对理性的理性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

2002:xvi)。他们意识到，批评被同化的解放进步存在风险。风险在于，人们在批判其被体制所吸纳的过程中，会忽视进步本身。低估在批评对解放进步的利用中所获得的东西，会导致政治瘫痪。
事实上，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大众传媒的鼎盛时期相比，今天的批判性思想和激进的政治行动要多得多。迪安的理论是片面的。它忽略了那些仍然具有解放意义的技术的未被采用的用途。我们需要更仔细地研究互联网的经验条件，以便理解这种模糊性，因为它适用于沟通和参与。这就是我在论证互联网是一项有争议的技术时所提出的观点。
这种做法表明，谴责互联网为时过早。今天有比驳斥互联网炒作更紧迫的问题。那些试图接管互联网内容进行娱乐发行的企业势力怎么办?以及政府监控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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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把批判的精力集中在互联网受到这些霸权力量威胁的那一方面，即互联网的交流作用上时，如何才能战胜这些挑战呢?现在是时候从反炒作转向严肃对抗这些对互联网的威胁了，尽管这些威胁并不完美。它仍然是一项处于发展早期阶段的不断发展的技术。我们不知道它最终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对互联网的未来保持开放的心态并不是一种naïve、不加批判的立场，相反，它使对未来的政治参与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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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的涌现意义
伊恩·安格斯

文化数字化是否产生了意义危机?

在20世纪30年代的开创性著作《欧洲科学和先验现象学的危机》中，埃德蒙·胡塞尔认为，由于伽利略科学对自然的数学化对现代知识概念的霸权，欧洲文化必然陷入了意义危机(胡塞尔，1970:5-7)。由于意义和价值不是伽利略科学的客观主义模型的一部分，这种霸权将意义和价值问题归结为理性领域之外的主观偏见。只有一种将主体性概念纳入自身的新形式的科学，才能将意义和价值恢复到理性概念的中心，从而克服危机。
意义的必要丧失和恢复嵌入在自然的数学化中，由此，自然被理解为本质上是一个在定性和主观表象之下的数学结构。作为世界历史主题的数与经验之间的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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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胡塞尔，其他哲学家也研究过。马丁·海德格尔将信息描述为一种尽可能迅速、全面、明确和有益地使当代人类熟悉其必需品、需求及其满足的评估. . . .因为语言的确定首先为构建思考机器和构建大型计算框架创造了充分的基础. . . .作为一种评价，信息也是一种安排，它把所有的物体和东西置于一种适合人类的形式中，这种形式足以稳固地建立人类对整个地球甚至地球以外的东西的统治。(海德格尔，1996:124)

虽然这个提法陈述了作为世界历史形式的信息的问题，但它将其陈述为数字高于经验的规则问题，因此其含义只能是(以海德格尔哲学的一种特征方式)将数字留给经验，这被陈述为本体论。因此，他的沉思以这样的问题结束:“我们是否有义务找到思维能够回应值得思考的东西的路径，而不是被计算思维迷住，盲目地忽略值得思考的东西?”(海德格尔，1996:129)。虽然思维确实需要超越数字思维的束缚，但这种表述问题的方式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即需要被思考的是数字思维本身。本体论被假定为一个“简单的下面”，它可以通过撇开产生数字的抽象世界而被重新发现。
阿兰·巴迪欧同样以世界历史的形式描述了数的规则，尽管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优先于数的观点相反。他以与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相似的措辞宣称“数的统治……”强加了数字与价值或真理之间联系的错误观念”(2008:213)，但为了断言“数是存在的一种形式，而且，它远非被主体的功能所支持，相反，它是数的基础……主体的功能得到了它的一小部分存在”(2008:25)。因此，本体论被简化为数论的“x”的表象。

第一个被呈现的没有概念的多重性必须是无物的倍数. . . .一旦多元的立法理念被展开，本体论就不可避免地由专有名称的专断性的纯粹表述开始。这个名称，索引于虚空，在某种意义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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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将永远是个谜，是存在的专有名称。(巴迪欧，2007:57-59) 

通过将本体论还原为数，与海德格尔将数还原为本体论形成镜像，巴迪欧可以断言，本体论的首要存在是建立在集合论基础上的“x”——也就是说，一个没有特定种类的存在，它的存在只是某种多重性中的一个。只有胡塞尔将这一问题精确地表述为追溯形式抽象的沉淀意义到它们在生活世界中的基础，这样它们就可以通过现象学直觉被重新激活。这不仅是一个数与本体论的问题，而且是数与本体论之间精确联系的问题。这就是胡塞尔式的“基础”问题，或将抽象追溯回它们在直接直觉中的起源所争论的问题。但我不想简单地将胡塞尔式的直觉解释应用于当代数字的文化意义问题。相反，我想用这个当代问题来激发对意义的探究，这需要对胡塞尔现象学进行修订才能完成。虽然从胡塞尔的调查中得到了启示，但当前的问题是，当代文化的数字化是否给知识带来了与科学危机相当的危机:知识的数字化是否破坏了主体性的经验和概念，而主体性可以为理性与意义和价值的整合奠定基础?

什么是文化的数字化?

在开始定义文化数字化的现象时，我们可以从“数字化”这个词本身的结构中得到一个线索，其中后缀“-ization”的意思是“放入的形式”，这里所讨论的形式是“数字的”，或者更常见的是“数字的”。数字化是一种主动的过程，它将最初没有以这种形式存在的东西变成数字形式。当然，当代的文化产品可能会被直接刻入数字形式，但文化产品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进入数字形式。文化数字化既指将文化产品直接刻入数字形式，也指将非这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刻入数字形式。因此，它既是一个初级文化过程，也是一个次级文化过程:初级是指它在生产过程中影响了一些当代文化产品的形式;次级是指那些在数字化过程中没有受到如此影响的文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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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由于随后被转化为这种形式而受到次要影响。数字化不仅说明了当代文化进程的前沿，也说明了当代文化进程如何将未发生在这一前沿的文化生产和文化遗产纳入和转化。
数字化通常是通过表达它的符号系统来定义的。众所周知，数字形式是二进制代码中的一系列1和0。一种复杂的码，一种有多种可能刻写能指的码，用很少的符号传达了大量的信息。例如，由于英语字母表包含26个能指，仅仅铭刻一个能指就排除了25种可能性。几百个能指的代码将在每个铭文中排除几百- 1种可能性。相比之下，二进制代码只排除一个其他符号，因此每个铭文传达的信息很少。然而，如果有大量的铭文，一个非常简单的代码就可以传达大量的信息。数字形式的文化产品是一个数字，也就是说，一个抽象的形式符号，像任何符号一样，在一定的代码中被理解为这样。二进制码的简洁性要求这个数字要特别长。正是这种最小的代码和非常大的存储容量的结合，在技术意义上定义了数字化。数字化形式的文本、照片等被表示为极长的二进制数，正是这些数字之间的差异表达了文化产品之间的差异。
数字是人类经验的一个基本而普遍的方面。更确切地说，人类说话的基本经验可以通过形式学科来研究，这些学科将语言的某些特征抽象出来，以便科学地确定。研究数的形式学科关注的是不同内容之间的关系，这样它们就可以集体地联系在一起。这种集体联系是用数计数的本质。雅各布·克莱因指出，对说话的反思导致了语法和逻辑的形式学科，但这也

说话的行为预设了一个词与另一个词的区别，以及一个词与另一个词的联系。它以计数为前提。因为计数就是区分一件事物与另一件事物，同时又把它联系起来。因此，说话和其中所包含的思考一直被理解为一种计算。这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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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说话时对数字有明确的认识。但是，反思和追求我们的探索性问题，我们到达了算术的形式学科，即数字及其关系的科学，这是我们所有计算的基础。(克莱因，
1985:164)

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是人类语言的一个基本方面的正式知识。数字化依赖于这一形式学科，将文化产品表达为数字。
然而，将数论应用于数字化只能产生一个技术上的定义:也就是说，对其内部结构的定义。它并没有延伸到数字在人类制造或行为中的使用，更具体地说，也没有延伸到数字化在人类文化中的作用。虽然文化产品以数字的方式表达，但它们的作用是赋予文化在人类经验中的角色某种形式。我们可以把这称为数字化的文化定义，它将与它在文化中的主要和次要角色以及这种文化从人类经验中形成有关。对于数字文化的制度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数字的形式，而是数字的形式在人类经验中的功能，以及这种形式作为文化形成和传播的基本过程的插入。
文化数字化的文化定义离不开关于数字文化制度的问题，以及它是否会因破坏理性与意义和价值的整合而引发危机的问题。
文化数字化所构成的文化形式是由将文化转化为数字形式并使其在人类经验中可用的初级和次级过程构成的。显然，在二级过程中，当一种先前存在的文化形式被翻译成数字形式——例如扫描文本或照片，并将扫描结果插入可下载的文件中——数字形式是另一种文化形式的表现(例如，一种文化形式本身就是一种表现)。文本或图像)在某种意义上，它既指向先前的形式，又包含了先前形式的内容。此外，它以这样一种方式指代，即该形式的内容可以通过数字形式获得，因此它不仅是一种先验形式的表征，而且是一种经验形式，它本身被体验为一种文化内容。至少在二次过程的情况下，数字化既是一种文化形式的表征，也是一种文化形式本身。就文化数字化的初级过程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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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种文化内容被直接刻入数字形式——例如在电脑上书写文字或用数码相机拍摄照片并将其插入可下载的文件中——作为一种体验形式，它显然是一种文化内容。然而，由于铭文的数字形式，文化内容已经是“可复制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可以不受限制地生产的(因为没有原创性)，并且是可传播的，因此，它的表现方式是这样的——尽管它所指的不是先前的文化形式——数字形式指的是它本身就是的文化内容。
因此，文化的数字形式，无论是作为主要的还是次要的过程，既是一种文化内容，也是对同一文化内容的表现。数字化的数字形式，即技术定义所捕获的内部形式，当应用于表达人类经验的文化内容时，使该文化内容具有其表现形式的同一性。数字文化是通过数字化技术定义中所描述的数字形式使内容和表现形式同一性。
由于文化表达的内容包含文化知识，而文化内容的表示使这些知识在共享框架中可用，因此文化的数字化既是知识也是交流。由于数字化中内容和表现的同一性，知识和同样知识的传播变得同一性。数字化的形式瓦解了知识和传播之间的区别——已知的和利用已知的说服之间的区别，或者，从最广泛的角度来说，科学和修辞学之间的区别(Angus, 2005)。文化的数字化开启了这种经典区分的崩溃，因为它在数字形式和文化内容之间建立的关系，与文化内容本身的铭文一样，建立了这种文化内容的再现性和可重复性。文化的数字化使信息与文化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具有同一性。为了理解作为数字文化中心制度的信息概念，我们必须理解它是如何将知识坍缩为信息的形式，将传播坍缩为信息的形式，从而使信息既是知识又是传播。因此，信息是文化数字化的文化定义，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信息是否会通过破坏理性(现在以信息的形式)与意义和价值的整合而引发文化危机。对数字化制度进行回顾性调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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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知识的当代聚合及其基于铭文的传播，同时也是自身的表现。

信息是知识的一种形式
信息是一种知识形式，因此它指的是作为知识的世界的一个方面。它对知识进行表述，或赋予知识某种形式。这种形式不同于关于世界的其他形式的知识，比如说话、写作或绘画，尽管这些其他形式可以追溯到包含信息的特征。信息形式的知识是历史上的后来者，尽管如此，它可以用来描述其他形式的知识的一些共同内容。
作为控制论电路的信息信息中的知识形式传达了知识的两个基本方面:数量方面和关系方面。信息是一种知识，人们对它可能拥有“多”或“少”，“够”或“太多”。它是一种主要从其数量方面来理解的知识，尽管要描述这种数量需要参考“上下文”，我们通常非常笼统地说，但更确切地说，是参考该信息的关系方面。一个人有足够或太多的信息与其他信息有或多或少的接近，或相关的信息有关。信息的数量是通过其关系方面来定义的，而关系方面是通过信息系统来定义的。信息系统是由相互相关的信息组成的有组织的数组。

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一个控制性系统——比如一个内部有加热调节器的房子——在与其环境相关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内部组织的、自我导向的、自我纠正的系统，这样，当内部系统的组织响应外部环境时，正是它的内部组织定义了这种反应的性质。

反馈是一种控制系统的方法，通过将系统过去的运行结果重新输入系统。如果把这些结果仅仅用作对系统及其调节进行批评的数值数据，我们就得到了控制工程师的简单反馈。然而，如果从性能中反向得到的信息能够改变性能的一般方法和模式，我们就有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学习的过程。(维纳，19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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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自我调节通过内部组织的整体将这种关系路由，从而使每个内部组件与其环境保持距离。系统的每个内部组件通过整个系统的结构而不是单独对环境影响作出反应。这种内部组织，从而实现了高度的自我监控和自我纠正，是由系统的每个内部组成部分构成的，这些组成部分为其他组成部分提供信息。
拥有内部加热调节器的人住在房子里，从保持房子的温度在一个近似均匀的水平(比如在18到20摄氏度之间)中受益，并且通常不需要注意加热器何时工作，何时关闭。然而，如果这个人觉得太冷，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把自我调节传感器的温度提高几度。理想情况下，这种调节器的重置会达到一种新的平衡，让人感觉更舒服。这里需要注意两点:在这个简单的例子中，改变一个自我调节系统的调节水平，需要一个重置传感器的行动者。如果传感器可以自我重置，除了在一个预设的模型上，比如记录设备，定期重置白天和夜间的传感器温度，它可以说是一个有生命的系统，因为传感器成为了一个行动者。

这个循环组织构成了一个内稳态系统，其功能是通过确定指定它的组件是那些合成或维护它的组件来生产和维护这个完全相同的循环系统。此外，这种循环组织将一个生命系统定义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单元，并且对其作为一个单元的维护至关重要;凡是不在其中的，就是它的外部，或者不存在。在循环组织中，指定它的组件是那些它以某种方式确保其合成或维护的组件，使其功能的产物与产生它们的功能组织相同，这就是活的组织。
(Maturana and Varela, 1980: 9)

在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对环境刺激作出反应的过程中，例如传感器以不同的方式重置自身以监测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传感器充当了整个信息系统的监督者——即在对环境刺激作出反应时调节整体的部分。这将是一个生物的、有生命的系统的底线，而不是物理的、一阶控制论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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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要注意的是，感觉冷的人感觉冷。从系统的角度来看，感觉冷的功能是作为调节器复位的信息。感觉冷通过被设置在其他信息的关系语境中，从而成为信息，从而发挥信息的作用。但一个人可以感觉冷而不成为这样的信息。我可能只是保持寒冷，因为这不是我可以改变的房子，或者因为我买不起更多的石油或天然气。信息包含了我之前所说的“文化内容”的参考，或者在这种情况下是一种感觉寒冷的生理文化状态，但它不是物质文化内容本身的这一方面。这正是通过内部组织的强化所实现的，这样对环境的参考就会通过系统的整体而不是每个组成部分单独地做出反应。信息的形式是与一个有组织的系统内的其他信息的定量关系，而不是直接与这些关系之外的事务状态的关系。信息概念从一个自我调节的控制论系统的概念发展而来，意味着信息同时既是系统内信息的运动，又是该系统的自我监控和自我调节。实践和关于这种实践的理论在控制论信息中崩溃。知识变成了一种形式的信息，这种形式与它的交流融合在一起。

从信息到突现意义
这种将信息初步表征为定量和关系形式的知识，可以更详细地描述信息的复杂程度。这种图式阐述了数字化的文化定义，它指的是数字在其数字化系统化中通过将这种形式插入文化形成和传播的基本过程而在人类经验中发挥作用的方式。

最小的信息量是piece.a一条信息只能被定义为参照其作为信息而起作用的话题或主题的最小的信息量，也就是说，相关信息的关系总体。这种确定，如果没有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Ian Angus  57 

a In Love the Questions: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Enlightenment I used the term “bit” but 
distinguished it from its technical meaning.  It now seems clearer to adopt a different 
terminology entirely for the cultural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information (Angus,  
2009: 113–6). 



比作品本身更大更复杂的信息排列。总是有不止一条信息，但一件作品的相关性取决于信息的整体，而不是它对经验世界的一个元素的参考，在这个意义上，只能被回顾性地定义为整体的一部分。这种信息的总体可以以两种形式出现:作为其他信息片段的不确定的众多，或者作为由主题组织的总体。在这里，我们大致上遇到了信息的文化问题:有大量的信息，但它不一定被组织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文化数字化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包含在如何选择和组织过多的信息片段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的问题中。而文化上无法将这一选择和组织过程制度化的失败，确实可以被称为“文化危机”。 

我们可以区分出建立在这个原始片段之上的信息片段的三个更高层次的集体。有一堆信息，这是由单个信息片段组成的无组织的、数量不定的更大的集合。这样的一堆展示了文化危机:我们有成堆的信息，却没有一件与一件或一件重叠的相关性。我们淹没在如此多的堆中，以至于一种文化组织其意义感和价值感所需要的连贯性本质上是缺乏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有足够的信息，什么时候我们有太多的信息，也不知道所收集的信息是否具有任何真正的相关性。
从几堆信息中，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形成一堆信息——在这里，我们将走出危机的第一步。我在这里使用“束”这个词，是指一串葡萄或一束花，或者把手指捆成拳头。它首先表示一个可观的数目——至少是一堆，也许是几堆——但更重要的是，这一堆本身具有某种可辨别的、虽然可能很弱的组织。卖花的人根据花的形状和颜色把它们束成一束;葡萄是根据茎上生长的逻辑串成束的;拳头被手指捆成一团，不能包含一个脚趾。将一堆或几堆转化为一堆，涉及到突 发 性 组 织的问题，如果充分跟进，可以将信息形式的知识组织成与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组织和持久性相关的文化知识。如果我们能够以微观逻辑的方式确定，一堆变成一堆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我们就开始着手解决信息时代文化意义的建构问题。

58信息时代的突现意义(Emergent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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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束束的信息可以被收集成一个话语。我说的语篇是指有组织地呈现一系列信息，阐述一个主题的连贯视角。“话语”一词打破了它之前的主要定量术语，强调了它所实现的内部定性组织，从而表达了文化意义，话语本身可以进入一种更广泛的话语之间的关系，以解决文化价值。
现在，我在这里所做的只是提出一个旨在帮助定义信息时代文化危机问题的术语。这些术语既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也不能断言这个问题在原则上是可以解决的。然而，它确实指出了在哪里可以寻求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以及什么将构成这样一个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如何从信息碎片的更高集体的组合中，出现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它将与早期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话语相比较，这些话语不是从信息的数量和关系形式开始的?

将这种提出的涌现意义形式与早期有意义的文化整体的信息区分开来的根本区别在于，这些整体首先是作为具有部分的整体来表达的，这些部分在整体中的位置因此被确定。他们相对自然的世界观，用马克斯·谢勒的术语来说(谢勒，1980:74)，被视为一个整体，其整体性表达了意义和价值。因此，他们的问题是，如何根据文化整体来理解和评价一个涉及文化整体的独特部分的给定情境。问题的方向是，首先，这种情况应该如何与文化整体的不同部分相联系，其次，文化整体如何决定部分的意义和价值。我们的问题是逆向的，虽然不是现存的逆向。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着过多的信息。任何一条信息都与不确定但数量庞大的其他信息共存。因此，每一条信息都出现在一个无限的视界中，这个视界以互联网为代表，是大量更多信息的来源。我们的问题是，在这个不确定的范围内，单个的信息片段如何能够充分地组织起来，以表达文化意义，而不落入不断积累信息的背景嗡嗡声中。
在这种组织之外，通过涌现意义的过程——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个过程的话——将构建一个话语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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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参与文化意义和价值的建构。今天许多哀叹主体衰落和意义危机的话语，基本上都假定这种突现意义的过程是不可能的，因此当代数字化文化不可能成为我们过去谈论文化意义时那种意义上的文化。具有文化意义的当代主体将是更高层次的信息集体的一种新兴属性。
克服文化数字化所产生的意义和价值危机，就必须表明，即使在信息时代，这种能够赋予主体性和意义的突现结构在某些条件下确实是可能的。但在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谈谈知识及其传播的崩溃所带来的信息的第二个方面:信息作为传播媒介之间的翻译媒介。

作为翻译媒介的信息
在知识汇聚和信息传播之前，人们可以区分作为文化内容的知识和它的传播，或者，用古典术语来说，哲学和修辞学(安格斯，
2005)。可以从其文化内容及其对社会文化形成的影响的角度来研究传播，也可以从传播媒介的角度来研究传播，传播媒介将文化内容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个地方，或从一个主体传递到另一个主体，以施加影响。如果关注传播的文化内容，传播媒介的专一性就会退避，而如果关注传播媒介，文化内容就会退避，有利于媒介构成的物质关系。由于文化数字化现象本身包含了文化内容传播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通过互联网和相关渠道的传播——关注传播媒介对于提出对意义和价值的暗示问题至关重要。

传播媒介理论一种传播媒介建立起一种关系，即在一种给定的媒介内刻写的传播的起点和终止点之间的关系;例如，说话者、作者或发送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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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师、读者或接收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性质是由每种情况下媒介的特定特征来定义的。因此，在言语媒介的情况下，说话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种面对面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包括了外观、手势和音色等方面。作者和读者被一段不确定的距离隔开，因此不能面对面，而是通过写在纸上、莎草纸上、卷轴上或电脑屏幕上的文字来交流。外观、手势和音色都不存在，但完整的、可重复的、可携带的文本使远离周围社会关系的个人能够沉浸在文本的意义中，对其进行反思，并返回来检查它，并在以后与同一文本的其他读者(他们在相隔甚远的时间和地点阅读)进行交流。对各种传播媒介及其固有特征的研究，包括它们影响社会关系和文化中意义循环的方式，现在是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现在被称为“媒介生态学”(安格斯，2000:37-38)。1

然而，在文化数字化的背景下，主要关注的不是传播媒介、媒介生态之间的关系转移，而是数字化传播在媒介生态中的地位。数字媒体是否应该被视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原则上可以与其他媒体(如演讲、卷轴、书籍、广播、电视等)相媲美，或者它是否是一种影响——也许是一种基于电子或计算机技术的外部影响——作用于所有媒体，这往往是不明确的。后者抓住了一些真理，因为任何媒体的任何内容都可以被赋予数字形式。这就是为什么数字化给文化意义和价值带来了危机，而不仅仅是媒体生态内部的转变。但仔细观察，就能得到更精确的定义。
如果我们以当代用户的方式看待电脑屏幕，我们会依次体验到书面文本、录音、图表和插图、照片、音乐、乐谱等等。这些在以前可能都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媒介。但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体验到“数字”是屏幕上的内容。与其他电脑屏幕相连的电脑屏幕确实在用户之间建立了一种确定的横向关系。关于计算机通信所构成的“网络”关系，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热衷者经常声称，这种无等级的网络预示着一种新的民主形式，而保守派则怀疑，接触的速度和即时性是否消除了反思思考所需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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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通信所固有的社会关系确实是一种网络关系，这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屏幕上出现的不同的传播媒介表明，数字传播与它经常使用和描绘的其他媒体不同，它不是一种意义上的媒介。
让我们注意到这种情况的几个方面:首先，虽然不同的媒体及其内容作为内容被描绘或呈现在屏幕上，但这是以一种将它们重新嵌入到数字传播的网络社会关系中的方式完成的。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经常提醒我们的那样(麦克卢汉，1964:

60)，媒体不是简单地分离;在媒体生态中，新媒体的内容往往是旧媒体。比如，在电视上出现的是叫卖小贩、街头宣传员、话剧等。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以前的媒体变得满足(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是被呈现的东西)，而由旧媒体构成的社会关系在新媒体中消失了。很明显，这也发生在数字传播中:下载供阅读的书籍与其他数字可能 性 一 起出现，并在它们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化是一种类似于以前媒体的媒介，因为它的构成性社会关系将其他媒体的社会关系作为它的显性内容。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些材料彼此并排出现的事实，允许它们以新的方式被编辑和组装。再一次，我们可以在电视使销售、宣传和娱乐进入新的关系的方式上看到一个类比。但是，数字化还有更多的含义:所有这些媒体形式——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包括计算机形式——都可以通过数字化相互转换，这样数字化就成了文化内容翻译的通用媒介。它将任何媒介的内容翻译成自身，从而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对其进行编辑和重组，然后将新的内容重新嵌入到另一种媒介中——要么是本身，要么是以书籍、照片等印刷形式。尽管最终的内容重新嵌入到特定的媒介中，而这种媒介的建构性社会关系适用于这种媒介，但再现性和构成性的各个方面在原则上都是通过一种普遍的翻译媒介而崩溃的。这种区别通常并不清楚，因为我们倾向于假设——正如我们所做的那样，生活在数字媒介的主导地位之中——重新嵌入将永远是数字形式的。尽管我们经常将书面文本打印出来，并在学术会议上像使用书面手稿一样使用它们，其方式与许多年前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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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既是一种通用的翻译媒介，也是一种可与其他媒介相比较的特定媒介，因为当重新嵌入在数字形式内时，其特定的网络社会关系占主导地位。2数字化既是一种特定的传播媒介，又是一种传播媒介之间的翻译媒介。虽然先前的媒体在适当和可能的情况下会翻译先前的媒体，但数字化的特点在于其普遍翻译的可能性，也在于由于它显然与自身共存，因此被翻译的内容很可能在数字媒体内重新嵌入。也许我们应该保留后一种可能性，以考虑文化的数字化:不仅将所有先前的文化内容翻译成数字形式，而且将这种翻译的产品重新嵌入到数字媒体中。

数字化与文化意义因此，我们需要隔离翻译和交流的全数字媒体的哪些方面对文化意义和价值构成问题。众所周知，数字翻译和传播的关键方面是速度。相反，我们可以说，在数字化之前，媒介之间的每一种形式的有限翻译都需要所讨论的媒介的基本延迟特征。一种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暂时平衡的媒介生态，它的正式定义是媒介间翻译的速度或延迟。它实质上是由通过媒介生态传播的文化内容来定义的——也就是说，同样是由媒介生态中传播媒介之间不可翻译的东西所构成的那些沉默来定义的。翻译的延迟设定了文化内容和创新的正式边界，而本身被传播的文化内容同时也受到构建文化无意识的内容的不可能翻译的困扰——这在媒体生态中是不可说的，并且/或者被主流媒体推向了边缘。因此，数字文化的一个结构性特征是几乎同时的翻译/传播，这样以前分离的文化的边界就经常被逾越。这种越界意味着，数字文化的产品必须在不同的文化意义下进行解释，而不是在其生产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文化颠覆了任何既定的解释语境，并以解释者建立解释语境的必要性取代了这种先前稳定的语境。3

文化解释变得横向化，放弃了深度问题。综上所述，而之前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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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是在相对稳定的意义背景下制作和解释的，所以寻找一种适当的解释主导了文化意义，当代数字文化产生了对相关解释背景的寻找，并倾向于将任何提供的解释视为其他解释中的一种可能的解释(Poster, 2006)。
如果我们至少暂时以媒体生态所定义的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那么数字化的两个特征就会脱颖而出:首先，翻译和传播的速度意味着媒介之间的翻译延迟越来越少，几乎为零。第二，数字化作为翻译的通用媒介，意味着不可能的翻译所产生的沉默日益减少为零。这是一个普遍观察的基础，即信息正在加速超越所有跟随它的能力，而这些信息的含义越来越难以理解。文化的数字化确实给文化带来了危机，因为如果没有延迟和沉默，文化就会趋近于一种没有稳定意义的纯粹透明。这种透明度往往是乌托邦式的赞美或反乌托邦式的指责的主题，因为它破坏了任何稳定的意义背景，但在这一点上，更重要的是要问这种透明度对当代文化意义解释的可能性有什么影响——因为“危机”既被理解为损失，也被理解为恢复，在胡塞尔的意义上。
通过媒介间的普遍翻译，传播作为信息的形式意味着传播与知识的融合。翻译的元媒介是界定每种媒介所固有的特定知识形式的基础。这种形式的传播作为自我监控与知识汇合，成为信息的形式。

数字化是否引发了意义和价值的危机?

危机诊断的困难在于，人们必须展示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如何在当前形势下必然出现的，而不仅仅是偶然出现的，同时，通过同样的诊断，这个严重的问题是如何被克服的。危机既不是衰落，也不是上升。这是一个决定的时刻，在这个时刻，衰落的必要性和上升的可能性都建立在现象本身的基础上，以至于诊断指出了一条可能的解决方案，尽管它不能保证结果。文化危机概括了我们自己与意义和价值的斗争。出自文化对信息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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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厘清衰落的必要性和上升的可能性。这是我们结论的实体。信息通过将知识坍缩为信息的形式，将传播坍缩为信息的形式，从而成为数字文化的中心制度，这样一来，信息既是知识，也是知识的传播。文化的数字化被建立为既是知识又是传播，这同样是文化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它的行为和监控，都以信息的形式存在。这种内容/表现、实践/理论和知识/传播之间经典区别的趋同或瓦解，澄清了数字文化制度的基础。以上各节分别考察了信息即知识和信息即传播，以澄清这种趋同的本质。
推动这一分析的问题是文化数字化对意义和价值的意义。在本章前面对作为知识的信息进行研究时，我们已经看到，作为知识的信息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突现意义如何出现在由简单片段构建而成的连续更复杂的信息集体中。这个问题的核心——信息量如何转化为结构质量——已经在上面提出了，尽管还没有直接解决。在本章的那一部分中，我们研究了作为交流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作为翻译媒介的信息提出了一个文化日益趋向透明的问题。既然信息消解了知识和传播知识之间的区别，那么最后，我们是时候来探讨信息的这两个方面如何应对数字化文化中的意义和价值危机了。
让我们以总结性的形式陈述信息的特征，这些特征使我们能够将信息理解为数字文化的制度:信息既是知识，也是知识的传播、内容和表现;它在一个自我监控、自我调节的网络中运行;它是文化内容翻译的通用媒介，可以界定不同传播媒介的知识边界。
我们的两个平行调查将我们引向文化数字化基本情况的两个趋同的方面:既然每一条信息都发生在一个包含无限和非常大量信息的视界中，那么在一堆信息中如何出现一个紧急结构?既然数字化翻译和传播的速度减少了传统上附加在文化翻译和传播上的延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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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为零，这意味着构成一种文化形式无意识的沉默也减少到相对的零，意义和价值如何在这样一种文化意义透明的语境中凝结?把这两种表述放在一起:意义和价值如何在纯粹存在的文化形式的无限视界内，既没有沉默，也没有无意识，由即时传播构成的，从成堆的信息的结构中浮现出来?如果不是来自决定了文化中主体位置的沉默和延迟，那么结构又从何而来?

信息的特征表明，数字化确实引发了一场文化危机:没有延迟和沉默，文化近似于一种纯粹的透明;即使信息包含突现意义的可能性，但这种意义并不是直接或自动从信息的积累中产生的。纯粹透明的危险在于缺乏意义或价值。通过涌现意义恢复意义和价值意味着——与传统意义体系中过分夸大的“相对自然世界观”对个体意义的包容和组织不同——涌现意义包含自下而上意义建构的可能性。
这里的线索在于观察到，在信息回路的构建中，“感觉冷”促使传感器在调节器和环境之间重新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感觉冷”作为整个信息系统的信息，即使“感觉冷”本身被该系统留在外面，因为感知本身不是信息而是感知。信息是定量的和相关的，然而，即使对于系统中的一个节点来说，“感觉冷”的感觉也是一种状态，或者是一种感知。换句话说，作为定量和关系的渲染，使得事件状态的登记的特殊性与定量关系无关。请注意，这种“感觉冷”并不是指信息系统之外的主体，而是指信息系统内的感知节点。同样，我不会诉诸于信息时代之外的主体，而是诉诸于信息时代内的感知节点。尽管如此，我认为，在整个信息系统中，记录感知状态与定量关系计算之间的区别仍然适用。
正是这种信息系统内的登记节点，一旦被取消或忽视，就会产生数字文化的危机。同样，正是从这个登记节点中产生了不同的态度，才能够克服危机。随着延迟和沉默趋近于零，该节点作为注册站点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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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几乎完全被整个信息系统所吸收。但这种吸收永远不可能是完全的。正是在完全吸收与注册站点的奇点之间微小而持续的差异中，才发生了数字文化的危机与疗愈。这种差异是如何出现的，又如何被扩宽为文化意义?

如果在注册地点注册本身被认为是一种感兴趣的现象，那么吸收的速度就会减慢，从这种延迟中产生了成堆信息的结构化。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为强度。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把“意义和价值”作为一个短语来讲，但传统上，“意义”会在更高层次的估值之前被考虑，而我想说的是，由于信息的划时代形式，这种关系已经发生了逆转。价值的根经验是注册站点作为兴趣和调查站点的奇点的意义，“强度”一词指的就是这个意义。这种强度可以被描述为胡塞尔要求符号系统(如数字)根植于直接直觉的残余:它不再具有胡塞尔所要求的自明性和普遍性，但确实包含了作为这些基础的“经验”时刻——尽管这里的“经验”不再是一个预设的基础，而是在符号系统中发现的一种缺失，这种缺失指出了在符号系统的每一个实际操作中始终存在的外部操作。要成为信息，一个符号系统必须有物质，而在物质中，它遇到了某种强度的奇点。登记的强度是信息电路吸收的延迟，它提供了构建构成价值的信息堆的动机，从而构成了这些信息堆成为束和话语时的意义。
这种对登记地点的奇异性的拥抱，聚焦于登记的强度，因为在登记中没有被纳入到电路中。这是一种本土化的举动(Angus, 

2008: 13-36)。这种强度成为结 构 化的一种价值，为一堆信息的突现意义奠定基础。这是在注册站点，甚至是由注册站点承担的风险，这与哲学本身是共延的。4一旦节点成为一个站点或地点，而不仅仅是一个电路中的节点，由于其注册的密集奇点，价值和意义就会出现，以构建信息。这样的价值和意义形成了延迟和沉默，形成了文化的视界。建立的文化不是数字文化，而是数字化中的新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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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媒体生态学也被称为“多伦多传播学派”，因为埃里克·哈夫洛克、哈罗德·英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都曾在多伦多工作过一段时间。在我之前的工作(安格斯，2000)中，我使用了“比较媒介理论”这个术语来强调，只有当一个人“在”该媒介之外时，也就是说，在另一种媒介中，特定媒介的特征才会变得清晰。我曾在一次采访

(Ralon)中讨论过各种术语的相对有效性以及当代对“媒体生态”的近乎共识。 

2对这种在当代文明中变得无处不在的翻译的普遍性的认识，是将媒介分析从仅仅是不同形式的目录转向一般文化理论的关键因素。“既然我们在电子技术中不仅扩展了我们的身体器官，而且扩展了神经系统本身，那么作为速度因素的专业和分工原则就不再适用了。当信息在中枢神经系统中以符号的速度移动时，人类面临着所有早期加速形式的过时，例如公路和铁路。出现的是一个包容意识的整体领域”(麦克卢汉，1964:103)。“渠道和信息的普遍数字化抹去了个体媒体之间的差异”(Kittler, 1999: 1)。 

3这是对我之前分析过的经典引用实践的变化情况的普遍化。“在传统引语中出现的(完成)关系在这里发生了逆转。在引文中，单句引文是不完整的，因为它的完整意义取决于整个文本——原文、新文本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完整是在引语这一边，而完整是在整个文本这一边。相比之下，一个比特的信息是完整的，因为它是单一的，封闭的，然而，它与其他比特的接近，通过互联网的无限增加，使它不完整。更大的结构现在是不完整的;较小的结构已经完成。知识变成了信息的碎片，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安格斯，200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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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哲学的开始是在一个决定性的行动中，在这个行动中，思想家的处境被作为理解人类状况的一种方式而被审问. . . .一个人被迫冒险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建立并形成一种哲学”(安格斯，199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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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负责任的机器人工自主代理的机遇与挑战

David J. Gunkel

1990年在德克萨斯大学召开的第一届网络空间会议上(就互联网而言是古代)，桑迪·斯通(Sandy Stone)提出了一个清晰的观点，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观点可以被认为是互联网生活的指导原则之一。“无论主体变得多么虚拟，总会有一个身体依附”(Stone, 1991: 111)。斯通用这段简短而深刻的评论试图指出的是，不管网上出现了什么，计算机网络和数字信息系统的用户都应该记住，在幕后或屏幕后面总是有另一个用户——另一个本质上和我们相似的人。这个“他者”可能以不同的虚拟角色、网名、个人资料或化身的形式出现，但这一切的背后总有人。
这种互联网民间智慧，让我们受益匪浅。它帮助用户驾驭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由计算机媒介的交流而成为可能的。它还帮助执法机构追捕骗子、诈骗艺术家和网络掠夺者。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它帮助我们理清了在数字关系中涉及个人责任和他人权利的棘手伦理问题。但这一切都结束了。它结束了，正是因为我们不能再完全肯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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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有身体附在身上。”事实上，大多数在线活动不再是(也许从来都不是)与其他人类用户的交流，而是与机器的互动。目前关于网络流量的统计数据已经给了机器一点优势，51%的活动是人类以外的(Foremski, 2012)，而且这一统计数据预计将以加速的速度增长
(Cisco Systems, 2012)。即使有人怀疑实现传统上所谓的“强人工智能”的可能性，但事实是，我们的世界已经充斥着半智能的人工制品、社交机器人、自主算法和其他智能设备，它们在社会关系和交流互动中占据了他者的位置。

下面将研究这些越来越负责任的机器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这些机器是为我们设计的，并且能够作为另一个自主代理对我们做出反应，这样做可能对某种程度的权利、责任或两者兼而有之有合法的要求。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分三步或三步进行:第一步将回顾我们通常处理技术和道德责任的方式。因此，它将针对并重新考虑技术的工具论，该理论将机器定义为服务于人类利益的工具或发明。第二部分将考虑自主技术给这一默认设置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机器人技术、学习算法和决策系统的最新发展超越了工具理论的概念界限，并要求我们重新评估谁或什么是道德主体。最后，通过结论的方式，第三部分将引出这一材料的后果，解释这种机器入侵对我们、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在这里遇到的其他实体意味着什么。

默认设置
最初，“负责任的机器”这个概念可能听起来很荒谬。哪个头脑正常的人会为此辩解呢?又有谁敢说，一件技术制品可以或应该被认为是一个自主的主体?我们和人类之间的麻烦还不够多吗?那为什么还要搅浑水呢?这种推理听起来直觉上是正确的。实际上，似乎没什么可谈的。机器，甚至是计算机、智能手机、软件算法、机器人等复杂的信息处理设备，都是技术，而技术仅仅是人类创造和使用的工具。一个机械或技术对象，没有任何意义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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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不做任何事;最终重要的是它被人类用户使用的方式。
这种常识性的评价是由通常提供给技术问题的答案构成的。
当我们问技术是什么时，我们就会问有关技术的问题。每个人都知道回答我们问题的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技术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另一种说:技术是一种人类活动。技术的这两种定义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设定目的并获取和利用达到目的的手段是一种人类活动。设备、工具和机器的制造和使用，被制造和使用的事物本身，以及它们所服务的需求和目的，都属于技术的范畴(海德格尔，1977:4-5)。 

根据海德格尔的深刻分析，任何一种技术，无论是手工业的产物还是工业化制造的产物，其假定的作用和功能都是人类使用者为实现特定目的而使用的一种手段。海德格尔将技术的这种特殊特征称为“工具定义”，并指出它形成了对任何一种技术发明的“正确”理解(1977:5)。
正如安德鲁·芬伯格(1991:5)在他的《技 术 批 判 理 论》的引言中所描述的那样，“工具主义理论提供了最广泛接受的技术观点。”它基于一种常识性观念，即技术是随时准备为用户服务的‘工具’。”因为一件工具“被认为是‘中性的’，没有它自己的价值内容”(芬伯格，1991:5)，所以对一件技术制品的评估不是它本身，而是基于它的设计者或使用者决定的特定用途。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简洁地阐述了这种情况的后果:

技术装置起源于人体器官的假体辅助装置或生理系统，其功能是接收数据或调节环境。它们遵循一个原则，这就是最佳性能原则:最大限度地输出(获得的信息或修改)和最小限度地输入
(在这个过程中消耗的能量)。因此，技术是一场与真实、公正或美丽等无关的游戏，而是与效率有关的游戏:当一项技术“行动”比另一项做得更好和/或消耗的能量更少时，它就是“好的”。(利奥塔，198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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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塔首先肯定了技术是人类活动的工具或延伸的传统理解。考虑到这一“事实”——它被陈述得好像是无可置疑的东西——他接着对技术机器在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中的适当位置提供了解释。根据他的分析，一个技术装置，无论是一个简单的开瓶器，一个机械钟，还是一台数字计算机，本身都不会参与到真理、正义或美的大问题中来。技术只是和效率有关，这是无可争议的。一个特定的技术“举动”或创新被认为是“好的”，当且仅当它被证明是实现用户指定目标的更有效的手段。
但工具理论不仅仅是哲学反思的问题;它也为人工智能(AI)和机器人技术的工作提供信息，并作为概念背景，即使它通常不被认为是这样。“机器人行为的法律和道德责任，”乔安娜布莱森(2010:

69)断言，“应该与其他AI系统没有什么不同，这些与任何其他工具一样。通常，工具造成的损害是操作员的过错，从中受益是操作员的功劳. . . .我们永远不应该谈论机器做出道德决定，而是机器在我们为它们设定的限制内正确运行。”对布莱森来说，机器人、软件算法和其他复杂的AI系统与其他技术产物没有什么不同。它们是人类制造的工具，被人类用户用于特定目的，因此仅仅是“用户的延伸”(布莱森, 2010: 72)。因此，布莱森可能会同意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观点，后者将所有技术都描述为媒体——字面上是影响或传递的手段——所有媒体都是“人的延伸”(麦克卢汉，1995)。
作为人类能力的延伸或增强，复杂的技术设备，如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其他计算机系统，不被认为是与它们一起或通过它们执行的行为的负责任的代理人。“道德”，正如J. Storrs Hall(2001: 2)所指出的，“落在人类的肩上，如果机器改变了做事的便利性，它们并没有改变做这些事的责任。人一直是唯一的“道德行为者”。’”这一表述不仅听起来头脑冷静、合情合理，而且是计算机伦理学的标准操作假设之一。尽管自1976年Walter Maner首次提出“计算机伦理学”一词以来，“计算机伦理学”的不同定义一直在流传，但它们都有一种工具主义的观点，即赋予人类设计者和用户道德能动性。黛博拉认为

74 Responsible Machine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约翰逊被认为撰写了该领域的议程设置教科书，他说:“计算机伦理学原来是对人类和社会的研究——我们的目标和价值观，我们的行为规范，我们组织自己和分配权利和责任的方式，等等”(约翰逊，
1985:6)她认识到，计算机经常以创新和具有挑战性的方式将这些人类价值观和行为“工具化”，但底线是并且仍然是人类代理人设计和使用(或滥用)此类技术的方式。

即使面对似乎越来越复杂的技术发展，约翰逊仍然坚持这一观点。“计算机系统，”她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是由从事社会实践和有意义的追求的人们生产、分发和使用的。当前的计算机系统是如此，未来的计算机系统也是如此。无论未来的计算机系统如何独立、自动和互动，它们都将是人类行为、人类社会制度和人类决策(直接或间接)的产物”(约翰逊，2006:197)。以这种方式理解，计算机系统，无论它们可能变得多么自动、独立或看似智能，“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自主、独立的)道德行为体”(约翰逊，2006:203)。它们将像所有其他技术人工制品一样，永远是人类价值、决策和行动的工具。
因此，根据工具理论，通过机器进行的任何动作最终都是某些人类代理人的责任——系统的设计者、设备的制造商或产品的最终用户。如果出现问题或有人受到机制的伤害，“某些人应该为设置程序做这样的事情而受到指责”(Goertzel, 2002: 1)。按照这一论点，可以得出结论，所有机器的行为都应归功于或归咎于人类程序员，制造商或操作员。从这个角度来看，把责任推给机器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不负责任的。Mikko Siponen(2004: 286)认为，把能动性归咎于机器，会让人“开始把我们的错误归咎于计算机。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声称‘这不是我做的——这是计算机的错误’，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软件是由人编程的，以‘以某种方式行事’，因此，人们可能偶然或有意地造成了这个错误(或者用户对这个错误的原因做出了其他贡献)。” 

这一见解被一句流行的谚语编纂为“可怜的木匠怪自己的工具”。换句话说，当出现问题或在涉及技术应用的情况下出现错误时，是工具的人类设计师、制造商或操作员，而不是工具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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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受到指责。责备工具不仅在逻辑上是不正确的，因为工具只是人类行为的延伸，而且在伦理上是可疑的，甚至是“危险的”
(Johnson and Miller, 2008: 124)，因为这是人类代理人经常试图转移或避免为其行为承担全部责任的方式之一。Abbe Mowshowitz

(2008: 271)认为，“通过赋予技术自主代理的属性，人类在伦理上被边缘化了。个人被免除了责任。被不可抗拒的力量控制的暗示为拒绝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提供了借口。”因此，责备计算机(或任何其他技术)至少犯了两个根本性的错误。首先，它错误地把能动性归于仅仅是一种工具或无生命的物体。这种逻辑错误错误地把一个被动的客体变成了一个主动的主体。用康德的语言来说，它混淆了手段和目的。其次，它允许人类使用者通过把责任推给其他东西来转移道德责任。换句话说，它允许人类用户把计算机当作替罪羊(Nissenbaum, 1996: 35)，并为自己的行为转移责任。

新常态
器乐理论不仅听起来合理，而且显然是有用的。有人可能会说，在这个技术系统日益复杂的时代，它有助于解析责任问题。它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它将责任置于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看似直观的主体位置，即人类的决策和行动中，它抵制任何和所有通过指责或替罪羊来将责任推给一些无生命的物体的努力，这些物体仅仅是工具、发明或工具。然而，与此同时，这种特殊的表述也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局限性，特别是当它适用于(或不适用于)最近的技术创新时。

首先，工具理论把所有的技术，无论设计、构造或操作，都归结为一种工具——一种人类能动性的工具、假体或媒介。然而，“工具”并不一定包括所有的技术，也不穷尽所有的可能性。也有机器。尽管正如卡尔·马克思(1977:493)指出的那样，“力学专家”经常混淆这两个概念，称“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重要而关键的区别，这种区别最终与机构的位置和分配有关。这一本质区别的迹象可以在一个简短的插话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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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海德格尔在1954年的文章《关于技术的问题》中提出。海德格尔在提到他使用“机器”一词来描述喷气式客机时写道:“在这里，讨论黑格尔将机器定义为自主工具是合适的[selbständigen Werkzeug]”
(1977:17)。海德格尔引用的是黑格尔1805 - 1807年的《耶拿讲座》
(Jena Lectures)，其中“机器”被定义为一种自给自足、自力更生或独立的工具，但没有提供完整的引文。尽管海德格尔立即驳回了这一选择，认为这与他质疑技术的方式不合适，但兰登·温纳在《自主技术》中接受并持续考虑了这一选择，

自治就是自治、独立，不受外力法则的支配。在康德的形而上学中，自主性指的是自由意志的基本条件——意志遵循自己赋予自己的道德法则的能力。康德将这种观念与“他律”对立起来，“他律”是指意志受外在法则的支配，即自然的决定论法则。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提到自主技术就会引发一种令人不安的讽刺，因为预期的主体和客体关系完全颠倒了。我们现在正在倒过来阅读所有的命题。说技术是自主的，就是说它是非他律的，不受外部规律支配。而适合于技术的外部规律又是什么呢?似乎是人的意志。
(1977年获奖:16)

“自主技术”是指通过故意争夺和重新定位代理分配而直接违背工具论的技术装置。这样的机制并不是由人类代理人根据自己的意志来指挥和使用的他律工具，而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占据了自主代理人的位置。正如马克思(1977:495)简洁地描述的那样，“因此，机器是一种机械，在启动之后，它使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与工人以前使用类似工具所做的相同的操作。”这样理解的话，机器所占据的不是工人的手工工具，而是工人自己，即使用工具的主动和自主的代理人。
其次，自主机器不仅是科幻小说的永恒宠儿(从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中的怪物到HAL 9000计算机等)，而且如果还没有成为社会现实的一部分，也正在迅速成为科学事实。根据雷·库兹韦尔的估计，引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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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十年内，基于信息的技术将涵盖人类所有的知识和能力，最终包括模式识别能力，解决问题的技能，以及人类大脑本身的情感和道德智能”(库兹韦尔，2005)。同样，汉斯·莫拉维克预测，不仅人类的智力水平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达到，而且最终会超越它，这将使人类实际上被淘汰，成为我们自身进化成功的牺牲品。
我们已经非常接近这样一个时代，那时人类的基本功能，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几乎都不缺人工的对应物了。这种文化发展趋同的体现将是智能机器人，一种可以像人类一样思考和行动的机器，无论它在身体或精神细节上多么不人道。这样的机器可以在没有我们、没有创造我们的基因的情况下，继续我们的文化进化，包括它们自己的构建和日益快速的自我完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的DNA会发现自己失去了工作，在进化竞赛中输给了一种新的竞争(莫拉维克, 1988: 2)。
就连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等看似脚踏实际、头脑冷静的工程师也预测，机器智能将在短短几十年内达到与人类能力相当的水平。布鲁克斯以其“无脑”机器人挑战莫拉维克和AI权威而闻名。“我们幻想中的机器，”布鲁克斯写道，指的是科幻小说中流行的机器人(如HAL、3CPO、Lt. Commander Data等)，“有语法和技术。它们也有情感、欲望、恐惧、爱和骄傲。而我们真正的机器没有。在第三个千年的开端，似乎是这样。但一百年后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我的论点是，在短短20年内，幻想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将被撕裂”(布鲁克斯，2002:5)。
对人类水平(或更好)的机器智能的预测，尽管助长了富有想象力和娱乐性的小说形式，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未来主义的。也就是说，它们解决了AI和机器人领域可能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可能发生在尚未完全开发、原型化或经验证明的技术或技术上。因此，严格的工具主义者往往能够将这些预测视为一厢情愿的想法或猜测。如果说AI的历史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持怀疑态度。事实上，我们以前也听过这种异想天开的假设，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正如Terry Winograd(1990,167)在对进步(或缺乏进步)的诚实评估中所写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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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科上，“人工智能还没有实现创造力、洞察力和判断力。但它的缺点要平凡得多:我们还没有能够制造出哪怕是一点点常识的机器，也没有能够用普通语言就日常话题进行对话的机器。” 

尽管存在这些缺点，但目前的实施和工作原型似乎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并使机构的确定和分配复杂化。例如，有一些学习系统，这些机制不仅可以在很少或根本没有人类指导或监督的情况下做出决策并采取现实世界的行动，而且还可以根据这些操作的结果修改自己的行为规则。这些机器现在在商品交易、交通运输、医疗保健、制造业甚至文化中相当普遍，它们似乎不仅仅是工具。例如，考虑一下过去15年来金融和商品交易市场发生了什么。有一段时间，纽约证券交易所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交易是由“坑里”的人类交易员发起和控制的。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金融服务机构开始开发算法来接管大部分工作(Steiner, 2010)。这些算法更快、更高效、更一致，并且由于这一切，可以通过利用市场价格的瞬间差异来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利润。这些算法分析市场、做出决策和发起行动的速度比人类的理解速度更快，并且设计了学习子程序，这些子程序可以改变它们的初始编程，以便能够对新的和意想不到的机会做出反应。这些东西都起作用了;它们为金融服务业创造了难以置信的收入。因此，现在超过70%的交易都是由机器生成和控制的
(Scott, 2012:这意味着我们的金融状况——不仅是我们的抵押贷款和退休储蓄，而且是国家和全球经济的很大一部分——现在都是由机器来指导和管理的，这些机器被设计成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

由此产生的社会后果可以从一个被称为“闪电崩盘”的重大事件中看到。2010年5月6日下午2点45分左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几秒钟内下跌了1000多点，然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反弹。这一跌幅约占市场总价值的9%，即1万亿美元，是由几个交易算法相互作用和响应造成的。换句话说，没有人发起了这个动作，没有人控制了这个事件，也没有人可以被认为对这个事件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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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结果。这是由算法承担和监督的事情，人类经纪人只能被动地看着事情在他们的监视器屏幕上展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是谁制定的，也不知道为什么。直到今天，没有人确切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斯拉文，
2010)。换句话说，没有人确切知道是谁，甚至是什么造成了这场短暂的金融危机。

在涉及文化消费和生产的情况下，可以找到机器自主性的一个不那么邪恶的例子。目前，Netflix、亚马逊和其他地方的推荐算法越来越多地决定了我们访问和体验的文化对象。据估计，通过Netflix获得的所有内容中有75%是机器生成推荐的结果(Amatriain和Basilico, 2012)。因此，这些算法实际上接管了电影、书籍和音乐评论家的工作，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看什么电影、读什么书、听什么音乐。但是，机器不仅仅涉及文化产业的发行和展示方面;在创意方面，它们也在积极参与。比如在新闻领域，算法现在写的都是原创内容。除了目前充斥网络的简单新闻聚合器之外，这些程序，比如西北大学的Stats 

Monkey，可以从机器可读的统计数据中自动撰写可发布的故事。像“十大网络”这样的组织目前使用这些程序来开发网络分发的内容(斯拉文，2010:218)。这些应用程序虽然明显处于开发的早期阶段，但最近却领导了XMLToday的执行编辑Kurt Cagle。org，挑衅地询问AI是否可能在2030年竞争并赢得普利策奖(Kerwin, 2009: 1)。
类似的转变也发生在音乐领域，算法和机器人积极参与到创作过程中。例如，在古典音乐领域，有David Cope的音乐智能实验或EMI

(发音为“Emmy”)，这是一个算法作曲家，能够分析现有的作品并创造新的、原创的乐谱，这些乐谱实际上与巴赫、肖邦和贝多芬的经典作品没有什么区别(Cope 2005)。然后是Shimon，一个来自佐治亚理工学院的马林巴爵士机器人，它不仅与人类音乐家实时即兴演奏，而且“旨在与人类创造有意义和鼓舞人心的音乐互动，从而带来新颖的音乐体验和结果”(佐治亚理工学院，2013;Hoffman and Weinberg, 2011)。
尽管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将“代理”和“责任”分配给这些机制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没有争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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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游戏规则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Andreas 马蒂亚斯在总结他对自动机学习的研究时指出:
目前有一些正在开发或已经投入使用的机器，它们能够决定行动路线，并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它们行动的规则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在机器运行过程中由机器自己改变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机器学习。传统上，我们要么认为机器的操作员/制造商对其操作的后果负责，要么认为“没有人”
(在无法识别个人过错的情况下)。现在可以证明，有越来越多的机器行为类别，其中传统的责任归属方式与我们的正义感和社会的道德框架不兼容，因为没有人对机器的行为有足够的控制权，能够为它们承担责任。(马蒂亚斯，2004:177)

换句话说，曾经有效地将机器行为束缚在人类能动性上的技术的工具性定义，不再充分适用于那些被刻意设计为运行和表现出某种形式(无论多么初级)的独立行动或自主决策的机制。重要的是要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工具定义就此被驳倒了。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存在被人类用户理解和利用为工具的机制(即割草机、开瓶器、电话、数码相机等)。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工具主义的定义在解释某些技术设备时在某些情况下是多么有用和看似正确，但它并没有穷尽所有类型设备的所有可能性。
最后，除了复杂的学习自动机和机器人之外，还有一些普通的对象，如在线聊天机器人和非玩家角色，即使没有证明这一点，至少也会使工具主义的假设复杂化。例如，米兰达·莫布雷(Miranda 

Mowbray)研究了在线社区和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morpg)中道德代理的复杂性。
网络社区的兴起导致了一种通过在线角色进行实时、多人互动的现象。一些在线社区技术允许创建机器人(根据软件程序而不是由人类直接控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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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在线社交空间中，将机器人与人类区分开来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人物角色也有可能部分由软件程序控制，部分由人类直接控制. . . .这就导致了这些空间中伦理争论(更不用说警务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为演员和道德代理人之间通常的一对一对应关系可能会丢失。(莫布雷，2002:2)

因此，软件机器人不仅使行动者和道德行为人之间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复杂化，而且使决定谁或什么对在线社区虚拟空间中的行为负责变得越来越困难。尽管这些机器人离实现任何看起来远不像智能甚至是基本机器学习的东西还差得远，但它们仍然可能被误认为是其他人类用户并被通过。莫布雷指出，这不是“复杂的机器人设计的特征，而是在线社交空间的低带宽通信”，在那里“更容易令人信服地模拟人类代理”(2002:2)。
尽管有了这些知识，但这些软件实现不能仅仅作为工具或工具而被一笔勾销。“这篇论文中的例子，”莫布雷总结道:“表明机器人可能会根据其程序员或其他用户的意愿对其他用户或整个社区造成伤害，但它也可能由于涉及其编程的某些组合的情况的组合而造成伤害，与之互动的人类用户的行为和精神或情绪状态，其他机器人和环境的行为，以及社区的社会经济”(2002:4)与人工智能不同，人工智能将占据至少与人类代理相当接近的位置，因此不能仅仅作为工具而被解雇，机器人只是把水搅浑了(这可能更糟)，因为它们没有确定它们是否是工具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它们让道德代理的问题既悬而未决，又令人不安。

机器的崛起
2012年11月，通用电气推出了一个名为“移动中的机器人”
(Robots on the Move)的电视广告。这段62秒的视频由乔纳森·戴顿和瓦莱丽·法里斯(2006年故事片《阳光小美女》的夫妻组合)制作，描绘了科幻小说中许多标志性的机器人穿越很远的距离，在一些灯火通明的飞机机库前集合，为我们
82责任型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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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知的是一些新型机器的揭幕——“辉煌的机器”，正如通用电气的标语所描述的那样。当我们看到《禁忌星球》里的机器人罗比、《 霹 雳游侠》里的机器人汽车KITT和《 星 际 迷 航:下 一 代》里的Data中校指挥官前往这次人工智能的会议时，我们被一个不祥的画外音告知:“机器正在移动中。” 

虽然这可能看起来不像典型的机器人末日(在科幻电影和电视节目中，如终结者、黑客帝国三部曲和太空堡垒卡拉狄加中生动地描绘了这一点)，但事实上，我们正处于一场入侵之中。机器在移动。它们无处不在，做着所有的事情。它们可能是从取代工厂车间的工人开始的，但现在它们积极地参与到知识、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入侵并不是来自遥远的外星世界的某种未来可能性。它就在这里;就是现在。抵抗是徒劳的。随着这些越来越自主的机器在当代文化中占据了有影响力的地位——在这些地位上，它们不仅是人类行为的工具或工具，而且本身就是行动者——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些重要但相当困难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机器人、算法或其他自主系统才会对自己做出的决定或采取的行动负责?换句话说，什么时候说“这是计算机的错”才有意义?同样，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能不得不认真考虑将公民、道德和法律地位等权利扩展到这些具有社会意识和互动能力的设备上?换句话说，什么时候“机器的权利”之类的建议才会不再被认为是无稽之谈? 

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似乎至少有三种选择，没有一种是完全舒服或令人满意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像往常一样做出回应，将这些机制仅仅视为工具或工具。Bryson在她的文章“机器人应该是奴隶”中提出了这种方法:“我的论点是，机器人应该被制造、销售，并在法律上被视为奴隶，而不是同伴同伴”(Bryson, 2010: 63)。虽然这可能听起来很刺耳，但这个论点是有说服力的，正是因为它借鉴了技术的工具理论，并得到了它的支持——这一理论在其背后有着相当大的历史和成功，并且作为任何和所有技术考虑的假定默认立场。这个决定——即使它是默认立场，它也是一个决定——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从积极的一面看，它重申了人类例外论，绝对清楚地表明，只有人类才拥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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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责任。技术无论多么复杂、智能和有影响力，现在和将来都只是人类行动的工具，仅此而已。但是，这种方法尽管有用，也有一个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缺点。它故意地制造了一类新的工具性仆人或奴隶(我们可以称之为“奴隶制2.0”)，并将这一决定合理化为道德上适当和合理的。换句话说，将工具理论应用于这些新型机器，虽然看似合理和有用，但可能会给我们和其他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决定像对待动物(Singer, 1975)和环境(Birch, 

1993)等其他非人类实体一样，考虑对机器的权利和责任的可能性。对于这种结果，既有道德上的先例，也有法律上的先例。事实上，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充斥着人工实体的世界里，这些实体被认为是法人，其权利和责任受到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承认和保护——有限责任公司(French, 1979)。再一次，这一决定听起来合情合理、合情合理。它将道德立场扩展到这些其他社会活跃实体，并根据诺伯特·维纳
(Norbert Wiener, 1988: 16)的预测，认识到未来的社会状况将不仅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还涉及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但这一决定也有巨大的成本。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自以为了解的关于自己、技术和道德的一切。它要求我们学会超越人类例外论、技术工具主义和所有其他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的主义。实际上，它要求对谁或什么应该被视为道德主体进行彻底的重新概念化。

最后，我们可以尝试通过采取一种中间混合的方法来平衡这两种极端立场，将代理和责任分配到一个相互作用的人类和机器组件的网络中。这种特殊版本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正是约翰逊在她的文章《计算机系统:道德实体但不是道德代理人》(2006:202)中提出的解决方案。“当计算机系统行为时，有一种三合一的意向性在起作用，即计算机系统设计者的意向性、系统的意向性和用户的意向性。”这个建议也有它的优点和缺点。特别是，它似乎注意到了数字联系中生活的紧急情况。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在真空中做决定或行动的;我们总是并且已经被相互作用的元素所组成的网络所纠缠，这使得意向性、代理和责任的分配变得复杂。而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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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总是包括其他人——不仅包括其他人，还包括机构、组织，甚至是机械元素。
然而，这种结合的方法仍然要求人们决定哪些方面的代理和责任属于机器，哪些方面应归于人类。换句话说，混合方法虽然试图在严格的“工具主义”和“机器道德”之间取得平衡，但仍然需要在谁算作道德主体和什么可以被视为纯粹客体之间做出决定。事实上，正如雅克·德里达所指出的，一切都取决于这两个看似简单的词之间的决定

(2005:80)。例如，约翰逊仍然站在人类例外论的一边:“还要注意，虽然人类可以在有或没有人工制品的情况下行动，但计算机系统不能在没有人类设计师和用户的情况下行动。即使它们的近似行为是独立的，计算机系统也会与人类一起行动，因为它们是由人类设计的，以特定的方式行事，人类将它们设置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间，为用户执行特定的任务”(约翰逊，2006:202)。但这不是唯一可能的，甚至不是最好的表述，其他理论家和实践者(Wallach和Allen, 2009, Anderson和
Anderson, 2011, Lin等人，2011)提出了不同版本的共享代理和责任，其中一些将规模向增加机器自主性的方向倾斜。

无论如何，我们如何决定应对这个机器问题的机遇和挑战，将对我们概念化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的方式、我们决定将谁纳入道德主体的社区、以及我们从这种考虑中排除哪些人和原因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决定，这都是一个决定——从字面上讲，这是一个制定差异并产生差异的削减。因此，我们有责任决定谁甚至什么是道德主体，并在此过程中决定数字关系中道德责任的配置和适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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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放源代码透明度改变同一性的制作
达里尔·坎贝尔

自由/自由开放源代码软件(FLOSS)运动可以被认为是整个运动家族的祖先，这些运动已经作为这种模式的可能变体出现:众包，维基经济学，公民工程，社交网络，最终用户开发，集体智慧(Zhai et al.， 2012: 61;

Tapscott and Williams, 2008)。FLOSS作为一项关注创造者和开发人员
(“产品用户”，而不仅仅是用户)的前沿技术进步的运动仍然具有相关性。FLOSS的持续发展对于进一步深入了解支撑这场革命运动的成熟逻辑具有重要意义(Deshpande和Riehle, 2008)。为了深入了解这种逻辑，我们将该运动的一个维度与专有软件开发隔离开来进行衡量。

在FLOSS运动中，术语“开放”在多个层面上起作用。在本文中，开放性在展示自我的意义上特别参考了透明度。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创造了条件，可以捕获和存储网络活动和通信，以便不受约束地访问和重播。由此产生的这种对用户活动的透明记录所释放的潜力，可以被视为一种生产方式转型发展的积极动因。

89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构建FLOSS运动的技术所促进的透明度是否证明了最终的扰动正在诱导新的集体同一性和代理?阿兰·巴迪欧的现象学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这个问题。1

对于巴迪欧来说，在集体或社区层面上运作的群体同一性是一种剥夺了任何主体性的悲情(巴迪欧，1991:24-32)。如果我们给予技术与其他组成成员同等的地位，我们可以首先定义一个群体同一性，然后概述FLOSS运动的群体同一性如何证明与已建立的商业软件开发模型的非身份。其结果是一个新的事件后群体同一性，软件开发领域内的区域置换。我们可以使用巴迪欧的思想来辅助分析，但是
FLOSS引入了一些复杂的问题，因为巴迪欧为关系设定了有限的参数。

对群体同一性的非凡描述
在《世界的逻辑》中，巴迪欧用现象学的方法描述了在一个世界中出现或存在的东西，在结构层面上，世界的同一性是通过物体的映射来计算的，组成这些物体的元素被投射到一个基本空间上。这个映射的空间，与地理疆域的路线图没有什么不同，被命名为“先验指数”。映射或函数用于测量对象之间的差异或同一性程度，包括每个对象的同一性函数(2009:358-59)。由此产生的空间将描述性现象世界转录为同一性。这不是康德的先验主体，而是一种对无主体客体的描述，一种从给定的对世界的现象描述中物质地产生的非主观的先验。“先验不是主观的，也不是这样普遍的(有多重世界，多重先验)”(301)。

在《哲 学 第 二 宣 言 》的封面内，巴迪欧与艺术家莫尼克·斯托比尼亚(Monique Stobienia)绘制了一个拓扑空间。该空间的对象和元素被映射到一个外部空间，形成一个超越的指数，唤起柏拉图式寓言的图像。在图4.1中，我们用类似于Goldblatt从拓扑理论(Goldblatt, 

1984: 89)中对束的说明的预先构造重建了这个图。表示给定世界的束中的每个对象都有一个映射，称为茎，在基空间中有一个端点。这些端点作为功能映射的输出，在这个空间中记录了给定世界的对象和元素的外观关联度的估值。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90   Open Source Transparency



图4.1。作为世界同一性的先验指数

使用逻辑运算符，一个对象和构成它的元素的范围从最低限度地出现到最大程度地暴露。一个对象的两个元素或两个对象会有一定程度的不同。这些元素将根据它们的差异程度的某种排序来关联，其范围可以从零差异到最大可测量的差异。先验指数现在容纳了同一性，凝结了那个世界的差异和同一性的整个游戏的计算结果。从现有世界的信封中工作，从这个世界中捆绑在一起的东西中揭示出潜在的同一性。2这个高度抽象的群体或世界同一性的概念，我们是从巴迪欧现象学研究的片段中提取出来的，像巴迪欧一样，从范畴论中借用。3

我们分析的广义空间或世界是任何组织，商业的或基于社区的，以软件开发为目的而形成的。在本研究中，我们关注作为对象元素存在的属性的一对映射，这些元素对这个世界的同一性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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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对象可以是个人、一组个人或执行功能的软件。映射我们测量的终点的特定功能考虑了该对象的输入元素，这将表明组织内的权限级别，第二个元素表明对象及其工作或参与组织的可见性。我们假设，在FLOSS之前，这个世界的普遍认可的同一性将是一个对象的有序排名，其权威增加，与该对象成员对内部工作的可见性暴露水平降低成反比。当你的权威等级上升时，组织运作的关键方面就会被隐藏得更多。这与福柯对现代社会可见性的全景监狱效应的分析是一致的。在FLOSS之前，管理人员对他们的直接下属有更多的可见性，而不是相反方向的视线。
这个同一性——子同一性的集合以及它们的关系顺序通过超验指数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将把它视为超越个体同一性的同一性;我们称之为世界或社区的群体同一性。出现最多的对象和关系在唯一定义群体同一性方面走得最远。最强烈可见和自我认同程度最高的对象对世界的同一性进行了原始陈述(巴迪欧，

2011:84-85)。在光谱的另一端，是那些出现最少的物体。一个物体可以出现的最小值，几乎无法区分，导致人们认为它也可能不出现。最亮的和最暗的之间的差现在可以被认为是比不出现的物体多了一度。既然出现现在等同于存在，那么从没有出现的东西的想法中，我们就得到了在某种情况下存在的东西。一个世界的结构化群体同一性，在其中有一个不存在的人出现的可能性。
任何读过巴迪欧早期作品《存在与事件》的人都会意识到本体论层面讨论的缺失。鉴于巴迪欧认为存在是多重性，构成一个给定世界的对象是理解构成这个世界的多重性——集合及其元素——的途径。在他的原子模型中，关系及其映射覆盖了潜在的多重。对象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世界的配置，但巴迪欧并不认为关系的变化能够改变世界(巴迪欧，2011:310-12)。我们在巴迪欧的叙述中插入的是:当在全球层面上考察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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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能呈现出类似对象的状态;或者作为对象出现的东西可能只是一种关系(这是许多范畴理论家持有的一种说法)。在这种说法中，出现世界中的事件是指一个被认为不存在的对象或构成它的某些元素，在事件发生后的世界秩序中最大限度地出现。这种存在不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物体的出现，而是那些虽然仍然在一个世界的构成中被构造起来，但在那个存在的世界中作为一种可能性而被忽视的东西。一个事件带来了一个新的同一性的出现，伴随着一个改变了的先验指数的出现。这一事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了解如何解读这个未来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物体和关系现在属于一种不同的先验秩序，一种改变了的群体同一性。

图4.2。超越指数改变的世界

图4.2是受事件影响的世界的图解。当作为整个世界范畴进行比较时，各种软件组织作为一个被包围的世界，映射到每个组织之间的超越指数应该通勤。也就是说，如果在微软和苹果组织中发现的可比较对象和类似对象之间的映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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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到同一性索引中的相同位置，那么我们就可以确保通过某种同构可以到达同一性。如果从h开始跟随箭头k的箭头与箭头g交 换，则存在结构一致性。我们对FLOSS透明度方向的分析将试图表明，当FLOSS包含在软件开发组织的全局信封中时，到类似的权限级别
(箭头1)的映射将导致不同程度的透明度(箭头f)。我们的重点是能见度经历由FLOSS带来的不连续中断的结构和影响，从以前的正常关系下运行的能见度。

福柯对圆形监狱效应的分析，为能见度如何发挥作用提供了明确的参考点(福柯，1995:195-228)。福柯对可见性的分析提供了一种规范的解释，说明技术是如何帮助资本-议会世界秩序的主人的。“纪律的行使以一种通过观察来强制的机制为前提”(170)。在这种说法中，可见性运作的权力分配的微观物理层面，普遍地产生了权力的自动应用。在权力集中的地方，目光最大限度地穿透到各个层面。在权力被紧紧握住的地方，只有一种朦胧的凝视。在软件开发的公司模型中，我们假定遵循已建立的资本议会秩序的同一性，它支持全面的可见性，在这种可见性中，权威从注视的一边操作，即使通过技术没有人立即在场。
即使这种被认为是政治技术的权力微观物理并不完全由主权国家决定，作为一种机器，它也为当前的历史形态提供了必要的结构支持。这种可见性并不意味着透明度向各个方向流动。资本主义社会总体上无法回避充分披露的不当行为所带来的堵塞。福柯在现有秩序中为我们提供了可见性的逻辑，但FLOSS认为可见性是扭曲的，它把我们从可见性的描述带到改变配置下的透明度。在此之前，这种透明是一种单向可见性，主子们从权力之塔向外凝视，“必须在不被人看到的情况下看到的眼睛”(福柯，1995:171)。
进一步跟随巴迪欧，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两种不同的同一性感:静态和活跃。“所有的同一性都是创造运动(积极的)和净化运动(静态的)的辩证游戏”(巴迪欧，2008:66)。静态或惰性的同一性是自我与自我相关的形式(巴迪欧，2006a: 148 - 52)。静态同一性是一种与差异的摩擦，自我决定如何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94   Open Source Transparency



它“与众不同”(巴迪欧，2008:64)。先验索引包括对构成世界的每个对象的这种自我关联度量。在这里，“静态”并不是时间上的孤立，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现象将构成它的变化整合到其现象性中”(巴迪欧，2009:359)。先验索引从已知的关于给定世界的所有信息出发，作为相关世界的静态同一性。
任何给定的世界都会经历修改。在积极的同一性模式中，多元的差异被接纳，“同一性的扩展”(巴迪欧，2008:65)。在任何同一性展开的过程中，一个主动的同一性是有效的。主动同一性扩展是对构成同一性束的各种茎的进一步发展的探索。这种积极的同一性扩展可以导致两个方向。在一个给定世界扩张的过程中，它可以以复杂性和多样性扩张，但始终保持其同一性。在这种条件下，先验保持不变。当修改与原始状态保持同构时，先验可以完全解释

change.aFLOSS是另一个被现有世界所包含的发展，是一种主动的同一性扩展，在现状的平稳运行下离开企业软件开发世界的静态同一性?或者，主动的同一性扩展可能会扰乱超越索引的结构，即全局同一性。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逆映射，没有包容，在非同构变换中留下新的状态。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在FLOSS中，是否存在一种同一性扩展，将不存在的事物带到表面，并暴露另一种秩序?

FLOSS显影的透明度
这一分析所描述的革命始于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的Gnu公共许可证(GPL)网站，该网站旨在颠覆版权的正常意图(限制访问)，而是保护许可证持有人避免限制访问的权利(McGowan, 2005: 363)。“free和‘libre’(在法语和西班牙语中自由的意思)这两个术语被用来表示这一创新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即保护软件免受商业征用的契约。这些契约的意图是创建一个可供检查和使用的软件的“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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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ollowing group theory, a group maintains its identity when for every transformation there 
is a corresponding inverse mapping (Badiou, 2006a: 148–52). 



(Dalle, David, den Bensten, and Steinmueller, 2008: 301, n. 1)。 通过检查源代码，我们已经认识到，当属性权利阻止对源代码的访问时，之前的视线发生了变化。
FLOSS革命中与GPL不可分割的是Linus Torvalds的意图，他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发出了加倍的呼吁，要求帮助他的初出雏形的Linux操作系统获得GPL许可。对源代码的无限制访问，另外反映在对产品的低成本或免费访问上，保证了这一运动所遵循的“开放”的符号。“开源代码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透明的协作开发过程以及支撑它的知识属性制度和许可来定义的”(Cornford, Shaikh和Ciborra, 2010: 811)。我们不是停留在

GPL通过保证对软件的透明访问来组织这一运动的重要性上，而是研究FLOSS软件开发过程核心的透明度，我们认为这是
FLOSS配置中最明显的结构性支持之一。

在开源的先驱时代，Eric Raymond创造了一个运动的口头禅，“只要有足够的眼球，所有的bug都是肤浅的”，他称之为“Linus定律”(Mateos-Garcia and Steinmueller, 2008: 334)。研究试图验证当源代码的可见性产生更大的受众，从而改善软件开发的测试和维护周期时，FLOSS是否优于专有软件(Crowston, 

Wei, Howison, and Wiggens, 2012: 24)。虽然用Linus定律确定代码可靠性的提高对于解释FLOSS的独特性质是很重要的，但它忽略了透明度的微物理的全部影响。
通过所使用的工具、使用它们的方式以及这种软件替代开发背后的实践文化，存在着技术层面的透明度。没有互联网，没有克服时间和距离的限制，就不存在自愿的、高度分布式的开发努力的可能性。当软件从专有软件开发公司购买时，人类可读的源代码形式通常不会分发;然而，在FLOSS社区中，软件代码是免费访问的，并且在GPL许可下，它将永远暴露在公共领域中。这是一种不受限制地访问最终产品的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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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改变的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中，贡献者的操作是透明的。
具体来说，FLOSS社区部署的技术工具在开发过程中促进了透明的环境，包括聊天、在线项目文档、维基、存储库日志、问题/

bug跟踪、新闻组、邮件列表和提供源代码访问的版本控制系统
(Gutwin、Penner、Schneider，2004:73 - 74,78;Cornford, Shaikh和
Ciborra, 2010: 812)。在FLOSS是一个开源社区的级别上，有像
SourceForge、Savannah和Freshmeat这样的存储库，它们托管着大量的项目集合，可以开放访问软件和项目工件。在这些工具中，连同
GPL许可和对源代码的访问，都与透明的文化保持一致。FLOSS社区的构成与内部的信息公开实践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有一种强烈的‘公开’文化，开发人员愿意回答问题，讨论他们的计划，报告他们的行动，并讨论设计细节，所有这些都在邮件列表中”
(Gutwin, Penner，和Schneider, 2004: 73)。

邮件列表在讨论源代码开发的设计决策时起着关键作用。
FLOSS社区比传统的公司花更多的时间讨论设计和编码策略的利弊
(mateo - garcia和Steinmueller, 2008: 335-36)。“几乎所 有 的 交 流 都是通过邮件列表完成的。用我们的一位开发人员的话来说……，“如果它不在列表上发生，它就不会发生”(Gutwin, Penner, and 

Schneider, 2004: 76)。邮件列表存储在可搜索的档案中，保持着完整的历史记录——一种以数字代码保存的记忆。严格地说，这些工具可以配置为限制访问，但FLOSS的实验是为社区和公众开放访问。“它们(电子邮件和聊天消息)是公开的，因此允许列表上的所有开发人员成为彼此对话的外围参与者”(72)。FLOSS最大的特点是默认和强制的位置是开放的。In-camera是这种社区实践的诅咒。一个人遇到读权限不足是不正常的。这并不是说分级访问没有边界，因为我们承认在FLOSS实践中存在层次结构，但是通信交换或项目工件的可见性在所有边界上仍然是不模糊的。
这个社区建设中的软件开发，与专有软件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是使用版本控制系统(VCS)进行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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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在VCS中的软件包含元数据，用于跟踪提交到存储库的每个贡献。通常，这些贡献的提交日志，包括提交更改的人的名字，关于更改的简短评论，以及更改的内容，会自动发送到邮件列表。每次变更的内容都与代码删除的记录一起保存在存储库中。VCS元数据使得在任意两个时间点之间比较代码内容的差异成为可能。它也使得在这些时间点之间重构代码贡献过程中的所有步骤成为可能(Cornford, Shaikh, and Ciborra, 2010: 812)。任何不熟悉软件开发的人都可能在文字处理器的轨迹更改功能中认识到这种历史更改记录的概念，或者在维基的“恢复到以前版本”功能中得到反映。以前，可以从存储库中获取开源代码的副本;现在，社区的方法是允许对VCS进行读访问，以便记录代码开发的整个顺序历史，使其可见和可重放。福柯分析了诊所的诞生如何带来了老师和学生、医生和学生的目光，聚焦于疾病的表面效应(福柯，1994:107-

111)。在这里，即使没有讯问的反馈，目光也集中在表面和表面下的效果上，以充分暴露FLOSS工作体的完整内部运作。
这种对世界的特殊开放，创造了一种来自任何地方的视角。进入FLOSS社区的进程通常是从未来的社区成员熟悉FLOSS项目的某些方面开始的。这可以从自由访问代码和测试驱动开始，阅读项目文档以理解项目意图，回顾bug跟踪以克服困难，或者搜索邮件列表讨论以了解项目的未来方向。“感兴趣的各方可能会在不太显眼的情况下潜伏并获取信息”(Gutwin, Penner和Schneider，

2004:76)。在这个阶段，即使一个人潜伏在阴影中，社区成员的合法性也开始了。同一性建构的萌芽阶段通过凝视吸收了FLOSS社区所有暴露的身体部位和器官。参与从外围或边缘开始。从这里开始，希望参与项目的贡献者可以根据与社区的亲缘关系自由选择在哪里指导他们的工作，在那里可以最大限度地暴露小组的同一性。同一性的形成与跨越同心边界的每一级访问提升相一致，向核心开发人员地位迈进，或因对项目的兴趣降低而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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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性构建的第二阶段，参与者可以通过在邮件列表上提问、“报告bug、收集特性请求、提供补丁或提供使用反馈”来取得进展(Fang和Neufeld, 2009: 15)。在Debian4社区中，一个特别的提升是授予非维护者上传(NMU)状态，它授予更广泛的权限来上传被认可的维护者可能无法获得的关键错误修复(Coleman, 2005: 

10)。“正如IRC上的一个开发人员半开玩笑地告诉我的那样，
NMU揭示了‘我们的洗衣房供公众检查’”(11)。即使面对不专业参与的风险，默认设置为“开放”仍然是这种另类秩序的特征。作为管理指令的一部分，这些价值观已经被缝进了Debian社会契约的结构中:

3. 我们不会隐藏问题:我们将保持整个bug报告数据库始终向公众开放。人们在网上提交的报告将立即对其他人可见。(Debian, 

2004)

透明度最大化时的效果是什么?凝视方向倒置的总体效果是提高群体意识(Gutwin, Penner, and Schneider, 2004)。在这样的群体意识条件下，实践共同体中的个体身份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可以研究这种透明度如何有助于个人的同一性形成，这些人从外部开始参与过程，并根据自己的意愿，逐步增加参与。在这个检查过程中，我们揭示了FLOSS的群体或集体同一性，同时，透明度如何帮助个人同一性发展。
Fang和Neufeld利用合法外围参与(LPP)理论解释持续参与的研究证实了FLOSS社区的这种行为(Fang和Neufeld, 2009)。FLOSS作为一个实践社区，将参与与情境学习相结合，为个体同一性的建构提供了条件。这种模式下的同一性建构是一个身份-工作和身份-调节的过程。“身份工作指的是焦点个体因了解社区工件而感知到的同一性变化”(22)。透明度通过提供最大限度地暴露于社区工件来发挥作用，参与者可以根据这些工件构建身份工作。“身份规范是指在当地社会环境中规范的同一性变化，并在OSS社区中作为访问控制而颁布”(22)。参与者参与社区的可见性允许最大限度地暴露于代码贡献，设计建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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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访问或提升的故障排除支持。透明度通过允许不受限制地访问数字保存的历史记录的工具向这些社区开放，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充分背景化个人参与的能力。LPP解释了这种参与产生的身份工作，因为参与者发起并管理他们的参与。充分暴露这种参与有助于社区识别参与者的能力，并通过增加对社区工件的访问来促进他们的后续发展。凝视方向的倒转导致透明，有助于
FLOSS新形成的群体同一性。可见性的新维度的建立反过来又产生了一种改变的生产方式，呼吁增强积极的个人同一性扩展手段。

独立于参与者的动机之外，当他们走出阴影并展示他们一直在观察时，他们的身份反过来也得到了认可。在合法外围参与的原始理论发展中，向社区的转变伴随着导师的出现。在FLOSS模型中，技术提供了持久的帮助。“新手被嵌入在代码、邮件列表和论坛帖子中的内容所‘引导’，这些内容是新手阅读、改编和贡献的，而不是被以导师角色服务的个人所引导，而导师角色通常被认为需要人类互动”(Mateos-Garcia和Steinmueller, 2008: 335)。那些在外围的人是合法的。合法性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可以从外部可见性中收集到一些东西。向前推进，贡献者可以调整他们的参与，从项目知识库的无障碍视图中构建。越来越多的社区认同有助于LPP的身份监管概念。FLOSS是实践社区的激进化，其中独特的维度是不受限制的透明度，其中观察到的事情之一是个人同一性构建。

结语
从FLOSS运动内部确定的积极同一性扩展的例子表明，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扩展的前提是部署一个倒置的可见性方向，以前被认为是不可行的，这一事件驱动的变化有可能是变革性的。
FLOSS所脱离的世界是在支持主导权力位置的可见性的微观物理层下运行的。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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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等级语境中，权威的视野总是超越任何互惠的可见性。在FLOSS运动中，可见性的影响仍然普遍存在。然而，现在，目光被故意颠倒过来，对准了那些在社区中行使最大权威或掌握最大权力的人。可见性并没有受到限制，而是扩大到最大程度。目光心甘情愿地从那些拥有最大权力的人转向那些选择放弃权力等级的人，以前是unimaginable;b它仍然是不存在的，在可见性的逻辑中，在软件开发世界的规范功能下。
一个衍生效应是，FLOSS变得不仅仅是观看者阶级和那些受到全光凝视的人之间的直接逆转。在互联网上的存在与对开放获取的承诺相结合，意味着现在谁可以窥视并选择是否参与，没有任何限制。透明度和可访问性是之前可见性世界变化效应的乘数，尽管最初只是在一个关系中反转。当存在的元素成为一种有效的，实际上是决定性的原则时，所有关系的重新校准必须在这个新秩序的新先验中进行。一种意想不到的集体同一性的开始可以被察觉。
借用了巴迪欧思考结构同一性和变化的方法，我们认为，与巴迪欧相反，关系的变化促成了对象之间映射的改变。从图4.2可以看出，FLOSS框架中对象之间的内部关系发生了方向的逆转。关系的变化导致需要重新校准超越索引。巴迪欧反对将转化先验和世界秩序同一性的力量归于关系(巴迪欧，2009:310-12)。我们已经表明，暴露于可见性可以被视为一个对象的元素，但它是一种关系的变化，产生了元素电荷的变化。我们认为，凝视方向的倒置是一种关系的改变，是FLOSS项目背后的主要代理人自己选择的。我们认为，从世界的同一性层面来看，范畴论术语中的关系、箭头和态射也可以采取对象的形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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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fanick 2011,  127-128),  the FLOSS account may differ because the context is a mod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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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迪欧被批评没有关注构成资本-议会秩序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潜在关系(Sotiris, 2011: 37-43)。随着FLOSS产生的凝视倒置，我们有一个新的组成部分需要考虑，这个组成部分也有可能破坏资本秩序本身的定义关系之一。这种改变了的关系显示出产生一种新的同一性的一切迹象。无论哪种方式，这都是一个不存在的组成部分，在一个重新配置的秩序中最大限度地出现。
从理论上讲，被关注的部分是否以公司实体的形式出现是无关紧要的。然而，一家商业软件开发公司能否维持这种倒置的目光，让任何权威机构都无法免于暴露其所有行为?在面临困难时，如果“把事情放在内部”意味着在视线之外，那么就不会再有“把事情放在内部”了。专有世界的透明度必须经过精心管理的筛选和编辑，才能达到FLOSS世界的透明度水平，在FLOSS世界中，生产过程的各个方面都是可见的，不会从这种实践中倒退。这些将是可测试的点，在这些点上，任何被确认的回归都将取消改变同一性的声明，使实体从以前的状态返回到它们的同构开始。我们推测，这种先前存在的、改变了的关系在前政权的逻辑中起着障碍的作用。然后，我们可以支持FLOSS是一个事件中断，它引入了能够产生高质量软件的基本变化，并展示了一个具有重新排序的先验的替代世界。
技术进步为进一步推进无处不在的全景监狱效应创造了条件。

FLOSS的透明性仍然是这种效果的一个实例。FLOSS以圆形监狱的逻辑运作，但颠倒了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位置。单向镜已经被反向安装了。福柯分析中的盲点是，可见性可能会被反转为对当权者开放的透明度，即使他们在调用这种反转效果方面是同谋。这种对透明度方向的逆转与GPL对版权正常运作的逆转并无不同。panopticon颁布了一个效果:

因为，在这些条件下，它的力量在于它从不干预，它是自发的，没有噪音的，它构成了一个机制，其效果是一个接一个的。因为，除了建筑和几何之外，没有任何物理工具，它直接作用于个人;它赋予了“心灵胜过心灵的力量”。(福柯，199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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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结构化可见性衍生的代理现在作用于那些领导。除了社区受益于在所有视线范围内运作的透明度之外，那些处于边缘的人也获得了充分的披露。权力被注入整个社区。就像任何人都可以站在圆形监狱的玻璃后面，将纪律效果付诸实施一样，在透明的FLOSS架构中，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做。在FLOSS社区中，在管理源和通信方面部署的技术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当与扭转视线的意愿相结合时，就会产生影响。
随着自由/自由开源软件事件的发生，至少有两个突出的支柱——

GPL和透明开放——一个改变了的集体同一性出现在了舞台上。如果FLOSS运动已被证明具有另一种同一性，那么首都议会秩序可能被认为是其病原学下降的路径。这一事件在物质上始于现存的世界秩序。从这个现存的秩序及其可见性的运作中，我们证实了事件比例的破坏。随之而来的结果是一个新的群体同一性的暴露，其结构机构的全面影响尚未确定。
如果巴迪欧的目标是解释导致这一事件的机构，那么他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的工作。令人失望的是，他将事件的到来更多地归因于机遇，而不是任何机构(巴迪欧，2011:110-11)。这种对事件重塑的解释的可能性使得技术决定论仍在发挥作用。然而，巴迪欧确实重新引入了主体理论作为参与斗争的代理，通过探究来充分发展这个由遭遇事件带来的新世界秩序的同一性。尼采关于虚空凝视的警告被忽略了，相反，从增加暴露于虚空凝视中所获得的好处受到了欢迎。FLOSS背后的真相支持巴迪欧事件概念背后的真相。虚无，以开放的形式，潜伏在每一个情境中的参与者，可以窥视一个情境并变得显化。

笔记
巴迪欧的现象学研究包括《世 界 逻 辑》(2009)、《存 在 简 论》(2006a)和《哲学第二宣言》(2011)。 
2这种论述与量子场理论家的思想相去甚远。“你可以把属性看作是独立于物体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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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它们。属性可能就是哲学家所说的“细节”——具体的、个体的实体。我们通常所说的事物可能只是一堆属性:颜色、形状、一致性等等……在外面的世界里，事物只不过是一束属性”(Kuhlman, 2013: 

47)。 

3巴迪欧在《世 界 逻 辑》(2009:537-39)和《关于存 在的简 报》(2006:第
13章)中概述了他对范畴论的形式依赖。 

Debian是生产Linux发行版的真正的FLOSS社区之一。发行版包含Linux操作系统，并将其打包为附加软件和支持开发包，以增强计算环境。 

5量子场理论家还提出，基本本体似乎实际上是关系。“换句话说，物体没有内在属性，只有来自它们与其他物体的关系的属性……唯一有趣的和新的立场是，一切都是纯粹在关系的基础上出现的”(Kuhlmann, 

2013: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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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分 数 字文化





5 黑客主义者(前)职业
自我监视、参与与公共空间

卡罗琳·格廷

监控技术无处不在。我们现在几乎一直被拍照、跟踪、监控、记录和存储。通常，这种监视是如此阴险和秘密，以至于我们既没有意识到它正在发生，也没有给它带来任何伤害。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会对我们所屈从的东西不寒而栗。谷歌谷歌眼镜和其他具有永远在线监控电影潜力的商业产品只会加深这种威胁。这种跟踪总是在安全和安全这两个修辞极点之间转换，无处不在，在现实和虚拟的空间中都有发生。监控艺术家彼得·j·康威尔说:“无意识的痕迹……我们在互联网上留下的痕迹……比在现实世界中更难识别，而且几乎不可能回忆起来。
我们访问的许多网站，尤其是科技公司的网站，会秘密地审问我们的电脑:分析我们的习惯，报告我们加载的产品的序列号，并留下信息供以后利用。一个人的信息指纹现在是一个持久的和单调扩展的痕迹，分布在全球和空间的无数计算机中，独立于任何特定的监视议程(康威尔, 2002:597)。
谁知道关于我们的什么是不可能确定的。他们可能会和谁分享，或者他们会保留多久，这些都是无法追踪的。作为潜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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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的、网络化的、智能的技术的集成使得多个系统的数量不断增加，安全的修辞助长了对我们隐私权的更大侵犯(康威尔，2002:597)。一场信息隐私的革命即将到来，无处不在的智能摄像头标志着我们所知道的隐私的终结。比如，看看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在2012年发明的“情绪测量仪”(Mood Meter)。《快公司设计杂志》使用实时面部识别软件来实时显示房间或建筑物的居民的感受，将其比作我们如何捕捉聚会的氛围，或者我们如何读取房间的情绪温度。Javier Hernandez Rivera和M. 

Ehsan Hoque用他们的相机和软件记录微笑。然后，这些信息会被实时反馈到房间里，并在他们的脸上加上表情符号。这种互动被称为“情绪晴雨表”，目的是衡量快乐——或者至少是微笑——是否具有传染性。该软件在刺激不开心或情绪中性的人表现得更开心方面非常有效。仅仅是表现得开心就能传染。正如许多研究证明的那样，假装快乐，或者在你不开心的时候微笑，确实会对你的实际情绪产生真正的影响。这种交互式安装软件寻求参与者的反馈，这与许多新的数据监控技术不同:对一个人的财务状况、通信和数字互动的系统监控不需要反馈，实际上对他们的对象来说几乎是不可见的。
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前承包商雇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揭发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活动之前，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被跟踪、何时被跟踪，也不知道这些信息会被存储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这些信息可能会与谁共享。在后斯诺登时代，我们现在知道，美国电话公司会定期将元数据交给政府部门，Prism和XKeystroke (xKs)等用户友好的数字监控系统会诱捕大量未加密的数据。越来越多的智能技术，尤其是照相技术，筛选、存储和分析我们的数据，使其(至少在理论上)永久保存。病毒劫持我们的浏览器，捕获我们的搜索数据和偏好。从公开的闭路电视拍摄，到对我们在杂货店或网上购物的看似无害的跟踪，再到从我们的网上冲浪中提取数据，再到对

Facebook照片的监控，我们都是丰富的数据静脉，这些数据将被网络系统从许多不同的来源挖掘出来。这些技术让斯塔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无情警察——看起来就像外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雇佣了一支由警官和告密者组成的队伍——鼎盛时期有50多万人——其中有1000人是专门从事监视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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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记录谈话内容(Levin, 2002: 579)。斯塔西的方法主要采用听觉技术，早在个人电脑的数字信息爆炸之前，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衰落，直到柏林墙倒塌后才被解散。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后全景系统，进入了自动数据监视的领域。
ECHELON是工业化的西方对史塔西的回应。它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监视系统。它成立于1947年，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一项秘密协议。后来，丹麦、挪威、德国、土耳其等其他国家也成为“第三方”参与者。ECHELON的存在直到1988年才为公众所知，当时它实际上被移到了2级。0阶段，使用全新的大型机。它是一个标记关键字并“嗅探”平民和军方之间所有数据流量的系统，例行地标记任何所谓的字典术语、名称和短语(Levin, 2002: 579)。20世纪90年代，ISDN(综合业务数字网络协议的缩写)向全数字全球格式的转换，使ECHELON系统能够更大程度地访问。万维网的到来推动了这一变化，而这些升级反过来又改变了拨号上网市场，使高速互联网接入成为可能。由联合国建立的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协议确保全球电信系统能够相互握手。这一系统就是为什么尽管电话公司和系统完全不同，但仍然可以打电话到印度或尼日利亚。综合业务数字网

(ISDN)系统现在正在衰落，很快就会被宽带所取代。然而，ISDN系统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庞大的间谍网络提供了方便的数据监控途径。“ISDN协议不仅经过优化，可以像嗅探系统一样向ECHELON传输数据，而且还允许人们在不响铃的情况下将任何电话‘断开’，以便监听任何家庭或办公空间”(Levin, 2002: 580)。众所周知，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类似梯队的系统具有天文数字般的数据存储能力;我们只能推测，现在它们能储存多少我们的个人数据。《卫报》报道，“2012年，XKeyscore在30天内收集并存储了至少410亿条记录”(Greenwald, 2013)。
在此后的二十年里，其他技术也相继涌现。丹麦的频闪相机Jai于2011年发布。据说，它能够探测到视野范围内，大约一公里外的封闭窗户后面的任何对话。PK 

Electronick公司的激光版可以在几秒钟内拍摄数百张照片，并对所有参与者进行单独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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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群中(Levin, 2002: 579)。2013年发布的用于机场安检的Q-Tel分子扫描仪甚至更可怕:“这台机器可以嗅出的不仅仅是爆炸物、化学物质和生物武器”(NAC, 2012)。制造商Genia Phototonics表示，它可以“穿透衣服和许多其他有机材料，并提供光谱信息，特别是对影响安全的材料，如爆炸物和药理实体”(NAC, 2012)。换句话说，它会知道你早餐吃了什么，你有什么分子标签，比如你是否易患某种特定类型的癌症。它很小，便携，可以在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在50米范围内的任何地方操作(NAC, 2012)。它为政府提供了抽样人口的手段，记录他们的分子数据，并“远远超出窃听”(NAC, 2012)。
在消费文化中，数据也是黄金。自我监控——将自己的数据提交给亚马逊、TiVo或facebook等公司利益集团的行为——成为一种革命性的参与姿态(Andrejevic, 2007: 15)……或者说，企业希望我们这么认为。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我们现在为跨国公司服务，记录我们自己的数据，因为我们似乎接受了技术老大哥作为参与式监视者的到来(Batchler, 2012: 92-99;Turner, 2012: 8)然而，一些数字媒体艺术家和团体通过使用数字媒体和自我监控作为在社交媒体控制参数之外编写自己的数字叙事的手段，将桌子——或者更确切地说，相机——转向了自己。探索监控技术作为一种自我表达媒介的无处不在的潜力，艺术家们的游击方法正在生产特定地点的作品，这些作品使用这些策略来重新获得用于审美目的的全视相机。社会活动家也利用自我监视的潜力来揭示和伪装，作为沟通和避免被发现的一种方式来建立网络和断开连接。
“占领运动”利用社交媒体、自我监控以及官方和非官方媒体的镜头来保持他们的政治在公众意识中，同时也使他们自己远离公众的视线。为了取得成功，占领运动必须在场，但必须是匿名的、动态的。#OCCUPY拥抱着革命不会被电视转播的哲学(因为一旦它被电视转播，它就被居伊·德波称为“奇观社会”)，为网络化组织、协作创作和集体审美行为提供了新的非视觉数据策略。情境主义运动的主要思想家，居伊·德波(在《社会》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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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拉乌尔·瓦尼吉姆(《日常生活的革命》)主张反对资本主义的交易性质，赞成有意识地把每一刻都作为一种不断重塑生活、现实和社会的方式来生活。他们认为，通过改变一个人的自我，一个人就改变了他与权力结构和世界的关系。情境主义者使用修辞策略(包括
dsamrive, dsamtourment和心理地理探索)作为对#OCCUPY有很大影响的反美学，呼吁地方行为取代中介景观和高雅艺术，以创造“一种新的创作类型”(情境主义者国际文本)。#OCCUPY运动当然是这类运动的一种。自我监视以挑衅的方式重新思考创造性实践的美学方法。

参与公共空间有可能恰恰通过使用地点政治来反对官方话语，来挑战已安装的公共摄像头和正式的控制系统。将集体行动和公共叙事回归城镇广场，这些团体和艺术家正在为数字文化一代重塑叙事。集体、多线性叙事在全球公共空间中的自发兴起，使广场成为参与式艺术的新中心，这些行动是未来技术可能带我们走向何方的路线图。
对公共技术的游击式使用是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所说的社会雕塑的一种形式。博伊斯将社会雕塑定义为对社区或环境的文化反思和积极干预，目的是创造一个意想不到的互动和情境参与的空间。社会雕塑通过设计，通过表演、环保主义和政治参与来探索美学、社会过程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在网络的早期，当网络计算机技术以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还相当原始的时候，墨西哥裔美国行为艺术家Guillermo Gomez-Peña和合作者Roberto Sifuentes发起了一个名为“Naftaztec:公元2000年的海盗网络电视”的高科技活动。作为拉丁美洲人，他和Sifuentes被自由主义的言论所刺痛，这种言论认为网络空间是一个政治中立的平等准入空间，一个据称没有种族、性别和阶级障碍的空间。对于Gomez-Peña来说，这是一种逃避，它否认了吞没并继续吞没美国的社会和种族不平等危机(Gomez-Peña, 

2000: 295-308)。 

两人积极玩弄墨西哥人是技术文盲和非法移民的刻板印象，并在
1994年劫持了有线电视。这些批判美国文化的海盗，中断了350万美国人的晚间新闻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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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这不是黑客。这是在多语种电视上进行的实验性卫星广播;他们购买了播出时间，并将这种所谓的海盗干预传播给数百个社区有线电视网点。他们总共播放了90分钟。他们在宣传一种改变了的对现实的看法。广播的一部分包括奇卡诺虚拟现实机器，它可以录制个人和集体的记忆，以及虚拟现实大手帕，这将使美国人“亲身体验种族主义的心理感受”(Gomez-Peña, 2000: 39)。他们将互联网重新命名为奇卡诺互联网，并允许冲浪者在他们的网站上发表书面和视觉评论。这段视频在1994年的圣安东尼奥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实验视频奖。
另一个抓住法律的眼睛，将这些官方摄像机重新用于自己目的的表演团体是监控摄影机玩家。从1996年到2006年，“玩家”开始重塑他们所谓的“社会控制工具”，这些工具既可以在消费文化中奴役他们，也可以防止他们入店行窃，从雇主那里偷窃，破坏或破坏属于他人的商品或属性。通过保护隐私的行为，“监控摄影机玩家”明确了镜头和法律之间的联系，他们开始利用这些摄像头，声称这些摄像头极大地降低了犯罪率，他们说，他们让保安没有任何东西可看。作为一种节目编排，剧团把监控摄像头当作他们自己的节目的观众，这些节目可以同时在一个出人意料的地点(比如周二8:30)进行，作为一种常规的游击节目编排，其中的表演一开始是一次性制作戏剧，比如默剧版的《等待戈多》的演出。他们使用的一些摄像机是现场监控的，另一些则录制在磁带上，所以制作是专门为场地量身定制的。他们说，

作为游击队员，我们必须保证不享受镜头。监视不是被动的，也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绝不能把大量旨在限制、监视和控制我们欲望的设备所提供的颠覆性可能性，误认为是这种景象为我们提供的一种整洁的新设备。我们不需要这些垃圾来玩得开心，就像我们不需要电视一样，但如果敌人要用警惕的眼睛把我们的风景弄得乱七八糟，我们应该看着那些眼睛，让它们知道我们认为它们有多愚蠢。游击节目是一种动作的生产，而不是一种产品的消费。可能是监控摄像头可以给我们一个街头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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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商场，或者咖啡馆，或者浴室)在那里利用行为艺术或“偶然事件”中为数不多的可挽救的方面，而不需要精英主义和对媒体固有的依赖。(监控摄影机玩家)

快进到占领运动的时代，娱乐、娱乐和道德教育的概念“执法社区的监视成员”似乎不再那么有趣了(监控摄像头播放器)。一个名为应用自主性研究所(Institute for Applied Autonomy)的组织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序，可以重新利用监控摄像头播放器收集的数据。剧团制作了一张地图，上面有纽约所有公共场所的CCTV位置。该研究所利用这些数据创建了一条“最少监控路径”(应用自主性研究所):一款名为
iSee的基于网络的应用程序，帮助个人规划一条避免被监控的路线。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件以一种可怕的戏剧性方式展示了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是多么容易被敌对的警察和军队在必要时重新利用。在纽约遭受9 / 11袭击之后，该研究所希望确保抗议者的安全。通过点击
iSee“地图”，用户可以指出原点和目的地(应用自主性研究所)，然后可以安全地在不受监控的城市空间中导航。

当互动媒体艺术家哈桑·m·伊拉希的名字被中情局错误地列入监视名单时，他把镜头对准自己，在《追踪瞬变:奥威尔计划》中练习保护性的自我监视。这名孟加拉裔美国艺术家被误认为同一性导致了长达6个月的审讯和调查。最终是伊拉希对社交媒体的使用使他免于被关进关塔那摩监狱，因为他可以调出自己的日历，证明他不可能做他被指控的事情。为了应对这几个月的创伤，伊拉希给自己装上了GPS，不停地记录自己的行动、饮食和活动，从而避免了任何进一步的事故。这意味着他总是被联邦调查局或其他任何人实时追踪。他的网站记录了所有这些活动，通常每天超过100张照片。其他人也在实践这种艺术，因为生活拍摄和实时博客在21世纪的普鲁斯特主义者中变得越来越流行。
根据数字媒体理论家克里斯蒂安·保罗的说法，在我们这个媒介化的时代，流媒体体验是最接近现场体验的东西(保罗，2008:18)。中介时代的现场体验是难以捉摸的。捕捉或流媒体正在成为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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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生活体验的模式。捕捉可以很简单，像诺亚卡利纳每天(见卡利纳)。这是一个为期六年的实验，艺术家每天给自己拍照，然后将这些图像压缩成延时电影，并发布在YouTube上。或者拍摄过程可能会很复杂。例如，马努·卢克施的55分钟故事片《无 面者》(卢克施，
2007年)，由蒂尔达·斯温顿主演，是用CCTV摄像机拍摄了好几个月才完成的。卢克施利用1998年英国数据保护法案和其他隐私立法，为自己的目的收回数据记录和监控录像，从而获得了她公开查看的数据和图像。在一些国家，比如丹麦和德国，监控录像的使用受到严格控制。然而，在英国，它们的部署非常密集。在《CCTV电影人宣言》中，卢克施宣布了一套规则，建立了有效的程序，并指出了在英国使用现有
CCTV(监视)系统作为媒介的电影人的进一步问题。事实上，它的使用是被禁止的。宣言，根据卢克施，可以很容易地适应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卢克施, 2006)。

卢克施称她的作品为“ambientTV”，主张不要在场景中引入任何新的摄像机或灯光。数据主体(或主角)必须出现在所有关键场景中，记录的活动被视为敏感或个人数据。此外，所有第三方必须呈现为无法识别;由于监控摄像头不录制声音，电影人必须自行确定声音的参数;最后，由于镜头受到如此复杂的版权和隐私问题，任何电影制作人都应该在试图展示他们完成的作品之前聘请律师(卢克施, 2006)。
《无 面 者》探索了一个历法改革的未来时代，在这个时代，过去和未来已经从人们的生活中被消除了。我们可以把卢克施的方法称为“后电影监视”——一种全新的流派。按照她自己的“宣言”，卢克施使用这些任何人都可以要求自己拍摄的照片来构建一个超现实的、精心设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的脸都被抹去了(这是隐私法的要求)。卢克施将游击队电影制作人假设为病毒代理人和“共生体”。她说，在电影学校和TV电视台已经找不到最多产的纪录片制作人了。在一些欧美城市，每个街角都有闭路TV(CCTV)监控摄像头。这种摄像机通常由地方政府、警察、私人保安公司、大公司和小企业以及个人操作，可能是自动的，也可能是由远程控制室控制的(缩放和平移)。电影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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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尤其是各种风格的纪录片制作人，应该反思这种持续的关注。既然许多私人和公共的城市空间已经被从多个角度覆盖了，为什么还要引入额外的摄像机呢?(卢克施，2006)。在劫持这些技术的行为中，灯光和相机不仅变得不必要，而且被禁止。一旦“老大哥”的眼睛被用于美学效果，黑客攻击就完成了。
媒体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说:“技术开始发挥艺术的功能，使我们意识到技术的心理和社会后果”(麦克卢汉，1964:14)。这些艺术上的努力颠倒了内化的心理和社会事件，使它们作为艺术可见。随着我们的技术越来越成为我们和一个一切都被中介的世界之间的界面和边界对象，这些监视艺术的努力，到目前为止，主要是由硬件驱动的。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技术的兴起，自我监控、参与、公共空间都发生了转变。
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时代。只要给电话公司打个电话，警察部门就可以“克隆”手机，甚至在手机关机的情况下下载短信

(Lichtblau, 2012)。这在美国是不合法的，但无论如何，电话公司为了公共安全的利益而遵守了这一规定。在“阿拉伯之春”期间，许多抗议者和活动人士与“精通媒体的视频记者”合作，设计了在警察的全面监视下组织的新方法，而后者反过来又会使用类似的方法来监控通信。这些记者被称为“vee-jays”，他们实施各种“传播策略”:“照片和视频在多个平台上共享，以及额外的文本，上下文或文本，并且通常具有元数据，如时间，日期和位置戳”(乌布利希，
2012)。内容通过卫星连接，通过各种社交媒体网站和直播门户网站
(包括Bambuser)实时或定期上传。当互联网或手机接入被关闭或中断时，“视频被收集并通过灵活的替代方案分发，比如跑步者——[被称为]老式的'运动鞋网'”(乌布利希，2012)。

在2011年1月伦敦学生抗议期间，警察开始围捕走上街头的学生。警方使用了一种被称为“水壶包围”的策略，将抗议者困在前线和警戒线之间。随后，抗议者要么被警察赶出该地区，要么被困在围栏内。在许多情况下，抗议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获得食物、水和厕所设施。为此，一群学生和志愿者联合起来创建了Sukey。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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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应用程序旨在通知抗议者警方的行动，为用户提供方向，以避免被困在警戒线内。这些信息可以通过任何社交媒体平台在手机之间实时传输。消息来源是监控新闻的人，以及该地区的其他抗议者和观察员。“由于许多人依赖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因此确定消息来源至关重要”(malev<e:1>， 2012: 15)。
Sukey使用#Sukey标签在Facebook、Twitter、Tumblr和其他社交网络上搜索消息。然后使用其中一名程序员所说的“一种算法声誉管理”对结果进行过滤。事实证明，Sukey的使用对于“避免壶化”非常有用。但在信任至关重要的背景下，它也提出了许多关于[依赖]外部平台来建立其来源的可靠性和可信赖性的问题”(malev<e:1>， 

2012, 15-16)。 

Sukey利用社交网络的力量“聚合和传播信息，绘制关系，并利用这种力量向抗议者分发战略信息。”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它也为社交网络的数据饥渴机器提供了有关抗议者及其朋友圈的敏感信息”
(malev<e:1>， 2012: 15-16)。换句话说，使用Sukey既可以拯救你，也可以让你陷入困境。它的设计目的是在真实空间中工作，但它明显表明，警察开始使用数字警戒线是多么容易(malev<e:1>， 2012: 

16)。同样清楚的是，他们使用数字警戒线只是时间问题。在NSA和其他法规下，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并不是抗议者的朋友，他们有权“不仅‘有助于防止’，而且‘终止’侵权行为”(malev<e:1>， 

2012: 17)。我们已经看到，网络繁荣是如何轻而易举地消灭了独立提供商，并在Web 2.0时代“让资金充足的大型企业重新坐上了驾驶座”
(malev<e:1>， 2012: 17-18)。当我们在做社交媒体的工作时，尼古拉斯·马勒弗莱说，“2.0的使命是摧毁互联网的P2P方面:让你、你的电脑和你的互联网连接依赖于连接到一个控制你沟通能力的集中服务”
(马勒弗莱，2012:18)。

由于社交媒体用户不可避免地使用像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大型提供商，这些提供商达成交易，越来越远离网络中立性。“因此，为监控而建立的基础设施可以被回收利用，以开发带宽歧视的商业模式”(malev<e:1>， 2012: 19)。“占领运动”和其他抗议者创造了一些替代方案，使你能够再次控制、监控，甚至改变你的社交数据和位置。开放街道地图项目(Open Street Map project, OSM)就是这样一个选择。它处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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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地使用用户数据，并演示社区如何在独特的框架内设计、维护和解释自己的数据。OSM本质上是“地图的维基百科”，但它在某些特定方面重塑了Web 2.0:它对数据、元数据和记录行为开放:而不仅仅是使用数据，用户被鼓励批判性地思考它(malev, 2012: 21)。你也可以决定如何处理你自己的日志，一旦你使用了它们——存档、编辑还是删除它们?-因为它给了你修改数据的能力。用户通过OSM将他们的参与正式化，以保护他们参与背后的基本动机，并确保没有不请自来的眼球在监视他们的行动。
手机供应商是传播链上的另一个薄弱环节，这使得DIY手机在领导抗议冲锋时显得不切实际;占领。这里有一个更好的系统。一个开源的局域网或个人互联网，它建立了“一个点对点的虚拟空间网络

(独立于互联网)，用于公开的政治讨论。任何在占领范围内的人。在这里，WiFi路由器和可上网的智能手机或笔记本电脑可以加入网络“占领”。在这里，加载本地托管网站http://occupy.here/，并使用留言板与附近的其他用户连接。”另一款名为“数根寻回器”的应用程序“允许新闻、信息、软件更新、文件、地图等在没有任何支持互联网接入的情况下传播”;同样的，Geolocha也为移动中的抗议者提供了基于地理位置的聊天室，因为“公共”是一个不断被重新谈判的空间和群体。
摄像头和支持摄像头的技术一直是“占领运动”抵抗和信息传播的主要来源。警察记录器屏蔽你的位置和感应阻止访问你的位置。警察记录器是“一种支持网络的权威记录器”，当您遇到执法者时，它允许秘密录音。然后，它可以方便地匿名上传到自己的OpenWatch.

net 服 务 器 上 。Vibe 是 # 占 领 华 尔 街 (#occupywallstreet) 抗 议 活 动
(Nouveau 2011)中一个重要的社交媒体创新。一款类似于Twitter的微博软件，它具有匿名性、时效性和基于位置的特点。Vibe应用程序由哈泽姆·赛义德(Hazem Sayed)创建，它是革命性的，因为它为信息的传播创造了一个时间链。时间范围可以短至15分钟，也可以长至30天。同样，传输的距离可以小到160英尺，也可以像整个世界一样广阔。作为一种抗议工具，它实现了移动性。它培养了一种流动的能力，可以隐藏、躲避和规避警方对社交媒体网络的实时监控。它也是地方性的，最好是针对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特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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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分散的社交网络被称为TheGlobalSq

uare (Roos, 2011)。作为一种反对审查和压迫的工具，它在自由主义的前提下工作，即信息应该是免费的。重新利用点对点方法，创建者，FNF和其他人“正在重新审视旧的技术，例如基于分组无线电的HAM或CB无线电系统作为独立系统或作为新兴替代互联网中的节点”(夜间匿名)。自由网络基金会(FNF)、Project Mesh Net和Open-

mesh.org使用Freedom Towers和未注册的路由器来创建他们自己的独立网络。这三个组织正在“开发一种‘网状’的互联网方法，从理论上讲，这种方法将是免费的，无处不在的和匿名的”(夜间匿名)，并且点对点网络将消除所有中介。根据纪录片《解 放 网 络:黑 客 夺回互联网》的导演布莱恩·安德森的说法，他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不受审查的互联网——一个不受政府或企业操纵和监管的网络。总之，所有这些不同的方法开始联合起来，真正反对外部控制。由于它们不是秘密运作的，要击败官方的反对将是一个挑战。FNF推测:

如果这样的“网状物”真的存在，我们可以期待世界各国政府的强烈反应。然而，在没有“那里”可以监管的地方，在交易是匿名的、基本上无法追踪的地方，目前尚不清楚政府将采取哪些步骤来维护对这样一个系统的控制，但我们当然可以期待他们去尝试。(夜间匿名)

正如《x战 警 》 中 泽 维 尔 教 授 所 说，“匿名是第一道防线”(g<s:

1> rses, 2012: 54)。为了继续使抗议和改革成为可能，至关重要的是，抗议者需要能够以匿名的主体和匿名的数据进行抗议和改革。“永远是一种手段，本身绝不是目的”(55)，Seda g<e:1> rses说，匿名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犯罪，但事实上，在人民的运动受到严密控制的压迫政权下，匿名是一种必要的策略。匿名作为一种策略，使我们能够剥离信息中任何可用或可追踪的信息。这在数据越来越难以获取的美国和加拿大尤为重要。根据欧洲数据保护指令，匿名数据是免费的。任何人都可以访问它，挖掘它，使用它，甚至重新利用它。在北美，情况正好相反:我们连匿名数据都无法访问，社交媒体的老大哥无情地将我们自己的数据编目。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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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可能会想象一个像卡伦·曼塞尔和赫尔曼·Maat的交互式可穿戴作品Tele_Trust那样的世界。Maat说，所有的沟通都是“基于信任”(曼塞尔和Maat, 2009)。我们可以从这种类似面纱的可穿戴技术中读出宗教意义，但它也可能是一种高科技套装，将用户插入一种传输模式。接近创造了一个身体网络，并使交流成为可能，因为触摸会触发关于信任问题的对话片段。接收到的传输是围绕安全问题和公共/私人空间二分法对人们的采访摘录。这些信息被传输给接触佩戴者的互动者，以插入该人的个人网络。卡伦·曼塞尔问道:“要想信任一个人，就必须触摸他吗?(曼塞尔和Maat，2009)

最后，我会问:公共空间的未来在哪里?如果我们对个人数据的权利，我们集会的权利，我们分子自主性的权利正在从我们身上被偷走，那么我们是否被迫采用奥威尔式的双重思维来生存?或者是否有可能像占领运动和各种媒体艺术家所主张的那样，为我们保留一个自主性的空间?数据监控不仅有可能吸走我们的数据，还可能预测我们的需求和欲望。事实上，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年进行的一项研究
(由微软(Microsoft)和波音公司(Boeing)资助)就是这么说的——证实了
Facebook一直以来都知道的事情:只要有足够的数据，你就可以开始预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好恶。关于他们的报告，一些标题是这样写的:

••你的Facebook点赞可以预测你的性取向，准确率为
88%。 

••喜欢哈雷戴维森……是低智商的预测，而喜欢卷薯片是高智商的预测。 

••如果你喜欢Hello Kitty，你可能更有创造力，但不是很认真。(Marsden, 2013)

这份名为《从人类行为的数字记录中可以预测个人特征和属性》的报告催生了一个名为youarewhatyoulike.com的免费在线性格测试，显然，它如此准确地预测了生活方式的选择，可以立即应用于有产品要卖的公司。然而，如果把这当成这项研究的全部真相来读，就会错过最有趣的部分。正如保罗·马斯登(Paul Marsden)在对报告的评估中所说，Facebook在预测二进制问题方面确实有一种狡猾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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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二分结构。他没有说的是，Facebook正在模拟二分法。正是这些简单的是/否选择之外的观点、行动、复杂性和矛盾，没有找到进入研究的途径。同样，荷兰艺术家吉尔·马吉德(Jill Magid)将CCTV作为表演媒介，她说:
监控摄像头创造了舞台，或者说是固定的、被监控的平台。在它们的注视下，我有可能采取行动，也有可能将这一行动保存为被记录的事件。通过观察一个区域而不是一个人，静止位置的相机似乎更喜欢它的背景，而不是经过它的行人。它似乎在说:城市是永久的，平民是短暂的。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这项技术为我提供了一种放置自己的方式，通过一个比我自己更大的媒介，在城市中变得可见(并且可能永久)。因此，这是一个我选择去玩的创造性领域。就其政治立场而言(作为维护安全，或者相反，侵犯隐私)，我将这些立场视为技术本身的品质——工具的标准，以我的方式，只是让它的使用更有负担。(Lovink, 2004)

所以，也许，重要的最终不是作为主体的身体，而是作为主体的场地，监视的目光落在那里。因为，正如许多艺术家和程序员所证明的那样，正是这些限制本身推动了创新。也许反抗压迫的斗争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我们继续为匿名权而斗争，那么我们很可能会找到一种方法来保护我们的自由，并重新获得我们已经失去的许多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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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机构和解释，双重自我和间隔自我

马克·a·麦卡琴

L' me est un instrument sur ququel on peut faire entendre indicassine 

des airs nouveaux,  mais ququit de redit de lui-même and chante 

toujours en sourdinine and sans confusion and me 'il a joucassine 

autrefois。C'est un cahien des feuilles phonographiques。 

Joseph Delboeuf, Le sommeil et les rêves (188)

对于那些仍然声称电信是最新的殖民形式的人，我想建议殖民者永远是殖民技术的第一批受害者，通常是因为他们仍然坚决不知道他们用来殖民的技术的心理影响。
德里克·德·克克霍夫，《文化的皮肤》(The Skin of Culture,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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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展了主体作为remediateda主体性模式的理念。它将讨论主体的一些理论和制度背景，然后将考虑主体的数字表现形式，参考流行的数字应用程序如何询问用户(见阿尔都塞1971)-即，它们如何对应用程序和用户自我表现的可能性施加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条件和限制。这项工作是在后殖民背景下思考数字同一性和代理的一种尝试，作为在后现代性中更普遍的中介同一性方法的补充。因此，这项工作建立了我更大的研究项目，将后殖民主义批判应用于流行文化，特别是加拿大多数白人定居者社会的流行文化。
首先，我想指出本章早期版本贡献的这个集合的关键词的共鸣:“关系”这个词。《牛津英语词典》将“nexus”定义为被连接或链接的状态，相关的含义有网络、节点和链接。一个有着如此密切相关但影响广泛的结构和关系意义的词在流行文化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中一些在这里值得注意。Nexus是思科数据系统系列的品牌名称;加拿大-美国的品牌名称。过境计划;以及运行安卓操作系统的谷歌系列移动设备的品牌名称。Nexus作为品牌的最后一个例子是一个科幻笑话:在经典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中，“Nexus 6”是一系列企业制造的机器人的品牌名称，其中几个机器人是情节中的对手。“Nexus 6”。[…]起始日期2016年。战斗模型。最佳自给自足。[…]外殖民地军事俱乐部的标配。它们被设计成除了情感之外，可以模仿人类的方方面面”(1982)。这些机器人或复制人通过移情的生物特征指标与人类区分开来，只有通过专门的测试才能检测到——它们同时是doppelgängers和拟像(simulacra)，表面上与人类相同，因为它们无法建立联系。
这些内涵——科幻小说中的冒名顶替者、移动技术和越境;双重、设备和管辖权——在海关官员和旅行者相遇的特定地点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相互关联的关系。这里的“冒名顶替者”或doppelgä

nger维度涉及到大众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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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mediation” is Bolter and Grusin’s (1999) term for the double movement whereby new 
and old media each strive for both self-effacing immediacy and “hypermediation, ” a self-
reflexive signalling of mediation.



加拿大人与美国人几乎没有区别，这种感觉既普遍又有助于颠覆性地表达民族差异(见McCutcheon, 2009a)。在2006年一起涉及美国海关搜查旅客数码设备的案件中，美国地方法院法官迪恩·普雷格森(Dean 

Pregeson)发布了一项裁决，将电子存储设备(用麦克卢汉式的术语)描述为“我们自己记忆的延伸……能够存储我们的思想”(2006年)。这一决定为“边境搜查例外”(border search exception)提供了动力，这是2008年授予美国海关官员权力的扩大，它赋予海关官员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对任何进入美国的旅客的电子设备进行搜查的全权授权。这是一项具有反乌托邦含义的现实政策，边境搜查例外刚刚被推翻;2013年3月，美国联邦上诉法院驳回了这一例外，写道“一个人的数字生活不应该仅仅因为跨越边境而被劫持”
(引自克拉韦茨，2013)。一位法律专家评论员指出，这项裁决的核心是“你可以把你的一生都放在笔记本电脑里”(Price引用于克拉韦茨，
2013年)。

扩展思维，存储记忆，将生命保存在笔记本电脑中:像这样的评论让人联想到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下主体性的生活经验，作为一种同一性的重新分配，一种假肢的导管，一种介于表演和录音之间的电子人主体性，一种将在这里以主题的名义探索的经验。在之前的文章(2009a、2011、2012、2014)中，我已经开始形成一种主体理论，我将其假定为
一个致力于自身记录的自我;一个主体从个体身体的现场翻译到中介化的再现空间;一个被配音和被双重化的自我——一个doppelgä
nger自我，其“活着”的肉体存在得到了根本的补充……通过其在录音和表现中的不同和分布的体现. . .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位移的轨迹成为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战术撤退:从真实进入模拟，从肉体进入话语。(2012: 236-37) 

因此，这个主题试图命名乔治·西门子(2013)所描述的那种体验，即“在互联网上看到自己的点点滴滴”;然而，这种被客体理论也包含了其他媒介。我在这方面的初步工作不仅将主题置于后现代语境中，而且置于后殖民语境中。这些语境包括配音和其他声音小说(Eshun, 

1998)的“黑色电子”(Davis, 2004)实践，更具体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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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语境，将主体定位为受害者或逃亡者，呼应了马歇尔·麦克卢汉关于电子主体性作为被殖民的受害者的观点;“所有电子媒体对其使用者施加的暴力是，他们立即被入侵并被剥夺了他们的身体，并被合并在他们自己神经系统的延伸网络中”(1996:

82)。我最初的研究发现，加拿大流行文化是将这一主题理论化的说明性场所，参考了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的《录像集》
(Videodrome)等作品中的虚构戏剧化，麦克卢汉(McLuhan)的作品中的理论重复，也许更奇怪的是，但更重要的是，它是由格伦·古尔德等文化实践者进行的历史表现。在柯南伯格的《录像集》中，模仿麦克卢汉的角色布莱恩·奥布里维恩(Brian O’blivion)只存在于电视上，而且不可思议，就像马克斯·海德鲁姆(Max Headroom)一样。众所周知，古尔德放弃了现场表演，选择了录音室;他对巴赫的录音现在正乘坐旅行者2号进入星际空间。1在这些背景和实践的基础上，我认为“阐明加拿大主权妥协的政治经济及其被各种文化和媒体帝国殖民的历史，主观主义的化身和迭代将公民个体定位为竞争的知识属性要求所生产的商品，将媒体消费者定位为媒体自身所消费的东西，将有机的自我重新组织并由其技术他人复制”(2011:261)。

但我已经意识到，将主体定位为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受害者或逃亡者，意味着歪曲加拿大殖民主义，在加拿大的政治经济中，当白人定居者和产品更准确地代表殖民者时，将其定位为被殖民者中的多数人，作为一个以移民为基础的资源开采殖民地，通过对加拿大第一民族的系统性隔离和剥夺而建立起来，这为南非的种族隔离提供了模式。加拿大的流行文化主要由美国进口的文化产品和技术的新帝国主义主导，但加拿大的政治经济以其自己的新帝国主义资本项目为特征(见凯洛格，2013)。因此，加拿大民族国家确 实为这一主题的理论化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后殖民背景——但这是因为加拿大既代表了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目标，也代表了新帝国主义资本的贪婪代理人。在媒体帝国主义的背景下，加拿大的移民和主要来自欧洲的定居者人口，相对于美国和英国的新帝国主义文化产业，占据了被殖民化的地位，但在加拿大作为欧洲国家帝国主义入侵的殖民分支的历史形成背景下，一种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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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以类似于种族隔离的方式构建其与加拿大土著人民的关系，我们当然必须认识到，在被媒体帝国主义殖民的相对特权人口与被殖民者-侵略者帝国主义殖民的巨大弱势人口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2012)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对加拿大文化生产、学术和社会再生产的遗址和实践的关注首先引起了对主体的理论化，但这种关注并不意味着只有加拿大的遗址和实践可以或应该被理论化为主体的遗址和实践;相反，这些地点和实践“对当今过度发展、技术过度驱动和超媒介化的西方世界的日常生活发出了一些潜在的更广泛、更奇怪的暗示”(2012:238)。因此，下文将继续关注加拿大的遗址和实践，但也将扩大范围，考虑整个以英语为母语的过度发达国家的相关遗址和实践。毕竟，今天新帝国主义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产业的入侵、吞并和剥削——包括这里讨论的公司和服务——并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民族国家，而是把(并理所当然地)整个世界作为他们的市场、实验室和劳动力池。
如果这个主题代表了媒体帝国主义下的被殖民者，那么，它也代表了殖民者，不仅在加拿大的后殖民流行文化中，而且在更广泛的理论和制度背景下，作为新自由主义者的数字媒体，再现和自然化主体性的主导形式的私人-公共领域——那些“帝国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资本主义父权制”的主体性形式(hooks, 2000: 46)。这些主导同一性形成的复制和归化，根据数字同一性和代理是如何、由谁、为谁理论化的，变得清晰起来。
如果自我的修复和再分配暗示了一种生存，那么，具体来说，这种生存是向谁提供的呢?我在之前关于这个主题的工作中讨论过的例子说明了帝国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资本主义父权规范的主导地位，从而说明了一个相当特权的人口(尽管他们的作品具有多样性，有时是反文化的政治):柯南伯格的奥布里维翁和他的现实世界来源麦克卢汉;古怪的艺术大师古尔德，加拿大主流文化的另一个象征;以及白人男性作家威廉·吉布森、科里·多克托罗、彼得·沃茨和托尼·伯吉斯在加拿大小说中的代表人物。因此，到目前为止，我找到的关于这个主题的例子构成了白人，男性和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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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的典范。相比之下，我对这一主题的理论化所依赖的大量学术研究和理论都是由女性和女权主义学者(也不是加拿大学者)提出的。为了理论化媒介形式中主体性的倍增和间隔，以及它们用不可思议的“第二次生命”来补充以躯体为中心的自由人文主义主体的可能性，这一主题涉及数字同一性的有影响力的研究，如特克尔的“第二自我”理论(1995)，哈拉威的电子人作为网络代理和抵抗的模型(1991)，以及n·凯瑟琳·海尔斯的后人文主义(1999)，以及最近的研究，如安吉拉·托马斯关于虚拟自我作者身份的研究(2007年)和艾米丽·阿普特关于化身作为冲突和竞争的精神驱动的协调者的理论(2008年)。虽然主体与这些先前的数字同一性和“技术中的主体”理论有共同点，也有概念上的债务，它与它们更广泛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的不是后现代条件或晚期资本主义主体性的后结构主义模式(它确实承认并建立在此基础上)，而是它的后殖民语境。Anna Poletti和Julie Rak最近呼吁将汽车/传记研究和新媒体研究结合起来研究数字同一性(2014)，我想补充的是，后殖民主义的镜头可以帮助实现数字同一性实践的交叉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贾斯比尔·普瓦尔的集合理论对于将霸权主体形成的“认知暴力”历史化，以及将同一性作为临时代理，作为“一次遭遇、一次事件、一次事故”去属地化，变得很有用。 

阿普特和哈拉威值得在这里讨论一下，因为我关于修复的、双重的和间隔的主体的理论是由主体理论提供的:主体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语料库，更具体地说，是阿普特所说的“技术中的主体”(2008)的理论。后结构主义发展并动摇了主体在精神分析学和现象学中的基础，将主体理论化，不是作为首要的和自我决定的，而是作为“次要的、建构的……”易变的，站在自己的阴影里，自我分裂的”(Hawthorn, 

1992: 181)。因此，阿普特所说的“技术中的主体”，将这一理论贯穿于后现代媒介理论之中。例如，Avital Ronnell认为，电话用更后结构主义的术语重新配置了现代自由主义主体:“电话将你转移到他者. . . .电话技术强加了对他者相对于自我的某种不可简化的优先地位的承认”(1991:82)。弗里德里希·基特勒(1986/1999)的作品体现了“技术中的主体”理论:他将主体历史化为一个由媒体技术构成的“话语网络”——基特勒在历史上将其展示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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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产物。对基特勒来说，现代主体性是一种模拟程序，既被记录媒体维持又被颠覆，并逐渐退化到一个新生的、全球化的控制论人工智能政权:“在光学、声学和书写的存储能力被分离、机械化和广泛利用之后，中枢神经系统复活了，但却是一个由傀儡组成的傀儡”(170)。以基特勒的作品为基础，阿普特通过阅读数字自我成像实践，发展了“技术中的主体”理论，即创造一个“化身”，作为构成主体的驱动的修复协调者——化身作为驱动的驱动者。
在技术领域，这一主题的一个有影响力的来源是哈拉威的半机械人理论:一个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下激进地纠正和尖锐地女权主义同一性和代理的模型。不幸的是，哈拉威的半机械人在批判理论中的权威地位使它受到了简化的误读，就像半机械人学博客的编辑一样，两位马里兰的博士生，内森Jurgenson和P. J. Rey，他们利用哈拉威的理论以及社交媒体和印刷期刊等工具来推进他们自己的数字主体性模型，这可能被称为增强现实论证。在2012年的一篇评审文章中，半机械人学的联合编辑Jurgenson声称“Facebook用户是哈拉威人‘电子人’的典型例子”(2012b: 86)。这种说法严重误解了哈拉威的半机械人，它批判性地利用技术和网络，对帝国主义的白人至上主义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发起了一场奇怪的、女权主义的抵抗——而不是像Jurgenson提到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广告和监控业务Facebook所暗示的那样，与之愉快地同谋。
Jurgenson和Rey使用“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1990年左右首次出现)一词来批评他们认为在数字媒体领域的写作和研究中普遍存在但存在缺陷的前提，他们称之为“数字二元论”:数字活动的两极分化表现，将“现实生活”与互联网对立起来(并倾向于支持前者而不是后者)。引用尼古拉斯·卡尔的《 浅 滩 》(2010)和雪莉·特克尔的《在一 起的孤 独》(2012)等近期作品中的例子，电 子生物学的编辑们并不是唯一批评这种简化论的人，这种简化论认为，新媒体作为新媒体，正在腐蚀大脑，破坏社会，或阻碍青少年识字。凯瑟琳·菲茨帕特里克对这类争论作出了一个精明而简短的反驳:“媒体理论家们，面对着一种关于新传播模式有害影响的叙述，早就把矛头指向了柏拉图……新技术一直被想象成不仅是现有系统的敌人，而且实际上是对现有系统的直接威胁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Mark A. McCutcheon  133 



作为人类的本质。因此，文化衰落的宣言总是带有复杂的被淹没的意识形态动机”(2012:42)。
与菲茨帕特里克的“长时间复制”观点相反，电子生物学的编辑们更具体地阐述了他们的论点，既包括更狭义的社会学理论，也包括更现代的21世纪社交媒体和移动设备。Jurgenson写道:

我们的现实既是技术的又是有机的，既是数字的又是物理的，同时发生。我们并不是像《黑客帝国》那样，在独立的数字现实和物理现实之间进进出出，而是生活在一个现实中，一个由原子和比特增强的现实。而我们的自我也不是像某种二元的“第一”和“第二”自我那样跨越这两个领域，而是一个增强的自我。一个哈拉威式的半机械人自我，由一个物理身体和我们的数字档案组成，在不断的对话中行动。(2011年:强调添加)

质疑数字和非中介经验的简化划分具有关键价值，但增强现实的论点在其前提和上述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父权制的规范性主体性再生产的症状上都存在问题。2首先，除了其对哈拉威的误解，这一论点没有涉及与之直接相关的精神分析或后结构主义主体理论。其次，这一论点读起来往往像是一份跨越几代人的宣言，过于迅速地忽略了有影响力的权威对这一主题的见解的细微差别。最重要的是，这种观点忽视了读写网络作为新帝国资本生产和构建的交流平台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其目的是促进和加速利润最大化、市场创造和服务私有化，以及对政府的国家监督，这些政府现在主要充当资本主义雇佣的打手(Annesley, 2001;

Hedges, 2012;施奈尔，2013;van Veen, 2011)。增强现实的论点忽视了数字政治经济，使得“Facebook是真实的生活”(Jurgenson, 2012a)这样的主张有问题，甚至令人不安，尽管它被用来挑战人类和技术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
马克·普伦斯基的“数字原住民”与“数字移民”模型似乎为电 子生物学提供了信息:普伦斯基的模型是在2001年制定的，它区分了年龄较大的互联网用户和较年轻的用户，前者必须把互联网当作第二语言来学习，后者在2000年以后成为青少年，实际上是“天生的数字”，会说流利的互联网。一篇电子生物学文章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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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伦斯基，他的影响也可以在电子生物学的“关于”宣传中看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电子人社会。科技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方面:社会组织、身体，甚至我们的自我概念。这个博客记录了我们新的增强现实。”“我们”这个未定义但模糊的世代界限，加上宣传语对“新”的关注，表明普伦斯基的模型是增强现实论证的前提。
普伦斯基的“本地人对移民”模式本身就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尽管从后殖民的角度来看还不够(见贝恩和罗斯)。一个杰出的例外是韦恩·巴里(Wayne Barry)，他写道:“‘数字原住民’、‘数字移民’、‘数字野蛮人’、‘技术移民’、‘数字殖民者’和‘数字难民’的整个词汇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在倾向上是种族主义的。普伦斯基的模型赋予数字原住民高于移民的特权，再现了返祖仇外的民族主义话语，并挪用了“原住民”一词来描述主要不是原住民，而是定居者及其后裔的互联网用户，他们享有广泛的宽带接入。相比之下，大约一半的第一民族家庭和学校有互联网接入(酋长教育大会2012年)，只有

17%的第一民族社区有宽带(加拿大学习委员会2010年)。
2001年对“加拿大的数字鸿沟”所作的分析仍然非常有意义:“地理或社会隔离、高成本和缺乏基础设施造成了第一民族人民和其他加拿大人之间的‘数字鸿沟’。为有利可图的城市市场而设计的数字网络和内容，可能会满足土著对教育和信息的需求，但尚未完全扩展到偏远社区”(Bredin, 2001: 191)。对于加拿大的土著社区来说，由系统性联邦资金不足(Fontaine, 2013)造成的极端贫困使更基本的健康和环境需求更加紧迫:寒冷、霉菌、过度拥挤和污水烟雾暴露等问题在保留地学校不是例外，而是常态——就像空的图书馆书架一样

(Opikokew, 2013)。后殖民加拿大的这些事实使得“数字原住民和移民”模式与最近“定居者”对#IdleNoMore的反应明显带有种族主义色彩一样令人难堪。在这种背景下，增强现实论证中对政治经济批判的明显遗漏，成为其在帝国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资本主义父权主体性基础上的一个明显症状。与德里达所说的“白人神话”(1974:5)相一致，增强现实理论将这种特殊的、享有特权的主体性普遍化并自然化为意识形态规范——“普通”用户——不仅在其支持者自己的同一性形成中(白人、男性，以及亨里奇等人2009年的“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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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ulation)b也是如此，在它的修辞上，在对复数第一人称的一贯和未经检验的使用上，在网上过着真实生活的假定的、未定义的、集体的“我们”。海尔斯在《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1999)中对这种修辞进行了精确的讽刺;海尔斯在解释她的书名时写道:“‘我们’，‘喜欢’，‘成为’，具有讽刺意味，将自己定位于各种杂志上的科技摇头丸的对立面，比如《Mondo 2000》，他们习惯地把向后人类的转变说成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状况，而实际上它只影响到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6)。海尔斯所阐述的这个“我们”在许多数字评论员的修辞中反复出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只代表了人口的“一小部分”。因此问题来了:主体为谁提供了自我修复的加倍和间隔?

通过考虑我所谓的“关于怀疑的话语”，我们对主体的主导同一性政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通过媒体对自我转化的陈述和猜测，其中许多都被描述为从人体“上传意识”到机器的幻想。“上传意识”的幻想在某一类思想家中反复出现，他们根据两种常见且连动的修辞手法来表现这种幻想:首先，以一个表面上普遍但意识形态特定的集体的名义，“我们”——帝国主义白人资本主义父权主体为其代表的物种——将成为后人类(posthuman);第二，作为一种分离的行为或运动，一种数字与物理、精神与身体的分离，以及它所暗示的性别和阶级编码的从属关系的所有暴力。回想一下，例如，在威廉·吉布森的小说《神经漫漫者》(1984)中，在网络空间的无实体的、大脑的超越和“肉”存在的“腐烂的黑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性别编码对比。正如阿曼达·芬巴赫在2000年为《 神 经 漫 漫 者 》所写的那样:“就像当代关于互联网和虚拟现实的话语中所表现出来的幻想一样，吉布森的网络空间允许在一种特权白人男性身体的幻想中否认身体差异. . . .。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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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WEIRD” is Henrich et al.’s acronym for 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  and 
Democratic, which of course most of the world isn’t; the WEIRD thesis challenges the global 
representativeness of claims for “human” psychology and society that many disciplines 
generalize on the basis of sampling Western, Anglophone postsecondary students.



网上人物角色超越社会和文化等级仍然是一个乌托邦神话”(芬巴赫，
2000:n.p.)。芬巴赫的思考至今仍能引起共鸣。芬巴赫注意到的“民主化修辞”包括了普遍包容性的意识形态语言——意识形态是将物种代表性屈就为一小部分享有特权的公民——以及类似的意识形态意象，即主体性在解体方面的补救体现，肉体的超越性。

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就是这些修辞手法的例证。1971年，麦克卢汉在他的声明中暗指电视和早期的计算机，“人们对电子时代知之甚少的是，它使人成为天使，使人失去了化身。”把人变成了软件”
(1996:79)。这里的性别范畴“人”，与“电子时代”的划时代意象一起，起到了将补救经验普遍化的作用。麦克卢汉后来在1978年的一篇文章中详细阐述了这种无实体补救的想法:“当你‘在打电话’或‘在广播中’时，你没有一个物质的身体。在这些媒介中，发送者被发送出去，并且瞬间无处不在。无实体的使用者延伸到所有接收电子信息的人”(1996:80)。德里克·德·克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麦克卢汉的继任者，多伦多大学文化与技术中心主任)也用这种修辞来表达电信和虚拟现实中自我加倍和间隔的想法。“在我们神经系统的模拟和扩展中，”他写道，“我们个人作为节点实体，在电流模式上来回移动”(1995:186)。4 作家道格拉斯·库普兰(Douglas 

Coupland)在他2006年的小说《JPod》 中 提 供 了 一 个 讽 刺 的 版 本:“还记得在1990年，如果你在公共场合使用手机，你会看起来像个彻头彻尾的混蛋吗?我 们 现 在 都是混蛋了”(2006:270，加注)。正如在这些声明中所看到的那样，数字同一性的普遍化和解体在一个非常具体的性别和阶级限制的思想家传统中虔诚地希望完成。分离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想，它构建了主体的异化体现;普遍化是一种意识形态幻想，它授权将其限制在帝国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特权代理人身上。
我们也在读写网络服务中看到这些修辞上的动作，邀请用户生成内容，并在此过程中，从相对特权的“目标”人口中招揽这种有争议的“自我商品化”，作为一种相对特权和非剥削性的商品化。正如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在本卷早些时候所讨论的那样(另见Hesmondhalgh, 2010)。自我的商品化——主体向客体的转变——是一种有价值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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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条款(TOS)许可，因为生成内容的用户构成了明显的特权人群:“UGC平台访问者的社会人口统计表明，他们是受过高等教育、人脉广泛、收入高的普通用户……UCG用户——无论是主动的创作者还是被动的观众——对广告商构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人口统计”(van 

Dijck 2009, 47)。在这种背景下，在他对“电子人”的预测中，对于霸权、殖民者特权的所有症状性表述，麦克卢汉，就像多伦多诗人克里斯托弗·杜尼尼(Christopher dewney)在千禧年之前对“超人类主义”(1998)的推测一样，至少可以被认为是指出了这种转变的企业结构的政治经济含义。虽然电视是他选择的新媒体，但麦克卢汉在他的声明中写道，新媒体的公私融合和冲突对互联网很有启发作用，他说“我们把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租给了各种公司”(1964/2003:100)。麦克卢汉倾向于使用非商业意义上的“公司”作为“集体”的同义词，但这样的声明表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把握在他的作品中是沉默的(或缺席的)。杜尼尼则更关注互联网的商业环境。他将他的推断从虚拟现实缓和到几乎无法识别的未来——“同一性这个词甚至可能不适用”(1998:191)——并预测公司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意识最终被证明是可上传的，”他写道，“公司将持有将拥抱我们思想的软件的专利”
(1998:178)。进一步探讨公司版权的影响，他推测“接受者获得有天赋的个人大脑的一部分的受版权保护的活体模拟的可能性，并得到制造商的许可”——但他问是否“成为，甚至部分地，企业认知产品可能是人类不愿跨越的同一性门槛”(1998:179)。从麦克卢汉的观点到社交媒体TOS协议的观点，这个门槛可能是“我们”——一个特定的、享有特权的主体阶级——已经跨越的门槛。

这个主题的理论，正如这里概述的那样，可能表明公司已经拥有这样的专利(并为它们而战)，意识的上传不仅是他们交易的东西，而且是他们积极构建、征求和刺激的东西——为了利润最大化的目的，也是为了满足州政府的监督要求，在新自由主义下，州政府现在更多地充当公司利益的客户和推动者，而不是公共利益的管家。如果数字化是要用资本取代劳动力，那么什么是自我的数字化?尤其是在只模拟公共的私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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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主体同一性的数字再分配有效地将公民分散到国内和外国司法管辖区:例如，使用谷歌、Facebook、Dropbox和Twitter等美国服务的加拿大人，将他们上传到这些服务的内容存储在位于美国的数据中心，在那里他们很容易受到爱国者法案搜索条款的影响。颁布禁令意味着为企业和国家权力提供工作和产品(内容);在数字关系中反对自我，每次点击和击键都会产生数据供未知的私人利益分析，用户成为他或她自己的压迫和剥削的参与者——同时也找到利用这些工具的代理进行反对和实践的方法，正如维基解密和社交媒体的组织支持所显示的那样。
在后端分析和前端界面之间，根据互联网服务和平台如何允许某些话语秩序，产生某些主体位置，双重和间隔的数字自我既构成殖民者，也构成被殖民者。也就是说，互联网对用户进行问询，然后也对用户进行问询，独立于用户的代理或意识，将其作为一种抽象的、分析性的商品，一种由元数据构成的自我——一种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如果用户将他或她自己在数字关系中加倍和分隔，他或她只能根据帝国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具体的、有时是微妙的前提和优先事项来这样做。
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质询了一个特权主体，即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体系中由自由人文主义者转变为消费主义者的主体，该体系创新并推广了读写网络(Smith和Watson, 82)。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社交媒体用户作为商品进行批判(van Dijck, 2009;McNeill, 2014)。在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特权编码到当代消费技术的补充分析中，

Alice Marwick认为，它们要求用户作为企业家参与，作为自我和品牌的营销人员(另见Smith和Watson, 2014: 79)，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巩固了交叉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例如，你最后一次查看iPhone上的“股票”应用程序是什么时候?对……我也从来没有。)

Rob Cover和aimsame Morrison最近的文章分析了Facebook是如何吸引和诱导用户发帖和分享的——也就是说，它是如何说服用户的。
Cover分析了用户个人资料的创建和维护:“个人资料的管理……是一种自我管理的行为，通过“召唤”一个人选择坐标的质询，产生具身的自我和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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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2014:64)。Cover还注意到Facebook是如何限制这些坐标的:“社交网站上提供的个人资料类别提供了一种‘选择’的自由概念，这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特有特征……然而，对于一些用户来说，它们冒着规范真理政权暴力的风险，这种政权排除了其他主观性的替代[方式]”(65-

66)。正如Cover所观察到的那样，“无法辨认的自我”“需要解释”
(59)。 同 样 ， 莫 里 森 将 Facebook 的 解 释 描 述 为 “ 诱 骗 的 启 示 ”:“Facebook的状态更新功能利用了设计好的启示和约束，以及新兴的文化习俗，以便从用户那里诱骗生活叙事”(2014:119)。因此，Facebook的“诱骗允诺”使得“某些陈述不可能”(123)，并且由于最近引入的功能，他们现在倾向于将用户的数字档案与“现实生活”中的用户相识别;正如莫里森所观察到的，最近引入的“时间线”格式“越来越混淆……一个用户的整个社交媒体历史……这个用户的整个生活”(127)。

推特就像Cover和莫里森给Facebook的那种细读。第一次访问时，推特“欢迎”你，它邀请你“开始交谈，探索你的兴趣，了解情况”。你被邀请注册或登录(如果你没有取消点击“还记得我吗?”)来保持登录状态)。如果你搞砸了登录，你会得到这个弹出式查询:“我们要检查……”你是人类吗?”这可能是质询中最典型的表达:不明确但表面上是公司的“我们”——代表twitter提问的“我们”——自嘲地、口语化地、无害地要求“检查”用户是否是“人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提问的“我们”并不是人类——它是一个由公司指导和编程的子程序——但这个“我们”在其问题的措辞中，仍然假定是在哄骗人类的回应。在用户的页面上，“哄骗功能”是一个文本输入字段，显示一个灰色的邀请“撰写新推文……”撰 写:劝告是写作和制作，以经济的方式交流。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发的推文，界面所施加的简洁性约束是推特新自由主义编码的线索:“推特的文本经济使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交流正常化，即财政紧缩是运行公共服务的唯一途径”(2009b)。至此，在推特的“支票”中，“我们”和“人类”的隐含主题应该可以清晰地理解为过度发达世界的帝国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资本主义族长。数字服务公司日益要求的“真实同一性”隐含的主观性也应如此。
正如Cover所说，根据相互竞争的需求，社交媒体对用户的质询是双重的:“启蒙运动要求一个人把自己表达成一个理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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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贯的、可理解的主体和分散的主体性，这满足了我们通过消费形式以短暂的方式表达同一性的要求”(2014:61)。社交媒体双重诘问用户——也就是说，它对用户进行了配音和版本化(就像网站不断地对自己进行版本化一样[莫里森，2014:120]);社交媒体叫唤用户成为被叫唤对象。莫里森进一步观察到，虽然社交网站将用户视为内容创造者，但网站的功能支持的不是作者身份，而是一种算法的“自动组装”。这是为了自我表现的目的，跨多种模式不断选择和占用内容的结果”(Whitlock和Poletti在莫里森中引用，2014:113)。在这种背景下，怀疑的过程需要“上传自我”(McNeill, 2014: 160)，这不仅是自愿的自我表征，也是非自愿的数据和元数据集，我们可以称之为与用户生成内容的自我相对应的技术id。
社交媒体网站通常要求用户提供“真实同一性”详细信息，以访问和验证他们的账户。这种对“真实性担保人”的需求反映了大多数网站的质询策略，它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形成”有关

(Smith and Watson，2014:76-77)，作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Fisher, 

2009)、“白人神话”(Derrida, 1974)和“要求权利主体固定性的法律和资本主义结构”(Puar, 2011)的归化，以及无处不在的数字监控的合法化。越来越多的公司坚持要求用户提供自己的“真实”同一性，这标志着对早期开放网络的隐私和承诺的戏剧性逆转。在20世纪90年代，网络获得了无数的批评理论和流行的庆祝活动，使典型的后现代游戏和数字同一性的实验成为可能。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的《网络民主》(Cyberdemocracy, 1995)做出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陈述:“互联网社区的显著特征是种族、阶级、年龄、地位，尤其是性别等普遍存在的等级制度的削弱”(1995)。将这种对后现代数字自我创造可能性的乌托邦式表达与当前互联网对身份和验证的坚持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对比:针对安妮塔·萨基斯(Anita Sarkeesian)等女权主义者的可怕的厌女暴力;网络霸凌和性骚扰带来的痛苦和悲剧;反对#

IdleNoMore的反应中丑陋地揭露了“颠覆者”种族主义;以及一个不断紧密的、无处不在的监控网络，数字安全布鲁斯·施奈尔将其描述为“超越奥威尔最疯狂想象的监控状态”——所有这些都是通过用户的自愿参与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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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涉及到计算机，而计算机产生的数据是一种自然的副产品。现在一切都被保存和关联起来，许多大数据公司通过从各种来源建立我们生活的亲密档案来赚钱. . . .在互联网上维护隐私几乎是不可能的. . . .政府乐于利用公司收集的数据——偶尔要求他们收集更多、保存更长的时间——来监视我们。企业也乐于从政府那里购买数据。(施奈尔，2013)

认识到对互联网作为后现代自我塑造的乌托邦空间的方法的批评，例如中村对“同一性旅游”的批评(2014):45)我仍然倾向于认为，陌生化的策略为占领一个数字环境提供了关键资源，这个环境对“真实”身份的要求服务于新自由主义资本和监视国家。就像要求真实性的社交媒体服务条款一样，规范知识属性(IP)的条款——既适用于用户自己的内容，也适用于用户占用的第三方IP——说明了社交媒体质询策略与用户陌生策略之间的紧张关系。针对这些要求和条件，一些女权主义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活动家领导了对“真实性”
(Smith and Watson, 76)和IP的挪用，这是不同的怀疑实践，可能指向“构思同一性本身的新方法”(Poletti和Rak, 2014: 17)。社交媒体通过互文挪用来批判和颠覆新自由主义数字领域的霸权主体形成的典型案例，包括安妮塔·萨基斯(Anita Sarkeesian)在YouTube上大量批评数字文化中的性别隐喻的作品，以及Elisa Kreisinger自称的“流行文化盗版”。他的混音作品教导和示范了合理使用。

从IP的角度来看，回到Twitter的例子，一些“病毒式”Twitter账户，如@FeministHulk、@FeministTSwift和@BrideOnAcid，说明了关键数字传播的可能性。这三家公司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如何利用
Twitter的自我识别功能，这比Facebook的年龄、性别、关系和位置等固定坐标的个人资料展示形式自由得多。另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如何利用假名和独特风格的声音来构建不可思议的身份，既能立即识别，又非常奇怪。FeministHulk和FeministTSwift都恰如其分地诠释了名人品牌的“真实感”。FeministHulk是一个非常赚钱的超级男性主义漫画人物，它采用了一种文字风格——全大写和蹩脚的英语——既模仿了原著人物的讲话，也模仿了原著人物的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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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嘴里说着令人耳目一新的进步的话:“浩克从漫长的粉碎日中放松下来。”喝喝茶，看女权主义频率的老视频，也许用csa share做咖喱。啊!大绿色自我保健。”女权主义者(FeministHulk)也在推广自己的推特恶搞账户类型;FeministTSwift可以说是女权主义者(FeministHulk)好斗而众多的后代之一，它不是拿绿巨人的标签，而是拿女权主义的旗帜，把用户塑造成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的粉丝，然后把自己重塑成女权主义版的泰勒·斯威夫特:“快乐。”自由的。迷茫。被父权制压迫。同时。”FeministTSwift的更新几乎完全由泰勒·斯威夫特歌曲中的台词组成，用女权主义理论重写:“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我觉得工资少了22美分。” 

考虑到公司版权所有者为了保护他们的内容垄断而进行的无情的游说和惩罚性诉讼，更不用说他们对歌词收取的许可费，FeministTSw

ift对泰勒·斯威夫特歌词的广泛使用似乎特别大胆——它可能构成合理使用。但用户权利并没有阻止版权所有者向用户施压，要求他们为自己的使用付费，或者指控商标侵权;女权主义者对漫威漫画人物的使用也是如此(参见2007年Tushnet关于合理使用和性别批评)。
然而，BrideOnAcid的工作方式不同，更像是一种被称为“怪异推特”的风格(施密特，2013)。这个账号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将一个叙事情节浓缩到用户名本身，暗示着这个feed代表了一个在婚礼当天滴了酸的新娘。这个动态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女权主义的讽刺，把婚礼作为一个数十亿美元的生意和异性恋规范的机构。“为了这个大日子，我把牙齿刷白了。有点浪费，因为它们都碎了。”吸毒的前提提供了一种熟悉的异化效应装置，使婚礼当天的一切都变得非常奇怪——嗯，比本来就很奇怪的婚礼还要奇怪。(想想你在不同圈子认识的所有用户在你自己的活动动态中不可预测的对话质量吧。有没有觉得在你的动态feed中管理评论就像在婚宴上管理一个开放的麦克风?)BrideOnAcid似乎不再定期更新，但这个帐户现在的档案特征并没有使它失去作为典范主题的资格。正如Cover所说，社交媒体的存档功能让用户的同一性建构在他们缺席甚至死亡的情况下继续象征，甚至可能比线下表演更有力地维持主体性。在Facebook上，一个再熟悉不过的例子是，它会自动邀请你把一个你知道已经去世的用户加为“好友”。录音是如何发号施令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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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所有这些批判和占有性的推特主题在内容层面上取得了成就，但他们占据推特这样的企业平台的生产模式最终提供了免费劳动力，以满足公司对分析的需求，从而提高了其底线。就像非关键的内容一样。无论前端内容多么批判，后端分析只能创造出一个元数据主体，它是一个完全顺从、不抗议的新自由主义资本傀儡。批判性的用户生成内容和无意识的元数据生产之间的这种矛盾，说明了资本主义在利用对其自身形式和规范的批判性抵制方面具有弹性和强大的能力。也就是说，承认抵制社交媒体占主导地位的解释的有效性比物质更具象征意义，并不是要贬低象征本身的重要性。像前面提到的推特用户模型这样的不熟悉的演示，对于相当大的互联网受众来说，这些平台的解释是如何被回答的，不是直接的，而是相反的，不是肯定的，而是疑问的。这些示威活动批判了互联网用户同一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和假设。
企业对用户“真实”身份的要求不仅是对隐私的侵犯，还限制了言论自由，并强化了一种关于真实性、“常识”、“底线”现实主义的有害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构成了白人神话和新帝国主义资本的意识形态内核。在社交媒体的解读中，哲学家托拜厄斯·范维恩(Tobias van Veen)解读了“企业感知的神秘法西斯主义”——由企业社交媒体构建和限制的话语秩序:“非公民参与社交网络的感知技术将欲望与社交网络消费主义联系在一起。”欲望指向对象和数据的不断流动(要么被喜欢，要么在回应中缺席)”(2011)。Van维恩的观点是，社交网络抹去了民族国家，从而削弱了民主参与:因为，在社交网络中，民族国家“并不存在——也就是说，作为消费者欲望的衡量标准”，那么它的虚拟不存在使它的物质被新帝国主义资本拆除。
根据对新帝国主义全球资本中历史帝国的持续和转变的后殖民观点，对主体理论的更广泛的探究，对怀疑话语的仔细阅读，以及对互联网服务如何询问其用户的粗略阅读，一个更完整的主体形象发展起来:不只是被殖民，而是殖民者，体现和演绎了帝国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者统治下被纠正的日常生活的矛盾和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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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父权制。作为主体性被修复和重新分配的模型，主体已经占据了真实与模拟、自主性与自动化、存在与困扰、公共与私人、用户与商品、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神秘维度。主体的理论已经假定了主体的陌生化，即主体从肉体的表演性向数字表征和职业的不同体现的嬗变。在对“真实”用户身份的需求中，尽管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编码在对用户(也是他们的产品)进行质询的启示中，互联网用户仍然能够产生深刻的异化效应——数字同一性的陌生化，这提醒我们，我们所知道的主体性，无论如何，主体性始终是虚构的。Max Headroom的生活:新闻记者将文章的写作外包给编码机器人，但保留他们的作者署名(Dingwall and Mattar, 2013)。Facebook建议你可能认识的人，其中一些人已经去世，但保留了个人资料
(Walker, 2011)。数据挖掘者收集并交易互联网用户清单doppelgä
ngers中潜在的doppelgängers，以获取利润、好处、勒索和税收减免。一股恒星风刺入《良律钢琴》的凹槽，搅动着古尔德的手指。这台机器没有停止;它被特权者和有权者的死手和活人的手操纵着;它是由逝者和生者的鬼魂喂养的。

致谢
我要感谢阿萨巴斯卡大学研究委员会为这项工作提供资金，感谢
MA-IS项目的前主任Raphael Foshay邀请本研究的一行参加2013年数字联系研讨会，感谢加拿大数字人文学会邀请本研究的另一行参加
2014年国会会议，以及我以前的研究生研究助理Sarah Mann，感谢她提出的问题促进了这项工作，并就其进展提供了反馈。

笔记
在我2012年的那一章中，我写道，旅行者2号于1989年离开了太阳系，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虽然旅行者2号现在离太阳的距离是冥王星的两倍，但它还没有离开日球层，太阳太阳风与其他恒星的恒星风平衡的太阳系最外层的“气泡”(NASA 2012)。 

2关于增强现实的争论也是一个有趣的公开评议案例，而不是同行评议:鉴于其作者熟练地利用了社会和社会舆论，这个想法在博客上一出现就凭借分销能力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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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纸媒;它所需要的——值得赞扬的是，它的支持者公开邀请的——是更严格的同行评议和辩论。 

3作为普伦斯基框架的替代方案，大卫·怀特(David White)和艾莉森·勒·科努
(Alison Le Cornu, 2011)提出了一种“访客”和“居民”的类型学，既摒弃了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本地人”和“移民”的假设，又允许这些立场之间的连续运动。 

4 de Kerckhove不是后殖民主义学者，他在我用作题词的引文中提到了对媒体帝国主义的分析:虽然他关于“殖民者永远是殖民技术的第一个受害者”的说法至少可以说是对殖民主义的严重歪曲，但它也可以更慷慨地以弗莱雷(1970/2000)的精神来解读，对弗莱雷来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辩证法使两者都失去了人性，但却赋予后者教育和解放被压迫者的权力(1970/

20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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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转型中的网络大学
鲍勃·汉克

1979年，关于与计算机化、信息学和远程信息处理相关的同一性，利奥塔指出:“自我并不重要，但没有自我是一座孤岛;每一个自我都存在于一种关系的结构中，这种结构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和流动(1984:15)。“数据库，”他继续说，“是明天的百科全书。它们超越了每个用户的能力。它们是后现代人类的‘自然’”(51)。人们很容易把过去的三十五年看作是对他的假设的预测价值的证实，即合法化的过程和表演的主导地位敲响了“教授时代的丧钟”:在传递既定知识方面，教授并不比记忆库网络更有能力，在想象新招式或新游戏方面，教授并不比跨学科团队更有能力”(53)。
继利奥塔的脚步之后，阅读(1996)描述了卓越大学如何在自由民族国家中取代文化大学对公民主体的培养。他认识到，后历史的资本主义官僚大学的现金关系正在崭露头角，计算机化正在改变写作、出版和阅读的技术背景。利奥塔关注的是科学知识在计算机化社会中的地位，而《阅读》则是当代大学脱离了“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肯定和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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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教授时代的结束是管理者时代的开始，而“文化作为人文科学的对象、起源和目标的观念”被技术官僚主义的“卓越”概念所取代。 

由于这两篇关于知识和文化的报告出现在现代大学的暮色之中，“信息文化”和“信息大学”已经趋同(Terranova, 2004;Bousquet, 

2008)。此外，美国公立大学的解体史已经被书写(Newfield, 2008)，企业文化的语言已经取代了教育的语言(Woodhouse, 2009)。安格斯
(2009)认为，“新兴的科学-技术-传播统一体正在破坏大学的传统基础”(62)。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网络大学”是“大学在以技术科学为基础的网络社会中的一种新兴形式和作用”(安格斯，
2009:64)。修订《阅读材料》，卓越的理念已经被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所取代。

在《大 学 的 用 途》(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的第五版中，克拉克克尔重新审视了美国的“综合性大学”，观察了美国研究型大学“黄金时代”的终结。他在1995年的评论中指出:“现在学术生活的神经系统的运作更多地依赖于计算机终端和传真机……面对面的接触越来越少”(克尔, 2001: 146)。在新千年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中，一个来源是“为适应新电子技术而大大改进的硬件和软件最终能否，开始渗透到教学中，因为它已经有了研究和管理”，并带来教学技术的“第四次革命”，这是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在20世纪70年代初已经预料到的。
克尔有两种想法: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每一项新技术都是对以前的技术的补充，而不是完全取代——口头教学为学徒经历增加了内容，书面文字为口头文字增加了内容，印刷术为手写增加了内容，这种‘芯片’很可能会增加但不会取代所有已经消失的方法”(克尔，2001:195)。另一方面，“新业务”的第一项是更广泛、更有效地使用信息技术。面对不确定性，他希望“仔细研究”“新的信息技术——哪些有效，哪些无效?”(克尔，2001:228)。

2010年，美国教育部满足了克尔的愿望，并发布了一份在线学习研究的荟萃分析，比较了面对面和在线学习;混合型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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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发现比面对面或在线课程更有效(Means et al. 2010)。对克尔来说，视频和电子邮件是高等教育中的新媒体;如今，课程管理系统、播客和视频聊天论坛、智能辅导系统和mooc代表了最新的教与学手段。
在本章中，我考察了转型中的网络大学。总体而言，活动的数字联系，特别是数字技术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对大学的嬗变起到了重要作用。很难超越获取信息、知识和专业知识的问题，而关注其他问题，如超老年主义和教学的可重复性。为了理解过去二十年发生的事情，本章将说明大学已经成为一个“网络企业”

(Castells, 2010)，它塑造了“内部外部”，即我们学术职业的“未被同化的背景”(Moten and Harney, 2004)。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思想说明了汉森(2010)的“媒介政权更迭”概念是如何成为思考媒体和大学的历史契机的。通过将基特勒对基于大学的媒体史的描述添加到他们的观点中，我们可以追溯机械化、赛博国家和二进制代码对自由人文主义主体的影响。正如我希望阐明的那样，目前的学术传播和教学场景仍然处于印刷和数字代码和惯例之间，但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探究来谈论基于网络数字媒体的大学。信息技术战略可以理解为一种制度发展模式，它融合了技术和组织变革，促进了行政控制，并改变了教师和学生群体之间的关系生态。我们可以把制度语境描述为一种循环的环境。要在媒介化的学术世界中获得对学术存在的更深层次的理解，我们必须保持对媒介和时空的关注。
校园网基础设施的黑箱化(结合性能标准、现场性和新媒体的新颖性)只是第一组困难。实现对当代大学的清晰认识，还带来了进一步的问题。在这些新自由主义时代，由于公司化、商业化、管理主义和官僚化，公立大学的问题被框定为一种“危机”。在其他地方，我已经谈到了大学的三重危机:教师就业、全球金融和知识(Hanke, 2011)。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削减成本是新自由主义重组的先锋;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这些变化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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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就是“无产阶级化”和“不稳定”(卡利尼科斯，2006)。在2007-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加拿大的大学面临着进一步的预算削减。这种休克主义和由此导致的资金不足加剧了结构性变化，如学术劳动力的裁员和临时工，学术职位空缺和更大的教学负荷，课程和项目关闭，更大的班级规模和更多的电子学习，以增加获取和加速毕业。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增加两个条件。第一，有大学财政的符号化。一方面，高层管理人员代表着约克大学的“财政缺口”，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结果(财政低迷-支出超过收入-年度预算削减-新的效率措施和学费框架)，这导致了一个不可持续的未来。另一方面，校长工资和奖金、行政人员加薪、顾问、校园建筑建设和翻新项目、新运动场、体育场人造草皮和场地照明、安全措施和设备，以及品牌重塑活动等方面的支出都在增加。其次，还有任何一所特定大学之外的政治经济现实。经济“危机”已不再是幕间休息;正如Žižek(2010)所言，我们正处在一个“一种经济紧急状态正在成为永久状态:变成一种常态、一种生活方式”的时期(96)。但是，这次危机并没有宣布破产并要求政府救助，而是被管理者用来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正如2008-2009年约克大学合同制教师、教学和研究生助理的85天罢工以及最近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劳资纠纷所揭示的那样，不惜一切代价的增长战略是由最弱势的工人——助教、专业人员、临时教师和员工——支付的(各种作者，2012)。
第三，使大学成为智力探究和批评的对象会带来一些困难。正如韦伯(2001)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工作的具体大学可能无法提供概括大学的正当化。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有时会把我自己的大学作为加拿大公立大学的象征。换一种说法，我们可以假设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大学”的结构效应或多或少正在加拿大的每一所地方大学发生。以加拿大大学的“国际化”为例。在多伦多帝国俱乐部的演讲中，约克大学的校长——一位专业的机械工程师——谈到了“知识经济”中的高等教育服务是加拿大进口的增值产品

(Shoukri, 2013)。从这个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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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是“东道国的经济优势”。证据就在消费支出的统计数据中;从2008年到2010年，留学生在学费、住宿和其他可自由支配的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从65亿美元增加到80亿美元。
我的项目借鉴了媒体和网络的唯物主义理论。当涉及到学术的存在、技术和时间时，学术的生活形式是一种“重复的生活”

(Sloterdijk, 2012)。然而，在数字化转型之后，我们在网络文化中阅读和写作的具身参与和实践与过去在书本文化中不同。正如伊恩·安格斯(Ian Angus)(本卷)所解释的那样，“数字化既是一种普遍的翻译媒介，也是一种与其他媒介相比较的特定媒介，因为当重新嵌入在数字形式内时，其特定的网络社会关系占主导地位”(71)。这种通用的交流依赖于网络的生产和它们的效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校园网是用私有IT系统行业的商用硬件建立起来的。今天，正如
Mejias所指出的那样，私有的“社交网络服务呈现出双重过程，既可以创造新的公共空间，又可以通过网络本身架构所促进的机制来控制和监控这些空间”(2010:603)。他接着对“节点中心主义”——如果“某物在网络上可用，它就被视为现实的一部分”——和“超然主义”——“如果它不可用，它可能就不是真实的”(611)做出了有益的区分。有了这些概念，我们就可以把握公共辅助的网络大学的双重过程如何产生影响，不仅对于了解大学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而且对于在其内部或外部的节点边界之外存在的可能使网络大学充满活力的东西。网络大学的空间，尽管控制着边缘，但已经扩大了，网络大学的时间，尽管时间短缺，对事件是开放的。

网络工作
我没有加入追求大学概念的众多学者的行列，而是从网络的概念开始。第一个问题是定义问题——“网络”一词本身的适用性。有各种各样的重新命名大学的竞争者——公司的、虚拟的、创业的、生态的等等——但我发现“网络”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工具。“网络”一词有五种含义。首先，网络大学体现了网络社会的诞生和从支柱模式向网络模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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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Standaert, 2009)。校园网不仅仅是一个隐喻，而且是一个与组织文化相连的社会技术网络(Lewis, Marginson, and Snyder, 

2005)。在第二种意义上，到20世纪90年代初，学术文化可以被定义为“关于教学、学习和研究的学术实践以及这些实践的社会意义的相互关联和明确的信仰网络”(Ringer, 1992: 13)。拉图尔(Latour, 

2005)提出放弃“网络”一词的多义性，转而使用工作网或行动网。在第三种意义上，我更倾向于保留这个概念，因为“工作”是嵌入在“网络”中的。我们做知识工作(Liu, 2004)，而我们的计算机工作是处理信息和操纵数据。教师主体连接到相同的通用机器和互联网，灵活地连接到部门内部和跨部门的认知网络，以及不同规模的有组织的研究单位。然而，信息技术(IT)专业人员也是设计、构建、测试、配置、保护、修复和维护校园网的角色。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行动者和网络相互构成:IT专业人员构成技术网络，教师构成知识网络。第四，借鉴德勒兹的追随者Shaviro的观点，网络是“政治的核心”，因为它是一个分布式控制系统(2003:21)。大学展示了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的杂交，这是虚拟环境的特征(Dourish, 2001);此外，网络空间“总是折叠、分割、扩张和收缩”(Shaviro, 2003: 7)。最后，当“虚拟”不是简单地与真实的大学相对立时，理解网络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更加复杂。借用塞克尔的话，“抽象但又真实的网络总是在制定和即将制定自己”(2004,xiv)。
根据一些更早的说法，晚期现代大学已经失去了其统一的理念，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的功能。是什么统一了各种各样的功能?我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交流是“将社会学和认识论结合在一起的力量，为知识形式和知识社区之间的联系提供形式和实体”(Becher和

Trowler, 2001: 77)。在回顾了大学的理念之后，哈贝马斯意识到学科的多样性不再能够将所有的功能捆绑在一起。他接着表达了他的信仰，即“科学和学术论证的交流形式将大学学习过程的各种功能结合在一起”(1989:124)。即使教师和学生是单独工作的，他们也被嵌入到研究人员的公共交流中。因为这种合作的事业涉及到论证的结构，他声称，真理，或学术团体所获得的声誉，“永远不能成为纯粹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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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我调节子系统的引导媒介”(1989:124)。在他忽略了网络功能的论证中，正是科学和学术活动的规范将大学与社会区分开来，即使它分享了该社会的交往理性。
这种规范理想被大学“促进条件”的兴起所破坏(Wernick, 

1991)。大学将与广告的话语——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象征体系——进行交流。作为一种修辞，它不是由它说什么而是由它做什么来定义的。它针对的是一所大学的声誉，不是在学者教授的眼中，而是在消费者的眼中。第一个受害者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真相，而是“宣传信息所调动的语言材料的非常有意义的东西”(189)。此外，宣传修辞不能从被宣传的东西中分离出来——宣传主义被重新纳入高等教育的改造。由于投入不足，这种推广主义的过程被强化了;大学忙着重塑自己的品牌，营销活动被认为是“战略投资”。在争夺高等教育市场份额的竞争中，媒体关系单位通过向媒体推销大学故事和教师研究成果来追求“战略信息传递”，而产生的正面新闻故事则以其“公关价值”和“媒体印象”来衡量。 

自从校园范围内的分布式网络出现以及越来越多地使用计算机进行行政支持以来，人们对学术质量和自由的担忧之一就是超级管理主义。新管理主义拥抱新技术。正如Reed和Deem(2002)所描述的那样:

“新管理主义”发动的“文化革命”需要一种工作场所控制技术，这种技术需要改组治理结构和管理结构，以便使其成为一项可行的变革方案;以一系列实践和设备为基础，这些实践和设备专注于重新设计公共部门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工作的内部和通过的劳动过程的高度复杂的任务。(130)

例如，Stepulevage(2009)分析了高等教育机构中的企业资源规划(ERP)技术如何将大学的现实建模为一个统一的、有序的、稳定的系统，这反过来又体现了“最佳实践”的神话，它可能没有考虑到工作是如何实际执行的。McNally(2010)更进了一步，认为企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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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将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原则扩展到智力劳动中。教师们一直在重新培训自己，以便从事数字劳动，系统管理员也是如此;其结果是对学术劳动过程的更大管理控制。
今天，超级管理主义包括审计文化、机构研究、电子表格、网络客户端、绩效指标、信息捕获、营销远程控制等等。例如，在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文科与专业研究学院(Faculty of Liberal 

Arts and Professional Studies)的员工要接受一位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为期12个月的部门审查，该合作伙伴在“流程效率的设计与实施”和“特定工作能力的设计”方面具有经验。这个合作伙伴来自加拿大玩具反斗城、欧洲直升机加拿大有限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和圣凯瑟琳市。通过这种方式，员工的工作嵌入到跨越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工作流程中。相对于-à-vis管理主义的命令，教员团体的相对自主性已成为一种逐渐褪色的记忆。正如戈达尔(2010)所观察到的那样，“作为一种保密文化取代了‘持不同意见的社区’，信息从行政部门的营销人员那里官僚地向下流动”(30)。与此同时，官僚式向上流动的信息将教师定位为服务组织中的客户。作为约克大学文科与专业研究学院部门审查过程的一部分，根据院长和主任的建议，教师对行政服务和支持的反馈采取了在线调查的形式。
与此同时，由美国顾问罗伯特·迪克森(Robert dickson)推动的政府最新的“学术和行政优先”(Academic and Administrative优先权)活动旨在通过削弱教务委员会及其委员会在监督学术项目中的宪法作用，将学术和财务规划整合起来(Heron, 2013)。行政部门有权收集信息，而参议院则负责制定学术政策。即使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参与设计信息模板，这样的工作也需要从每个项目收集大量数据，对它们进行评级，并就优势和劣势、(再)投资、去投资和增长领域做出决定。这就说明了用教师制定的学术标准对模板进行磋商和编纂将如何加强管理人员对部门绩效指标的关注，而不是抑制预算削减的合理化过程。即使有了民主的验证，院系也可能变得更引人注目，教授也更容易被评估。采用这种管理技术会进一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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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行动权力和增加新自由主义政府的财政权力作为公共评估的权力
(Lazzarato, 2012)。

通过数字网络媒体追求教学的可再现性存在危险。机械复制和数字复制时代的教学工作有一段历史，可以追溯到Sidney Pressey 1924年的教学机器(Petrina, 2004)。这是一台机械机器，用来解除教师肩上的操练和练习的负担。虽然出现了新的软件和分析方法，但降低教学劳动密集程度的愿望并不新鲜。计算机辅导研究人员正在研究STEM课程的人工智能辅导系统(VanLehn, 2011)，并且正在开发自动论文评分引擎来自动评分学生论文(Stross, 2012)。由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管理的非营利性开源在线学习平台EdX开发了免费的论文评分软件。这款软件学习了人类导师的评分技术，代表了即时评分梦想的实现。然而，这样的人工制品还处于实验阶段，可能永远不会成为大多数大学的企业级软件系统和应用程序的一部分。

网络大学
网络大学已经从现代“废墟中的大学”(reading, 1996)中脱颖而出，成为Castell“网络社会”(Pruett and Schwellenbach, 2004)中的一个节点。正如Agre所指出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变迁是相互联系的;信息技术战略可以理解为一种融合了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的发展模式(2002)。要超越经济主义——认为网络大学的形式和角色嵌入经济危机中，并通过将技术科学与技术资本联系起来来应对经济危机——我认为我们必须通过媒介理论和历史绕行。Hansen(2010)提出，新媒体可以以一种新的方式被视为“新”:媒体不仅储存经验，它们还“中介中介的条件”(81)。从他的观点来看，我们正处于“中介政权更迭”之中。数字媒体及其网络对于公立大学的日常运作、知识的循环、教师和学生的交流、思考和世俗参与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加拿大的背景下，哈罗德·a·英尼斯(Harold A. Innis)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思想说明了“媒介政权更迭”是如何成为思考媒体和高等教育的历史契机。接起柏拉图对写作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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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德鲁斯篇》中，英尼斯写道，在印刷机和收音机的时代，“交流的进步”，特别是文字的大量生产，“削弱了持续思考的可能性，当它变得更加必要时”(1946:xiv).从西方大学口头教学传统的角度来看，教科书和考试制度代表了机械化的威胁。他认为，“机器工业”和印刷、广播和电影等媒体加速了“导致学生思想封闭的事实的传播”
(英尼斯, 1951[1947])。在他看来，机械化破坏了大学的两个真正的功能:“学习的生活，无论是几年还是整个职业生涯，以及在那段时间里把老师和老师、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聚集在一起，面对面地进行生活交往”(1946:81)。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极权主义所包围，现代科学的兴起与世界大战后的“文明复兴”之间的脱节困扰着他;用他的话来说，“象牙实验室”“摧毁了象牙塔”(73)。由于来自国家的政治压力和“商人的判断”，他认为大学将成为“资本主义被保留的机构之一”(75)。他的结论是:“购买大学，就是摧毁它们，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文明”(75)。

与英尼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麦克卢汉避免在文章中哀叹大学是西方文明及其衰落的熔炉。相反，他将新的通信和信息技术视为实验和创造教育未来的机会。英尼斯回顾过去，仍然坚定地相信平衡时间和空间偏见的媒体，麦克卢汉主张艺术是对我们的技术环境的“动态反馈”(麦克卢汉，1964年:与英尼斯相反，麦克卢汉的历史定位是关注电视的兴起，并将科学革命的影响视为“网络国家”。他把握到，“通过电力瞬时检索信息”将使“在空间上被移除的地点，处于连续转换过程中的材料”的库存成为可能(1964:300,310)。他预见到“自动化不仅会影响消费和营销的每一个阶段;因为消费者在自动化回路中成为了生产者”(1964:303)。麦克卢汉在第一波控制论浪潮及其计算机-大脑类比的浪潮中冲浪，进入了扩展的意识，标志着电子媒体和网络国家对印刷人的影响——也被称为自由人文主义主体。
后人类主体又过了四十年才被注册。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在《大学 :湿、硬、软、硬》(Universities: Wet, Hard, Soft and 

Harder)一书中认为，讲座、图书馆和邮件这些硬件促成了“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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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递归的知识生产”(2004:245)。他强调了希腊字母和二进制代码之间的递归关系，以及现代早期和现代晚期大学硬件之间的相似之处。经过800年以大学为基础的媒体史，计算已经从数学系传播到其他所有院系。在他对大学的技术框架的描述中，“大学终于成功地再次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媒体系统”(2004:249)。他认为，这种技术融合的结果是“知识、学科、部门的新统一性”和“本体论或存在的逻各斯已在计算机器中具体化”(2004:250)。当二进制代码取代字母、图像和声音时，他希望“语言、音乐、电影和诗歌研究的方法论整合可能开始”(基特勒，2004:250)。在他的后人类视野中，文化技术，而不是人，将成为人文学科的合适主体
(基特勒，2004:251)。

除了这些令人高兴的结果，基特勒还关注芯片设计、操作系统和接口以及专有解决方案、专利、商标和版权的商业化。像
Coursera这样的新软件并没有消除人们对商业化的担忧，“copy-

far - left”也只到了宣言阶段(Kleiner, 2010)。2012年的《版权现代化法案》(Copyright Modernization Act)包含了对公平交易的修正，承认了读者/用户出于教育目的的权利，这为诉讼奠定了基础。
2013年4月，加拿大版权授权机构Access Copyright就约克大学在校外复印课程包一事向加拿大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总法律顾问的“文件保存通知”指出，任何“表面上与法律程序相关的文件”都必须保存，对此，约克大学教师协会根据备忘录的恐惧和过度要求提出了政策申诉。

以大学为基础的媒体不仅仅是计算机化和版权。由于技术趋同，学术界对知识的垄断丧失，以及教育和商业之间的重叠，
Alan Liu(2004)解释了利用信息技术的知识工作如何不仅改变了“文学”研究，也改变了学者。在后工业时代，他写道，“学者本身在完全意义上就是知识工作者:他们是知识分子，但他们也是中层管理者，负责无穷无尽的一系列项目、委员会、绩效报告等等”(21)。继布迪厄之后，他认为信息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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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技术中介的消费……是我们当代的习惯。这是一种习惯性的信息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组织的主观原则’(如布迪厄所说)被一个被定义为技术客体的世界所深刻地灌输”(41)。从他对生产的观点来看，IT是一种发展模式，它“产生了相当于半自主的doxa——一种对信息或技术的信仰”(40)，同时“新社团主义”将“文化与技术和技术”等同起来(69)。管理者努力将技术和技术结合起来，以提高效率和生产力。
现在我转向三组考虑，从哲学和德里达的开创性论文“Mochlos，或能力冲突”开始。康德的哲学课题是界定大学和能够作出决定的教员的判断。德里达认为，康德试图通过将知识与知识的发布分离来拯救理性话语。康德的哲学需求集中在语言上，而德里达则认为:“这种哲学需求最好地体现在信息技术上，虽然今天似乎摆脱了大学的控制——用康德的话说，哲学——是它的产物，也是它最忠实的代表”(2004:98)。
在德里达的阅读中，康德文本内部的矛盾随着出版、存档和媒介化的扩张而变得无法解决。新期刊《现 代 》 的 创 刊 号专门讨论学术期刊的未来，它用这些进步的术语描述了从印刷到数字网络媒体的转变:

我们今天拥有的学术知识体系起源于17世纪。它将学者们的个性、独创性、客观性和知识属性神圣化，这些学者们在一个由印刷品的固定性、统一性和专有地位所定义的知识体系中单独(或以小组形式)工作。现在，网络化的IT技术提供了一种工具，在这种工具中，信息和知识不再是固定的和专有的;在这里，文化突破是集体智慧、大规模协作、组合和不断修订的实践结果;在那里，作者身份和权威越来越多地以集体和匿名的方式而不是个人的方式建立起来。(http://amodern.net/)

与知识的生产形式平行的是主体性的生产形式。这里我们可以求助于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的哲学贡献。在 《 在 资 本 的世界内部》中，他描述了使用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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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印刷书籍和电子媒体之后，数字媒体为主体性带来的影响。在他的哲学观点中，“后现代的‘用户自我’，正开始取代更为沉重的主体性形式，即现代时代的‘受教育的自我’”(2013:219)。通过使用检索信息的技术，减轻了收集经验的负担，“读者主体性消解为用户主体性”(2013:219)。在搜索引擎和数据库的文化中，用户收集的是地址，而不是经验。对他来说，下载“表达了向后体验时代的过渡”，而这种过渡伴随着未来的“后个人、后文学、后学术认知体制”(2013;220)。在《哲学的艺术》一书中，他对理性文化中观察者的兴起进行了描述。回到柏拉图，他认为学院是一种空间创造的创新。他写道，它是“胡塞尔(Husserl)称之为时代(epoch<s:1>)的建筑的等同物——一种将世界拒之门外、将关切包起来的建筑，是我们称之为思想和定理的神秘客人的避难所”(2012:33)。在这个空间里，他描述了根植于欧洲阅读模式的人文学科的观察模式是如何建立在世界和书之间的类比之上的。他观察到，这种“经典的类比”“在显示器屏幕和键盘的时代已经完全瓦解”(2012:54)。
第二组考虑是政治经济方面的。正如席勒(1999)所描述的那样，互联网起源于美国，是为大学、政府机构和大公司使用而创建的。作为全球化和电子商务的先锋，互联网加速了教育的蜕变，使教育从属于经济。经济主义是侵入公立大学封闭空间的巨大入侵者。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对这种商业化大学的批评不绝于目。信息通信技术(ICT)“革命”将技术变革推向前台。1998年，教授科学技术的“失控技术”批评家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提出了他的“自动教授机”(Automatic Professor Machine)。为了应对在线教育的激增，这部讽刺作品描绘了自动化时代教师的工作，与利用技术为高等教育行业服务的意愿背道而驰。
大卫·诺布尔(David Noble)在《数 字 文 凭 磨 坊:高 等 教 育的自 动化 》(Digital Diploma Mills: The Auto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一 书中，对将计算机用于教育的商业化、商品化和行政命令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在他看来，管理部门部署技术主要是为了纪律、技能和取代劳动力以获取利润。在他的历史观点中，危险在于学术劳动将陷入工业资本/劳动辩证法之中。然而，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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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字处理和电子邮件的出现，教师们一直在参与大规模的学徒培训，以获得新的数字技能。此外，从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学术工作一直以来都已经是“非物质劳动”，这是一种融合了信息、文化和情感内容、工作和非工作、现实和虚拟的新劳动概念。即使我们独自作曲，学术工作和生活也是知识丰富的，它需要合作和协调。但在温纳和诺布尔对未来高等教育的设想中，技术都是追求效率和商品化的特洛伊木马。他们认为，新技术是一种应该抵制的工业趋势。尽管商品化仍然是一个问题，但这可能会误解媒体的技术能力和设计在塑造技术方面的作用。
Côté和阿拉哈的《象 牙 塔 蓝 调:危 机 中 的 大 学 系 统》提供了“脱离契约”的概念，以阐明高等教育的社会学方面。他们认为，由于各种因素，本科生已经成为“不情愿的知识分子”，教职员工成为“不情愿的看门人”。在他们2011年的后续著作《降 低 高 等教育:企业大学的兴起和自由教育的衰落》中，他们评估了新技术是否会拯救世界的问题。他们的结论是“新技术可以促进学习，但不会取代教师”(2011:174)。其次，这些技术“最好用于学习具体的、个性化的材料(如流行文化)的乐趣，而不是用于培养批判性思维技能的工作，以及学习如何处理书面和口头形式的抽象概念”

(2011:174)。虽然他们的第一个观点是教授，而不是互联网，体现了智慧，但他们的第二个观点似乎依赖于对认知和情感的简单划分，并忽视了任何学科的思维与媒体之间的联系。
回顾过去，我们更有可能看到高等教育的未来已经到来。个人电脑、互联网、电子邮件、万维网、电子索引、数字期刊、电子书、电子储备、课程管理系统、搜索引擎、移动电话和平板电脑已经改变了学术交流和传统的校园课堂。首先，未经证实的技术乐观主义的反面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虚拟化的威胁是“大学管理者的权力意志，他们现在使用‘网络’进行信息和图像控制、监视、单向通信、法令和对行动者的强制性要求”(McCarthy 

et al.， 2009: 48)。在教学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混合式学习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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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这种模式结束了20世纪90年代末面对面与在线平台的争论。它借鉴了现有的实践，并吸收了新的技术，以寻找“最佳实践”。一般来说，课程网站、音频播客、内容或学习管理系统、视频捕捉和数字媒体被认为比任何“舞台上的圣人”都更有刺激性。 

Moodle等课程管理系统(CMS)还可以扩展课程的存档，并实现对课程时间轴的操纵。与视频录制和分发相结合，它们提供了“翻转课程”的可能性-将课堂时间重新分配给讨论，小组工作，解决问题，或动手或同伴学习。这种发展没有意识到讲座是一种谈话形式(Goffman, 1981)，而带着学术目的的阅读、积极倾听和记笔记都是学术技能。随着大学开发“机构学习成果”与省政府评估经合组织国家学习成果的可行性研究(见培训、学院和大学部，2012年)同时进行，翻转教学模式正在从小学和中学向高等教育发展。由于学生人数的爆炸式增长，讲座作为面对面交流的上限——即使有放大和投影——也已经超过了。越来越多的人信仰，网络化的数字媒体将解放大型教室的时间，为更多的学生提供更真实的学习和空间。
然而，连通性意味着连接和断开(Shaviro, 2003)。学生可能会认为他们不再需要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因为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获得数字内容。然而，张贴文件并不能保证他们会在讲座或教程中及时阅读。自从采用Moodle以来，我的活动报告显示，随着学期结束的临近，在上课前访问我制作并发布的课程大纲的学生比例下降了。

Moodle创造了一个混合的教室空间，但它不能解决学生时间经济的矛盾。在这种经济中，有偿工作和不断积累的债务是学生学习成绩的最大障碍。
除了脱节的问题，还有教学法的传播模式需要考虑。马克·努涅斯(Mark Nunes)在对网络空间和学生群体的分析中指出，“因此，通过日常生活的网络空间对课堂的任何重组都必须涉及对学生的重组(2006:131-32)。通过与网络的互动，学生被建立为“在一个随意的传播社区内的网络主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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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换”(2006:148)。“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的花言巧语掩盖了上网如何强化了“沟通的管道谬论”。下一步要考虑的是，谁注册了课程，并被大学当作“客户”来处理。这就是灵活、流动、容易从学习生活中退出的网络学生主体。
尽管对学生主体进行了这样的分析，但当前的管理风格仍在继续推动电子学习。在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有激励措施鼓励教师开发可以扩大规模的“技术增强”学习的“最佳实践”。同时，UIT正在建设更多的电子学习平台，以适应学生的“移动性”。尽管希瑟·卡努卡(2006)警告称，对电子学习有效性的信仰与实证研究结果之间存在脱节，但约克学习技术研究所仍呼吁对增加电子课程数量的商业案例进行更多的研究和开发。评估混合学习的“技术报告”从评估标准中选取标准，但根据大学电子学习商业案例的标准对问题进行分组(Owston和约克, 2012-13)。第一个标准是“提高约克大学应对入学压力的能力”。与学生有关的第一个建议是“争取更高水平的课程满意度(例如，80%)，并在做出有关课程设计和交付的所有决策时都考虑到这一目标。”在这些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组织机构是如何将教学转向更在线的方向的。与早期基于网络的教育倡议一样，这项研究“受到大学管理转型的框架和推动”(Brabazon, 2007: 10)。“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是廉价学习的借口”(Brabazon, 2007: 77)，而不是关于高等教育领导和责任的辩论或对学术工作条件的反思。
挑战在于开展不受招生压力决定的公共利益的教育研究，并设计不受主权学生消费者影响的课程。正如卡努卡(2006)也指出的那样，吹捧优势的小插图和网站已经淹没了电子学习有其缺点的发现。在对美国三所研究型大学的42位教授进行的社会学研究中，大卫·约翰逊发现，“学者认为教学技术在提高教育方面的价值有限，而且技术的使用很少受到教学创新的激励”(2012:

126)。教学技术并不是强制性的，但同时教授更多学生的压力足以诱使教师采用与改善学习无关的技术。根据Norm Friesen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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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网络教育的讨论一直集中在线上和线下的差异上。辩论受到对交流、经验和教育的“技术化”理解的阻碍(2011:xiv)。将辩论简化为考虑在线和离线之间的区别，可能会使技术的教育用途更合适，从而将我们的注意力从技术和教学政治上转移开。对以学生为中心的电子学习来说，教学技术越“有效”，我们就越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电子学习有可能削弱教师的选择和控制。当私人拥有的网络服务被纳入时，同样的教育机会之门也会向市场和商品化敞开。
网络空间还体现在教师习惯上。根据《大学事务》的说法，我们正在成为“教授2.0”。媒体一直是我们学术实践的延伸。我们仍然在学术部落中工作和生活，但我们变得更加游牧。由于学术的语法化，我们处于印刷和数字代码之间(Robertson, 2013)。
虽然我们是谁取决于我们属于哪个学术时代和排名，一种方法只和它的老师一样好，但我们都经历了互联网工作和界面时间的增加。社交媒体代表了另一波技术浪潮:拥有智能手机的学生可以实时访问社交网络媒体流，大学在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上宣传自己，图书馆呼吁参与到社交媒体网络的发展中来，员工内部网用仪表板访问应用程序、在线系统、社交媒体平台也在陆续推出。在社交媒体之后的公立大学里，教师们正在成为平台化的附庸。
要超越社交媒体的满意和不满意，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探究。媒体研究很适合研究大学与媒体的关系(Rowe and Brass, 2008: 2011)。除了表征和话语形成之外，我们还应该批判性地审视“媒介化”的元过程(Hepps, 2013)。作为一个指导研究的概念，这一概念强调网络大学是在特定的时间和文化中形成的。在这种我们学术生活世界媒体饱和的观点下，我们谈论的不再是大学中的媒体，或者是大学与媒体的关系，而是基于网络数字媒体的大学。正如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他关于技术和时间的多卷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编程行业释放出一种同步化，这种同步化倾向于成为“所有工作工具的成为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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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社会化(包括学校……)”，这会导致精神和集体个性化的丧失(2011,100)。我们可以从行政实践和IT策略开始，问问我的大学是如何成为一所网路大学的?约克大学的网络可能是一个范例。1995年，从IBM大型机计算转向思科系统共享的客户端-服务器网络，创造了一个分散但过于异构的IT基础设施，不适合“综合性大学”的模式。为了便于扩展，交换以太网成为符合TCP/IP协议的新拓扑结构，并将尝试另一种组织技术。20世纪90年代末，“行政性”和“学术性”计算的界限被打破。到了2000年代中期，“面向公用事业”的基础设施与“面向服务”的应用相结合。到2000年代末，“围绕IT的讨论越来越多地涉及管理大学，而不仅仅是管理IT”(IT战略工作组，2009年)。在此期间，IT专业人员充当了IT行业供应商和他们的“客户”(管理员、教师、职员和学生)之间的技术中介。大学图书馆一直走在数字化的前沿，创建共享电子期刊、电子书和数据集的基础设施，以及访问引文管理工具。像其他大学一样，约克大学实施了一个机构知识库来存储该机构的智力产出，并为项目、部门及其藏品提供空间。加拿大的另一个主要举措是开放期刊系统中的数字期刊托管。这些发展进一步支持了Kittler(1990)的命题，即所有“图书馆都是话语网络，但所有话语网络都不是书”(369)。
对于IT专业人士来说，工具主义的技术观点是霸权的。

2005年至2010年间，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前文学院(Faculty 

of Arts)的教职员工被要求参与所在单位的计算机技术规划，但管理者指示他们将IT视为“仅仅是一种使单位实现教学、研究和管理目标的工具”。教师在做出技术选择或决策方面的有限作用与“参议院的衰落、双相机主义和教师的治理作用”
(Wernick, 2006: 7)相似。我们必须回到1997年，才能发现约克教师协会最后一次在集体谈判过程中权衡IT问题:教师对版权的保留和对技术的适当使用的判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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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们对电子邮件列表服务的感知能力似乎发生了变化。在约克大学，一位教授关于参议院名单服务角色变化的电子邮件值得详细引用:
2001年至2008年，我在参议院任职。当时，我发现参议院l是在参议院会议之前进行讨论的有用场所。它可以使参议员更积极地参与参议院的事务。我发现参议院不是进行认真讨论和反思的最佳场所，也不是对即将投票的项目突然提出新观点的最佳场所。我于2012年重新加入参议院。参议院l的角色似乎发生了变化:参与讨论的意愿似乎有所减少。也许在这中间的几年里，有一种理解，无论是隐含的还是其他的，即参议院l将主要用于公告，双向讨论不一定受到鼓励(即使不是积极劝阻)。或者也可能不鼓励。无论如何，我对参议院l案的长期沉默感到不舒服。
(马德拉斯，2013)

在线讨论的减少与参议院会议出席人数的减少相对应。2013年7月对教职员工的一项调查发现，80%的人将“兴趣”作为参加会议的理由，但只有56%的人认为参加会议是他们的“责任”。那些参加五次或更少会议的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查看了文件，没有任何顾虑。对于教育研究者来说，可编程机器和数字媒体是实用主义世界观的媒介。在20世纪90年代末，关于互联网使用的教育研究将班级规模与质量脱钩。从那时起，认知心理学、社会建构主义和联结主义的话语框架了教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教育研究者认为，当学术技术文化与学生在大学之外的新媒体体验之间存在脱节时，就会存在“教育鸿沟”。因此，研究人员有责任跟上技术创新的步伐。因此，教育研究倾向于关注新技术，以衡量成就或有效性，并将数字体验与大学的其他部分区分开来。尽管存在这些分析限制和促进采用新媒体的研讨会，最近对15,000名qusamubec学生的调查显示，他们想要一个引人入胜的讲座(Charbonneau, 2012)。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只有53%的学生对如何在课堂上使用信息通信技术持积极感知，而86%的学生持积极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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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Charbonneau, 2013)。社交媒体兴起后，将教育用途与社会用途区分开来更加困难(见第7章)。少数教师关于课堂上数字媒体的报告很少，但却很有启发性。一个例子是Mann(2012)的社论意见“让我们拔掉数字教室的插头”。为了回应安大略省政府关于“加强安大略省的创意、创新和知识中心”的白皮书，拔掉电源是他能想到的最激进的行动。为了避免班级规模进一步扩大，政府要求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力。引用这一“技术赋能教育”的愿景:“与教师将讲课数据‘传输’给坐在大厅里的学生不同，课程内容的数字化交付可以让传统机构的教师自由地与学生进行直接对话和指导”(2012:10)。在这一构想中，面对面的交流被简化为数据交换，而在线交流则因其即时性而受到青睐。除了忽视教师和学生群体的物质性之外，这一政策还通过将文化与“创新”联系起来，劫持了文化的概念，并粉饰了公立大学是如何被新自由主义抛入危机的。
在网络大学中，欧洲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已经从中心位置被取代，取而代之的是信息文化。换句话说，如果说网络是媒介，那么信息就是网络社会关系。更具体地说，“网络社会性”是将教师和学生弱地联系在一起的东西(Wittel, 2001)。在没有围墙的无线大学中，新连接模式的兴起与大学社交性的下降是平行的(Boyer, 2011)。他指出，“数字中介的技术能力”“可以加强更大的物理隔离以及虚拟连接，疏离感以及解放感，这取决于它们特定的制度化模式”(184)。
网络大学的一些文化指标是信息过剩和数据泛滥、滚动(而不是阅读)、分心(而不是着迷)、表面关注和麻木(而不是辨明力)。正如

Sampson(2012)简洁总结的那样:在病毒式传播和网络关系的时代，“社会主体性”是一种“介于无意识和专注意识之间的催眠式梦游”
(13)。在当代集体智慧的争夺战中，一位有进取心的学生开发了一款交互式应用程序，让教授可以使用自己已经拥有的设备与学生进行互动。基于学生响应系统的课堂技术，这是一个实时测量学生困惑的应用程序。不用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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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以匿名点击“困惑”或“理解”，他们的实时教授2.0就可以看到理解学生的百分比。在这个应用程序的核心，“一个极其聪明的算法在‘半衰期’内构建。“每个反应都会衰减，然后消失”，让2.0教授“有足够的时间注意到它”。为我们带来“及时”学生的数字信息通信技术与为我们带来“及时”教授的网络应用相关联。采用和使用这一应用程序将维持学生的技术泡沫，同时剥夺他们在课堂上体验意义模糊或思想冲突的机会。

环境就是信息
我想继续论证，我们可以将制度背景描述为流通的学术环境。在
1978年1月11日的演讲中，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说，环境“是解释一个身体对另一个身体之间距离的行为所需要的东西”。因此，环境是行动的媒介，是行动在其中循环的要素”(2007:20-21)。他将这一概念从物理学和生物学转移到16、17世纪的城镇规划中。环境与其说是一个执行纪律的空间，不如说是一个规划的空间，在那里可能发生的事件或要素被调节。在政治上，它也是一个“干预的领域……人们试图准确地影响一个群体。”在环境中，因果之间产生了循环联系，这些影响影响着生活在其中的所有人。就像城市规划者、桥梁和码头建设者一样，约克大学校长和董事会也将大学空间视为房地产开发和IT项目的场所。对于IT经理和支持小组来说，这是组织信息流通和将技术发展融入大学的学术计划和日常运作的问题。

在1978年1月25日的演讲中，福柯将“流通从广义上定义为运动、交换和契约，作为一种分散形式，也是一种分配形式，问题在于:事物应该如何流通或不流通?””(2007:64)。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问题来理解网络大学的外新自由主义。例如，安大略省政府的白皮书要求高等教育系统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力，以增加学生-消费者的“选择”和“劳动力市场成果”。25岁左右的人正处于“流动性的巅峰”。问题在于，这群人的流动性比凭据和信用更强。新自由主义经济所需要的是学习、培训和就业之间更大的流动性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Bob Hanke  171 



劳动力。在新自由主义统治下，证书和学分的经济价值取决于系统内部和系统之间的可转移性。其他学者写过关于数字复制时代如何为学术交流的新实践
(Borgman, 2007)以及开放获取研究和奖学金(Hall, 2008)提供新的可能性的文章。根据Wilson(2013)的研究，超过50%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服务器和桌面上使用开源软件。Moodle虚拟学习环境被认为是高等教育领域的“成功案例”。他认为定制开源代码是学术创造力和自由的延伸。但正如Galloway(2012)所建议的，另一个需要提出的重要问题是“开源如何塑造知识的存储和传输系统?(9)关于Web 2.0之后的开放同行评议和数据共享，Accord和Harley的研究揭示了数字技术的采用和使用是如何受到学科文化的制约的(2012)。

在学术交流变得更加开放的同时，大学对其信息系统进行了标准化和集中化，导致了“分布式集中化”(Liu, 2004: 147)。弗兰科·贝拉尔迪(Franco Berardi)从认知劳动的角度描述了两个相关过程。首先，是对网络内部工作的捕获。教师们经历过将行政工作下载到电脑上的情况。第二，劳动力分散到形式上自治，但实质上协调和依赖的自治部门(2009:88)。一方面，网络形式是非等级化的，强化了人人都从事认知劳动的学术独立的形象。另一方面，在网络大学的流动性中，当机构级研究绩效的数据被上层管理人员处理和使用，以管理下层的教师管理人员时，产生了一种新的依赖性。
我将以一些结论性的观察和主张来结束本文。vil约克大学的网站和组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叠加在金字塔形现代机构上的圆形剧场式的交流结构。约克想象中的社区并不与自己对话。2013年，一个“更好的工作场所”项目组实施了一个名为YUlink的员工内部网。这个教师门户网站可以定制主页和个性化内容。这里有一个论坛，供“与在约克工作有关”的问题提问，由员工“主题专家”回答，还有一个征求“社区反馈”的部分，用于征求规划文件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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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对话的题词。总体而言，集中式分布式网络的发展既提供了网络化的教师表演性，也提供了分层的表演性。通过新实践开放大学的离心趋势被一种向心反趋势所抵消，这种向心反趋势使教师机构分散化，强加和包含创新，从知识生产中提取和获取剩余价值。
网络大学的新颖之处在于从合理化到循环化的转变(Hanke, 

2009; Whitner and Nemser, 2012)。无论什么资源的合理化继续下去，以及对教师士气的压抑作用都不能被高估。与此同时，在SSHRC和
CIHR的推动下，知识的产生已经与动员联系在一起。这一功能已被添加到研究和教学中，以便将研究和专业知识与政府和社区机构联系起来。约克大学被认为是知识动员单位的领导者，共同创造对项目、政策或实践具有“研究影响”的知识产品。在这些知识网络中，研究不仅要“好”，还要“有用”。很难想象，传统的或数字化的人文学科学术如何能够转化为一种“研究快照格式”，并将其传递给“决策者”。 

学术环境的新鲜之处，也可以从空间和时间上加以区分。关于空间性，彼得斯和布鲁特提出了这样的提法:“后现代时代知识和教育的新空间化是以网络的‘软架构’为基础的，它日益定义了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实践和我们的主体性的性质”(2011:xxx)。
争论的焦点是这个网络化的学术空间在扩张和收缩时的形状。这种间隔关系到我们的研究兴趣、教学关系，以及罗纳德·巴内特

(Ronald Barnett)所描述的“作为学者的空间”(2011:77)。他观察到:

随着学者们被邀请、鼓励甚至哄骗去承担更广泛的身份，这个空间正在开放，变得更加流动。它与更广阔的世界之间的界限更加松散。学者作为企业家、管理者、质量评估者、导师、推动者和课程设计师(以及其他)的角色扩展了学术存在的本体论空间。(Barnett, 2011: 77)

跟随这些学者，我们必须对冥想、空间和时间的相互作用有更深的认识。大学仍然遵循着时间表和日历的传统节奏。同时，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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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融入了加速发展的科技文化。多任务处理是常态，解决难题的时间和注意力下降，辅导人数的增加意味着每个学生的时间更少，更多的学生在考试前“填空”，承认使用咖啡因、含糖能量饮料和非处方“学习药物”，如利他林、Concerta、Adderall、和Dexedrine来提高他们的精神注意力和耐力。在学术规划方面，开设了更多的全年本科课程，“精简”本科课程以减少毕业时间，并加快了研究生学习。在学术用工方面，“兼职”不再是指临时替代教师和专职教师争夺对研究时间至关重要的教学释放时间。在时间经济的制度层面上，用于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时间已经是一种有限的资源，“被加速、加速和压缩的企业时间”将这种资源变成了剥夺(Giroux, 

2007: 121)。
正如Meyeroff、Johnson和Braun(2011)所论证的那样，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工人的影响不仅相当于时间的短缺，而且被认为是一种“非常真实的时间危机”。面临风险的是生活的学术形式;因此，“没有对大学所产生的时代进行分析和重塑，就不可能有大学的返工”(485)。如果，超过了一定的速度门槛，加速就变成了异化，网络就是我们学术存在的“空地”(Liu, 2004)，那么我们更有可能体验到与大学的精神空间和工作节奏的异化(Rosa, 2010)。从系统的角度来看，长期的资金不足会产生持续的组织动荡。在安大略省，政策专家宣称整个公立大学部门是不可持续的(Clark, Moran, Skolnik, 

and Trick, 2009)。任何被剥夺了新投入的公立大学系统都将趋向于熵化。非专业教师就业的长期趋势削弱了一些教师的能量学和智力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其他教师。由于内部功能的分化和学术分工，这种至关重要的联系对于在与战略研究重点相一致的研究领域工作并得到“研究与创新”大学副校长支持的终身教授来说更为持久。 

最后，当国家转向对学生群体健康的管理时，还会出现一个新兴的生物政治维度。2011年，安大略省政府以“加强学生支持”的名义继续支持银行的学生贷款业务，推出了一个应用程序，使“忙碌的学生能够获得最新信息并检查他们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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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上的状态。”在负债累累的加拿大人中，学生贷款现在排在第三位，仅次于家庭抵押贷款和汽车贷款。从考试恐慌到金钱困境再到精神障碍，工作人员正在接受培训，“寻找行为变化的迹象;有人突然迟到或衣冠不整，或不再与人眼神交流或迟交作业”(Brown, 2013)。安大略省政府培训、学院和大学部长Brad 

Duguid并没有意识到学生贷款是不道德的(Ross, 2012)，而是在
2012年3月宣布，将在三年内花费2700万美元来解决校园心理健康问题。其中600万加元将用于开通一条帮助热线，该热线将为学生提供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的支持，无论他们身在何处。这样的政策治标不治本，公立大学危机的根源在于扩张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增加了“无论住在哪里”的学生的入学机会，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改革降低高等教育质量的多层教师就业制度。

换句话说，网络大学的时空关系重大。环境是双重意义上的信息:环境是由机构内部的技术和技巧塑造的，反过来，环境塑造了教师和学生的方式。网络大学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网络企业——一个开放但有界限的话语和技术、实践和过程、文化和主体性的数字联系。学术印刷和数字文化有其行动者、利益、价值观、代理机构和网络，但大学校长、理事会和管理人员在调节环境以适应和实施新自由主义政府政策方面占据上风。虽然网络大学是一个异质的、不可代表的组合，但制度化的模式为表演性和操作性安排了环境，而这种环境对在其中工作的所有教师都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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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织网批判话语分析及其网络空间

莱斯利·林德巴勒

语言的能力是典型的人类能力，尽管它的无处不在意味着它有时很难理论化。为了从外部研究语言，我们永远无法超越语言，但元语言学研究帮助我们揭示了人类最可疑的特征是如何嵌入到我们最重要的适应之中的。从维特根斯坦到索绪尔，从德里达到福柯，一系列的理论基石帮助我们看待语言的构建和它在社会中的功能。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稳定的，因为我们能够用语言与他人交流，但是，通过概念化语言的关系本质——即通过符号之间的组合和聚合关系产生意义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意义比语法安排所暗示的更难以捉摸。
语言是对自然世界的模仿，而不是对自然世界的直接参考，通过研究历史上特定术语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某些形式的叙述(不)得到认可，意义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这个简短的解构练习是为批评性话语分析(CDA)奠定基础所必需的。在CDA的基础上，我们认识到“知识[及其语言表达]不是获得对现实的准确描绘，而是在追求我们的各种目的的过程中学习如何与世界抗衡”(Barker and Galasiñ

ski, 200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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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的使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群体是如何在他们的追求上比其他群体更成功的，这是基于参与期望的社会结构的能力。个体话语对不断被建立、再生产和捍卫的权力结构要么有贡献，要么有抵制，即使它们被拆除、重新混合和攻击。批评性话语分析(CDA)寻找这些争论的地点，并审视当积累的权力能够在一个构建的(通常是剥削性的)真理中固定意义时所主张的坚实基础。从这些临时中心出发，分析者可以通过寻找语言“为新倡议提供立足点的分裂”来“希望超越我们的文化适应”(罗蒂引用Barker和Galasiñski, 2001: 

20)。对于CDA研究者来说，语言具有限制和解放使用者的潜能。
从历史上看，CDA研究一直受到出版模式的限制，文本是在

CDA希望挑战的剥削系统中产生的(有时是为剥削系统服务的)。万维网的出现创造了一个不断扩大的活语言语料库，它以公司和工厂工人的声音、官僚的声音、权力经纪人的声音说话，为CDA研究人员提供了比过去更经济的途径来了解每个人的声音。奇怪的是，由于各种原因，CDA应用于这个集合的速度很慢。继Rebecca Rogers等人(2005)对“批判”“话语”“分析”等术语的解释之后，我对
CDA与数字世界的接触提出了质疑，并补充了Gerlinde Mautner

(2005)首先提出的要求考虑数字文本的论点。最后，我指出，随着网络的权力结构开始从解放转向灌输，当代的发展已经成熟，可以从批判话语分析师那里输入信息。

话语
在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核心，我们有话语。广义地说，我们可以把话语看作是一个“交际事件”(van Dijk, 2001: 98)，也就是说，一种旨在分享信息或想法的互动。有了这个定义，我们就能够分析“对话互动、书面文本，以及相关的手势、面部表情、排版布局、图像和任何其他‘符码’或多媒体维度的意义”(van Dijk, 2001: 98)。任何一个实体使用符号或符号与另一个实体进行交流的实例，我们都可以声称一种话语形式正在发生。为了创建一个可管理的研究主题，
CDA研究者识别不同层次的话语来揭示多层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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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重要的CDA学者James Gee将话语分为两派，他称之为“小d话语和大d话语”(Gee, 2004: 10)。小d话语是指构成交际事件的语言、符号或符号的小块。它是“句子的句法以及从句或句子之间的形式关系:顺序、首格、代词关系、主-被动语态、名词化以及其他一系列句子和序列的形式属性”(van Dijk, 2001: 107)。小d语篇虽有名称，但它是文本内复杂的一组关系，为理解提供了钥匙。小
d语篇密切关注语言的详细结构，以及该结构在文本中的作用。由于这是语言的基础层次，没有这种类型的分析，CDA是不完整的。

Teun van Dijk开始对文本进行分析，首先关注他所谓的小d话语的“全局意义”(van Dijk, 2001: 102)。这是文本的语义宏观结构，也就是说，文本是关于什么的。它是文本中最容易回忆的方面，可以通过查看文本特定部分的主题句或总体印象来概述。从这里，
van Dijk转向他所谓的文本的“地方意义”(van Dijk, 2001: 103)。这时，我们开始观察具体的词语选择，以便理解关于主题的明确说法。需要考虑的几个重要方面是代词的使用-文本如何构建“我们”和“他们”-以及夸张:在描述双方的方式中明显存在偏见的程度。这两个网站都揭示了自我的积极表现和他人的消极表现的程度。范
Dijk还问，文本中遗漏了什么。检查主动/被动语态的案例可能会显示缺失或隐藏的代理人，词汇选择和隐喻强调两极分化，淡化排除或消除消极方面。在little d语篇的整个调查过程中，研究者将文本作为其自身的一个实体进行考察，并试图揭示隐藏在其语言结构中的秘密。

在数字世界中，小话语变得尤其成问题，因为出版平台和文本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实体。。例如，发布文本的网站决定了在多大程度上存在不适用于所研究文本的语言位。以外部广告为特色的网站的广告不仅会随着每次访问而改变，而且通常会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改变。虽然这种外部对文本的侵犯可能很容易被忽视，但其他网站的特色是用户生成的内容，包括到以前帖子的链接，个人认可的广告，以及通过推荐阅读和博客列表链接到整个文本。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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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仔细地观察有问题的文本，我们接近超文本的挑战:作者故意在特定话语之外注入内容的语言片段。在某些情况下，作者正在做熟悉的动作，例如引用或引用直接引语，以及将观众引导到有助于理论基础的相关资源。在这种情况下，超文本可以协助解释，但不是必需的。然而，在其他情况下，作者将使用超文本链接到已在其他地方发表的话语的突出方面。如果没有超文本中包含的信息，观众就无法完全理解手边的文本。数字文本的这一独特方面证实，虽然小
d话语很重要，但分析人员也必须考察语境。这就把我们带到了Gee所说的“大D”话语中。

大D话语将话语置于它无数的关系之中。它不仅考虑说了什么和怎么说，还评估谁在和谁说话，话语发生的时间，以及目的。大
D话语认为，任何文本“都需要一个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经济的、哲学的、逻辑的或神经学的方法，这取决于一个人想知道什么”
(van Dijk, 2001: 97)。Van Dijk的全局和局部区分也有助于确定大D话语的参数。

大D话语的全球语境将文本置于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位置。当我们研究话语的全球语境时，我们是在识别发送者和接收者都认为理所当然的情况，这些情况不一定在文本中被提及。有了上下文，语言使用者就可以选择相关的信息，并省略多余或不适用的细节。这不仅仅是将文本置于其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哲学背景中。当我们确定了全球语境，并开始揭示文本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在更大社会中的位置时，我们就可以开始进入当地语境，参与者的心理模式开始在其中发挥作用。
本地语境考虑的是相互作用的情境。这种交流在哪里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文本本身是命令、论点、请求还是行动(比如一项立法)?谁在参与，每个人在与话题和彼此的关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参与者有什么知识、意图、目标、规范和信仰?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文本的构建、传递和接收方式，从而告知含义。例如，

Gee讨论了“猫坏了”(2004:21)这个句子的例子，以演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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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指“猫”可以根据上下文有多种含义。在这种情况下，具体的语境意义是一只猫的雕像。这种地方层面的语境是批判话语分析的关键，因为这是代理和霸权问题产生的地方——“批判”一词的两个核心关注点。Van Dijk认为，话语与社会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因此必须通过参与者的心理模型绕行。这些模式包含社会地位同一性的标记，包括思维和感觉方式、信仰和与特定社会群体的团结、行为和互动方式，以及影响接受者如何理解相关内容的价值体系(van Dijk, 2001年)。Gee说，
人们如何说(或写)事物(即形式)有助于构成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即功能)。反过来，他们所说(或所写)的东西有助于构成他们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在给定的一套社会实践中是谁(即，他们的社会地位的身份)。最后，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在给定的一套社会实践中，他们是谁，每时每刻都在生产和再生产我们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制度世界。(Gee, 2004: 48)

这种观察是理解语篇的关键。虽然从表面上看，任何一种语言，用它自己的术语来说，在语言学上都是和其他语言一样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开始明白，选择白话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每次我们通过话语主张某种同一性时，我们都在重新制定社会规范，这些规范为我们所期望的同一性提供了蓝图。通过这种方式，“话语在反映和构建社会世界之间来回移动……并且不能被认为是中立的”(Rogers et 

al.， 2005: 369)。在传统文本中，多种层次的编辑，包括他人的帮助，被用来帮助我们确保我们正确地协商语言，以达到预期的结果。即使在口头陈述中，我们也会仔细考虑我们的听众，以便采用适当的话语，包括着装和面部表情。如果我们被录音，这种关心和关注会更加复杂。然而，当我们准备在数字世界中呈现自己时，我们遇到了迈克尔·韦施所谓的“语境崩溃”(2009:22)的迷失感。多层次的访问意味着我们并不总是确定谁会成为我们观众的一部分。我们必须选择一种合适的话语，将自己呈现给“一般化的一般化的他者”(24)——一种适用于所有可能语境的话语。进一步说，这种话语是直接的，因为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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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不经过编辑的调解，出版的速度和便捷性意味着我们有时能够绕过我们自己的一些内部编辑，公开充满情感或不符合性格的话语。一方面，语境崩溃的问题使得CDA研究者难以区分全局语境和局部语境，也难以解释可能与理解相关的心理模型。另一方面，它可以提供对说话者或作者的更亲密的看法，这是CDA在口头情境(如课堂研究)中所强调的观点。
我们可以看到，CDA不仅仅关注文本的语法结构和词汇选择，也不局限于话语所说的和来自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语境。CDA研究还考察了个体为了产生、维持或制定同一性而理解、适当和重用话语的方式。

分析
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话语分析要求实践者仔细考虑上下文的各个方面，包括本地和全球的，这些方面与对所讨论的交际事件的检查有关。这被称为“框架问题”(Gee, 2004: 32)，是CDA的主要批评点之一。没有明确的上下文理论，为了反驳那些从数据中挖掘支持其论点的例子的指责，CDA研究人员必须明确他们的分析框架以及他们对数据选择的理由。另一位CDA领域的杰出学者诺曼·费尔克劳(Norman Fairclough, 1995)开发了一种更全面的分析框架。他的方法首先立足于文本分析，然后是互动或话语实践，最后是社会或社会文化实践(Sheyholislami, 2001)。

在这种方法中，第一层次的分析是文本的;也就是说，我们看的是小d语篇，从中我们收集语言证据，帮助我们构建语境框架。这种语言学证据包括正在讨论的想法，作者和读者同一性的构建，以及这种关系的构建方式。这些因素有助于理解第二个层面，即互动层面，这一层面更具解释性。与van Dijk对心理模型的讨论类似，费尔克劳将互动定位为文本与社会之间的动态空间(Sheyholisl

ami, 2001)。这询问参与者如何接收和解释文本，并随后复制或转换这些文本。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可以开始分析互文性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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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文本如何挪用“其他文本的片段，这些片段可能被明确划分或合并，文本可能被同化、矛盾、讽刺地呼应，等等”(Sheyholislami，
2001:8)。通过直接引用或话语的镜像惯例，相互作用的元素被嵌入文本中，提供语言属性，将分析指向社会层面上可行的框架。最后，在社会层面，使用多学科方法来探索特定话语中存在的复杂权力结构。费尔克劳查看媒体类型并评估访问。在传统媒体中，往往存在强势群体的过度代表，导致很多声音被忽视。考虑媒体语境中的政治，揭示了与国家、精英阶层、大公司或其他既得利益的关系。文化方面分析社会价值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规范。最后，“一个制度的经济学是其实践和文本的重要决定因素”(费尔克劳在Sheyholislami中引用，2001:10)，内容选择和对经济利益的偏见是明显的后果。

所有这些层次的分析意味着CDA研究者不仅要考虑文本的选择，而且必须捍卫建立上下文的各种意义框架。框架问题可能是CDA研究人员与互联网接触缓慢的一个原因;“选择什么应该进入语料库的原则标准需要发展和应用”(莫特纳，2005:815)，但“没有明确的语境理论”(van Dijk, 2001: 108)。事实上，基于网络的话语甚至会删除之前在数据选择中使用过的语料库标记。在传统的媒体形式中，“文本之间的分界线很容易画出来，为语料库的编制提供了明确的指导。相比之下，大多数超文本都是‘无边界的’，不仅在开头和结尾方面，而且通过可点击的链接，在‘两侧’也是如此”(莫特纳，
2005:819)。此外，正如在大D话语的讨论中提到的那样，语境崩溃的问题使得对互联网话语的交互性甚至社会性层面的评估变得有问题。正如Gee所说，个人的社会定位身份对CDA研究人员来说非常重要，除非我们将网络视为一个自己的世界，而不是我们模拟存在的反映
(这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否则“给定的时间和地点”和“给定的社会实践”(Gee, 2004:48)构成数字话语的框架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

考虑到数字世界中的框架问题也暗示了CDA中更深层次的张力。作为研究人员必须仔细考虑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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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水平，建议基于网络的研究人员冻结内容，以保持对其研究主题的把握。这一过程否定了知识的突现性，并消除了作者的代理，因为研究者将文本从不稳定的形式移动到固定的形式，以便用于可验证性的测试。这些分析实践鼓励研究人员对文本和作者行使权力，这一立场与CDA的总体立场不一致:批判性观点。

批判视角
当CDA冻结内容时，它展示了语言选择产生权威结构的方式。关注权力和权威的结构是CDA区别于其他形式的语言分析的地方。正如范Dijk所指出的，“与许多其他学术不同，CDA并不否认，而是明确地定义和捍卫自己的社会政治立场。也就是说，CDA是有偏见的——并以此为荣”(van Dijk, 2001: 96)。CDA对简单地描述文本的语言方面不感兴趣;它寻求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解释它们。此外，它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保持一致，并将分析定位于揭示不平等的条件。批判理论本身并不是一种统一的方法，但一条共同的线索是它对权力和正义的总体关注。在这一保护伞下，批判理论在对权力的批判方法上表现出极大的多样性。考虑到种族、新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和酷儿理论等，批判理论家试图识别权力所假定的多种形式:“意识形态的、物理的、语言的、物质的、心理的、
[和]文化的”(Rogers et al.， 2005: 368)。通过解构或将权力结构问题化，批判理论家能够论证事实不是中立的，而是在既定的等级制度中培养出来的，并为之服务。跨越大多数批判理论方法的一个特征是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内化霸权(internalized 

hegemony)概念，即被压迫群体通过强制和同意的过程有意接受其征服的倾向。
对网络世界当前趋势的探索需要CDA学者的投入，以保持互联网“大大减少对CDA人士的偏见”(莫特纳，2005:816)。2005年，莫特纳描述了在线进行CDA的困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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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在传统媒体中组织和审查内容的“看门人”，研究人员有责任确定搜索引擎摆在他或她面前的数据的性质，并选择那些对回答特定研究问题有用的来源。(莫特纳，2005:817)

虽然框架问题在网络上变得更加成问题，但从批判的角度来看，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可访问性意味着迄今为止难以或不可能在话语分析中包含的所有声音都可以在“真实数据的巨大存储库”中访问(莫纳，2005:809)。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如Eli Pariser(2011)在
2011年TED演讲中所说，互联网已经失去了一些公正的味道。他说:“信息在网上流动的方式发生了这种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看不见的。”他指出，b谷歌、Facebook、雅虎、赫 芬 顿 邮 报、纽 约 时 报等大型服务提供商对网络的个性化程度越来越高。几乎在与莫纳的对话中，Pariser概述了如何

在广播社会中，有这些守门人，编辑，他们控制着信息的流动。后来，互联网出现了，它把这些人扫地出门，让我们所有人都能联系在一起，这真是太棒了。但这并不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所看到的是火炬从人类看门人传递给算法看门人……他们没有编辑所拥有的那种内在的道德规范。(Pariser出版社，
2011:n.p.)

使用可以在CDA论文中找到的数据框架，即地理来源、出版时间和访问方式(如果您没有登录搜索引擎帐户)，以及作者、性别、年龄、以及详细的消费模式(如果你登录了你的搜索引擎账户)——搜索引擎现在会对任何查询产生定制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很难观看或消费那些不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东西”(《Pariser》2011年引用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的话:n.p.)。当然，批判性分析师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由谁量身定制的?”使用Pariser描述的搜索过滤器，个人“实际上看不到他们搜索的内容被编辑掉了”(Pariser, 2011: n.

p.)。这使得权力系统可以根据不受公开审查的算法来确定对基于网络的话语的访问。如果“互联网正在向我们展示它认为我们想看到的东西”(Pariser，2011:n.p.，我的重点)，那么继续剥削模式的潜力就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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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ser的观点让我对自己使用搜索页面Blackle的体验产生了质疑，这是一个由b谷歌提供动力的低能耗替代品。虽然我有一个谷歌帐户，但我通常不登录，这限制了谷歌可以访问的个人信息，以充实相关问题。使用最基本的搜索页面，我仍然发现有人对文字进行了奇怪的操纵，产生了虚假的搜索结果。Van Dijk概述了有用的修辞手段，以识别和考虑促进观众特定心理模型的公开操纵策略
(Van Dijk, 2006)。当我考虑b谷歌的搜索查询导致的权力差异时，我将采用他的模型。

在文本层面，我注意到在搜索我自己的数字和音乐同一性时，
1%黄色(一个单词)，Blackle会自动“纠正”我的搜索标准，将我的搜索修改为1%黄色(三个单词)。这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因为我独特的网络存在从属于空格和单独单词的语法标记。搜索框下面出现了一个问题:“你是说百分之一的黄色吗?”此外，为搜索结果生成的页面标题和摘要也可能被操纵。根据谷歌的网站管理员中心博客，有时“单一标题可能不是所有查询的最佳显示，因此[谷歌]有算法生成替代标题，使其更容易…用户识别相关页面”(Far, 2012: n.

p.)。在对结果的裁剪和对用户和内容文本的操纵之间，谷歌可能呈现出“不完整或缺乏相关知识的搜索结果——这样就没有反驳错误、不完整或有偏见的断言的论据”(van Dijk, 2006: 375)。
在交互的层面上，个性化的结果可能意味着过去对自我的建构决定了将被反射回给用户的世界。这意味着，我们不是在探索存在的不同视界，而是越来越多地与自己互动，在一个我们会预测的世界中增加一种舒适感。很难理解谷歌收集可用于生成个性化结果的信息的多种方式，而且许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这种对信息获取的秘密操纵意味着，用户“不能否认或忽视”算法裁剪结果的“基本规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van Dijk, 2006: 375)。
在社会层面上，搜索定制的访问仅限于谷歌本身(或任何你正在考虑的网站);经济和政治从属关系的问题是合理的关切。最受欢迎的搜索引擎的长期存在，以及需要理解的高度专业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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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诱导人们倾向于接受精英人士和组织的话语和论点”
(van Dijk, 2006: 375)。这些精英人士控制着进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知识库的途径。谈到范Dijk关于操纵修辞的最后一个方面，即引起情绪反应，我对b谷歌对每个结果的表现评级感到震惊。告诉我，我的搜索在0.

22秒内提供了250万条结果，目的是什么?通过在每次搜索中展示网络的浩瀚，“情感……”(van Dijk, 2006: 375)被吸引到与数字世界的每次接触中。如果我的搜索产生了超过一百万个结果，如果没有
b谷歌或其他搜索引擎的帮助，我怎么能在整个网络的浩瀚中进行谈判呢?

正能量
当然，网络的许多方面都对CDA做出了重大贡献。虽然CDA的研究人员承认在获取技术方面存在不平等，但Web 2.0或社交网络的出现降低了参与数字话语所需的技术技能。这种“获取是平等主义的……网络内容不受机构和活跃在其中的专业人员的有序和标准化影响”(莫特纳，2005:817)。以谢丽尔普伦蒂斯(2010)对苏格兰独立的考察为例。通过结合历史话语、语料库语言技术和CDA，普伦蒂斯对英国报纸和一个支持独立的网站进行了关键字比较，以确定苏格兰流行意见的语言与受批准的英国声音之间的相关性和差异。在基于网络的文本讨论论坛传播之前，如果没有广泛而昂贵的访谈或问卷调查，这种自称可以从每个人那里获得300多万字的研究是不可能发生的。

“网络的规模造成了一个富 裕 的 尴 尬”(mauner, 2005: 815)，但是提取、标记和计算机辅助分析软件已经变得用户友好，解决了使第一个版本“超出大多数CDA研究人员”的技术要求(mauner, 

2005: 816)。普伦蒂斯使用自动语义标注软件代替研究者手工标注，使语料库分析成为可能。普伦蒂斯认为，“自动语义标签可以用来增加标签过程的可靠性，这反过来又增加了一个人的发现的可靠性”
(普伦蒂斯，2010:431)。A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Leslie Lindballe  193 



可靠性和可验证性在CDA中一直存在争议，但对数据的定量收集和标记的呼吁支持了该领域的研究。
与传统的印刷媒体相比，网络允许对任何研究主题的最新一瞥。由于“媒体是如此的动态和灵活，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精确度对社会变化做出反应”(mauner，2005:821)，这使得基于网络的CDA能够检查社会权力关系中的细微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被其他媒体忽略。在另一项研究中，Nelya Koteyko发现网络是“一个有用的单词和短语资源，这些单词和短语太罕见了，无法出现在任何标准的有目的的语料库中”

(2010:655)。在这项研究中，为了对涉及“碳”的化合物进行一致性检查，研究人员检查了8万多个RSS提要。这不仅提供了一个多样化的复合词列表，“代表不同社会领域的各种数据”(Koteyko, 2010: 658)指出网络是一个收集比在模拟环境下创建的更具代表性样本的空间。

结语
CDA将人类最重要的创新——语言——置于显微镜下。它渴望做到这一点，明确地服务于揭露和打击存在于我们的语言结构中的剥削系统，这些系统反映了更大的社会和全球权力系统。CDA研究话语如何从一个地方的、个人的交际事件转变为构成社会和全球的权力结构。这种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首先通过认知发生——个人(从某处)得到它，然后相互作用——个人将它传播给其他人。如果我们要理解当前控制和权威的维度，如果我们不把互联网视为CDA参与的关键空间，我们就是疏忽了。从使用网络作为真实数据的存储库到检查网络上出现的结构，
CDA在这个发展中的媒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外，网络的短暂性使其成为一个我们可以修改我们对知识理解的网站。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认识是能够集中参与实践的问题，而学习是改变参与模式的问题(伴随着同一性的变化)”(Rogers, 2004):12)我们也许能够利用CDA对权威的理解来解决数字世界中剥削性权力结构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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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ortal，或者与互动数字死人共舞

Roman Onufrijchuk

僵尸无处不在。他们似乎体现了对传染病的根深蒂固的恐惧，偏执，军事工业综合体研发的疯狂，以及死者-如果不是死者，那么可能是他们的记忆-过去的罪恶，秘密的罪恶快感?他们是多么奇怪的死人啊!住在这里的不是海地的神或巫师，而是对生者的恶意:没有头脑，步履蹒跚，一心要侵犯。没有优雅、诱人的吸血鬼，也没有狼人氏族的高贵野蛮;这些都是无产者、疯狂的小人物、充满怨恨和被感染的邻居、服务员、职员、以前的啤酒友、公交车司机、护士、家庭主妇、中层管理人员、治安官、一两个义务性的传教士，以及无家可归的人。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电影屏幕上、电脑游戏屏幕上看到他们。而且杀死它们也很有趣，对吧(前提是有一些有效的方法来杀死已经死去的东西)?你甚至不能参考柏拉图的organon empsykhon(《费德鲁斯篇》276a)，因为这里没有真正的腹语者发出声音，也没有操纵木偶的人。不，这些都是残忍的、个人主义的、无意识的东西。然而，死者，在他们所有的神话和恐怖的包装，继续着迷。

197



WHAT'S WITH ALL THESE ZOMBIES?

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他的《对着空气说话》(Talking into the Air)一书中，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引人注目、令人不安的观察结果:“所有的新媒体都让死人复活”(彼得斯，1997)。他并不是在谈论僵尸，既然它们除了早期的咆哮之外没有什么可说的，关于它们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狼人没有死，亡灵完全是另一回事(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以从同样的恐怖僵尸中出现，但要通过他们的诱惑、智慧和打扮来与后者区分开来)。不，彼得斯说的是新媒体形式的长生不老与我们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神——娱乐媒体的名人和明星——相吻合;不只是这些——你和你的家人也一样。就像古埃及人的丧葬崇拜一样，我们的录音和网络实践在社会阶梯上上下延伸着“永生”。
想想所有的照片、视频或r6mm镜头、录音、信件和纪念品，以及我们留下的所有电子邮件、网络条目和帖子、备忘录和数字a/v收藏品，就像守丧一样。我们所有出生于1900年之后的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留下了成千上万个时刻和情况记录的数据尾流。家庭相册、视频收藏、文件，以及从我们出生起就保存在我们身上的所有机构信息:出生证、童年的素描和油画、学校成绩单、驾照、护照、医疗记录。随着二十世纪的展开，这些生活记录越来越多。渐渐地，我们能够更加生动地再现我们自己、我们所经历的那几代人、我们为自己和他人所做的梦想、我们的成就和失败。然后是逐渐数字化的过程。由于担心会丢失越来越多的传记纪念品，我们开始将幻灯片和照片、录音、电影和视频转移到数字元素中，并将它们存储在我们的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硬盘驱动器和云端。
这一点，再加上新的数字和网络媒体以及信息挖掘和处理所提供的机会，建立了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起死回生”可以呈现出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1951)所提供的僵尸“工业人的民间传说”截然不同的维度和意义。考虑到罗伯特·津格罗内所描述的“坚持不懈的技术”——自人类起源以来我们一直梦想或梦想拥有的技术——我们似乎正在追赶我们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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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死亡(1991)之外，几乎所有领域都在追梦。我们不会比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恩奇杜更渺小，也不会比赫克托耳更不朽。我们仍然像吉尔伽美什、赫库巴和普里阿摩斯那样哀悼。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杀人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日益成熟的成长型行业。曾经几乎所有宗教的承诺都将被极客们接管，假以时日，死亡也将消亡。
这种效果既不会是僵尸，也不会是吸血鬼，也不会是我们期望在狂暴或恶毒的超自然现象中看到的任何东西。不，这一切都将是非常正常的，就像你可以用智能手机说话一样正常，然后它会代表你预订餐厅，购买机票，在某个你从未去过的城市告诉你去洗手间的路。如果这对我们这些玩电脑游戏甚至通过虚拟化身从事不同生活的人来说是一个惊喜，对我们这些在我们的配套技术中携带着我们自己的视听和数据记录的人来说，对我们每次与他人互动时都会产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自我觉醒的人来说，或者我们的技术——在我们网络化的互联网驱动的生活世界里。
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尾流上，我们都产生的尾流，一个相对永久的数据尾流。这些数据——有些在我们的配套技术中，有些在云中——被企业和政府部门视为重要信息的宝库。数据挖掘者整理我们留下的痕迹，以更多地了解我们，更好地“看到我们”和理解我们，这样营销工具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我们一直想要但从未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正如拉尔夫·卡普兰(Ralph Caplan)在描述成功的新产品设计(1982)时所说的那样。
曾经，这种技能是一种直觉;然后变成了通过焦点小组和调查进行系统研究的问题;而现在，它变成了一门信息分析的“科学”。而重要的一点是，其目的显然是预测性的，在预见性的帮助下，主要是为了盈利。时间会告诉我们，所有的科学分析是否能取代过去的创造力和直觉，但就目前而言，很明显，我们可以从过去和现在的行为、沟通、对娱乐和消费品和服务的偏好、购买和会员资格、邮政编码中了解到很多关于未来行为的信息。在过去，这样的数据是偶发的，只以零碎的形式出现，而今天，它是真正的传记，几乎是实时的，是每天的互动、交易、来来往往、人和地点、移动设备记录的记录，所有这些都是按时间顺序记录的，其中大部分是按时间顺序保存的，无限可分类和可混合的，可以操纵，而且，只要电流持续流动，它就是永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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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ATA WAKES TO PARAMORTALS

记住，这是推测;如果我有想象力，它就会变成科幻小说。但由于没有创造故事的天赋，我只能根据我现在生活的世界进行猜测，而不是一些奢侈的想象世界。这是更平淡无奇的东西，基于当前IT、机器人、信息科学、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新媒体的传统媒体内容所能提供的东西。
话虽如此，不妨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当你越来越接近人生的登机口时，你会像古埃及人一样，开始非常认真地对待一卷信息，但原因略有不同，应用也完全不同。古埃及人，通常通过相当大的财政投资，在生活中，寻找亡 灵 之 书。起初，这本关于死亡和“长生不老”的指南只有法老和他的直系亲属才能读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脱离尘世后的美好生活被扩展到更广泛的精英阶层，然后提供给我们所读到的中产阶级——文士、医生、朝廷官员、税吏、牧师和商人(也有猫和鳄鱼，但他们后来才接触到他们)。
《亡灵之书》(Book of The Dead)通常有插图，里面有一份详细的指南，告诉你经过防腐处理的死者被埋葬后会发生什么;一旦他们进入了死亡之地(福克纳，1997)。读者得到了要给出的正确答案、行为方式、要交往的人、要去哪里玩、要避免什么——一旦所有的咒语、阶段、考验都完成了，就会得到一份通向永生的扩展算法、代码或小纸条。你的和古埃及的这两卷卷轴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或他去了一个神话世界见奥西里斯;而你，在你走了很久之后，还会继续“在这里”。在某种程度上，两卷卷轴都保证了永生，但你的卷轴会有移动的片段，在刚刚复活的数字你和活人之间，甚至是和你一样的其他人之间移动的片段。古卷轴是用墨水和颜料在莎草纸上完成的;你的将在算法和数据库中完成，也许在更遥远的未来，Siri的能力会得到加强(也就是说，一个智能软件助手和知识导航器，作为一个对话应用程序，使用从你的数据流中提取或整合的数据库)。
另一个主要的区别是，古埃及人需要他或她的卷轴来确保，当被马温和地审判时，结果不是把他们的灵魂放在上帝的下巴和肚子里，而是让它进入永生之光。这是卷轴的标题所承诺的，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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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亡灵之书》，而是出现在光明中，或者出现在白昼中，大概是永远。对你来说，没有奥西里斯的土地，没有阿努比斯或透特，没有马或她的天平，你的心将被一根羽毛衡量。据我们所知，那里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可以和那些想和你互动的人互动。

与人类共同生活
这是值得期待的吗?1982年在《死人不穿格纹》中排练过。在这部黑色喜剧的仿作中，史蒂夫·马丁与一群几乎已经死去的人互动(大多数人都死于20世纪80年代，那些不确定的人在80年代看起来不像他们在40年代的黄金时代):爱德华·阿诺德、英格丽·褒曼、汉弗莱·鲍嘉、沃利·布朗、詹姆斯·卡格尼、威廉·康拉德、杰夫·科里、琼·克劳福德、贝蒂·戴维斯、布莱恩·唐列维、柯克·道格拉斯、艾娃·加德纳、加里·格兰特、艾伦·拉德、维罗妮卡·莱克、伯特·兰开斯特、查尔斯·劳顿、查尔斯·麦格劳、弗雷德·麦克默里、约翰·米扬、雷·米兰德、埃德蒙·奥布莱恩、文森特·普莱斯、芭芭拉·斯坦威克、拉娜·特纳、诺玛·瓦尔登。当然，这是通过选择性地将40年代的镜头食人，非常有效地融入到电影的外观、感觉、对话和动作中来实现的。在整个过程中，马丁经常打电话给马洛/鲍嘉寻求建议。马洛/鲍嘉，由于剧本和定位的重叠镜头，渗透的态度，既相关又有帮助，非常死。虽然《死人》是一部模仿喜剧和黑色喜剧，但它预示了生者和死者的未来。

在其他地方，我研究了数字环境对物质文化的影响，推测出现了一种新的动画形式的东西，一种活泼的东西，动 画(Onufrijchuk, 

1997)。我在新材料的开发、应用于MEMS(微机电系统)的传感器和执行器的日益复杂化以及生物力学和信息科学之间的逐渐融合中看到了动画的新兴元素。动画将受益于神经学的进步、互联网的扩展和永远在线的个人数字伴侣设备、社会和技术人口统计数据，以及机器人应用、性能和技术的进步。那时，媒体正在报道“智能”这个和那个:“智能油漆”、“智能灰尘”、“智能地板”、“智能房屋”、“智能诊断厕所管道”、“智能汽车”。“智能手机”近在眼前，平板电脑就在这条街的尽头。这不仅是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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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融合了IT与日常生活用品和功能之间的融合，还包括半自动机器人伴侣、看护、教学和军事设备。在这个猜想中，我们将生活在一个生活世界中，在那里，事物通过自然语言相互作用，监控我们的健康和幸福，执行各种任务，并为我们调查现实的各个方面，就像布鲁诺·拉图尔的演员/网络理论(Johnson/拉图尔，1995)中描述的那样。那时，我还没有想到家用和配套的半自动机器人设备也可以加载一个由从数据库中提取的推理人格驱动的OS，一个作为动画物体动画器的paramortal操作系统。这样一个paramortal将基于并结合死者的数据来复制一个推理人格，并基于与对话者、同居者，当然还有其他paramortal的互动来产生一个人格。
如果paramortal仅仅局限于重复几句话，通过适当的问题来巧妙地、纯柏拉图式地回答任何问题，它们就会成为一种“会说话的墓碑”，比嵌入岩石或手机中的a/v数字化唱片/专辑好不了多少:也许有深度的记忆，但几乎没有互动性。即使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些有进取心的殡仪馆也为即将死去的人及其后代提供了一个制作好的AV网络永久存在(具有相当高的生产价值)。我想，在我们这个机械化互操作的世界里，人们总是可以在自己的自动日历里放一个提醒，在设定的日期点击纪念网址。但那是一台机器对另一台机器的对话，而不是一个可以让人同情、倾诉、辩论、谈判、庆祝、交谈或咨询的超然人格。这一切，可能更多地取决于生者的心理和死者的推理心理，都是一个副道德人格所能提供的。而且它提出了一个超越信息分析和数据的问题——存在的美学。
这种存在的美学，打开了一个多么棘手的问题!一个重要人物将生活在哪里:在一个面包盒大小的容器里?电脑?智能手机?这样的生物出现在墓地的墓碑里，出现在朝圣地，出现在赎罪的地方，出现在与濒死之人磋商的地方，似乎是很合适的。我们可以推测，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将导致家庭技术的发展，这些技术可能成为paramortal的家园:比如，一个拥有奶奶的paramortal遗骸的护理机器人作为OS。还有什么能比一个在5岁左右就停止了paramortal发育的孙子的

paramortal更好的方式来鼓励一个凡人的奶奶呢?为什么不把它作为植入大脑的芯片，从而逆转朱利安·杰恩斯猜测的过程，重新开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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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院制思维的大门，让奶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头脑中与我们对话?这可能有点诡异，就算不是近在眼前，也是近在眼前。关键是我们还没有开始想象一个paramortal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还不知道它的感性，不知道它的存在，也不知道和它一起生活的后果和条件。他们可以被赋予多大程度的自主性:例如，通过他们选择的任何媒介露面的能力?他们获得经验和个性的机会是否会受到控制?运行它们的程序会在多大程度上被它们的“主人”控制?如果我们同意拥有另一个人是一种反人类罪，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拥有”一个“超道德”，这实际上是一种基于人类的某种意识?

一个合理的推测:超道德的存在将首先以推动的形式出现，然后它将发展出拉力和规范性的特征。只要电流在流动，存储的数字数据实际上就是不朽的;它只是由0和1组成的八位字节，可以在驱动器或云端中快乐地生存。如果它被发布到互联网上，它可能会被缓存，在一个世纪后通过搜索引擎以其所有的数字操控性仍然可用。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推测，paramortal将成为下一代数字时代的后生活规范。也许这将以一生的专注的形式出现，尽可能多地获取可用的数据，编辑自己的paramortal，这样后代的光芒就不会过于耀眼，也不会暴露出生活的样子。这样一种媒体形式，结合了知识导航员和机器学习以及自然语言的交互性和数据与信息的尾流，所有这些都创造了一种推断的、不断进化的个性，这是艺术家的梦想成真。这就像创造了一个活生生的实体。为什么要把它局限在死人身上呢?为什么不重拍一个人的童年，把那些会导致成人神经症或精神病的可怕细节省略掉呢?创造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但没有你经历过的创伤?或者，如果一个人追求的是创伤，为什么不把过去恋人的至爱抛在脑后?一个人可以一遍又一遍地翻看同一个地方，试图理解是什么导致了这段关系的结束。一个人可以委托或构建一个“完美”的另一个人格，为成为知己和唯一真正的朋友而量身定制. . . .

不管怎样，这些都是可靠的猜想。忘掉僵尸、吸血鬼、鬼魂和各种超自然现象吧;更物质化、更真实的东西正潜在地向我们走来。我们可以与过去的朋友和亲戚进行交流的最重要的本质可以配备智能代理知识导航软件和真实的语言界面。而且，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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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他们装进某种游戏，一个由类似他们的人组成的虚拟世界，让他们在不与活人互动的情况下，继续冒险，彼此互动，学习，发展，分享成长，那么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会被死亡杀死吗?这种想象会不会把我们带到一个伟大的档案馆，在一个伟大的虚幻世界里储存着数百万人的互动，就像《黑客帝国》系列一样?《黑客帝国》中电影角色居住的虚拟世界和充满了真实死者的鲜活的、具有重要意义的遗骸的虚拟世界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没有其他的现实，也没有任何尸体可以返回。我们这个物种最终会消灭死亡吗?

啊，肉!也许是克服了别人的死亡，却没有根除我们每个人在走向眩目之光时所伴随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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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数字化
政治





10 比较视角下国家监控国家的兴起

彼得)。史密斯

2013年春末夏末，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系列报道，详细介绍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实施的大规模且此前不为人知的监控活动。这些故事是由前NSA合同雇员和告密者爱德华·斯诺登的泄密引发的，他本人也成为美国全球追捕的目标。这些披露引发了一系列关于NSA秘密监视项目的报道，这些项目超出了《外国情报监视法案》(FISA)的权限。令许多观察家震惊的是，大量的电子数据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收集起来，而且没有逮捕证，针对的是大多数美国人和数百万居住在海外国家的人。记录NSA的活动超出了本章的范围，但足以说明它显然远远超出了它的授权，并表明国家安全风险并不局限于选定的目标，而是变得全球化，包括整个人口或非常大的部分人口。
虽然有关NSA监控范围的披露令许多人感到惊讶，但对其他人来说，这与长期趋势是一致的。多年来，巴尔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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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文森声称，美国政府一直忙于构建“国家监视国”: 

这种国家监视国的特点是政府在技术和政府官僚机构方面的投资大幅增加，这些机构致力于促进国内安全，并(顾名思义)利用数字革命允许的所有设备收集情报和进行监视。
(2006: 131)

我认为，国家监视国(NSS)是Giorgio阿甘本(2007)所描述的政府在危机时期采用的“例外状态”(或紧急状态)的逻辑高潮。在这里，数字技术不是作为自由技术出现的，而是作为控制技术出现的。在本章中，我将讨论NSS的兴起及其对互联网、民主、自由、隐私和人权构成的威胁，并比较其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发展。NSS并非英美自由民主国家的专利;它已经变得全球化，各国联网，共同制定数据收集、监控和信息交换的共同标准。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对NSS感到震惊，现在面临着日益加剧、全球化和取得一定程度成功的阻力。
阿甘本的工作提供了对国家监视国在美国背景下的建立和运作的见解。虽然监控在社会中无所不在，但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复杂程度上，监控的主导角色都是国家。此外，在NSS体系中，行政部门支配着政府机构的所有其他部分。立法机构的重要性在不断减弱，同时又为国家监控提供了一种合法性的表象。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NSS的最新发展为美国版本提供了一个比较的背景。在这里，重要的是要理解，虽然每个国家都试图将互联网领土化，但他们是在《布达佩斯网络犯罪公约》(2001年)和《欧盟数据保留指令》(2006年)等国际协议的支持下这样做的。然而，随着国家监控变得更具侵入性，抵制也在蔓延。在这种愈演愈烈的对抗中，出现了以下问题。国家监视国是给定的吗?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让它变得更良性吗?这对民主有什么影响?自由?隐私?人权?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208   The Rise of the National Surveillance Stat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NATIONAL SURVEILLANCE STATE

根据巴尔金和莱文森的说法，国家监视国(NSS)在9/11事件之后开始出现，这造成了全球的道德恐慌，导致世界各国通过了新的监视立法。里昂观察到，这些法律“倾向于放宽先前更严格的法律的限制，例如那些与窃听或实际上任何信息拦截有关的法律”(2004:143)。在感知到威胁的环境中，国家通过“在网络环境中采取行动，以确保国家在全球网络中的利益”(Birnhack和Elkin-Koren, 2003: 16)。因此，国家“履行其确保个人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古老职责。在这种情况下，数字环境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Birnhack和Elkin-Koren, 2003: 16)。
虽然巴尔金和莱文森的重点是将NSS作为一种当代现象，但它既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先例，在阿甘本关于“例外状态”(紧急状态)的著作中进行了探讨。紧急状态根源于罗马法，并已成为大多数现代国家宪政结构的一部分。在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中，主权者(国家)可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由此国家的“正常法律”不是被废除，而是在适用方面被暂停。然而，法律在技术上“仍然有效”(阿甘本，

2007:31)。简而言之，紧急状态代表了一个没有法律的空间:一个“民主与专制之间的不确定门槛”，其特征是立法机关向行政机关全面授予权力(2007:3)。
从历史上看，紧急状态是在战时实施的，此后暂停。到了二十世纪，紧急状态已经扩大到包括经济或劳工危机，而今天，则是没完没了的“反恐战争”。根据阿甘本的观点，“在当代政治中，紧急状态越来越倾向于表现为政府的主导范式”，它深深植根于国家的政治和法律结构(2006)。国会研究服务处委托撰写的一份报告承认，国家紧急状态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植根于成法性法律”

(Relyea, 2007: 21)。根据该报告:

根据……授予的权力……根据国会法规，总统可以没收属性，组织和控制生产资料，没收商品，向国外派遣军事力量，实行戒严法，没收和控制所有运输和通讯，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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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企业的运作，限制旅行，并以各种方式控制美国公民的生活。
(Relyea, 2007: 4)

在控制公民的生活方面，该报告暗指国家的生物政治力量，通过拘留(例如二战期间的日裔美国人)或监视的方式来瞄准和孤立人口的某些部分，例如外国人。今天，在9/11事件之后，紧急状态正变得越来越长。此外，阿甘本声称“历史告诉我们，最初为外国人保留的做法后来如何应用于其他公民”(2004a)。这些做法包括数字监控手段，现在已经“达到了以前难以想象的水平”(2004a)。随着例外状态变得常态化，国家本身的人口受到怀疑和监视。事实上，正如本章将展示的那样，针对整个人口的监视正变得越来越普遍。随着例外状态变得全面和正常化，它因此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成为国家与嫌疑人之间的关系。
正是美国率先治理了“9·11”后充满敌意的世界环境。国会通过了各种各样的立法，赋予行政部门广泛的权力来识别、拘留和监视外国人。其中包括2001年的《爱国者法案》和1978年的《外国情报监视法》(FISA)，分别于2007年和2008年修订，以及其他立法。到20世纪下半叶，美国已经掌握了一系列新的监控手段，用来对付来自互联网的一系列威胁。虽然“反恐战争”——持续的“例外状态”的基础——是创建NSS的主要因素，但这些技术的可用性使得它们几乎不可避免地将更广泛地用于整个人口。
虽然美国有国家安全局(NSA)等许多机构对其人口进行监控，但它们的大部分数据都依赖于私营部门。如今，由于爱德华·斯诺登

(Edward Snowden)的泄密事件，人们对这种非法行为的普遍程度有了更多的了解。NSA的PRISM项目允许对Facebook、bb0、苹果和Skype等公司的服务器进行绝密直接访问，允许“官员收集材料，包括搜索历史、电子邮件内容、文件传输和实时聊天”(Greenwald: 2013a)。然而，PRISM只是NSA大规模监控和广泛违法行为的冰山一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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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增加了政府的权力。正如里昂所指出的，“无论监视的目的是什么……权力是通过监视产生和表达的”(2009:453)。这反过来又鼓励国家加大对监视手段的投入，从而潜在地放大了国家的权力。Ogura认为，其结果是，监控国家正在导致法治的衰落。他认为，“法律的目的是规范人类的行为，但它不能控制计算机”(2006:

286)。控制计算机的是代码和协议，它们可以用来掩盖人的能动性，避免法治。此外，Ogura问道，“假设电子政府(即监控国家)在拥有非法能力的情况下会合法地使用信息通信技术，这合理吗?””
(286)。其结果是，法治和立法机构对行政部门的制约能力正在下降，这在美国已经很明显了。

立法部门面临衰退，但NSS仍然要求立法部门合法化并支持其扩张。巴尔金和莱文森有先见之明地指出，NSS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合作的产物，任何接替布什的总统都将延续同样的政策。事实上，我们将在下一节看到，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情况也是如此。这种路径依赖的一个原因是，决策的规模使它们很难撤销。其次，自由裁量权和缺乏问责制实在太诱人了，不容忽视。第三，随着监视手段的普遍化，例外状态变得常态化。
事实上，情况正是如此。就监视和无视法治和宪法的形式而言，奥巴马政府继续走着与布什政府相同的道路，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布什政府。奥巴马继续执行同样的监视政策，包括拘留和反恐活动，如非法使用无人机暗杀美国和外国的敌人，这正在使这些做法失去任何党派意识。在2012年秋天，新闻报道浮出水面，奥巴马政府已经采取行动，使反恐战争永久化(Greenwald, 2012)。这不仅包括将无人机用于暗杀目的的政策编纂成文，还包括进一步巩固监控国家的努力。
因此，“国家监视国”是一个在共和党总统任期内开始的长期项目，由民主党总统继续和加强，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会继续下去，除非公众的强烈抵制成功地将其击退。这个政权对民主、公民自由、法治和隐私都有严重的后果。就后者而言，Privacy的一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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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国际》杂志将美国与中国、俄罗斯等国一起列为黑色国家。联合王国是另一个被贴上黑色标签的自由民主国家，这表明它是一个地方性的监视社会。需要理解的关键是，国家监控国是一个相互帮助和学习的网络化国家，来自国际条约和欧洲联盟指令的共同标准得到了扩散。主要的担忧是，这些标准强加了侵入性的监视权力，法律保护或司法监督不足。这些措施中的第一项是由欧洲委员会(COE)起草的网络犯罪公约，得到联合王国、加拿大、日本、南非和美国的支持，并于
2001年通过(梵蒂冈，2010年)。截至2010年10月，已有30个国家签署、批准和加入了该公约，该公约允许并鼓励任何国家批准该公约。这些国家不包括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它们直到2011年和2012年才开始批准该协定。美国在2006年批准了该公约。

该公约有许多涉及隐私权倡导者的条款。其中包括为执法目的而制定的条款，如: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保留用户的特定计算机数据 

••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电信提供商生成用户元数据[第18(3)条]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某些情况下实时收集内容数据。

该公约还要求各国与另一个国家合作并相互协助，包括采用监视手段来强制执行另一个国家的网络犯罪，即使该行为在其本国领土上并不违法，或者该国不遵守民主规范。
《网络犯罪公约》已被证明是有争议的。同样有争议的是2006年通过的欧洲联盟数据保留指令，并得到美国和英国的大力支持

(EFF, 2011)。该指令要求所有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电信提供商将所有元数据保存六个月至两年，具体取决于成员国(Bignani, 2007)。该指令在许多欧洲国家面临宪法挑战，但其数据保留原则已在英国和澳大利亚提出，加拿大更符合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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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与国家监控国家:在那里还是在路上?

这一节，以及接下来关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部分，从越来越重视国家监控的角度来介绍每个国家，重点介绍2012年提出或引入的立法，这些立法表明了将每个国家的全体人口置于怀疑和监控之下的意图。在分析这些最新发展之前，为每个国家提供了一些关于监视和反恐战争的背景和背景。这些发展在每个国家并非没有阻力，这也是一种现象。

背景:联合王国
9/11袭击还在联合王国造成了道德恐慌。Wong认为，由此产生的许多立法变化提供了“与美国法律和政策变化的有趣相似之处”。
Wong声称，总体而言，英国的“趋势似乎与美国相似，即巩固和加强政府监督权力，至少在国家安全和其他基本公共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Wong, 2006: 216,223)。芬威克和菲利普森将这些权力描述为“严酷的”和“专制的”(2007:457,458)。然而，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些关键性的差异。与美国主要采取军事手段打击恐怖主义不同，英国政府的手段是以警察为基础的(芬威克和菲利普森)。在某些领域，英国比美国走得更远。虽然闭路电视摄像机(CCTV)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已经在英国安装，但在过去的十年里，它们的出现才出现爆炸式增长。结果是，在英国有超过420万个监控摄像头，每14.2人有一个，一个人可能每天被记录超过300次(Wood and Ball, 

2006: 6,7)。它们的存在在国家的所有地方都无处不在，包括中学和学院(Big Brother Watch, 2012a)。
2006年，英国议会推出了强制性的国民身份证，每个人都有50个类别的信息。这些身份证为政府机构提供了大量与打击犯罪、恐怖主义和公共服务提供无关的信息，包括一个人在英国住的酒店，最初，国民身份证得到了各方(以及全国媒体)的大力支持，但在法案通过的时候，由于公众的反对日益强烈，工党不得不依靠其多数席位来通过该法案。这种抵制最终导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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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当选的保守党自由民主党联盟在2011年废除了该法案，但对英国以外的外国人保留了该法案到2005年前后，监控国家以及监控社会的发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2006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监视社会”
(有大量的国家存在)，自9/11以来，监视社会一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Wood and Ball, 2006)。2009年，英国上议院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国家和私营部门的监控机构一直在深刻而持续地扩张。”此外，“历届英国政府逐渐建立了世界上最广泛、技术最先进的监控系统之一。”该报告声称，国家监控的广泛扩张“对个人隐私和个人自由构成了重大威胁”(2009:5,26)。有人担心，广泛的监控正在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互不信任的关系。议会委员会的一名证人警告说:

大规模监控助长了这种观点……每个人都不值得信任。如果我们一直在收集人们的数据，认为他们可能会做错什么，这就会宣传一种观点，即我们作为公民不值得信任。(诺里斯，引用于报告，
27)

根据小仓的观点，国家(和私营部门)的这种观点与“植根于对人类的深刻怀疑的现代/后现代监视导向型社会……”是一致的。并假定……人是不确定性的根源”(2006:277)。

至于全面监控?

前述，以及阿甘本(2004a;2004b;2005)，表明国家监控将不局限于目标人群，而是将整个人口视为风险来源。事实上，这是两项立法改革的推动力，第一次是在2008年工党执政期间，后来是在2012年保守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期间。2008年，工党政府宣布了引入通信数据法案的计划，该法案将创建一个庞大的国家中央数据库，以保留从通信服务提供商(CSP)收集的数据。这些元数据将包括一个人拨打的每个电话号码、访问的每个网站、发送的电子邮件地址以及所有社交媒体联系人。而数据的使用则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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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恐怖主义或有组织犯罪，但将扩大到包括所有执法部门(开放权利组织，2012a)。该法案是为了符合欧盟数据保留指令而提出的，英国一直是该指令的主要支持者，这是一个有趣的循环逻辑。工党政府提出的立法将保留通信数据一年的时间。在公众和服务提供商的负面反应后，工党放弃了该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反对党也谴责了该计划。保守党反对政府的计划，并在一份报告中承诺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监控方式，称:

工党过度依赖庞大的数据库和广泛的数据共享权力，借口是这会让政府更有效，让公民更安全。其过往记录恰恰相反，侵入性和昂贵的数据库收集了大量的个人信息——但处理得如此鲁莽，我们面临着更大的风险. . . .我们相信，你的个人信息属于你自己，而不是国家。(2009: 1)

这些承诺很快就被证明是空洞的，因为在2010年大选后不久，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就开始背弃他们的承诺。
2012年，政府提出了立法草案供讨论，与工党一直计划的类似，但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服务提供商将被要求收集和存储数据，而不是国家。数据保留再次成为拟议立法《通信数据法案草案》的核心。简而言之，政府正在引入一个全国性的监控制度，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该制度将记录英国人在网上做的几乎所有事情。政府声称，为了打击恐怖分子和罪犯，保护儿童免受恋童癖的侵害，这项立法是必要的。

甚至在立法出台之前，它就受到了国内外的批评。保守的《电讯报》发表了几篇尖锐批评政府计划的文章(Whitehead 2012)。作为对批评的回应，该法案草案在2012年夏天由英国下议院和上议院的联合委员会进行了立法前磋商。口头证据和书面意见广泛，但最广泛的评论和批评来自一个隐私组织网络。
这个网络的中心是开放权利组织。此外，Privacy International、老大哥观察(Big Brother Watch)、NO2ID和全球网络倡议组织(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 GNI)等组织也参加了此次联合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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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委员会。特别令人担忧的是，监视将不再是针对目标，而是扩大到包括整个人口。“老大哥观察”组织向联合委员会表达了他们的关注如下:
这项法案结束了我们所知道的无罪推定。它代表了对那些有嫌疑的人进行有针对性监视的转变……监视整个人口，以防其中一些人最终犯罪。(书面证据，2012b: 63)

隐私国际对此表示赞同，并警告说，监控的大规模扩张“将造成一种局面，即在英国进行通信的每个人都将被有效地视为潜在的犯罪嫌疑人”(书面证据:482)。开放权利组织也表达了对该法案将“导致对人口的普遍监视”的担忧(2012b，书面证据:448)。
在口头证词和提交给联合委员会的书面材料中，对隐私的担忧反复出现。一些隐私批评人士断言，政府声称的接触(元数据来源)和内容的二分法是错误的。有人认为，个人资料可以创建，大量数据收集意味着“这些数据可以识别在激进政治网站上发帖的抗议者，以及他们在任何给定时间的位置”(开放权利组织，2012b;书面证据:456)。其结果可能会对任何使用数字化通信手段的人的行为产生令人不寒而栗的全景效应。
最后，有人对对外国服务提供商提出监视要求的主张表示担忧。要求外国服务提供商识别所有英国用户并收集他们的数据，按要求将其提供给英国当局，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树立一个不好的先例，并对言论自由和隐私权产生严重影响(Global Network，书面证据:203)。
联合委员会似乎已经收到这样的信息，即该法案的规定过多，并指出必须“对该法案草案进行重大修改，以只提供执法部门需要的 必 要 数 据 ”( 报 告 ，2012 年 12 月 )。 联 合 委 员 会 主 席 Lord 

Blencathra表示:“我们非常关注该法案目前形式的范围有多广”(报告，2012年12月)。而这是否会转化为政府的重大变革则是另一个问题。当然，虽然公众有严重的疑虑(Ashford, 2012)，但首相仍然致力于提供警察和安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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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权力来监控互联网活动，尽管目前的计划受到批评(公共服务公司)。Uk, 13页)。然而，联合政府的伙伴、自由民主党副首相尼克·克莱格坚持认为《通信数据法案》已经死了，他说:“人们称之为窃听者的宪章，这不会发生——自由民主党执政肯定不会发生”(克莱格，
2013)。结果，目前看来，似乎是一个僵局。

澳大利亚:跟随老大哥英国的脚步?

再一次，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9/11事件促使澳大利亚通过了一系列新法律，将国家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威胁确立为联邦政府的首要责任。总体而言，2001年至2011年间，反恐立法如雪崩般涌来，总共54件，数量惊人(公共事务研究所，2012:3)。在这方面，与加拿大的比较是惊人的。例如，到2007年，加拿大“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只颁布了两项主要的反恐立法……而澳大利亚……颁布了近40项这样的立法”(Roach, 2007: 53)。澳大利亚的应对措施使其独树一帜，超过了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此外，“这些法律吸引了两党同意，并在工党反对派的支持下颁布”(威廉姆斯，2011:1145)。大部分立法是在约翰·霍华德领导的(保守的)自由党-国家党联合政府下通过的。事实上，霍华德政府在9/11事件后每6.7周通过一项新的反恐法规，而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在2007年至2011年9月期间通过了六项立法，这些立法完善了霍华德政府的立法，但没有倒退(威廉姆斯，2011)。
通过如此大量的立法，允许执法机构访问服务提供商存储的电子邮件、短信和语音邮件的内容(但只有在授权下)，通常是在匆忙的情况下完成的。然而，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同的是，当国家安全立法通过并停止敌对行动时，澳大利亚政府一直表示“恐怖主义对澳大利亚的威胁是真实和持久的”，也就是说，例外状态是永久的(引用于威廉姆斯, 2001: 1138)。根据威廉姆斯的说法，“现在很清楚，在可预见的未来，这项法律的大部分将保留在澳大利亚的法规书中”(2011:1171)。立法的一个结果是，它已经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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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平衡向行政部门倾斜。结果可能是澳大利亚的民主自由和法治处于危险之中(威廉姆斯，2011)。
当前的发展澳大利亚的反恐立法一直受到外部力量和先例的影响(Roach, 2007)。事实上，澳大利亚最近提出的建立大规模国家监控系统的建议，与英国早些时候讨论的有一些共同点。然而，英国并不是唯一的灵感来源。澳大利亚打算将其拟议的立法作为批准之前讨论的网络犯罪公约
(Rodriguez, 2011)和符合欧盟数据保留指令(DRD) (Bowe, 2012)的一种手段。

DRD在制定澳大利亚的国家监控政策方面尤其有影响力。2010年
6月，工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承认，它“一直在研究欧洲关于数据保留的指令，以考虑这种制度是否适合澳大利亚的执法和安全背景”
(Grubb, 2010)。几乎立即，参议院常务委员会开始调查数据保留问题，并在2011年建议政府与利益相关者协商，只保留执法所需的数据。
2012年7月，总检察长部发布了一份讨论文件，“装备澳大利亚以应对新出现和不断演变的威胁”，不久之后，议会情报和安全联合委员会开始了公众咨询。

讨论文件的重点很明确，指出:“国家安全的共同主线贯穿于提案之中，旨在应对来自国际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恐怖主义、严重和有组织犯罪以及网络犯罪的威胁”(《装备澳大利亚》，2012年)。4).讨论文件内容广泛，包含18项主要建议和41项单项改革。然而，批评主要集中在数据保留问题上，讨论文件提出了“量身定制的数据保留期限长达2年”(11)。同样重要的是“使计算机中断”的提议(11)，这将允许“执法部门为了执行计算机访问令而添加、删除或修改计算机系统上的任何软件或数据”。可能包括在目标计算机上植入特洛伊木马软件、击键记录、恶意软件或其他侵犯隐私的软件(海盗党提交，
2012a)。所有这些都将在一个新的授权控制系统中完成，该系统提供了更大的部长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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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澳大利亚》，2012年)。这将使澳大利亚的立法与英国的提议保持一致。特别是，数据保留提案一直是公众批评的避雷针。批评人士，如绿党参议员斯科特Ludlam表示，数据保留是“以所有澳大利亚人都是潜在犯罪嫌疑人的不合理偏执为前提的”(Ludlam, 2012)。海盗党坚持认为，这些提议将“使我们所有人成为嫌疑人，将所有人置于监视之下，无论怀疑与否，都将彻底摧毁无罪直到被证明有罪的概念”(海盗党提交，2012a)。隐私基金会声称，如果政府目前的提案得以实施，将“极大地改变隐私的平衡，并有利于大幅扩大‘监视国家’”(澳大利亚隐私基金会，2012:8)。与英国一样，通信服务提供商将成为“政府代理人”(7)。批评人士警告说，监控国家的结果将意味着隐私的终结。
隐私基金会警告说，这些提议将结束“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执法能力与隐私和公民自由之间的平衡”(2012年)。海盗党警告说，“受到持续监视的人不再像自由人那样行事;对社会有害”(Submission, 2012a: 6)。
政府试图说服公众，它的建议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具有侵入性，这与英国政府和欧盟数据保留指令在联系和内容之间所做的类似区分相呼应(Roxon, 2012)。批评者回应说，联系方式和内容之间存在错误的二分法，联系方式信息可以用来创建每个用户的个人资料。此外，监控每个澳大利亚人访问的每个网站的计划就像让一个政府“代理人看到你读过的每一个新闻故事，你看的每一个电 视 节 目 和 你 研 究 的 每 一 个 问 题 ”(Pirate Party, 2012 b, 

Supplementary Submission, 7)。
该委员会的听证会于2012年9月结束。目前，这些提议在立法上处于不确定状态，部分原因是它们引发了争议。2013年6月，该委员会发布了最终报告，并将责任推给了政府，称:“如果政府被说服应该推行强制性数据保留制度，委员会建议政府公布任何立法的征求意见稿，并将其提交议会情报和安全联合委员会审查”

(澳大利亚联合议会委员会，xxxiii)工党政府的总检察长马克·德雷福斯(Mark dreyfus)——一个依赖绿党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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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方在回应中表示，“目前不会推行强制性数据保留制度”
(Taylor, 2013年)。2013年大选，托尼·阿博特领导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上台执政。到目前为止，新政府尚未表示有意引入新的监控立法。

加拿大和国家监控国家
2012年，加拿大保守党政府试图通过C-30法案(Bill C-30)，该法案将允许政府批准《网络犯罪公约》(Convention on Cybercrime)，使加拿大走上监控国家的道路。实际上，C-30法案只是加拿大政府(包括自由党和保守党)多次试图制定全面的国家监控立法的尝试之一，从
2005年自由党开始，这一进程可能很难永久脱轨。

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相比，加拿大在反恐战争方面的立法变化并不大。加拿大反恐法案(2001年)赋予政府新的监视权力，以打击恐怖主义和收集外国情报，例如允许“未经授权拦截外国通信”
(劳森，2012:74)。除此之外，加拿大政府还依赖于2000年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和电子文件法案》(PIPEDA)。虽然PIPEDA旨在保护加拿大人在某些情况下的隐私，但如果涉及犯罪或国家安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可以自愿向执法机构提供用户信息。

然而，十多年来，加拿大政府一直面临着制定更广泛的监控立法的压力，无论是来自加拿大执法机构(LEA)的内部压力，还是来自美国和英国的外部压力(劳森和Valiquet, 2006)。作为回应，自由党政府在2005年提出了C-74法案，即《调查技术现代化法案》，该法案有两个主要目标:

••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安装拦截功能，可以保留用户的个人信息，针对特定的用户，并消除对数据的任何加密。 
••在没有搜查令或法院命令的情况下，允许LEA访问用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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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信息可能包括可用于创建访问互联网的加拿大公民档案的元数据。这项立法受到了政府隐私专员Jennifer Stoddart和民间社会团体的强烈批评(Valiquet 2006)。当少数派自由党政府被迫要求举行选举时，该法案夭折了。
2009年6月，少数派保守党提出了他们自己版本的C-74法案，即

C-47法案，即《21世纪执法技术援助法案》，该法案在国会年底休会时被搁置在议事纸上。在下一次议会会议上，同样的立法再次出现，但作为三个独立的立法部分。加拿大的隐私专员再次对拟议的立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Letter, 2011)。当另一次选举被要求时，这些立法从未通过一读。
这些立法提案，无论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都有许多共同之处，包括赋予LEA更大的权力，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获取“用户信息”，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即使在没有事先司法授权的情况下也要保留这些信息，以及扩大通过任何移动方式跟踪GPS数据的范围。因此，加拿大将加入其他国家的行列，如美国和英国，在这些国家，“新的法律导致了国家监视的爆炸”(劳森，2012:6)。

比尔C-30:吸取教训还是又一次尝试?

以上述内容为前奏，我们可以看到C-30法案，“颁布调查和防止犯罪电子通信法案的法案”，(也被称为“保护儿童免受互联网掠夺者法案”)，于2012年2月提出，不过是加拿大政府(自由党和保守党)朝着监视国家方向迈进的最新努力。虽然它最终被撤回，任其消亡，但要求加拿大找到加入《网络犯罪公约》的方法的国际压力仍在继续。出于这个原因，看看保守党政府在C-30法案上的尝试是很重要的。
C-30法案是来自加拿大各地执法机构(LEA)(主要是皇家骑警和市政警察部队)的压力和政府批准网络犯罪公约的愿望的产物，尽管后者从未在媒体上提及。在仅有的一次议会讨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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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长的议会秘书Kerry-Lynne D. Findlay指出，C-30号法案:

将允许加拿大批准欧洲委员会关于网络犯罪的公约。为了使加拿大批准国际条约，它必须首先使其法律符合该文书的要求。(2012年2月28日)

该法案将迫使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安装可以记录其用户互联网活动的设备，并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将用户信息移交给
LEA，从而使其成为国家监控机构的一部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还需要提供对LEA的后门访问，允许远程实时访问用户的活动。政府还可以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安装执行其监视功能所需的任何设备，从而模仿国家安全局棱镜监视计划的特点。此外，第487.0195条允许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自愿向LEA提供电子邮件内容和用户的浏览习惯。简而言之，联系方式和内容之间的区别被取消了。这在法案的第33条中尤为明显，用奥威尔的话说，该条款允许部长任命一名“检查员”，该检查员可以访问任何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并获取检查员(渥太华)想要的任何信息。正如一位记者所说，“我们还不如在家里放一个网络摄像头，给部长一个实时视频的链接”(Kline, 2012)。最后，立法规定保存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数据，国内违法21天，违反外国法律90天，大大少于之前讨论的国家，但考虑到政府随时获取和复制信息的能力，保存(数据保留)的要求可能是多余的。

在对该法案的预期中，民间社会组织和隐私专家反对大规模在线监控(Letter, 2011年8月)，以及安大略省信息和隐私专员
(Cavoukian, 2011年10月)，批评之声一直在增加。笨手笨脚的公共安全部长维克·托伊斯(Vic Toews)是负责这项立法的部长，当他告诉一位反对党议员他可以“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站在儿童色情制作者这边”时，引发了强烈的批评。互联网和大众媒体充斥着批评(哈里森和罗德里格斯，2012)。数千名加拿大人在网上签署了请愿书，两名保守党国会议员公开批评了该法案。一项民意调查的结果可能注定了这项立法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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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加拿大人反对这项立法，其中最强烈的反对来自保守党的堡垒艾伯塔省(Grenier, 2012)。该立法从未通过一读。2013年2月，司法部长Rob Nicholson终止了这项立法，称政府“听取了加拿大人对此的担忧”(Payton, 2013)。这件事，似乎就此告一段落。然而，在
2013年底，C-30法案的重要方面再次出现，附属于打击网络欺凌和保护儿童的新立法:C-13法案。这些方面包括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向联邦政府公布其拥有的元数据，以及授予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电信公司披露其拥有的加拿大人个人数据的豁免权。在撰写本文时，该法案被证明是极具争议的，尚未在议会获得通过。

结论
这篇文章只关注了四个国家，但很明显，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全球趋势。在对国家监控的年度回顾中，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做出了以下观察:世界各地的美国都在要求越来越多的私人数据，并且得到了. . . .现在，一些法律和提案赋予了许多州未经授权的窥探权力和几乎无限的数据收集能力。(罗德里格斯，2012)

总而言之，各州正在以有针对性和大规模的方式扩大对其人口的监控能力。在美国，Balkin和Levinson持悲观态度，认为“完全阻止”向国家监视国家的转变“是不可能的”(2006:526)。相反，他们认为，问题在于: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监视国家?个人隐私和公民自由面临的风险能否得到缓解?问责制和透明度的措施能否防止政府行政部门权力增加所带来的危险?

人们可以说，在一个危险和威胁可能实际存在的世界里，国家需要收集信息。此外，国家需要与其他国家协同行动，以对抗这些危险和威胁。监视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根据Wood和Ball的说法，“监视并不是邪恶势力策划的邪恶阴谋。许多监视背后都有好的意图，或者至少是中立的意图:对安全、福利、健康、效率、速度和安全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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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因此，当越来越多的日常活动被视为风险时，危险就来了，因此“以前特殊的安全变得正常”(Wood and Ball, 2006,4)。随着监视的正常化，从将某些人视为风险的目标转变为将整个社会视为风险的来源。
阿甘本本人预见到，从对某些人的“有针对性”或有选择地监视到对整个人口的“无针对性”监视的可能性。阿甘本(2005)在解释他在2004年拒绝去美国演讲，因为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他的生物识别信息时，认为在他的情况下，这类似于纳粹在“被占领的国家使用照片来定位和记录犹太人，从而促进他们的驱逐。”这是针对某一部分人口的一个例子。阿甘本随后提出的问题是:“当一个专制政权利用整个人口的生物特征记录时，会发生什么?”然后他指出，事实上，欧洲国家正准备从对移民的选择性生物识别监管转变为“对所有公民”的强制监管。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国家与公民的正常关系”将是一种“普遍怀疑”(阿甘本, 2005)。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国家有权最终决定什么是“有效的”监视，什么不是。
正是这种将整个人口视为潜在威胁的飞跃，以及收集和存储有关人口数据的愿望，在国家政策和行动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很明显，这就是美国的情况，尽管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政府也表达了类似的意图。一个有希望的迹象是，随着9/11事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公民越来越意识到政府正在做或试图做的事情的范围，各州将越来越难以巩固基于恐怖的永久紧急状态，而这种状态在控制人口方面非常有用。人们可以看到一些抵制的迹象。2013年7月，美国首次对政府的国内间谍基础设施提出严重的立法挑战，即一项旨在为秘密收集美国人电话记录提供资金的法案，以217票对205票的微弱优势被否决。在此之前，这样的法案是不可能在国会进行投票的。在其他地方，国民身份证被证明太不受欢迎，英国政府无法维持，最终被废除。后来，当它确实引入了与布莱尔政府大致相同的立法时，保守党领导的联合政府遇到了一群冷静的(如果不是敌意的话)听众。在这里，少数派政府很重要，因为他们可以阻止侵入性监控措施的进展。例如，在加拿大，一系列少数派政府推迟了监控立法的推进。那时的保守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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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多数席位后，恐怖和犯罪的威胁和风险不再对公众舆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甚至儿童色情的幽灵也无法说服他们，冒着隐私和公民自由的风险是值得的。在这个时候，加拿大也已经形成了组织和利用互联网作为抵抗手段的历史。围绕新版权法的旷日持久的斗争表明，加拿大人对数字问题、互联网和隐私的关注。他们确实表达了自己的意见。面对大多数加拿大人的反对，尤其是他们在阿尔伯塔省更为自由主义、反大政府的大本营，保守党不得不退却。
然而，现在就认为加拿大或英国的保守党和澳大利亚的工党已经放弃推进扩大国家监控还为时过早。如果从C-13号法案来看，加拿大的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如果阿甘本是正确的——异常状态已经正常化——那么这就是我们应该期待的。监控技术的力量可能太过诱人，无法放任不管，国际压力也太过强大，无法抗拒。另一场关于安全的道德恐慌，可能会为通过一度不可想象的巩固监控国家的立法提供机会。即使事实并非如此，各州也已经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在监控问题上回避法律的意愿。在立法上，而不是大规模的措施，政府可能会试图通过行政法规来推进，通过将立法分成单独的部分，以长远的目标，或者通过大规模的综合立法，在其他有争议的措施中迷失了监视措施。显然，对于那些珍视隐私、公民自由和民主的人来说，警惕将是他们的代名词。

注意事项
例如，NSA的另一个项目X-Keyscore(棱镜计划的补充)允许官员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搜索元数据和普通用户在网络上的几乎所有行为的内容，包括检查他或她访问的所有网站的内容、发送和接收的电子邮件以及浏览器搜索。这些搜索可以实时进行。NSA还收集了数百万德国人的电话、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和聊天记录的大量元数据(Poitras等人，2013年a)，不加选择地窃听和存储数百万巴西人的电子邮件(格林沃尔德，2013年b)。并对欧洲机构和外交官进行电子监视(Poitras等人，2013年b)。“元数据”是电话或互联网通信的“信封”。对于电话来说，这可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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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时长、通话号码以及通话时间。对于一封电子邮件，它会包括发件人、收件人、时间，但不包括主题或内容。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可以包括位置信息”
(格林沃尔德201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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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数字时代的民主与同一性
Lorna Stefanick和Karen Wall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速度简直令人震惊。东西方政治集团之间的整齐划分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轰然倒塌，全球一体化和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崛起正在重新配置全球经济关系。然而，与信息通信技术(信息通信技术)对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相比，这些巨大的变化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特别是，信息通信技术极大地改变了商业的性质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具体而言，信息通信技术通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留下的数字足迹，将我们的消费者身份注入市场机器和安全状态。与此同时，在以市场和安全为导向的国家中，公民越来越无法配置自己的政治身份。
这一章考察了公共领域的收缩，在公共领域中，政治同一性是有争议的，并通过在地理上确定的社区内的谈判而产生。与此同时，我们的身份正被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进行商业交易，新自由主义话语扼杀了我们作为公民的同一性。它强调市场的首要地位，在经济上提升了个人的作用，同时淡化了作为公民的个人与国家之间联系的重要性。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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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事件而采取的措施，进一步限制了公民质疑这种新的公民同一性的能力:严厉的监视政策和技术从美国向外流向其他国家，导致国家机构和目的的急剧重组。现在，国家对公民最重要的功能似乎是提供安全保障，而公共和私人机构之间的个人信息共享意味着匿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此外，从个人、组织和部门的角度来看，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区别正在模糊到难以区分的程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公民被原子化为个体消费者，他们同时也失去了自主性，这种自主权是他们拥有一个可以退居其中的私人空间所带来的。企业实体以销售产品为目的对消费者进行分析，再加上强调安全而非自由的政治话语，形成了一种有毒的组合，不仅系统地侵蚀了个人自主性，也侵蚀了能动性。
在通过市场活动表达我们的集体同一性时，个别公民机构所失去的是与市场或安全无关的更大的共同利益的表达。作为在政治共同体中彼此联系薄弱的自主个体，我们越来越容易受到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的变幻莫测的影响。随着公共纽带的削弱，在全球和虚拟市场中，公民同一性被消费者同一性所取代。这些个人同一性的转变与新技术和安全利益的交集，导致了公民的衰落，而公民明白自己既拥有权利，也有责任，这两者在公共领域都是有争议的。这种衰落将对民主制度的健康产生严重后果。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在ICT革命到来之前，公共和私人(或个人)空间是如何被概念化的。下一个要讨论的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对公共领域的重建，以及美国《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对个人自主性的影响，是如何塑造数字时代公共和私人空间的概念的。这些重新配置不仅在重塑公共话语，也在重塑我们作为政治共同体公民的自我观念。本章使用加拿大的例子来支持其主张，但这是一种全球现象，由于互联网，它促进了不尊重领土边界的霸权话语和反应性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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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BLIC, THE PRIVATE, AND POWER WITHIN PERSONAL PLACE

Zizi Papacharissi在文章《虚拟领域》中对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进行了区分。虽然公共和私人的区别很容易把握，但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的区别则更为微妙。Papacharissi在提到杜威(1927)和托克维尔(1990)等思想家时指出，“‘公共’一词意味着公民身份、共性和不是私人的东西，而是所有人都可以接触和观察到的东西。”她评论道，“参与公共事务对个人的存在感和自尊感有重大贡献”(2002:10)。它不仅仅是对公共领域至关重要的公共空间中收集的信息的自由普遍获取，而是积极参与，其作为社会活动场所的创造，以及构成集体公共意志的理性话语。正如Papacharissi所观察到的:“虚拟空间促进了讨论;虚拟领域增强民主”(11)。Goldberg(2011)对此表示赞同:他警告说，网络空间作为民主讨论区域的本质，并不构成一个理想的公共领域(如果仍然存在的话)向在线语境的直接转移。Papacharissi的结论是，今天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力量创造了一种大众商业文化，取代了公共领域;在这种背景下，互联网构成了只能被视为公共空间的东西。
长期以来，公共领域的理想形态一直是那些关心政治和民主的人感兴趣的对象。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 1995)认为，来自各种关联网络的公共纽带对于促进支持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凝聚力至关重要。这些网络构成了密密麻麻的关系丛，共同构成了公民社会。随着政府规模和活动的收缩，公民社会在服务提供和社会凝聚力方面的重要性也在增加，因为公民社会内部的群体会填补国家留下的空白。信息通信技术在促进公民社会新身份方面的作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一分析最突出的一点是，同一性创造发生在公共空间，而不是公共领域。帕帕查里斯的分析中缺少的是考虑到网络空间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个人在私人和公共人物之间划清界限的能力。隐私是用来划定个人和公众之间界限的工具，无论是在其社会形式还是在其纪律/监管形式上。
群体审议产生最佳公共政策的观念，得到了杜威(1927)、哈贝马斯

(1989)和埃齐奥尼等形形色色的作家的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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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虽然公共“空间”提供了另一个讨论的论坛，但它不应与公共“领域”混为一谈——公共“领域”应该是一个包容性的舞台，包含多种意见，并应产生反映多种观点的政策。如果某些群体被系统地排除在外，公共领域就无法达到民主的理想。因此，例如，弗雷泽(1992)指出，那些被排除在占主导地位的公共领域之外或被边缘化的群体将创造一个反领域。显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替代性信息传递提供了强大的新工具。然而，正如帕帕查里斯所指出的:

当个人在没有对特定问题的社会重要性的共同理解的情况下，以随机的顺序谈论随机的话题时，那么谈话就会变得更加碎片化，其影响也会减弱。能够随意讨论任何政治话题，随随便便地在讨论和话题中进进出出，这是非常自由的，但它并没有为政治讨论创造一个共同的起点。最终，这些技术可能会过度强调我们之间的差异，淡化甚至限制我们的共性，这是一种危险。
(2002: 20)

帕帕查里斯的分析对公共空间和领域的讨论特别有用，因为她认识到网络空间既是公共空间，也是私人空间。“网络空间为个人和集体同一性之间由来已久的摩擦提供了新的舞台;个人与共同体”
(2002:20)。网络社区允许个人在网络社区中与其他志同道合的个人建立联系。这些社区反过来又有助于塑造个人同一性。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认为，这些利益共同体正日益成为新的公共领域:“城邦不是其物理位置上的城邦;它是人民的组织，因为它产生于共同行动和共同发言……无论他们在哪里”(2005:198)。将传统的兴趣社区与以技术为中介的兴趣社区区分开来的是规模。信息通信技术可以使地理边界变得毫无意义，从而扩大讨论范围，同时使同一性纽带较少的参与者之间的讨论变得支离破碎。此外，根据帕帕查里斯的定义，在利益共同体内外的自我选择意味着，这些论坛是与领域相对立的公共空间。如果没有国家的调解，让边缘化的人发出声音，公共空间在为地域界定的政治社区创造集体同一性方面的效用就会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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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acharissi的分析中缺少的是考虑到网络空间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个人在私人和公共人物之间划清界限的能力。隐私是用来划定个人和公众之间的界限的工具，无论是在其社会形式还是在其纪律/监管形式中。在信息时代，这最好被定义为“信息隐私”。隐私权支持者引用塞缪尔·沃伦(Samuel Warren)和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 1890年的文章《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vacy)作为“不受干扰的权利”的第一个表述。沃伦和布兰代斯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摄影技术的出现，使得印刷媒体可以在未经个人同意的情况下传播他们的偷拍照片，从事“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以前属于隐私的事情，现在可以被配备了相机的记者“从屋顶上喊出来”。很明显，沃伦和布兰代斯无法想象一百年后的技术会让屋顶上的喊叫声在全球范围内立即被任何拥有WiFi连接的手机的人听到。虽然沃伦和布兰代斯的文章标志着现代对数字隐私关注的开始，但应该注意的是，隐私关注可以追溯到古代和早期现代社会，如希腊人、希伯来人和英国清教徒。隐私最基本的物理形式通常被视为一个孤独的地方，人们可以退到那里进行安静的反思和沉思(Stefanick 2011: 34)。
然而，隐私也有其黑暗的一面。女权主义者的武装号召——“个人即政治”——是最早揭露“隐私”是统治个人的工具的尝试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男性依靠隐私在家庭的范围内压迫女性。女权主义者将区分“家庭”私人领域与社区公共领域的传统界线，视为一种工具，再现了社会在女性最亲密的关系中对女性权利的压制。关起门来发生的事情，即使涉及暴力或性侵犯，也不会成为公共领域讨论的对象。根据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的说法，“隐私权是男性‘不受干扰’压迫女性的权利”(麦金农，1989)。虽然在亲密关系方面尤其如此，但宣称透明度是不可能的，因为个人隐私必须得到保护，这越来越多地被用作权力者可以隐藏的盾牌，使他们能够在不受公众监督的情况下从事压迫个人的活动。
那么，彻底的透明化是答案吗?根据福柯的说法，透明度的纪律力量在强制社会从众方面要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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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罚也是如此(1977:195-228)。福柯利用边沁的圆形监狱概念，认为囚犯受到监视的可能性的限制，社会规范及其随后的期望限制了个人自主性。简而言之，他们的行为受到自反性意识的约束。以前，福柯和其他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这个定义、争论和执行社会规范的场所。但垄断国家的权力已经让位于网络化国家的分布式权力。这暗示着一种synopticon国家的出现，正如托马斯·马西森(Thomas Mathieson, 1997)所阐述的那样:不是单个代理人监视多人，而是多数人监视少数人。这可能导致公民监视掌权者，从而迫使掌权者承担责任。然而，网络化的国家表明，权力的场所是分散的，从而破坏了synoticon社会的潜在权力。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英国引入“互联网之眼”。这家闭路电视监控公司向订阅的观众直播视频，观众向警方报告可疑活动，以换取一款网络游戏的积分。因此，synoticon状态也表明，许多人不仅观看国家官员，还相互观看。从民主的角度来看，众包犯罪预防提出了一种不太有用的方案;暴民监视个人，对偏离社会规范的人施加“正义”。
从对公共和私人空间/领域概念化的简要概述中，显而易见的是，尽管它们有助于构建一个分析框架，但这些划分是有争议的。此外，很明显，互联网技术有可能改变我们脚下的土地。新自由主义的传播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共机构及其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从而增加了额外的复杂性。

新自由主义与公共领域的重建
公共领域作为界定公民身份的场所，其萎缩的最大原因之一，是新自由主义思想渗透到政府的各个方面。这种方法的重点是通过增强对私有属性的权利和参与以市场为基础的活动的能力来最大限度地提高个人自主性，提倡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模仿私营部门。就国家机构的组织而言，新自由主义要求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实践，大幅减少或将服务外包给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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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和非营利部门，并通过将职能转移给地区当局或社区委员会来分散权力。它通过将国家从社会控制的基座上移除，有效地使国家空心化和去中心化。重新配置的国家有能力“引导”社会的方向，但它的成功取决于它对自身所处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潮流的反应。与“政府”相对立的“治理”概念反映了这一重要的侧重点转变。治理承认影响社会的规则和行为体的多元性;社会“掌舵”因此成为权力结构中地位不固定的社会单位之间的网络化谈判过程。行动者交换信息，协商管理共同事务的规则和程序。信息技术公司的兴起促进了行动者之间的信息流动;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信息流动打破了制度差异。
这些发展是更大的重新配置的一部分，各国将重点放在新的优先事项上，并承担新的角色。约阿希姆·赫希(Joachim Hirsch)认为，二战后的福利国家正在转变为“民族竞争国家”。他指出，“这种类型的国家集中于为国际竞争的目的而动员一切生产力，把以前以物质为基础的社会和政治一体化的政治放在一边”(1997:45)。
换句话说，政治正被从政府中剥离出来，以便专注于以经济术语定义的“效率”。在20世纪，公共服务是围绕核心公共行政价值观组织起来的。相比之下，21世纪的公共服务模式则由体现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网络化”组织构成。正如Chakrabarty和Bhattacharya

(2005)所观察到的那样:“全球化导致了企业纪律和企业家精神之间的‘联姻’，政府抛弃了‘实干家’的传统形象。为了适应“市场冲动”，政府变成了“推动者”。”事实上，索伦森用更弱的措辞来描述国家:“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分化的、碎片化的、多中心的机构综合体，由或多或少形式化的网络维系在一起”(索伦森，2006:100)。这种复杂网络化国家的新概念的一个主要缺点是它阻碍了透明度。特殊利益可能具有不易被看到，更不用说被承认的优势。
国家形式和功能的变化是更大的意识形态变化的结果，在这种变化中，政府的适当角色被限制在非政治或技术活动中。这必然低估了国家在促进包容、公平和平等的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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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通讯;大多数经济和政治功能的跨国特性;与强调更小、更精简的官僚国家相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方法，被称为“新公共管理”(NPM)。
NPM的前提是小政府是好政府，私营部门的管理实践应该应用于公共部门。通过竞争实现的生产力是通过将服务外包给私营部门或非营利组织来实现的。它还涉及使用私营部门的管理观点，以“顾客”满意为导向，并使用风险管理技术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破坏性力量的影响。在信息管理的世界里，根据顾客的人口统计信息分析顾客的偏好和购物习惯，可以提供关键的营销信息。每当消费者使用会员卡获得“会员福利”时，就会在包括数字同一性在内的数据轨迹上留下蛛丝马迹。这些数据为关注产品植入的零售商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信息，也为买卖个人信息的人提供了重要信息。这些数据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也至关重要。
哈贝马斯(1987)将私人对公共领域的这种渗透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他认为，正是这种工具逻辑从私人的、商业的领域侵入公共的、文化的领域，才导致了老牌民主国家目前所经历的合法性危机。投票参与率低就证明了这一点;新自由主义政府利用公民对国家机构失去信心来宣称，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允许私营部门吞噬公共部门。但是，也许国家的空心化正在加速合法性危机?

国家的空心化意味着几件事。首先，由于税率降低，公民对国家的贡献减少了，公民对国家的关心也就减少了。具体来说，作为消费者，我们往往最关心的是自己花钱买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标价很高的东西。此外，全球服务的收缩有利于有针对性的服务，这意味着国家对那些缴纳最多税(但现在得到的好处最少)的人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其次，国家提供的许多公共产品并不是“产品”，而是对社区健康和福利的短暂贡献，比如对娱乐、节日和艺术文化的支持。自认为是国家服务客户的纳税人将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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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找到他们所购买的产品。“公共产品”的减少，这些有形和无形的商品对社区福祉的重要性，使公民更容易受到这样的论点的影响，即我们首先是消费者，其次是公民，在数字世界中，同一性的主要价值是商业利益，他们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定位他们的特定产品。
公司将大量资源投入到数据挖掘中:利用计算过程在数据集中发现模式的艺术。事实上，2013年《环球邮报》职业版块的一篇文章就有这样的标题:“热门工作，碾碎数字:数据分析专家挖掘市场需求”(Galt, 2013: B1)。这些商业信息不仅对产品营销很有价值，对数据经纪人本身也很有价值，数据经纪人经常将这些信息转卖给政府。私营航空公司与联邦政府的关系说明了这两个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政府制定法规，迫使航空公司在乘客获准登机前收集特定类型的信息。然后，航空公司将信息传递给政府。然而，企业并不是唯一挖掘数据的人。政党利用他们从加拿大选举局获得的公共数据作为基础，从商业来源获得的数据中建立选民概况。因此，信息的收集、保留和交换不会发生在单行道上;数据通过可渗透的制度边界双向流动。
控制一种特定形式和信息流的私营部门媒体系统的市场导向进一步打破了民族国家和私营部门实体之间的区别，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区别。正如Thussu(2007)所指出的:

在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生态中，国籍几乎无关紧要，因为生产者主要将观众视为消费者，而不是公民。这种从以国家为中心和民族的媒体观向以消费者利益和跨国市场为定义的媒体观的转变，一直是媒体流动扩大和加速的关键因素: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从南到南，尽管它们的数量根据市场的规模和价值而变化。(12)

与国家身份脱钩而支持全球消费者同一性的媒体信息有助于加强个人将自我认同为消费者而不是公民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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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开始从消费者的角度考虑自己(我想要认同哪些品牌?哪些品牌会提升我的地位?当我拍下自己滑雪的照片并发布到
Facebook上时，我是否会将自己的位置发布为“Fernie Alpine 

Resort”，或者我是否会原则上拒绝企业品牌?)，我们对国家会促进我们作为公民的利益的期望就会减少。反过来，低期望强化了我们将自己视为个体而非集体成员的倾向。过去，国家一直是定义政治同一性的主要场所;然而，国家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因为信息通信技术也促进了全球资本的流动，这意味着国家必须为资本保留创造有利条件。最后，再加上资本空心化，出现了真空。谁表达我们的集体同一性?出于什么目的?

不安全时代的同一性
前面的讨论可能表明，国家的权力正在消退，以至于它对我们的集体生活几乎没有影响。虽然国家已经放弃了通过积极参与促进社会、经济和政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平等的活动来促进公民集体福祉的角色，但它已经接受了公民保护者的角色。信息通信技术为监测提供了强大的新工具，大大扩大了这一作用的范围。对安全的强调可以被看作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角色模糊的又一个例子——“安全”被剥离是私营部门管理风险冲动的修改版本。然而，在公共部门，风险管理导致了对公民自由的攻击，特别是在数据管理方面。

美国爱国者法案的通过是限制个人信息隐私权的里程碑。该法案在9/11事件发生仅六周后通过，赋予了美国政府获取信息的广泛权力。它包含了允许政府强迫公司向联邦调查局交出信息的条款;禁止公司披露在其控制下的信息的隐私受到了损害。一旦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该法案中没有规定禁止传播这些信息，也没有规定禁止将这些信息用于收集目的以外的其他目的。它是仓促通过的，不受保护公民自由的通常检查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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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爱国者法案》在其他国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因为它的影响与信息流动一样，会跨越国界。例如，埃德蒙顿市从申请市政府工作的候选人那里收集的任何信息都受《爱国者法案》规定的约束，由于处理就业筛选(因此候选人信息)的信息管理公司位于美国，这种类型的信息共享在十年前引起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轩然大波，当时那里的公民意识到他们的医疗信息管理将被外包给一家美国公司(Stefanick, 2007)。在艾滋病呈阳性是被拒绝进入美国的一个理由的时候，不列颠哥伦比亚人要求将他们的信息保存在加拿大，因为他们担心他们不知道这些信息最终会到哪里去。他们的医疗信息会被送到美国海关吗?

9/11事件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是，恐惧会让我们做一些我们本来可能不会同意的事情。费尔菲尔德(2005)描述了美国人和他们的政治家是如何屈服于这种恐惧的，他们为了赋予国家非同寻常的权力而废除了公民自由。他指出，“当政客们在最激动的时刻，采取严厉的措施时，社会批评家和理论家就会用他们的名字来称呼这些行动，而不是让自己陷入歇斯底里”(45)。加拿大也紧随其后，制定了自己的反恐立法。它没有那么严厉，但仍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然而，
2011年，加拿大悄无声息地对涵盖私营部门实体的隐私法PIPEDA进行了重大修改。该条款复制了美国《爱国者法案》，允许公司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向当局提供个人信息。与美国一样，加拿大公司可以被禁止提醒个人，他们的信息隐私已被侵犯(Tencer, 2011)。

自2001年以来，私营和公共部门的模糊在私营保安公司和其他产品可用于保安的公司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所以，举个例子，谷歌经常被政府要求提供用户数据，随着这一领域的法律框架和标准都在不断发展，确定什么是适当的私人数据，什么应该与政府共享的指导方针是有争议的——争论不是在公共领域，而是在律师和诉讼占主导地位的幕后。在美国，AT&T被曝允许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其客户。针对该公司的诉讼接踵而至，美国政府迅速对FISA进行了修订，以保护公司在服从安全机构的过程中免于承担责任。更重要的是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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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包含在内。这对非政府组织和一些公共部门机构来说尤其成问题，其中许多机构为了省钱而使用商业软件和计算服务。美国政府的数据监控侵犯了基本的组织自主性，特别是这些组织中可能被视为安全威胁的个人的自主性。
有趣的是，恐惧作为一种工具，在丧失公民自由的情况下强迫人们自满，它不仅局限于政府层面，而且已经渗透到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因此，第一代对监控沾沾自喜的一代正在成长;他们认为个人跟踪是理所当然的。父母们哀叹自己的年轻一代消失在游戏和聊天室的虚拟空间里，那里潜伏着捕食者。为了对他们的家属施加影响，父母们采取了安全措施，比如安装家庭监控系统

(包括保姆摄像头来监视他们的孩子或宠物)，通过社交媒体监控孩子的社交活动，通过SchoolZone等软件跟踪他们的学业活动，以及通过带有gps功能的手机监控孩子的身体活动。儿童(和其他社交媒体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时，无意中助长了自己的监控。毫无疑问，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从“直升机式”父母的监护下成长起来。更重要的是，鉴于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布的所有信息都被用来为营销目的对人们进行分类，这对个人自主性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这一代人被教导说，将个人数据提供给企业使用没什么好害怕的，而且，为了免受掠夺者的侵害，这种监控只是一个小小的代价。个人用自主性换取安全的危险在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模糊。与此同时，我们作为个体的集合，也在不经意间用言论自由换取安全。历史告诉我们，压制公民自由会带来可怕的民主后果;下一节将针对那些最有能力批判当前政府决策轨迹的人，探讨这一主题。

社会科学、政治话语和公共利益
监视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消费者-公民和企业-政府实体之间的界限模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子。关于立法认可的国家监视，费尔菲尔德所称的社会科学家的声音是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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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声疾呼，反对国家对私人空间的入侵。在加拿大，在哈珀政府的领导下，主张基于证据制定政策的反思推理的声音被扼杀了。在联邦层面，无论是在“软科学”还是“硬科学”领域，都集中力量阻止研究成果的传播。在2012年的一次国际科学家会议上，科学家和记者召集了一个名为“解开政府科学家的钳制:如何重新打开话语”的小组讨论。记者们感叹，想要及时从政府科学家那里获得信息已经变得几乎不可能了，因为现在他们必须经过层层官僚审批才能与媒体对话。正如奥哈拉所观察到的那样:“如果我们谈论的是基于事实的政策，如果我们要求人们成为批判性的思考者，如果我们要求人们参与民主进程并参与民主，那么我们有责任确保这个过程是透明的”(CBC News, 2012)。
奥哈拉的担忧并不仅限于加拿大科学家。2013年，参与与联邦政府科学家长达数十年合作的外国研究人员声称，他们被要求签署的新保密协议是不可接受的。用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一位物理海洋学家的话来说:“我认为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政治气候变化……我觉得它威胁到我的学术自由，并可能限制我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及时发表数据和解释以及谈论潜在公共利益的科学问题的能力”(CBC新闻，2013)。这种对科学知识被压制的担忧，已经被其他感受到了政府新政策影响的人提出:例如，取消了一项重要的统计工具(长篇人口普查)，并将在学校课堂和会议上做报告的图书馆员和档案管理员归类为从事“高风险”活动(Munro, 2013)。
在省级层面，阿尔伯塔省政府提供了一个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明显例子，这种改革是通过削减高等教育资金来实现的(Barkawi, 2013)。在财政紧急的名义下，2012年和2013年对高等教育部门的这些戏剧性和深度削减与其说是为了钱，不如说是为了促进有利于商业化的研究。强调经济上有利可图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扼杀了学术自由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而这些研究对政府政策产生了批判性的分析。在2013年预算公布后不久，阿尔伯塔省政府向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发出了“授权函”，旨在消除教育部内部的重复和低效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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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大专院校合作办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支持经济部门竞争的新自由主义政府，正试图在思想生产方面制造垄断。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对那些促进研究商业化的学术活动的关注。再加上预算的大幅削减，2013年的预算使得高等教育机构更加依赖于行业资金。这条轨迹并没有培养出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公民，而是以知识型和受过批判性教育的民众为代价，为企业和经济的短期利益服务。
这些教育和知识传播的趋势是公共领域更大重建的一部分，无论是在制度结构还是信息流方面。结构变化、新的管理实践和信息流与对个人和国家安全的高度关注相结合，产生了对国家的深刻重构。这种新的、网络化的形式实际上更难被细心的公众仔细审视，特别是因为公共和私营部门边界之间的模糊区分。最终的结果是公共领域的收缩，在公共领域中，在讨论集体政治同一性本质的过程中，各种观点都受到了质疑。

安全国家和公民消费者
政治同一性受到争议的公共领域的收缩是三种相互关联的力量的结果:制度和国家目的的戏剧性重构，通过数字化实现的同一性商品化，以及随后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区别的模糊。这些力量是由新自由主义话语的优势所推动的，这种话语对基于市场的活动和自由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通过将个人重新定义为认同商业实体并被商业实体认同的个人消费者，个人正在失去其作为地理上确定的政治共同体公民的身份。这种对个人的强调，特别是对作为消费者的个人的强调，正在这个辩论可能发生的不断收缩的领域中，产生一种越来越被截断的公共辩论。有限的辩论和有限的公共领域对民主有着严重的影响;集体同一性的表达已经从公共机构转向参与市场活动的原子聚合。

然而，虽然个人作为公民的权利和责任在减少，但他们作为消费者的权利也在减少。公民消费者产生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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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堆积如山的数据。这些信息在组织之间被收集、保留和交换。个人同一性正在被商品化，为生产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燃料，并帮助公司在市场中定位自己。但这种原子化的同一性也会反馈到国家机器中，以发挥其作为集体安全守护者的作用。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事件，通过美国《爱国者法案》(U.S. 

Patriot Act)的通过，让许多美国人心甘情愿地牺牲了对个人数据的控制，以换取安全。其他州的公民也纷纷效仿，支持本州对危机的立法反应。由于数字通信的流动性，美国这一严厉立法的后果会跨越国界。对人身安全的不安全感已经蔓延到生活的许多其他领域，助长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新监控技术的倾向，从保姆式摄像头到GPS跟踪。随着机构对个人行为的审查越来越严格，个人能动性受到了限制，尤其是当越轨行为被视为对个人安全的威胁时。正如福柯所观察到的，被观察者开始认同观察者(1977:202-

3)。 

安全国家的崛起与福利国家的消亡同时发生。国家通过提供普遍服务和社会安全网来表达国民公民权的观念已被打了折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正在通过缩小活动规模和将服务外包给私营和非营利部门，系统地拆除行政国家的形式和功能。由于部门的模糊，集体同一性的表达正从我们的公共机构转向我们作为自主个人参与市场活动的集合。这些市场交易越来越多地通过数字媒体进行中介，这些媒体允许商业实体跟踪和监控我们的活动。我们被商品化的身份为私营部门的市场机器提供了食物，而私营部门的市场机器又为公共部门的证券化机器提供了食物。管理安全风险的追求往往需要个人放弃作为公民的重要权利。再加上公共领域的收缩，个人自主性的前景令人不寒而栗。公共领域是讨论放弃公民权利等重要政治问题的领域。问题来了，谁在监视监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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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字民主赤字
加拿大政党领导竞选中的数字投票分析

Josipa G. petruniki

在1区的春天，阿尔伯塔自由党(ALP)为即将到来的领导竞选引入了一个“注册支持者”系统，并结合了新的电子(在线和电话)投票机制。这些系统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一种创新，可以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之前重振自由党。本章探讨了ALP电子投票系统的本质，因为它是在党派领导竞争的背景下被商定、制度化和运作的，其中不付费的“注册支持者”和付费的ALP成员构成了选民池。2011年引入ALP的“注册支持者”和电子投票机制是由一小群党内人士推动的，他们的明确意图是在全省范围内吸引广泛的支持基础。一年后，ALP在大选中失败，该党失去了席位，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失去了作为该省官方反对党的地位，这让这两个新制度都受到了质疑。本章回顾了围绕ALP领导竞选的高度偶然情况，并反思了当数字民主工具(如电子投票)与基础广泛的政策(如“注册支持者”系统)相结合时出现的潜在(一般)问题，其明确目标是增加选民参与。使用采访和文件数据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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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我在整个2011年夏天担任ALP领导竞选联合主席时的档案和详细记录)，本章还分析了加拿大文化对一人一票原则的投票期望，选民在分散投票条件下的平等，以及投票过程本身的完整性，因为这些变量是由ALP案例研究中显示的“注册支持者”和电子投票机制相结合形成的。

艾伯塔省政治的变革之风
2011年2月1日，星期二，阿尔伯塔自由党(ALP)领袖大卫·斯万与自由党党团成员会面，讨论该党的未来。卡尔加里全球新闻报道了斯万正在考虑辞职之后，他们举行了这次会议。斯万在卡尔加里山景选区担任了一年半的立法议会议员，在戴夫·泰勒离开后，他观察到自由党从9个当选的MLA减少到8个(在一个有83个MLA的立法机构中)。他在公开批评斯万的领导风格后加入了新生的阿尔伯塔党。斯万还主持了另外两个MLAS的分裂准竞选活动，Darshan Kang(卡尔加里-麦科尔)和Kent Hehr(卡尔加里-布法罗)，他们公开宣布有兴趣采取类似的行动(Wingrove, 2011)。《全球新闻》曾报道称，ALP的支持率已跌至自由党在全省25%至30%的口语化基准之下——该党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一直达到这个基准。在与立法团队协商一个半小时后，斯万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他辞去党领袖一职的计划。在他的辞职演讲中，斯万说:“现在是新领导人和新一代阿尔伯塔人带领我们党走向未来的正确时机....我辞职的决定代表了一个更新我们党的机会”(Kleiss, 201b)。

2008年，斯万击败了戴夫·泰勒(Dave Taylor)和莫·埃尔萨利(Mo 

Elsalhy)的竞争对手，成为ALP的领导人。当时，加拿大邮政向党员发放了纸质选票，并要求他们邮寄已标记的选票进行计票。虽然
2008年ALP的党魁竞选在为付费党员提供去中心化投票方面具有创新性，但它并没有寻求以任何激进的方式扩大党的基础;它没有寻求向ALP成员引入数字媒体技术或社交媒体活动;它也没有打算通过吸引年轻一代潜在的新选民来重振该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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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在斯万辞职几天后，新当选的阿尔伯塔自由党主席埃里克·安特曼声称，“现在是新领导人和新一代阿尔伯塔人带领我们党走向未来的合适时机”(Wingrove, 2011)。安特曼指出，他自己被任命为32岁的党主席，以及当时29岁的执行董事科里·霍根(Corey Hogan)的任命，“显示了我们党的无畏精神，愿意承担一些风险，推出挑战现状的人和想法”(Wingrove, 2011)。安特曼的言论是在一个社会学背景下出现的，在这个背景下，加利亚选民最近选择了一个精力充沛的弱势候选人，38岁的Naheed Nenshi，在2010年10月的市政选举中担任他们的市长。
内因的竞选活动在党派工作人员和记者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2011年2月2日，也就是斯旺辞职的第二天，《埃德蒙顿日报》记者凯伦·克莱斯引用皇家山大学政治学家大卫·塔拉斯的话说，阿尔伯塔省的“内因时刻”将延续到省级选举(克莱斯，2001)。塔拉斯说:“40年后，人们有一种需要改变的感觉，”他补充说:“有了新一代，这是一个不同的阿尔伯塔，它更年轻，更国际化，更多元文化....。现在是新的变化气候，面对新的阿尔伯塔省....，各党派必须进行改革我们将经历这些惊厥....我认为这是健康的”(克莱斯，
2001)。不那么乐观的是，塔拉斯还警告说，青年领导的政治革命不会很容易:“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阿尔伯塔的政治僵局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省选举)可能会形成一个联盟。一切都不确定。”但在同一篇新闻文章中，莱斯布里奇大学政治学家彼得·麦考密克(Peter McCormick)被引述说，“每一代人都会以一种非常戏剧性的方式重置一次阿尔伯塔的政治体系，这可能就是它。”麦考密克将他的原始预言与该省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未来联系起来:“我们听到年轻一代的冷漠，缺乏选民投票率。好吧，你不能为他们大声播放同一首歌，你必须改变曲调....这是一种完整的政治风格和一整套关于如何做事的假设…我预测这将是保守党和自由党的青年运动”(克莱斯，2011)。

麦考密克推测，阿尔伯塔省的政治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由一群“青年”领导，他们将通过改变省政治的“风格”和对“如何做事”的假设来“改变省政治的调子”。这一推测在地方和全国性报纸的社论版上得到了呼应。到开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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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3月28日的加拿大联邦大选中(斯万辞职仅仅两个月后)，《卡尔 加 里 先 驱 报 》记者理查德·库斯伯森声称:“卡尔加里人准备在短短七年内第九次投票——包括联邦、省和市选举——政治家和他们的政党正在寻找新的方法来对抗选民的冷漠。许多人把目光投向了去年秋天在卡尔加里举行的市政运动，这是当地公众利益的标志，至少40年来投票率最高”(库斯伯森2011)。尽管内施自己警告说，阿尔伯塔省的政治文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基于自己的竞选活动在试图克服“痛苦的党派之争和荒谬的讽刺”方面的困难为这一观点辩护
(库斯伯森2011)——记者们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省政治转型的可能性上通过与内施的案例研究进行类比。

在2011年联邦大选的第一周，记者Laura Stone在2011年4月4日通过卡尔加里先驱报的Postmedia新闻通讯社首次发表了一篇报道，描述了内施的年轻因素。她写道:“如果通过社交媒体等手段有效利用，积极参与的年轻选民可以为竞选活动注入活力，帮助候选人获胜。如果成功，正如卡尔加里开拓性的市长竞选所看到的那样……39岁的纳希德·内施当选，可能会重塑加拿大的政治格局”(Stone, 2011d)。2011年
4月4日，全国各地的Postmedia联合报纸，包括《温 哥 华 太 阳 报》、《渥太华公民报》和《里贾纳领袖邮报》(Stone, 2011年b、a、c)，对同一故事和同一引文进行了略微修改。1

随后，联邦自由党在2011年5月2日的选举结果是灾难性的，自由党在下议院被贬低为一个遥远的第三党，这进一步刺激了阿尔伯塔省的自由党以狂热的热情复兴“年轻”和“更新”的主题。ALP在卡尔加里召开特别大会，即将敲定党魁竞选的新规则。在会议召开前的几周，一小群ALP员工和志愿者开始播下“更新”话语的种子，他们承诺在一个近一个世纪以来都不是自由党大本营的省份，为自由党品牌提供民主的灵丹妙药，从而使政治格局更加肥沃。有人认为，一个基础广泛的“注册支持者”外联系统和易于访问的数字投票机制相结合，将确保在全省范围内实现内恩斯特式的支持激增。
ALP内部这群新兴的更新行动者的工作假设是，数字技术可以带来新的支持者(和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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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其简单的分散性，数字技术可以带来新的支持者(最终是选民)。人们相信，自由党的“新一代”将在2012年的省级选举中投票，为这个苦苦挣扎的省级政党带来活力和选举上的成功。这些假设掩盖了与内施交互式Web 2.0风格的竞选活动(下面将讨论)相关的许多细微差别，并忽略了通过数字投票系统影响选民参与的重大障碍。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迈克尔·科米肯，莱斯布里奇的前联邦自由党候选人，和我，卡尔加里东部的前联邦自由党候选人，被

Ambtman招募为2011年ALP领袖竞选的联合主席。科米肯和我都同意在特别大会上担任正式主席。我们的联合任命得到了当时寻求领导职位的两位现任自由党议员的支持，即劳里·布莱克曼(埃德蒙顿中心)和休·麦克唐纳(埃德蒙顿-金条)。2

党派参与向数字机制的转变
《卡尔加里先驱报》(Calgary Herald)专栏作家Don Braid认为，内施灵活地利用廉价的、以年轻人为主导的社交媒体，使他的竞选领先于更知名的竞争对手，包括知名的当地记者巴布·希金斯(Barb Higgins)和与省保守党有联系的知名市议员里克·麦克弗(Ric mcciver)。3Braid写道: 无论10月18日发生什么，内施的竞选活动已经成为如何利用

Facebook、Twitter、播客、You-Tube、博客甚至是iPhone发起政治人气的典范。当然，其他候选人也在网上进行宣传。麦克弗和希金斯都有有效的网站。他们都用Twitter和Facebook(或者有人帮他们用)。然而，内施显然比其他候选人在网上引起了更多的兴趣和热情。上周晚些时候，他在Facebook上有3440个好友，而希金斯有942个，麦克弗有2105个。近2000人在Twitter上关注他，而麦克弗和希金斯都在1100人左右。他的视频在YouTube上的观看量领先约4000次。(Braid, 2010)

虽然Braid认为内施在网上的早期人气并不能保证他在选举中获胜
(Braid引用了一项估计，当时只有1万卡尔加里人使用推特)，但这位记者也认为，如果内施排名第三，他可能会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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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可以将他刚开始的在线竞选转变为成熟的传统地面竞选，建立在政策文件、电话、敲门、草坪标志、公共论坛和传单上——内施的竞选团队似乎已经开始执行这些任务。正如Braid总结的那样:
早在正式竞选开始之前，内施就提出了他的七个“更好的想法”。他的许多政策都附有详细的背景文件。从大量的网络评论来看，结果是，被社交媒体吸引的人们看到了虚拟活动背后的真实活动。随后，网络上的热议吸引了更多的人前来观看。既然正式的竞选活动已经开始，内施已经投入到更传统的政治活动中，尽可能多地参加辩论和公共活动。(Braid, 2010)

在2011年10月选举结束后的后续新闻分析中，Braid对内施早期策略的虚拟和数字美学背后的传统竞选需求的推测得到了进一步的探讨。在对内施竞选策略的回顾中，记者凯利·Cryderman追溯了到2010年9月，廉价的社交媒体渠道(作为内施竞选的原始基础)稳步融入有效且更传统的竞选策略的机制。从而巩固了候选人日益增长的吸引力和最终的胜利(Cryderman, 2010)。竞选活动在早期就有效地整合了政策专家和志愿者，努力设计能够吸引潜在市政选民的广泛基础的想法;然后，竞选团队利用交互式Web 2.0的社交媒体传播这些想法，并从社区成员和潜在选民那里收集批评和积极的回应。然后，竞选团队将这些想法整合到其声明、政策话语和营销材料中。
利用社交媒体作为评论、反馈和政策制定的综合渠道，并通过在数字界面的另一端招募社区成员亲自加入活动，内施的策略在活动的数字话语中活跃的在线参与者中创造了一种归属感。这些“高度投入”的志愿者很快就构成了内施不断壮大的竞选宣传网络的核心。他们将内施的信息通过网络和面对面的方式传播出去，充当人类品牌的载体，在数字讨论室、咖啡见面会和问候会之间无缝穿梭，再回到脸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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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内施的竞选策略依赖于社交媒体作为互动分享和完善候选人政策的渠道，从而创造了对竞选本身的所有权感，并激励人员不断从可能暂时连接的数字社区转移到专门的面对面志愿者，网络工作者和选民。这种战略竞选方法模仿了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竞选活动首先开发的分散竞选结构，该结构催生了通过在线和面对面互动以及共同承诺的无缝网络招募在线选民的概念。重要的是，当内施的对手未能发展自己的支持基础，甚至没有将内施视为一个日益增长的威胁，因此是一个值得攻击或反竞选的目标时，这种网络化战略也得以展开(Cryderman 2010)。
在阿尔伯塔自由党(Alberta Liberal Party)的办公室里，内施的选举成功促使工作人员把重点放在新的竞选策略的青年方面，从而开发了该党的第一个推特账号。2010年10月，ALP宣布www.twitter.

com/albertaliberals——该党称，这是数字化促进“更新”的先兆。通讯人员乔迪·麦克弗森宣称:

随着社交媒体作为激励支持者的工具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阿尔伯塔自由党是时候加入对话了。在最近的市政选举中，推特、脸书和其他社交媒体网站上每周都有关于每位卡尔加里市长候选人成功的最新报道。每周的统计数据显示，纳希德·内施的支持率越来越高，但许多人对社交媒体不以为然，称推特和脸书上的人不会出来投票。随着10月18日内施市长的胜利，这一理论受到了质疑。(麦克弗森，2010)

几周之内，少数ALP青年(大多不到30岁)创建了一系列阿尔伯塔自由党博客和在线评论帖子;他们在脸书和推特页面上贴满了政治标签，意在宣传该党在数字时代的成熟。
然而，麦克弗森提到的文化转型并没有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也就是在该党领导竞选之前，在工党内部出现，也没有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在该省大选之前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没有制定彻底的通信或数字基础设施战略，通过引入与公众的互动参与来创新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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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成员或阿尔伯塔人个人就紧迫的社会、经济或政治问题发表意见。无论是在政党层面还是在选区协会层面，ALP都没有发起任何形式的协调沟通战略，旨在将阿尔伯塔人的观点纳入该党的日常事务中。因此，除了引入推特feed(主要是ALP工作人员和核心小组成员与关注该党话题标签的数字听众之间的单向通信流)之外，ALP忽视了内施受Web 2.0启发的竞选策略中最鼓舞人心的方面，也未能纳入其中——尤其是，招募互动的在线演员作为面对面的志愿者、捐赠者和选民。
因此，到六个月后ALP党魁竞选正式开始之日，内施竞选的细微差别——结合互动式在线渠道，将党外的政策观点纳入党内平台概念，以及将暂时的数字参与转化为实际的面对面参与——仍然难以捉摸。相比之下，ALP在2011年5月在卡尔加里举行的特别大会上提出的“更新”战略，主要侧重于方便投票(解释为政党“成员”或“支持者”身份的免费结构)和分散投票机制(解释为数字和电话投票机制)。虽然具有创新性，但这些“更新”机制并没有为ALP带来网络化的增长战略;然而，它们确实充满了模糊性和操作上的小问题，这导致了一个小反对党在一个由资金充足、组织强大的省级保守党主导的省级政治格局中努力为自己融资的重大增长困难。
在卡尔加里举行的特别大会上，ALP的工作人员确实向党员提出了一项章程修正案，试图将政策反馈机制纳入其中，以鼓励更多的基层参与。被称为决议B的拟议修正案包括一系列步骤，党员可以通过这些步骤制定和提出新的政策想法(涉及经济、卫生、教育、环境等任何主题)，并在ALP年度大会上通过党员投票进行审议和批准。在特别股东大会上，ALP成员投票赞成决议B，该决议随后规定(作为附例)，ALP年会或股东大会对政策事项的投票结果将用于ALP的“政策优先”，以便在会员中获得最多票数的政策将被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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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更高，因此最有可能在未来被纳入竞选/选举纲领(ALP，2011年:第27节)。该章程还指出，在选民中获得三个最高分的政策将被视为
ALP的“优先决议”，政党精英在未来有义务“在其选举纲领中包括最近一次全体会议中三个优先决议中的至少两个”(ALP，2011年:第28节)。总而言之，决议B具身的章程确保了党员制定的政策在年度党代会上通过协议，原则上可以进入政党的选举纲领。

然而，决议B只确立了一年一次的反馈机制，党员和政党参与者可以通过该机制表达政策观点，希望获得足够的选票，成为“最优先事项”。该决议没有注入一个动态的、互动的反馈机制，通过该机制，ALP参与者可以经常参与、重新评估、改革或通过与党内精英的定期互动来改变党的核心政策。此外，虽然在5月的特别股东大会之后，该章程在纸面上存在，但在2012年省级选举之前的任何时候，它都没有在党的普通党员中感受到实际效果。在领导竞选结束后(但在大选之前)在马鹿举行的2011年年度大会上，ALP的工作人员和党团会议没有向议会征求政策建议，党内成员也没有提出新的政策建议。与此同时，该党推特和脸书帖子中具身的“新”通信工具仍然局限于主要由ALP立法工作人员、ALP党办公室工作人员和
ALP(领导)竞选志愿者组成的少数参与者。

吸引和整合新的政治行动者
然而，缺乏互动的Web 2.0沟通和志愿者招募策略并不一定意味着自由党精英们没有试图改变该党的结构。2011年2月斯万辞职后，一群行政人员和党内工作人员组成了一个紧密结合的小组，率先努力重新定义2011年的领导“规则”，以确保与阿尔伯塔人有更多的互动，并启动一个“更新”议程。该党新任执行董事科里·霍根(Corey 

Hogan)、运营官科瑞娜·甘顿(Corina Ganton)、主席埃里克·阿姆特曼
(Erick Ambtman)和通讯副总裁马特·格兰特(Matt Grant)领导着这个团体。这四个人的年龄都在25岁到33岁之间，他们组成了一个精英游击队的核心组织单位(他们要么在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Josipa G. Petrunić  257 



ALP的工资单(或担任执行职务)致力于改变ALP的结构，以吸引更多的选民，更多的捐助者，最终为自由党在阿尔伯塔省取得更大的选举成功。在2011年5月的特别大会之前，一种新的参与等式的文化产物——将数字系统、社交媒体和青年选民等同于政党的复兴——突显出来。在这里，我引用了甘顿当时发表的一小部分帖子，他的热情表明，他似乎毫无疑问地信仰年轻人、社交媒体和数字技术的复兴美德。2011年5月7日，甘顿在YouTube上发布了一个三分钟的视频链接，名为“Gen Why Media Project”，讨论可能激励年轻人参与政治的问题(甘顿, 2011c)。同一天，甘顿又发了一条推特，说自己是参加ALP董事会会议的“年轻人”，会议初步讨论了领导规则——包括候选人的入场费和投票日期。我爱辩论。能和一个年轻人坐在一起真是太好了。这里有很多年轻的面孔”(2011b)。同一天的一条消息表明，委员会已经同意了领导大会的基本规则。甘顿热情地在推特上写道:“最新的@albertaliberals新闻……#ablib #

ableg LEADERSHIP RULES SET!我们开始比赛了!(2011d)。一天后，甘顿转发了另一位推特用户的一条消息:“来吧，年轻的自由党——让我们重新定义、改造和重振我们的联邦政党。”现在是时候了，这取决于我们。#lpc #oyl #ovyl #uoyl #ylc。”5月10日，甘顿在推特上(大概是作为对省级案例研究的类比)，“下一代是自由党的救星”，引用了劳伦斯·马丁在《环球邮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他认为加拿大的政治是一场“一人”秀，联邦自由党的“救星”最终会选择一个“年轻人”(2011e)。
甘顿并不是唯一一个在ALP内部构建文化的人，这种文化旨在通过社交媒体和数字门户网站激发以年轻人为导向的政治参与。在ALP特别大会的前几天，甘顿在推特上写道:“新自由主义每日邮报:启动更新。”这条推文链接到ALP执行董事科里·霍根在霍根的游说网站新自由倡议上发表的一篇博客文章，该网站旨在促进建立一个独立组织，旨在吸引年轻选民成为ALP的下一代政策决策者。新自由主义倡议组织发表博客，支持将“注册支持者”制度和新的电子投票机制纳入ALP的宪法和运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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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霍根是ALP的中立执行董事，但他在自己的网络博客上主张允许“注册支持者”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所有阿尔伯塔居民都可以在选区提名竞选和政党领导竞选中投票。霍根预言，“注册支持者”制度将凭借其能够实现重大的更新目标，而不是将该党限制在以前只允许持牌付费成员投票的做法
吸引不愿入党的新支持者。建立更大的名单，征求捐款、签名
和志愿者的时间。选择那些最能与做出最终决定的选民建立联系的旗手。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表明我们是一个开放的政党。(霍根，2011)

当时，霍根已经起草了各种宪法修正案，他预测，这些修正案将重塑
ALP的执政宪法，以吸引新的、迄今为止没有投票权的阿尔伯塔人加入该党。霍根这样做的明确灵感来自“开放初选”制度的概念，这种制度在美国选定的州被用于总统提名。开放初选制度存在于美国的一些州，允许该州管辖范围内的任何符合条件的选民投票选举共和党或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与美国其他州实行的“封闭式初选”制度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些州，公民必须是某一政党的持证党员，才能在该政党各自的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中投票。这也与加拿大政党中典型的封闭式提名和封闭式投票制度形成鲜明对比，在加拿大政党中，只有持牌
(通常是付费的)成员才能在党内竞选中投票给某一政党的下一任领导人。

为了推动采用“开放式初选”式的领导竞选，霍根发布了一份题为《新自由主义者的变革指南》的文件。该文件宣称有必要以极快的速度推进党内内部结构的重大变革，明确拒绝考虑意想不到的后果
(Ganton, 2011a;霍根，2011)。霍根写道:

现在，在自由主义圈子里有一种思想流派，认为在我们急于对我们的政党进行任何戏剧性的改革之前，有必要对自由主义将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进行长期而认真的思考。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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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涉及到组织政治时 ， 你 不 需 要 在 开 始 改 变 之 前 弄 清 楚需要改变什么。[斜体是霍根的] 

作为补充，安特曼宣布民主党将在即将到来的领导竞选中使用新的数字机制，即电话和互联网投票。他是在特别大会召开三周前宣布这一消息的。在这次会议上，党员们聚集在一起，讨论并投票决定对该党的运作和宪法结构进行重大改革。安特曼宣称，“(数字投票)将允许更多的人参与到竞争中来，”他补充说，领导竞选的规则(及其投票机制)已经得到了ALP董事会的一致批准
(Massinon, 2011)。

安特曼在这里指的是当月举行的董事会会议，理论上包括党主席、副主席、地区主席、选区协会主席和前任党主席。在会议上，董事会成员显然同意使用数字投票机制。然而，在一年后(为本研究的目的)对ALP选区行政人员和立法会议员进行的采访中，受访者表示，在董事会会议时，董事会的一些关键职位要么空缺，要么有两个职位。换句话说，由于职位空缺或一人担任多个职位，因此不太可能在会议上达到法定人数，从而减少了ALP高管通过指令所需的总票数。没有董事会会议记录，但采访数据表明，“注册支持者”和“数字投票”系统都只是初步的想法，在安特曼公开宣布之前，还没有得到董事会成员的正式批准。
此外，由于“商定”的新电子投票机制改变了管理ALP内部投票程序几乎所有组成部分的规则，包括谁可以投票、何时投票、如何登记投票以及通过何种机制投票，安特曼的声明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电子投票影响了该党对其成员的成文承诺，因此需要在党的大会上以多数投票的形式得到成员的支持。相反，拟议的电子投票机制是由ALP的行政人员和工作人员引入的，好像它们是中立的行政工具，不会影响公平、透明的基本原则，也不会影响该党必须履行的其他宪法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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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付费会员基础。霍根、甘顿、安特曼和格兰特组成的紧密团结的更新团队在2011年5月28日至29日在卡尔加里举行的特别大会上，毫不顾忌、毫无保留地提出了“重新想象的政治”这一主题，在这次会议上，数字投票被认为是没有问题的，超出了宪法考虑的范围。也不受会员制投票的约束。

数字化民主推广时代的复兴
2011年5月28日，特别大会的前一天，大约100名自由党成员(当时全省有2200多名自由党成员)来到卡尔加里酒店的会议室，在那里他们面临着一个奇怪的困境，他们的执行董事科里霍根，他的角色是中立地促进会议，他正在分发由他和党主席埃里克·安特曼的新自由主义倡议出版的说客小册子。这些小册子旨在说服参加会议的成员投票支持“注册支持者”制度。标题为YES!，该文件认为，拟议中的宪法修正案将创造一个新类别的临时政党附属机构——“注册支持者”——他们可以注册支持，而不会被长期的政党同一性或会员费所困扰。霍根的文件称，该党将收集这些新支持者的个人信息，以便将来进行沟通。由于每年5美元的会员费负担，成千上万的阿尔伯塔人本来不会加入该党，而无需缴纳会员费，这将使他们能够加入该党。

YES!文件还指出，注册支持者最终将鼓励社区在政策问题上的双向互动，因为新的会员类别将鼓励党员“在社区建立网络”，并“鼓励社区外展”，以党员从未做过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加拿大的政治性质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可以否认这一点，我们可以反对它，或者我们可以成为加拿大第一个接受今天人们对政治参与的不同看法的政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把我们的党定位为加拿大最具包容性的基层政治组织。这样做将带来新一代，并为该党未来几年的发展奠定基础。接受改变。对决议C, 

D, E投赞成票[强调霍根]。(霍根，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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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霍根强烈支持的游说文件在手，而且没有反对决议的文件流传，第二天，会议室里的ALP成员开始投票赞成一系列将“注册支持者”概念制度化的宪法细则，尽管支持者注册的机制——无论是通过纸质签名(个人手动填写登记表，并由个人竞选者或
ALP办公室工作人员将她或他的数据上传到一个通用数据库)，通过在线注册(一个人在网上输入个人联系方式，并在一个方框里打勾，声明遵守政党的原则，或者提供一个数字签名，将注册与他们的人格联系起来)，或者仅仅通过推荐或任意加入(竞选团队可以根据电话簿或该省选民名单上列出的人的姓名和地址提交姓名和地址进行登记，尽管没有与竞选团队进行个人或在线联系，但竞选团队认为谁会支持特定候选人)——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我们假设的是，这些机制——无论它们在未来几个月如何展开——必然会支持该党的发展，以及它与阿尔伯塔省各地社区和选民的双向沟通。

因此，在2011年6月1日，ALP成为加拿大第一个遵循“注册支持者”制度的政治实体:一种随意的政党关系，不依赖于会员费，也不受如何注册支持者的任何规则的约束。然而，由于媒体的积极报道和“更新”代理人先锋团体对“注册支持者”制度修正案的成功推崇，几乎没有人对这些问题提出质疑。

新支持者登记和电子投票管理方面的操作障碍
在操作层面，该党的三人工作人员(包括霍根、甘顿和一名兼职大学实习生)承担了管理、指导和制度化新登记支持者和数字化投票系统的所有方面的任务。到8月中旬，这个系统已经包含了近2万个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几乎是必要的(因为工作人员少，登记的支持者名单需要许多任务)，ALP的选民“政策”与选民隐私和投票诚信有关(包括向姓名变化的人发放双重个人识别码，并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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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的家庭个人识别码，或被错误或不情愿地加入ALP“支持者”名单的人(包括宠物和恶作剧的名字)，以及对数据所有权、数据安全、数据盗窃和数据操纵可能性的网络安全担忧，都是在5月
29日特别大会之后立即特别制定的。对党内文件的事后分析(包括电子邮件、所有候选人会议记录、以及Cormican和我在2011年5月至9月间发布的决定信)表明，与“登记”选民和数字投票机制相关的人员不足和复杂的系统问题，在ALP的一系列重大操作、技术和哲学问题中表现出来。

作为竞选的主席，考米肯和我收到了正式的投诉，其中包括休·麦克唐纳对非阿尔伯塔人、死人和猫出现在“登记支持者”名单上的担忧，以及没有透明的方法来阻止向这些人或实体发放pin码。麦克唐纳竞选团队还抱怨说，那些注册支持他竞选的付费成员没有出现在发给所有竞选团队的数字化投票名单上。拉吉·谢尔曼的竞选团队正式抱怨提前公布“已登记的支持者”姓名，并要求提供书面记录或材料签名记录，将支持者姓名与现有个人联系起来，团队认为这是不必要的要求。比尔·哈维的竞选团队正式抱怨说，没有适当的审查程序来确保“注册支持者”——他们应该至少年满18岁，名字出现在阿尔伯塔省的选民名单上，或者是阿尔伯塔省的居民，并且打算在自由党竞选中投票——符合任何或所有这些要求。劳里·布莱克曼的竞选团队抱怨说，在竞选一开始就有一个商定的惯例，使用纸质系统来注册新的“注册支持者”，但纸质系统被临时抛弃了，没有正当化。这损害了那些花费时间和金钱收集纸质签名以向选民展示纸质踪迹的团队的利益。最后，在2011年9月竞选接近尾声的时候，麦克唐纳竞选团队抱怨说，在竞选的最后几周被退回给发送者的pin码没有得到妥善处理，或者没有已知的协议来安全处理这些pin码。如果泄露给不法分子，这些密码可能会被滥用于双重或三重选民。事实上，2011年整个夏天，每周通过电话召开的所有候选人会议的记录(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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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mican和我(共同或单独主持)表明，所有五个竞选团队都在某种程度上抱怨了一个或多个与“注册支持者”缺乏材料(相对于数字)可追溯性有关的问题，以及与在线注册、在线PIN使用、以及在线投票制表和审计。
作为“注册支持者”和电子投票系统的执行董事和事实上的管理者，霍根对这些担忧的回应包括:关于滥用PIN码，霍根认为打开别人的邮件是非法的，所以家庭成员应该避免打开或使用孩子、老人或伴侣的PIN进行两次(或三次)投票。虽然在理想的情况下，现有的数字选民的书面记录是理想的，但ALP不能保证这样的书面记录，也不会强制要求对数字选民有实质性的书面记录，因为它没有资源这样做;退回给发件人的PIN码将由办公室工作人员(霍根、甘顿和大学实习生，尽管霍根没有解释如何处理)处理;第三方提供商可以安全地保存和存储数字投票(尽管霍根多次要求提供ALP与第三方提供商的合同细节，但没有得到答复)。
在最后的领导人投票日期(9月8日)之前的两周，Cormican和我要求对“已登记的支持者”进行正式的统计审计，以确保出现在

(当时)25000多名姓名和地址上的名字中，有相当大比例的人确实是，属于18岁或以上的阿尔伯塔省居民(或付费的ALP成员，最小的可能只有14岁)，并且每个这样的居民都获得了一个PIN码，而且只有一个PIN码(由于名称变化而提前停用的任何额外PIN码)。霍根回应说，ALP没有预算(也没有预算)在投票前对潜在选民的登记支持者名单进行任何形式的统计审查或外部审计，该党主要依靠阿尔伯塔人的“荣誉制度”。希望他们不要通过双重或三重投票来滥用PIN码。

数字推广和选民参与的哲学局限性
鉴于这些情况，本章的其余部分将分析在ALP实验中出现的争论和争论的投票原则。在这一讨论中，出现了两个加拿大投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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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详细考虑的是:一人一票原则的完整性和选民的平等;以及投票过程的完整性(和匿名性)。
一人一票原则的完整性与选民的平等性在9月6日至9月10日期间，超过8000个个人识别号码(PIN码)被用于通过电话或在线登录ALP的投票系统，并使用一个专门的网站。这些选民的投票表和偏好(包括他们通过电话键盘输入或按偏好顺序在线编号选择的优先候选人名单)由第三方私人提供商收集、存储和托管。理论上，每个PIN都与一个人相关联，从而确保了ALP一人一票政策的保护。

电话和网上投票机制旨在方便那些不能或不愿前往实体投票站的成员和支持者投票，在那里，他们将获得一张铅笔和纸选票，在私人屏幕后投票。支持ALP电子投票机制的一个关键假设是，这些数字技术的用户在投票体验或投票实践方面与通过纸质选票进行的实物投票相比不会有任何显着差异。然而，这一假设应该接受批判性的调查，因为数字投票带来了一个不同的空间，该空间内不同的一组关系，不同的权力动态，以及基于其发生的背景的不同结果，与由中立投票职员监控的私人屏幕后面的纸质选票投票相比。
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国内的数字投票空间。在线和电话投票在特定参数定义的背景下进行。在一个平等主义的家庭中，假设每个家庭成员都持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每个家庭成员(有电话或互联网连接的家庭)都可以投自己的票，这样的假设可能在现实中体现出来。但是，阿尔伯塔省的许多家庭不能被描述为平等主义。所有艾伯塔省的家庭，或者至少所有参加ALP投票的家庭，都表现出潜在选民在政治观点和个人投票权上不受阻碍的平等，这种假设是站不住脚的。使用互联网或电话，或使用这些服务时的个人隐私，可能无法得到保证。不能保证使用自己的PIN。在键入投票偏好时，自己做出决定的能力可能无法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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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当分析私人家庭内部的权力动态时，通过电话或互联网进行的数字投票与私人投票站和纸质选票的虚拟等同的信仰很快就会崩溃。家庭内部的权力动态决定并塑造了去中心化的电子投票过程。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从一人一票原则和选民之间基本平等的假设来看，电子投票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即没有任何一票比其他选民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更大的“声音”或更多的选票。
考虑到家庭权力动态(配偶之间、父母与年轻人之间、成年人与长辈之间、健全者与残疾人之间、或认知能力者与认知残疾者之间，等等)的不平衡且往往不平等的本质，我们必须要问，国内数字投票场景中的一人一票原则能否得到保证——在这方面，它与私人投票亭是否平等?这里的问题主要是权力问题——在家庭内部、在工作场所内部、在家庭环境中的人与人之间，以及在任何分散地点的行动者(即选民)之间，在这些地方，私人的、不受阻碍的互联网或电话接入投票过程是先决条件。
其次，让我们考虑在平等或不平等的情况下投票的心理方面。让我们假设一个给定家庭中的每个人都收到一个PIN码，他们可以用它来登录在线投票或呼叫电话投票。就地使用数字选票(在一个人的家中，PIN通过邮寄到达)的先决条件是，家庭中的所有人都受到尊重，享有个人自由和思想自由，以及行使其投票权的平等能力。在起作用的首要假设是，一个家庭的成员，无论性别、经济地位、身体状况、认知状况或其他形式的地位如何，他们的投票行为同样不受家庭中其他选民或非选民(或去中心化的投票地点)的阻碍。一个基本的女权主义分析在这些假设周围竖起了警告信号。一人一票原则的完整性在父权制或母系家庭中完全被破坏——一个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霸道或压迫的关系，在没有保护屏的情况下，当被要求投票时，PIN的接收者却没有必要的心理或身体能力。
PIN不仅可能被另一个已经投票的人、没有资格投票的人、或者根本不希望被支配的人投票的人征用和使用，而且可能被一些成员的心理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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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庭对其他人(包括在精神疾病、衰老、认知障碍或青少年天真的情况下)的支配，允许家庭中强大的当局控制投票结果。当置于家庭环境的背景下时，电子投票可能无法提供针对心理支配和投票控制可能性的保护措施。
也许有人会说，选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完全平等(霸道的人可能不允许被征服的家庭成员亲自访问投票地点)，但现场投票确实避免了国内去中心化电子投票系统的问题，在这种系统中，霸道的权威人物可以控制投票的最终行为。那些生活在被征服关系中的选民，如果他们确实设法亲自前往投票地点，最终会受益于投票屏幕这一最后手段，他们可以在投票屏幕后面私下标记选票，而不受专横代理人的直接影响。
总而言之，家庭内部和其他分散的投票地点(如工作场所)的权力动态决定了投票结果。就数字投票消除了女人、男人、残疾人、老人或青年可以表达个人政治观点的私人屏幕而言，它无法确保“一人一票”，可能会加剧选民之间的不平等。电子投票将投票行为从纸张、铅笔和个性化屏幕确保平等主义保护的受监控网站，转移到一个不受监管、不受监控、潜在不平衡的网站，容易受到操纵和霸道的权力动态的影响。

投票过程的完整性和匿名性想象一下，在2011年英国工党(ALP)领导人竞选中，数字投票将会发生什么。一个人(比方说一个ALP成员，或者一个新“注册的支持者”)会在邮件中收到一个PIN，信封上写着他或她的地址。信封里应该有一封来自ALP的信，信中说，选民可以使用随机分配的PIN登录在线投票或电话系统，进行优先投票。
在网上投票的情况下，这个人将把在线投票网站的URL输入网络浏览器的地址栏。她应该使用她的PIN登录投票。她会看到一张选票出现在屏幕上，选票上五位领导人候选人的名字按照从上到下的随机顺序出现(每个选民收到的都是被声称是随机分配的候选人名单，这样就不会有一个候选人的名字一直出现在名单的顶部)。投票人就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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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鼠标在候选人的名字上滚动，并优先对候选人进行从1到5的评分(或1到5之间的任何数字，因为选民不需要使用所有五张优先票)。类似的音频过程会通过电话进行，但不是使用鼠标在名字上滚动并键入1到5的数字，选民会使用她的键盘为列出的特定候选人选择1到5。然后，选民就会确认她的选择，她的选票就会被登记为已投。
但是，在ALP的情况下，当成员单击“确认”或按*键确认电话选择后会发生什么?该成员的PIN将以数字方式附在她的投票偏好上——她对候选人的排名从1到5。这些数字信息将自动输入一个数据库，该数据库还记录了所有其他提交的优先选票，每次提交都附加到一个特定的PIN码，可能(或潜在)附加到一个计算机IP地址。电话数据将被记录在与成员的PIN和(可能的)电话号码类似的数字数据库中。
这里出现了许多问题。从理论上讲，pin可以与姓名以及IP地址或电话号码相关联，因此会员的姓名可以间接地与她的投票偏好相关联。为了表彰电子投票系统的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现代投票机制和匿名工具在实践中确实允许pin和选民身份之间的分离，以确保过程中的匿名性。然而，数字投票的匿名性(无论是在线投票还是电话投票)原则上总是依赖于作为服务提供给客户端的那些分离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是ALP。因此，投票匿名的哲学保证依赖于操作保证，即投票收集者、投票存储代理和投票计数器拥有可用的解关联(或打乱)工具，这些工具有效地发挥作用，服务提供商和客户(ALP)之间的合同包括购买这些服务，第三方提供商提供条款，确保在所有情况下使用这些解除关联工具，并提供透明的程序审计机制。
就ALP而言，这些业务保证无处可寻。如果它们确实以合同或内部形式存在，自由党党团不知情，它的执行委员会不知情，它的选区主席不知情，它的领导候选人(及其竞选团队)不知情，领导联合主席(如科米肯和我)不知情。事实上，要求获得与第三方提供商的服务提供合同副本的请求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因为从未与第三方共享过任何合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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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根、甘顿的ALP员工之外的任何人，以及(可能的)兼职实习生。此外，2012年大选后聘请的取代霍根和甘顿的工作人员，以及新当选的党主席托德·范·弗利特(Todd van Vliet)，也无法根据这项研究的要求找到合同文件。总而言之，虽然电子投票系统的第三方提供商可能拥有上述技术能力，但ALP案例研究表明，没有证据表明该技术能力在原则上或详细地在该特定投票场景中得到了商定、支付或使用。这导致了关于技术能力的假设是否总是转化为实践的问题。
这方面的最后一个问题涉及电子投票系统产生的数据集的所有权。纸质选票可以在盒子里保存数年，它们的寿命取决于它们的重要性。物质纸质选票的处理有效地破坏了对投票结果的记忆。相比之下，在数字化投票中，投票表(收集和制表)以数字形式存在;销毁一份数据库副本几乎不意味着数据的销毁。投票数据库可以很容易地复制和共享——相对容易地复制。选民及其投票偏好的长期匿名性的哲学保证取决于数字投票集的操作所有权以及投票数据集所有副本的有效和操作销毁。
就ALP而言，由于缺乏透明的服务合同，不可能知道这种保证是否到位。在2012年6月至2013年8月期间参与这项研究的ALP员工和高管报告称，他们无法找到任何信息、合同或书面记录，详细说明谁(或哪个实体)最终拥有ALP领导层投票数据、这些数据是如何管理的、如何共享的，以及这些数据是如何(如果是)销毁的。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与ALP签订合同的服务提供商是否创建了一个记录pin、IP地址、电话号码和投票结果的数据库，或者是否使用可接受的技术将投票聚合为不可分辨的组，从而对匿名数据进行了加密和呈现。第三方提供商以外的任何人(任何一方的高管或工作人员)是否查看过最终的计票结果和投票偏好数据库，也不得而知。最后，该数据库是否仍然存在，或者是否已被销毁，也不得而知。用一位长期自由党人的话来说，“我假设外面有人知道我是怎么投票的，而且有人有一个数据库，告诉他们每个人是怎么投票的。”这是否属实，在目前的案例研究中根本无法确定，但它确实提出了关于数字化所需的细节程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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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系统，以确保未来在此类电子投票系统中投票的长期和永久匿名。总而言之，ALP的操作故障导致了对电子投票过程哲学完整性的严重质疑，它突出了一个实体被确保自由、公平、透明的电子投票过程所需的财政和人力资源所压倒，可能会错过或忽视严重的条款。

基于联邦投票文化的比较
为了突出ALP电子投票案例研究中明显的操作差距的哲学影响，将该案例与加拿大选举在其1998年报告《技术与投票过程》中提出 的 一 些 更 突 出 的 问 题 进 行 比 较 是 有 用 的 。该报告探讨了数字投票过程和世纪之交潜在电子投票结构中体现的现实。在本节中，我们将回顾加拿大选举局(Elections Canada)在加拿大政治背景下所描述的关于被视为“民主”的正式联邦投票程序的三个最相关的投票实践标准。我们的目标是强调加拿大投票文化的关键特征，以了解一个典型的阿尔伯塔选民会习惯做什么，以及一个典型的阿尔伯塔人会有什么合理的期望，在根据他们在加拿大(联邦)选举中的投票经验进行政治投票时(无论是在大选还是党派选举中)。

根据加拿大选举局的说法，数字投票机制存在很大问题;由于缺乏网络安全机制来确保选举中投票的私密性、匿名性和可销毁性，它们很容易受到欺诈性操纵(加拿大选举，1998)。加拿大选举委员会对数字投票的审查强调了七个值得关注的领域:登记确认;选票;投出决定;选民验票和匿名;提交选票;选票统计;保留和存储。下面，我们将探讨ALP案例研究，以分析登记确认、投票和投票决定的具体原则。

选民登记确认加拿大选举报告说，“有效识别合格选民的问题(例如，PIN号码、指纹、声纹、视网膜扫描)”是电子投票技术的一个重大障碍(加拿大选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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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LP的案例研究中，该党依靠两个数据库进行选民身份识别:

ALP成员名单和2008年阿尔伯塔选民名单。在第一个例子中，阿尔伯塔自由党的成员包括任何14岁及以上的人，并支付5美元的费用成为该党成员。“会员”不必是加拿大公民，但必须是阿尔伯塔省的居民。“支持者”包括在2008年阿尔伯塔选民名单上作为合格选民出现的任何人。这意味着支持者必须年满18岁，拥有加拿大公民身份，并居住在阿尔伯塔省。如果一个“支持者”声称有资格投票，但她或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选民名单上，ALP的审查系统应该确定该人是否a)加拿大公民b)居住在阿尔伯塔省c)年满18岁。但是，根据由我和科米肯主持的所有候选人会议的记录，在ALP工作人员和领导小组志愿者出席的情况下，ALP显然缺乏足够的人力和财政资源来手动检查个人的姓名和资格。工党无法给出现在潜在选民名单上的数百(然后是数千)户家庭打电话，这些家庭被领导团队指定为潜在问题。
到2011年8月，随着“支持者”名单增长到超过1.5万人，ALP工作人员和领导竞选团队进一步透露，这些名字中的大多数已被添加到“注册支持者”名单中，没有任何书面记录或个人数字记录;也就是说，所谓的“支持者”已经完成了一张“注册支持者”卡，既没有手工填写，也没有数字填写。霍根指出，机构没有能力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也没有能力检查这些个人是否表示有意被列入

ALP的潜在选民名单(从而邮寄个人密码进行投票)，因此，对任何一种“注册支持者”的补贴成为ALP工作人员制定的一项临时政策。
由于缺乏将“注册支持者”与实际人士联系起来的文件或个人数字记录，霍根向科米肯和我介绍了ALP正在制定的选民身份识别协议:出现在选民名单上的“登记支持者”(即那些名字和地址已被某个竞选团队作为“登记支持者”提交给政党办公室的人)首先要与阿尔伯塔省2008年的选民名单进行交叉核对。根据霍根和我的一次电话交谈的记录(后来报告给了科米肯)，ALP提议的“交叉核对”和“清除”过程涉及使用至少两个数据点来根据2008年选民名单核实一个人的名字。要么是姓名加地址，要么是姓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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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号码或地址和电话号码必须同时出现在“已登记的支持者”名单上，以确认支持者的同一性。如果竞选团队提交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通过了第一次检查，ALP就会自动给这个人的姓名和地址颁发一个密码，而不管2008年的名单是否与现在的地址或居住地点相符。
另外，如果某个人的名字没有出现在2008年选民名单上，除非个别竞选团队提出额外的理由，否则该名字将被标记，但不会从

ALP选民名单上删除。例如，有时会因为姓名拼写错误、地址不正确或不完整、电话号码不正确或不完整而标记姓名。有问题的是，
ALP没有财政或人力资源来实际跟进已标记的案件。相反，领导团队应该调查那些被标记的名字(到8月中旬，这些名字已经有数百个了)。除非竞选团队提出证据证明这些名字或地址与真人不符，否则ALP会继续给收到的名字和地址发放pin码。到9月的第一周，阿尔伯塔省的家庭最终获得了28,000多个pin码。作为这种低维护系统的正当化，政党工作人员假定，寄给原居民搬迁的家庭或错误地址的pin码只会“退还给寄件人”，而不会被其他可能不合格的选民打开和使用。

在五个竞选团队中，只有休·麦克唐纳的团队开设了一个功能齐全的竞选办公室，拥有多名全职志愿者。毫不奇怪，麦克唐纳的团队提出了最多关于选民身份的投诉，以及ALP支持者和成员的选民名单上可能不存在选民。在公众的强烈抗议中，麦克唐纳向新闻媒体报道说:“我真的不认为任何竞选活动都应该使用ssamance来获得他们的选票。”“ssamuance”一词暗指麦克唐纳的信仰，即在2011年8月19日以最终形式呈现的已登记的支持者名单，即增加支持者的截止日期，包含了死者、非阿尔伯塔省居民、非公民，甚至还有捏造的名字。
麦克唐纳的理由是，因为ALP办公室没有办法通过电话交谈手动核实名单上的名字，而且竞选团队也缺乏这样做的资源，电子投票选民名单从根本上来说是容易被滥用和伪造的。正如一位记者所说，“[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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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支持者)的确切人数……在名单上的重复和gag-name被清除之后”(Gerson, 2011)。但是，由于这种“筛选”过程相当初级，ALP的电子投票实验展开时，并没有明确或系统的后续确认或拒绝合格选民的协议。(关于最终发送了多少pin码没有最终统计，也没有最终统计由于地址不完整或不正确而返回给发送方的pin码有多少)。正如一位参加所有候选人竞选团队会议的参与者所说，“这个系统意味着我可以直接从电话簿上撕下一堆页面，然后作为支持者提交给他们。”尽管霍根告诉科米肯和我，ALP办公室根本缺乏人手，也缺乏对名字进行系统调查的资源，但他还是告诉《埃 德 蒙 顿 日报》:“没有证明自己身份的人，无论是在选举名单上的地址，还是出示身份证，都不会被发送投票信息”(Gerson，2011)。
根据加拿大选举局的说法，选民身份证明是自由公正选举的关键因素之一。无法识别“数字选民”(不亲自投票的人)构成了数字投票公平性的主要障碍和预防性障碍(加拿大选举，1998年)。一种解决方案可能是引入额外的技术，如“电子签名、声纹、指纹、视网膜扫描和智能卡”，所有这些技术都是昂贵的。加拿大选举局进一步指出，鉴于需要收集大量的个人甚至生物数据，提出的每一项高科技解决方案都对选民的隐私提出了质疑。加拿大选举报告的结论是，尽管技术创新可能会降低未来数字投票机制和身份识别程序的成本，“与隐私有关的问题更具挑战性，需要不断评估加拿大人是否愿意使用这种个人识别装置”(加拿大选举，1998年)。
加拿大选举局的评估并不完全否定数字投票的可能性。批评者可以正确地指出，在今天加拿大的联邦和省级选举中，选民身份既不能保证也不能绝对。没有身份证明的人仍然可以在副选举官和投票职员面前宣誓，在这种(联邦)情况下，他们通常会得到一张选票;毕竟，没有固定住址的人(无家可归者)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选票进行投票。此外，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司法管辖区，把身份证忘在家里的选民，可以通过让邻居为选民的居住地和身份做担保来获得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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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地点。因此，加拿大的大多数投票机制都是开放式的，以确保尽可能高的选民投票率，并确保无家可归者和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不会因为系统障碍而无法投票。然而，至少从ALP案例研究的结果来看，数字投票似乎确实带来了更多潜在的滥用网站。由于缺乏严格、系统的选民身份识别程序，未来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党派和大选层面对这一问题给予更多关注。

投票和投票决定加拿大各地普遍的“现行投票程序”是选民“在没有协助的情况下亲自到投票站投票”(加拿大选举，1998年)。“没有帮助”这个词是至关重要的。在加拿大联邦和省级选举中，残疾人和需要帮助阅读或理解选票上材料的人可以使用“助手”:在宣誓遵守该人的意愿，帮助他们投票或代表他们投票后，在私人屏幕后帮助该人投票的家庭成员或朋友。这些案例通常只占投票总数的一小部分。数字投票就不是这样了。
因为目前没有数据可以证明有多少ALP选民，例如，被要求要求朋友，伴侣，孩子，邻居或ALP成员“帮助”或“协助”在线或电话投票，我在这里依赖定性，在我自己的选民网络中的生活经历，作为更详细地叙述和描述问题的一种手段。
在我的家里，有两个人——我和母亲——获得了ALP pin码，使我们能够投票。虽然我母亲确实使用互联网，而且她确实具备一定的计算机技能(她可以打开Word文档，用英文写一封基本的信，保存为PDF格式，然后打印出来;她可以打开Skype和她海外的孩子聊天;她可以登录Facebook，给家人上传的照片留言;她可以在线查看各种奖励计划和奖励账户中的积分等)，但在浏览新的、令人困惑的或不熟悉的网站时，她仍然面临着技术上的挑战。我的工作假设是，像我母亲这样的人，即使在阿尔伯塔这个高度互联的环境中，也不是例外。有像她这样的阿尔伯塔人，她那一代(母语是英语的人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的人)，对他们来说，互联网只是偶尔的玩具，而不是日常工作或休闲的工具。因此，浏览新网站有时需要引入新技能，当网站存在是为了执行特殊或不定期的任务，如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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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LP网络投票的情况下，该网站在设计和目的上都不熟悉。在我母亲(和我自己)看来，候选人名字在投票屏幕上的位置似乎奇怪地偏离了中心，文字太小，不戴老花镜(或困难)就看不清，最终确定或确认选票的过程也不能立即清楚。简而言之，我必须坐在她身边，引导她进入合适的URL，指示和解释网站上出现的内容，帮助她将鼠标移动到奇怪位置的复选框上，并阅读解释选民需要做什么才能进入优先候选人选择的文本。最后，我还得指导她点击“提交”并关闭浏览器。
ALP的电子投票机制假定整个过程对所有成员和支持者来说都是无缝的、没有问题的。但对于没有完全融入当代数字文化的人来说，有效或成功的数字投票需要“协助”。以我母亲为例，因为需要我的“协助”，所以我知道她是如何投票的。如果我是有害的，我可以在投票的时候左右她的投票，或者我可以直接投票给她，因为我可以接触到她的选票，她也信任我的数字技能。我不需要在投票主任或党内成员甚至我的另一个家庭成员面前宣誓，宣布和确认我不会在帮助我母亲投票的过程中操纵她的选票，所以如果我想操纵我母亲，就不会有社会的谴责或压力。对于有听力障碍的人或不讲英语的人来说，在ALP案例研究中使用的电话投票也会造成类似的障碍，需要类似的协助模式。电话系统是由英语的数字化声音操作的，与纸质选票相比，这些因素可能会使音频选票难以理解。总而言之，当投票机制是数字化的，因此不熟悉时，“没有帮助”投票以确保个人投票的隐私是困难的，而且往往是不确定的。
ALP案例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困难，使得我们有理由对网络或电话投票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并非每个公民或选民都是数字文化中同样熟练的参与者。

结论
ALP的“注册支持者”制度旨在通过允许所有阿尔伯塔人(18岁及以上)在该党领导人竞选中投票来壮大该党。从理论上讲，这一举措将自由党潜在选民的网络扩大到超过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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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伯塔2008年选民名单中引用的200万合格选民。此外，该党的数字投票机制应该允许一个相对低成本的投票系统，该系统易于访问，本质上是分散的，并向所有潜在的阿尔伯塔人开放(通过互联网或电话连接)。在为期四个月的领导竞选活动结束时，约有28,000名“支持者”和成员报名投票，其中不到三分之一(共8,640名选民)实际投票
(Bennett, 2011;Kleiss, 2011a)。这次竞选确实导致ALP领导人竞选的选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不那么乐观的是，该党在这场竞选中付出的代价，比该党历史上任何一次领袖竞选都要多(无论是相对还是绝对)。与假定的3万美元价格相距甚远的是，2011年ALP领导层注册支持者和电子投票系统的成本超过了10万美元。

然而，也许更重要的是，在2011年9月10日(领导选举日)到2012年4月23日(阿尔伯塔省大选)之间的七个月里，该党的支持率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事实上，它的支持率下降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当当时的总理艾莉森·雷德福(Alison Redford)撤销令状时，该党很难用宣布参选的自由党候选人填补许多选区。ALP争先恐后地招募和安置受薪的ALP或立法工作人员来填补空缺的选区席位，包括甘顿(ALP的运营官员)作为费尔米伦-劳埃德明斯特的候选人，乔纳森·赫卡贝(ALP在立法议会的参谋长)作为埃德蒙顿-曼宁的候选人，和艾米·麦克贝恩(ALP的媒体联络官)作为麦克默里堡-伍德布法罗的候选人。最后，ALP领袖拉杰·谢尔曼(Raj Sherman)在2012年4月7日才宣布了完整的候选人名单——在为期四周的竞选活动进行了近两周之后(Wingrove, 2012)。
总而言之，ALP的“注册支持者”和数字投票实验表明，未能产生互动的社区支持。预言中的新一代阿尔伯塔选民将拥有坚定的自由党同一性，但这并没有成为现实。相反，2012年4月的选举日给该党带来了破坏性的结果，使其当选的人力减少了一半。ALP从

2008年的9个席位下降到2012年的5个席位，延续了2004年以来的消极趋势，当时它在议会中拥有16个席位，而不是通过选民的“更新”来扭转这一趋势。ALP失去了作为官方反对党的地位和资金，在全省范围内，它的民众支持率大幅下降，从2008年的26%下降到2012年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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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2011年9月的党魁竞选中投票的支持者和党员人数已经超过了8000人，但到2012年4月，ALP自己的党员基础已经下降到不到3000人，与进步保守党的4万多名付费党员相比，它仍然相形见绌。斯旺、安特曼和霍根曾声称，阿尔伯塔自由党的“新一代”选民将被其创新的投票制度所吸引，但这并没有成为现实。相比之下，该党宪法中以一人一票原则和保证投票匿名的民主原则被深刻削弱。
数字投票远非灵丹妙药，与依赖数字登记系统进行外联的基础广泛的投票系统相结合，需要更严格的审查、规划、财政投资、以及中立的监督，以确保ALP案例研究中出现的差距和障碍不会无意中取消或阻止选民长期参与加拿大选举(党派或公众)。

注意事项
1请注意，上面提供的对新闻来源和媒体修辞的回顾并不全面。进一步回顾与新民主党在联邦选举中“青年”驱动的激增相关的新闻话语也是相关的，因为这些文化建构进一步支持了ALP内部以青年为导向、以数字技术为动力、以社交媒体为驱动的“更新”议程。 

2 .为了充分披露，我还要补充一点，2011年12月，在ALP领袖竞选结束四个月后，议员Raj Sherman被成员和支持者选举为ALP领袖，我在埃德蒙顿-金条赢得了ALP候选人的提名。在2012年4月23日的该省大选中，我输给了进步保守党候选人大卫·多沃德。 

2011年，麦克艾弗寻求并赢得了卡尔加里-海斯进步保守党候选人的提名，并于2012年当选为阿尔伯塔省议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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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浏览媒体城
数字媒体和新兴的民主参与实践

Maria Bakardjieva

互联网与民主的关系催生了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从互联网诞生之初一直延伸到现在。为这些文献注入活力的讨论，大多围绕着评估互联网对民主的“影响”展开。这种影响被描述为积极的(通过获取信息和辩论以及低成本参与来增强和激活民主)或消极的(懒人行动主义、点击行动主义、回声室、不文明)。关于特定的公民和政治组织如何利用基于互联网的媒体来推进其目标和参与民主进程的更具体的问题也被提出和回答。本章对文献中最近的一个趋势有所贡献:它试图让讨论超越“影响”思维的束缚，并在特定情况下审视互联网(以及由其催生的众多新传播媒体)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到互联网形成的复杂社会和政治环境。关于互联网和新媒体在当代民主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变成了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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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更复杂和偶然的相互作用，在这些相互作用中，与互联网相关的技术和通信格式只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这一因素在特定的民主发展中有多重要?追求民主利益和权利的社会行动者使用它的持久后果(如果有的话)是什么?

在这里，我将介绍，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新发明一个锚定概念，旨在捕捉公民、政治和媒体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依赖的网络——媒体城的网络(Silverstone, 2007)。媒体城不仅由媒体技术、组织和内容构成。它还包括政治机构和公民组织，更重要的是，包括过着日常生活的个人和群体。媒体城确实是所有这些构成实体和生活形式的轨迹交汇和啮合的纽带(尽管并不总是数字化的)。
最初引入的媒体城是社会和政治生活与传播网络和媒体话语交织在一起的恰当隐喻。与此同时，它也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挑战:必须从分析上解开这些交叉点和相互依赖性，以便用更具体的理论和实践术语来理解它们。这就是本章的课题。互联网和数字媒体对民主是否有正面或负面影响的问题，不是它所关心的;相反，重点是辨别这些媒体如何牵连到民主进程中的特定模式。它将试图阐明媒体城的内部构成和运作方式，希望将血肉和细微差别置于时代来了又去的笼统概括的位置
多年来，我一直着迷于观察不同地理位置将数字媒体纳入公民倡议和干预的情况。我的项目“欧洲公共领域的新媒体与公民之声:保加利亚的案例”，聚焦于我的祖国保加利亚的各种公民动员实例。保加利亚是一个前共产主义国家，也是民主和互联网的新手。该项目由一系列定性案例研究组成，这些研究依赖于从在线出版物和讨论中收集的数据、对主要参与者的个人访谈、新闻媒体文本和节目，以及与所考虑的事件相关的官方文件。以下分析以该数据集为依据。我将只简要地介绍个别案例，省略细节，并旨在分离出共同的线索，以及每个案例教给学生的新媒体与民主参与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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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有媒体城?

对于发现互联网对民主的影响的探索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转变，但其早期和最流行的比喻之一是询问互联网是否有潜力重建理想的典型“公共领域”，根据哈贝马斯(1989)，在市场和国家的双重压力下，这种领域已经失去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一直是有关传播形式(无论是否经过中介)与民主之间关系的辩论中的试金石。学者们在试图确定计算机网络所产生的新出现的交流形式的价值和前景时，从他们的工具箱中选择这个概念是很自然的。从早期的计算机会议系统到新闻组、在线论坛、Facebook和Twitter，在这些平台上发展的交流实践是否正在增强和激活公共领域的问题一直占据着民主研究人员的注意力。
尽管乐观情绪高涨，但在观察和评估实际在线互动的审议质量时，将哈贝马斯式公共领域作为基准的做法产生了令人失望的结果。早在早期的计算机会议系统和邮件列表中，研究人员就发现了一些参与者对其他人的统治，同时也发现了新的不平等来源，最令人沮丧的是，群体极化而不是共识的建立(Kiesler和Sproull, 1992;鲱鱼，2003)。随着互联网讨论空间变得越来越广泛，参与其中的人的数量和多样性不断增加，诸如燃烧、不文明和镇压对手等行为像野火一样蔓延。在这些网络论坛中，越来越难以找到那种以共识为导向的理性批判辩论，这种辩论定义了早期资产阶级Offentlichkeit (Janssen 

and Kies, 2005)。网络讨论空间中纷乱的多声性违背了人们的期望，即以更大利益的名义进行的冷静、自律和无私的交流有机会蓬勃发展。在最好的情况下，互联网上现有的公共领域式空间，在真正的公共意识的精神下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在其意识形态构成上是同质的，并且在相互冲突的信念和利益的断层线上支离破碎(达尔伯格，2001年)。而这一切甚至在市场抬头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一旦媒体公司将其业务转移到数字网络上，在线空间迅速开始转变为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和娱乐商场(达尔伯格，2005;Feenberg and Bakardjieva, 

2006)。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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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企业大众媒体和哈贝马斯理论中失败的公共领域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大众消费和轻松消遣的熟悉牧场上，这一次是通过数字修复。这并不是说，公共领域中民主审议的可敬传统没有收获任何东西，或者被削弱了。相反，数字论坛的动态以微小但重要的方式为公共领域理论带来了新的和更广泛的关注，并帮助阐明了它的一些缺陷。这些论坛让许多人有机会进入类似公共领域的情况，并通过反复试验来弄清楚在这些空间里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它们的好处是什么，它们的局限性是什么。与他人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是可能的，而且确实是可行的，即使这些讨论没有产生辉煌的结果，这种观念也逐渐获得了牵引力，并成为有线和后来无线连接的民众的常识元素(Bakardjieva, 2008;卡波西，2006;Papacharissi, 

2004)。
对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的民主支持的更实际导向的研究路线出现在组织传播的研究中，该研究试图记录并建立数字传播媒体与公民组织和运动的相关性(Bimber et al.， 2005;Bennett, 2003;Bennett and 

Segerberg, 2011;Della Porta, 2011)。鉴于这些组织被视为民间社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和行动者，确定它们的任务是否以及如何得到数字通信网络的支持和扩展是非常重要的。这一领域的研究结果描绘了一幅更为乐观的图景，即志愿组织已被证明利用数字媒体构建了坚实有效的沟通基础设施，以支持其内部互动，包括成员之间的横向互动和从领导到成员的纵向互动。组织也已被证明可以利用数字媒体在全球范围内与合作伙伴和支持者建立联系，并建立团结和跨国界采取行动。它们自身的结构变得扁平化，更具包容性;他们在大大小小的倡议过程中，成功地利用数字媒体作为动员和后勤的工具。
然而，在这个框架中，数字媒体对-à-vis公民社会的作用的一个关键方面仍未得到探讨，该框架将公民参与等同于正式组织和明确的行动主义。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即对公民问题和倡议的关注和参与是否获得了一种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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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会超越那些拥有正式组织成员资格和自称为活动家的极少数人，变得更广泛、更具包容性。其余那些可能被上面提到的商业牧场所吸引，或者只是陷入养家糊口、抚养孩子、偿还抵押贷款等日常事务的公民呢?数字化的传播环境是否让加入公民社会的组织更具吸引力?世界范围内不断减少的非政府组织成员数量似乎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然而，大规模的全球倡议以及越来越频繁发生的公民行动，抗议，要求或绘制国家和跨国层面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已经在世界各地爆发(CIVICUS, 2013)。撇开技术决定论和网络愤怒不提，在导致这些举措的复杂因素中，分析人士明显地、不可缺少地发现了数字媒体或大或小的痕迹。
那么，加入这些倡议的公民是谁呢?如果不是来自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实体，他们又来自哪里?我们对它们与公共领域和政治世界的关系了解多少?关于这个问题，Papacharissi(2010)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假设。她认为，在数字时代，公民身份变得个性化和私有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轨迹变成了私人领域，从那里网络化的个人表达他们的个人观点，并有选择地与网络上的其他人形成薄而不稳定的联盟，以追求私人有意义的目标。她指出，面向公众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在“数字装备的私人领域”中实现，在这个领域中，个人有机会实践他或她新的“具有更多自主性、灵活性和表达潜力的公民习惯”(21)。Papacharissi认为，在私人领域，个人更能控制自己的公民命运、公民自主性和个人同一性。正因为如此，当代公民身份才会在私人领域退缩和强化。只有考虑到数字媒体，这种私有化和孤立的公民身份的悖论才可以理解。
在较早的一项研究中，我描述了“亚行动主义”现象(Bakardji

eva, 2009)，这个标签也意在捕捉私人生活(或领域)与公众参与之间的关系。基于对加拿大互联网用户的深度访谈，我证明了人们在不离开私人生活领域的情况下参与公共和政治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做法(或者用Papacharissi的话来说，“习惯”)。对我来说，这些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主观的、被淹没的。它们与什么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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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1991)称之为“自我的政治”。这些实践构成了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符合其个人价值观的社会和政治选择的努力，或者更一般地说，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它们涉及个人对公共话语的暴露，以及他们对这些话语中所提供的立场的回应。我相信，亚行动主义是在公共领域表现出来的任何公开的公民和政治参与的必要先决条件，但重要的是，它不是公民身份的全部。
数字媒体确实使个人能够以一种表达的方式将他或她的私人思想和反应社会化。它们确实支持一种“网络个人主义”(Wellman et 

al.， 2003)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人们与他人的联系达到了他们个人兴趣和选择一致的程度。但数字媒体本身并不能保证受众、追随者，最重要的是，它们不能保证团 结 。虽然表达可以在一个孤立的私人个体中固定下来，可以在联网的个人之间给予或交换特定的受众和注意力，团结是集体出现的标志——在这一时刻，个人在彼此身上认识到自己，并为超越个人生活的发展阐明共同的目标和责任。团结可以以一种非常个人的方式体验，但它果断地超越了个人的私人领域和个人主义偏好。它涉及直接私人圈子之外的其他人，在与他们谈判时，一个问题、一个原则或一个要求被赋予公共意义，并被定义为参与或行动的共同目标。团结在集体同一性和集体行动中达到顶峰，试图在公共世界中有所作为。与Papacharissi(2010)相反，我的观点是，新媒体的作用不仅仅是让公民被吸引到私人领域并锚定，它们确实是这样做的，而是在这些私人意义的公民情感和冲动与更大的领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这个领域中，其他人，组织和机构在其中运作。这个更大的领域可以被称为媒体城。
媒体城是罗杰·银石(Roger Silverstone, 2007)创造的一个概念，他将城邦的经典定义(遵循汉娜·阿伦特)和我们当代与其他人的关系，无论是私人的、公共的、公民的还是政治的，都从根本上嵌入在媒体环境中的观点融合在一起。用银石的话说，媒体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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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象的中介空间，世界在其中出现，世界在其中以其世俗性构成，通过它，我们了解那些与我们相似的人和与我们不同的人。它是通过媒体城进行的交流……公共和政治生活越来越多地出现在
(或不出现在)政治体的各个层面。(银石赛道，2007:31)

根据银石石的说法，与私人领域不同，媒体城是多元化和多声音的。其中的交流在形式和变化上都是多元的。它包含了相互冲突和竞争的话语、故事和图像。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相比，媒体城是不平衡的，被权力和差异撕裂。然而，它又以自己的方式具有包容性，因为它是在那些产生声音、图像和叙事的人和接受这些声音、图像和叙事的人的实践中构成的。就我的目的而言，媒体城最重要的特征是，它在日常生活的当前和直接现实与空间和时间上无法直接触及的世界之间进行调解。“媒体城”的概念抓住了这样一种洞察力，即媒体已经成为“二级至上的现实”(银石，2007:31)，与直接体验的世界交织在一起。因此，我的选择是寻找数字媒体的民主支持，而不是以它们本身使进入和参与公共领域变得容易实现的方式，也不是以它们使公民身份成为联网个人私人世界的一项的方式。我选择考虑新媒体对公民参与的影响，方法是将它们置于错综复杂的媒体圈之中，在这些媒体圈中，通过传统和新媒体形式进行的交流与个人的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并部分构成了个人作为观众和参与者的日常生活。媒体城是人们以各种形式和星座与遥远的他人建立关系的地形。因此，它给日常生活带来了新的伦理和政治维度。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媒体城不仅是一个公共领域，因为它是不平衡的、多声音的和冲突的。它不仅是一个私人领域，因为它涉及到与远方他人的互动、认可、社交、关怀和团结。它不仅是一种组织基础设施，因为它深入到私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任何形式的组织生活之前的基本鼓动、参与和动员的管道。与此同时，媒体城包含了所有这些先前结构的基本要素。它以三螺旋结构的形式出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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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体的生产和接受实践、新媒体的使用实践和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民主参与至关重要地依赖于所有这些股线，并需要它们的成功导航。消费传统媒体内容可以提高对公共问题的认识，并引发对这些问题的私人讨论，但它仍然被封闭在私人存在的外壳中，或者，正如我在亚行动主义方面所论证的那样，它仍然是主观的、被淹没的。使用新媒体格式可以在直接的个人世界之外产生自由和创造性的人际交流流，但它不能超越纯粹表达效能的限制。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是公民给机构留下深刻印象并带来实际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最佳机会，但与其他两个方面脱节，它通常是小规模的、孤立的，因此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的目标将是确定导航媒体城的策略和形式，这些策略和形式已经成功地阐明了上述各方面的要素，以实现对公共和政治世界的有效公民干预。带着这一任务，我将转向我的案例研究。

博客和封锁:拯救strandja运动
2007年，保加利亚东南部的斯特兰加山(Strandja)的案例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公民抗议的压力下，这座山被取消了自然保护区的地位，后来又恢复了。这是横跨整个媒体城的提高意识、动员和行动的一个突出例子。这个案例所捕捉到的争议的核心是由感兴趣的公司和市政当局发起的一系列法律程序，这些程序挑战了这座山的自然保护区地位。最初，保护这一地位(和这座山)免受不受控制的商业开发的努力涉及非政府组织，它们拥有丰富的法律和环境专业知识，但缺乏影响力和追随者。这些组织向政治机构求助，并试图作为一方介入法律听证会。他们的主张是，取消保护机制
(在行政手续的基础上寻求)将为肆无忌惮的建设打开山区，对其自然栖息地造成毁灭性的后果。然而，这些抱怨和警告被置若罔闻，直到该国最高行政法院通过了一项有利于剥夺斯特兰加法律保护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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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则新闻出现在一些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上时，有环保意识的博主们开始关注并讨论它，大力放大它的牵引力和重要性。保加利亚部落格圈沸腾，对法院判决作出各种解释，并将其与困扰保加利亚社会的普遍问题联系起来，例如公共资源的土匪私有化、司法腐败、政治对企业利益的屈从。这些思想和观点源自于网络上的个人，并沿着人际关系的线索传播。它们被热切地转发、评论，并通过博客评论、在线论坛、电子邮件和短信(当时社交网站在这个特定的国家仍未普及)重新定义。那些曾极力反对这一决定的非政府组织的网站开始吸引流量，他们的立场和观点也被网络公众所接受。正如我的一位线人告诉我的那样，网络媒体把公民群众抛到了原本孤立的民间组织背后。尽管数字媒体用户可能已经变得兴奋和警觉，但所有的讨论都不过是闲言碎语，很容易被国家机构忽视，并被允许消退和消亡，尤其是在一个互联网用户不到30%的国家。
然而，事件却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因为在法院判决公布的关键日子里，在有私人观点的网络个人之间的某个空间，他们可能是博客，以及公民组织的结构，一群与后者关系不大的公民创建了一个临时网站，呼吁在保加利亚首都中心的特定时间和地点举行街头抗议，反对法院的决定。这一呼吁吸引了一小群充满活力的抗议者，使这个问题在保加利亚社会的公众视野中全面爆发。抗议者们手持自制的海报，封锁了一个中央街道的十字路口，这自然吸引了警方的注意，随后也吸引了传统媒体的注意。一旦街头抗议活动登上报纸和电视节目的版面，它就把这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提升为广大保加利亚公众最关心的问题。经过一系列的抗议行动和媒体辩论的升级，这最终导致了公众舆论的重大转变，转而支持这座山作为自然保护区的地位。当时，联合政府感到不安全，因此议会中代表的政党迅速同意推翻法院的决定，将斯特兰加置于法律保护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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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细节和国家具体情况，该案件表明了媒体城中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必要联系:正式的公民组织，愿意参与并公布其对该问题意见的私人公民和团体，以及传统媒体记者和组织。这些民间组织贡献了专业知识，并充当了国家机构决策过程的监督者。博客和论坛参与者将专业术语和关注的问题翻译成日常语言，并在众多相交的互联网用户圈子中传播。他们也是帮助抗议变成实体和集体行动的人。最后，记者和媒体组织把这场动乱带进了大多数保加利亚人的客厅。各种媒介可见性的空间——在线博客和论坛、城市中心广场、传统媒体的页面和屏幕——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将这个问题提上了政治机构的议程，并迫使他们采取行动。
虽然无法从斯特兰加案例中提取出明确的方法，但其分析揭示了有意识或直觉地绘制的轨迹，通过这些轨迹，公民参与能够突破私人领域和被动旁观的局限，首先转变为集体目标和实施的一系列活动。其次转化为对公共世界和政治决策的有效干预。通过博主、在线论坛参与者和具有公民意识的记者等关键翻译人员的工作，媒体城的各个分支有效地联系在一起，这些记者随时准备将故事分解到传统媒体提供的可见空间中。这个案例凸显了事件中各种行动者的具体和不可或缺的角色——公民组织、新媒体作者和用户、传统媒体和更广泛的公众，以及他们之间的功能联系。

烹饪阻力:大黄蜂反对GMO

保加利亚的一个案例围绕着公众对放开转基因生物(GMO)法规的坚决抵制，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可以追溯通过网络媒体分享的个人和小团体关注的整合和转化为可听到的公众声音和信息来源的良好机制政治压力。一群经常访问热门育儿论坛bg-

mamma.com的保加利亚母亲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推动了一场广泛的公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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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有关转基因生物的立法修改提案。源于论坛讨论的集体行动是该问题获得广泛公众关注并最终由政治机构以满足公民要求的方式解决的主要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对该案例的分析中，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借用梅鲁奇现在的经典提法):“集体行动是如何形成的，个人又是如何参与其中的?个体通过什么过程认识到他们有共同的取向，并在此基础上决定共同行动?(1989: 30)。我的研究为这个问题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新元素，那就是对数字媒体如何参与集体行动建构的兴趣。他们如何帮助个人跨越分隔他们私人领域的概念和物理距离，并将自己理解为一个拥有共同同一性和目标的集体?

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活动的起源，就会发现在一个叫做“八卦商店”的论坛上有700个帖子，这个论坛允许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的话题来讨论。通过对这一系列帖子构成的内容和关系的深入分析，揭示了问题的各个维度，以及个体观点逐渐融合成团结和共同行动的决心的过程，以带来实际的政策变化。这个帖子是由一个“为了自然”联盟(一个由环境非政府组织组成的联盟)发起的请愿书发起的，请愿书是关于《转基因生物法》的拟议修正案，该修正案将允许在受保护的(自然)地区种植转基因生物。议会环境委员会本应在两天后开会讨论这一修正案，因此帖子的作者坚持认为需要紧急回应。
同前一次一样，这个问题的最初提法及其重要性来自有组织的民间社会，来自在该领域工作并集中了大量科学和法律专门知识的非政府组织。他们密切关注着议会的交易，并就这项原本模糊的法律修正案的风险和潜在有害后果进行举报。艾米莉亚·斯皮罗洛诺娃(mismisilia Spirolonova)是最初发帖的bgmamma用户的昵称，她充当了一个中间人，将非政府组织的倡议与在长期讨论私人重要母亲利益的过程中形成的环环相环的社交网络联系起来。因为她是网络社区中受人尊敬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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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们，她的话得到了论坛成员的重视和讨论。她呼吁紧急支持的请愿，绝不是盲目顺从的。毕竟，网站bg-mamma只不过是一个空间，在这里，网络上的个人在特定主题的特定动机和兴趣的引导下，彼此建立了随意的关系。尽管论坛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很熟悉，以前也有过交流，但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存在共识，也不可能轻易达成共识。因此，这个问题在科学、实践、经济、法律、政治和伦理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彻底的批判性审议。
科学辩论的问题是，什么是转基因生物，它们是否以及如何对个人健康和进入保加利亚人餐桌上的传统食品的自然生长的生物造成危害。参与的母亲们没有想当然地认为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她们出去咨询了各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资料来源，既有严格的科学资料，也有通俗的资料。这个问题的实际层面是围绕母亲的角色和责任制定的，她们每天都要养活家人，因此要就她们购买的食品的健康风险做出决定。参与讨论的母亲们还考虑了GMO自由化的经济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传统保加利亚农产品和做法的意义。该问题的立法和政策方面与保加利亚的欧盟成员国身份、由此产生的法律义务以及实施立法改革的程序有关。立法过程中涉及的各种可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也进行了详细的辩论。
在大约两周的时间里，一个由大约25名非专业人士组成的小组发表了700篇文章，经历了一个陡峭的学习曲线，最终得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即他们在-à-vis GMO辩论中站在哪一边。他们的交流并不总是冷静、冷静、体贴和礼貌的。很多帖子里都有热度、情绪和敌意。然而，整个过程包含了基于证据、理性和对个人和公共福利的深切感受的积极和消极的仔细权衡的所有元素。不同个人观点的相遇和冲突，慢慢导致了几个意见阵营的形成，导致了“我们”和“他们”的分化，从而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套政治立场。与会者最终认同其中一种立场，并进一步努力帮助自己的立场在辩论中胜出。在一天结束时，小组达成的共识并不完美。那些不同意意见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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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没有被说服或融入。他们干脆离开了。那些留下来的人，对他们来说，在激烈的交流中精力充沛。通过努力说服他人，他们对自己事业的价值有了高度的信念，并对GMO的未来发展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他们不能再做被动的旁观者了。他们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来影响事态的发展。
网上讨论的下一阶段，是寻找最有效的方式，让这个团体介入立法程序，让国会和更广泛的保加利亚民众知道他们的立场。在这一点上，他们很清楚，在网上堆积论点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他们意识到，要实现他们现在明确设定的目标，即阻止拟议的立法改革，下一步合乎逻辑的步骤将是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说服保加利亚公众，解除对GMO扩散的严格控制会带来严重的风险和难以理解的后果。一旦决定采取行动，该组织就必须提出一系列步骤，将他们的声音和立场从最初形成的网络飞地中带出来。有趣的是，作为他们“实体化”数字异议的第一步，他们集体写了一封公开信，递交给各自的机构和大众(传统)媒体。
在网上论坛共同起草了八份不同的草稿后，这封信终于完成了，并得到了大多数讨论者的批准。随着这篇代表在线参与者集体意志和立场的文本的出现，一场从个人到集体同一性、从虚拟到实际参与的奇特转变开始了。首先，这封公开信必须签名，因此决定谁是“我们”——共同签名者，就变得势在必行。这导致该组织选择给自己贴上“在bg-mamma网站上注册的家长和公民发起委员会”的标签。然后，这封信必须打印出来，并通过正式渠道，比如政府办公室和媒体机构总部，以硬拷贝的形式分发。这就需要真正的人去敲真正的门，要求他们提供正式的收据，确认他们的文件已经送达。在线论坛作为一个管理系统，分配任务并监控任务的实现。它帮助个人行动成为集体目标，集体行动由个人实施。
从发表公开信开始的集体行动的进步体现，经历了包括门前集会在内的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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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议会和城市的中心地带。利用自己的社交网络，在支持者的帮助下，该组织发布了信息传单，在城市的中心地点组织了海报展览，并举办了一场露天音乐会，所有这些都旨在吸引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一旦他们的数字声音出现在媒体城的实体空间中，传统媒体就不得不介入，到目前为止，传统媒体还不愿对GMO的辩论进行太多报道。虽然电视台和报纸的报道并不总是支持抗议活动，但一些志同道合的记者的工作使批评GMO的观点得到了充分的公众曝光。与此同时，来自bg-mamma的母亲们继续建立了一个广泛的民间社会组织联盟，不仅包括环保非政府组织，还包括农业生产者协会，甚至还有保加利亚厨师协会。这个战略上组成的统一战线的地位，是当权者不能忽视的。
不同意见具体化的进一步阶段包括带着小孩的母亲出现在政府办公室和负责立法改革的议会委员会的会议上。母亲们招募了科学家和法律专家，在委员会会议上为严格控制GMO扩散提供证据和正当化。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所有利益相关方通过不同的倡议来影响公众舆论，议会委员会拒绝了修正案，并保留了更保守的GMO监管制度。尽管现有立法和控制机制存在许多法律缺陷，但保加利亚暂时避免了向GMO的增长敞开大门。
在big -mamma与GMO的案例中，人们可以清楚地区分出已经熟悉的媒体中心的分支相互交叉和增强，类似于在save - 

strandja事件中观察到的情况。数字媒介的人际和小组讨论创造了引发街头抗议的势头，产生了传统媒体的报道，并导致了公众舆论的转变，最终导致了机构的反应。Strandja运动的核心是空间和实践的交织，经过一些修改，对反转基因运动的发展和成功也至关重要。在这里，不是个人的博客和网站，而是一个感兴趣的在线社区，充当了一个大锅，在这个大锅中，个人公民的声音找到了共鸣，并在权威中成长。通往传统媒体的页面和屏幕的道路再次穿过城市的街道和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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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那么多的不服从行为(堵塞交通)，而是以各种创造性和表现力的形式出现。争取到公民行动一边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代表同样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由数字构成的集体发起的反转基因运动提供了一个视角，可以看到私人的意义、解释和立场向集体的细微转变，以及个人与集体、虚拟与具身行动之间的流动转换。媒体城的复杂网络跨越并交织着个体母亲的日常生活和私人关切，他们公开的私人在线讨论，他们最初的谦虚和逐渐响亮和更明显的声明进入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大众媒体，她们与民间社会组织的战略性互动。它使他们的关切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并为他们与政治机构的对话提供了一个平台。不仅仅是数字媒体，而是母亲们对媒体城不同股的深思熟虑的导航，打破了政治决策者原本排他性的会议室，并允许更广泛地参与转基因生物的监管。

保家卫国:facebook对峙
在我试图阐明媒体城运作的过程中，我要提到的第三个案例是围绕
2012年一小群年轻专业人士发起的一系列公民行动展开的。这些行动的目标是对保加利亚森林使用监管法律的拟议修改。该组织确信这些修正案不利于保护和公众进入受欢迎的山区目的地，而且它们迎合了少数商业参与者的利益，因此开始“激活”广泛的公民圈子，以期阻止改革。该组织的主要成员称自己是滑雪爱好者和自然爱好者，他们认为监管森林利用的规则与自己利害攸关。多年来，他们一直担心，在政治家和政府的帮助下，保加利亚的旅游和滑雪行业正在形成一种有效的垄断——少数公司。标志性的滑雪胜地正被强大的商业垄断企业接管，这些企业随后在山区进行了不合理的、破坏性的建设项目。新提出的修正案将解放这些公司的手，进一步开展这些项目，并巩固他们对这些宝贵的私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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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资源。“但一个普通人能拯救整片森林吗?”这样一个人能阻止Tseko Minev(一位有影响力的银行家，在考虑中的滑雪场有商业利益)吗?” 当一位年轻的滑雪者决定开始写博客，观察该国森林管理和利用实践的发展时，他问了自己这些问题。他是一名律师，他结合了知识、激情和坚韧，对有关森林的立法措施和商业发展进行了分析性评论。随着时间的推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博客和他的立场在主要参与者中变得“知名”，并帮助他结识了生态组织的活动家。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这促成了他自己逐渐“被激活”的过程。“激活”的概念是本案的核心。它捕捉到了一种动态，通过这种动态，一个关注对他/她个人来说很重要的公共问题的私人个体走出了主观的、被淹没的“次活跃分子”(Bakardjieva, 2009)的运作模式，并出现在媒体城的表象空间中，即使在开始时是微不足道的。
其他幻灭的滑雪者和滑雪板爱好者，比如这位律师兼博主，寻找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某一特定公司的主导地位及其政治权力的优惠待遇的反对。他们组织了一项名为“骑4维托沙”(Ride 

4 Vitosha)的倡议，让年轻人在靠近保加利亚首都的维托沙山上骑着滑雪板和滑雪板，以表明他们决心反对让选定的公司垄断对这座山的开发的幕后交易。在vimeo.com (http://vimeo.com/34606144)上发布了一段讲述这一问题和描述这一事件的短视频，几天内就获得了4000多次观看。一些媒体报道了这一事件。更重要的是，“骑4维托沙”成为一个Facebook个人资料，把对这项事业感兴趣的人聚集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案展开的时候，Facebook已经是一个受到许多保加利亚人，尤其是年轻人青睐的知名平台。事实证明，它是媒体城结构的一个重要补充，因为它代表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朋友和家人的社交网络之间的私人互动，以Facebook群组和页面的形式出现在公共思想问题和活动中。因此，只需点击几下，就可以将一个人支持或拥护的公民问题拉入个人认识的人的私人视野，反之亦然，就可以找到与以前不知名的支持公民运动的其他人的个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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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核心群体的经历中，在咖啡馆和俱乐部面对面的会面，冬季运动爱好者的聚集地，也是一个重要的通道点。然后，这些会议可以以数字方式记录下来，从而在Facebook等平台和网页上永久保存下来。因此，围绕着这些特定的行动者和他们所倡导的问题，媒体城的多样性结构变得更加丰富和加强。一个封闭的Facebook小组和一系列google.doc文档允许他们在内部进行讨论和组织。随后，一个精心设计的Facebook页面成为了他们传播信息、凝聚支持者的交流平台和替代媒介。
然而，对这个团体来说，真正的挑战是完成我所说的“媒体城的三螺旋”，通过编织由传统大众媒体组成的链条，它提供了进入广大公众关注领域的唯一直接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将他们的信息传递给主流媒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该组织所批评的企业参与者与媒体组织之间存在交叉的商业利益。年轻人必须非常有创造性地制定一项战略，其中包含了一系列旨在吸引主流的形式。他们的努力可以被看作是三个主要方向。这位年轻律师的博客阐述了这个问题的社会和法律意义，阐明和寻找来源就是这种做法的典范。它通过Facebook页面进一步扩展，收集和解释有关森林、森林保护和管理的信息。
通过在这些平台上的熟练表演，这个现在被命名为“为了维托沙”的团体，成功地将自己定位为库尔德里(2010)所说的“来源演员”，即作为记者和官员的来源的演员，因此能够对问题的框架施加概念上的影响。除此之外，正如成员们所指出的那样，该团体的在线出版物起到了将法律问题翻译成“人类语言”的作用，使其能够被更广泛的人群所接受和相关。第二种可区分的策略是附和和纠缠。该组织不知疲倦地煽动精心策划的行动，以艺术和有趣的方式吸引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庆祝由于受到攻击的垄断造成的障碍而从未开始的滑雪季节的结束;给政府和市政代表寄明信片;以维托沙山的名字来装饰一条中心街道，上面挂满了“已售出”的标志，还有许多其他的标志。第三，他们成为了一场实质性街头抗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这场抗议吸引了数千人，并封锁了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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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议会投票通过有争议的修正案的当天，市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这种对中心外观空间的果断接管和对城市生活正常进程的破坏，就像前面讨论的案例一样，导致警察以及与他们一起参与的大众媒体。
一个民粹主义政府，当时正因其司法和法律改革的失败和违规行为而在欧盟委员会的严厉审查下汗流浃背，最终被迫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总理邀请抗议者的代表进行了一系列讨论，最终，在公众压力下，有关森林的法律修改被总统否决。

结论
虽然这里叙述的案例为乐观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我认为最不可能的是将它们作为公民成功的秘诀，进而作为新媒体增强民主的保证。相反，我认为这些案例给我们的教训是，新媒体只是公民行动者所处的充满机遇和制约的复杂领域中的众多要素之一。为了使这些媒体成为有效民主参与的工具，我们需要以一种超越既定模式、超越公共领域规则手册、也超越个性化和私有化数字公民身份的安全舒适实践的方式来对待它们。新媒体提供的机会在于，它们有能力将这些截然不同的领域和运作模式连接、穿越和交织到媒体城的结构中。在数字化的媒体城中，公民的可见性从未得到保证，但它可以通过跨越孤立的社会和组织领域的智能和开放的导航创造性地实现。在内容和话语形式方面，新媒体在社会语言和认知框架之间提供了不同层次的翻译。博主和Facebook群组参与者的写作用普通公民的日常白话表达复杂的法律、经济和政治问题。网站和论坛讨论不断产生并详细阐述街头抗议中所携带的标语和口号。所有这些媒体加在一起，重新构建了报纸文章和电视节目中提出的论点。

此外，除了关注能见度的斗争(Silverstone, 2007)和声音的重要性
(库尔德里, 2010b)，一个全面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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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polis需要包括可听性问题。媒体城中的公民行动，如果从来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也不过是一场社会事件、表演和自我感觉良好的自我放纵。效能可以有许多维度和各自的衡量标准，但其中的核心是吸引更广泛的公众的注意力，迫使政治和行政机构对公民的要求做出回应。上述案例研究中出现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问题。谁是引导新媒体技术和表现形式的公民和团体，足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和回应?哪些新媒体被证明是适当和有效的手段来解决哪些(以及谁的)问题?从这三个案例产生的证据来看，公民倡议的成功似乎可以归因于数字媒体的支持与中上阶层城市专业人士的教育和文化资本(不仅仅是技术熟练程度)的结合，这些专业人士将数字媒体投入到工作中。这一观察结果证实了文献中已经出现的一种怀疑:即，通过数字平台和类型生成内容和创造性表达的天赋远非平均分配，并使某些阶层的用户和公民比其他人更有优势(Hargittai和Walejko, 2008;Brake, 

2014)。数字鸿沟可能正在消退，但可见性鸿沟仍然存在，尽管它们的配置发生了变化。
对于政治和行政机构而言，他们面临的困境是，面对公民的要求，要么保持沉默和僵化，要么相反，屈服于条件反射式的反应，而没有充分考虑数字媒体传播的声音和可见的关注实际上有多广泛的共享和代表性。然而，另一个挑战是需要区分真正的公民倡议和被操纵的公民倡议，因为在数字化生产可见性的时代，强大的参与者之间正在进行设计自己的“公民声音”和形象的竞赛。
总而言之，当媒体城的全部动态被揭示出来时，数字媒体的民主化质量，只是其组成部分之一，既不能被忽视，也不能兴高采烈地庆祝。看来，民主参与仍像以往一样充满争议。获得民主取决于新调解技术和新装备的公民代理人的结合，这些公民代理人可能比过去的政治和公民精英更聪明，数量也更多，但他们在一个充满机遇和制约的转变领域面临着自己的挑战。在一个数字增强的媒体城市中，这种对包容性和可听性的新颖追求的规则和人物才刚刚开始出现。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Maria Bakardjieva  299 



参考文献
Bakardjieva, Maria. 2008. “Bulgarian Online Forums as Carnival: Popular 

Political Forms and New Media. ” In Cultural Attitudes Towards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Proceedings,  ed.  Fay 
Sudweeks,  Herbert Hrachovec,  and Charles Ess,  286–300.  Perth,  
Australia: Murdoch University. 

———.  2009.  “Subactivism: Lifeworld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5(2): 91–104. 

Bennett,  Lance,  W.  “New Media Power: The Internet and Global 
Activism. ” In Contesting Media Power: Alternative Media in a 
Networked World,  ed.  Nick Couldry and James Curran.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Bennett, Lance W., and Alexandra Segerberg. 2011.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Social Technolog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rotests Against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4(6): 770–99. 

Bimber,  Bruce,  Andrew Flanagin,  and Cynthia Stohl.  2005.  “Reconceptualizing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 Communication Theory 15(3): 389–413. 

Brake, David. 2014 “Are we all Online Content Creators Now? Web 2.0 and 
Digital Divid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9(3): 
591–609. 

CIVICUS.  2013.  State of Civil Society 2013: Creating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CIVICUS House. http://socs.
civicus. org/wp-content/uploads/2013/04/2013StateofCivilSocietyReport_
full.pdf. 

Couldry, Nick. 2010a. “New Online News Sources and Writer-Gatherers.” 
In New Media, Old News: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 
ed. Natalie Fenton, 138–52. Los Angeles, CA: Sage. 

———. 2010b. Why Voice Matters: Culture and Politics after Neoliberalism. 
London: Sage. 

Dahlberg,  Lincoln.  2001.  “The Internet and Democratic Discourse: 
Exploring the Prospects of Online Deliberative Forums Extending the 
Public Sphere. ”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4(4): 615–
33. 

———.  2005.  “The Corporate Colonization of Online Attention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Critical Communication. ”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29(2): 160–80. 

Della Porta,  Donatella.  2011.  “Communication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s Agents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4(6): 800–819. 

Feenberg,  Andrew,  and Maria Bakardjieva,  “Consumers or Citizens? The 
Online Community Debate. ” In Community in the Digital Age,  ed.  
Andrew Feenberg and Darin Barney,  1–27.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300   Navigating the Mediapolis



Giddens, 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gittai, Eszter, and Gina Walejko. 2008. “The Participation Divide: Content 
Creation and Sharing in the Digital Ag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1(2): 239–56. 

Habermas, Jürgen.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Herring, Susan. C. 2003. “Gender and Power in Online Communication.” In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Gender,  ed.  Janet Holmes and Miriam 
Meyerhoff, 202–28.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Janssen,  Davy,  and Raphael Kies.  2005.  “Online Forums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cta Politica 40: 317–35. 

Kaposi,  Ildiko. 2006. Virtual Deliberation: An Ethnography of Online Political 
Discussion in Hungary. Ph.D. dissertation,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Budapest. 

Kiesler,  Sara,  and Lee Sproull.  1992.  “Group Decision Making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52: 96–123. 

Melucci, Alberto. 1989. Nomads of the Pres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apacharissi,  Zizi.  2004.  “Democracy Online: Civility,  Politeness,  and the 
Democratic Potential of Online Political Discussion Groups.” New Media 
and Society 69(2): 259–83. 

———. 2010. A Private Sphere: Democracy in a Digital Age. Cambridge: Polity. 

Silverstone,  Roger.  2007.  Media and Morality: On the Rise of the Mediapolis.  
Cambridge: Polity. 

Wellman,  Barry,  Anabel Quan-Haase,  Jeffrey Boase,  Wenhong Chen,  Keith 
Hampton, Isabel Díaz, and Kakuko Miyata. 2003. “The Social Affordances 
of the Internet for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 Journal of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8(3). http://jcmc.indiana.edu/vol8/issue3/wellman.
html.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Maria Bakardjieva  301 





14 Facebook群组中集体行动框架的构建
Sharone Daniel

William a . Gamson在他的《Talking Politics》(1992)一书中指出，构建不公正、同一性和代理这三个集体行动框架是构建社会运动的基础，因为运动成员使用这些框架来识别不公正的情况，发展集体同一性感，找到适当的目标，然后采取行动——尽管不一定按照这个顺序。在本章中，我使用集体行动框架理论来部分解释为什么一个Facebook小组成功地动员其成员采取持续的、有针对性的集体行动，而另一个小组却失败了。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Kullena Khaled Said)是最终引发埃及革命的埃及组织，它成功地动员了成员组织和实施反对胡斯尼·穆巴拉克政权的政治行动;为达米尼伸张正义(Justice for Damini)是一个抗议2012年新德里一名23岁女子惨遭强奸的页面，在几周内聚集了7万名成员，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周内逐渐消失，表面上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尽管它所参与的更大的运动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虽然领导力的概念不是本文的重点，但我希望读者能注意到这一因素在许多方面将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与为达米尼伸张正义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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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米尼案分析中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Facebook页面本身的文本和超链接，该页面的内容是用英语和印地语写的，我对这两种语言都很熟悉。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事件分析中使用的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基于《革 命2.0:人 民的力量比 掌 权的人 更 强 大 —— 回 忆 录 》
(2012)一书，该书由埃及组织的创建者和管理员瓦埃尔·高尼姆撰写，同时也基于该事件的新闻剪报。不幸的是，《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的所有内容都是阿拉伯文，我看不懂。因此，本文中提到的库伦哈立德·赛义德的所有内容都摘自高尼姆的书，其中包含大量翻译的帖子和评论。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研究，因为这意味着分析是基于高尼姆认为重要或相关的帖子和回应，以便在呈现他的故事时进行翻译。

不幸的是，尽管我一再要求，只有达米尼案的五名成员和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的两名成员同意并接受了采访，或者给我寄回了一份调查问卷。我联系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成员的努力尤其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因为在我开始联系的时候，该组织的管理员阻止了他们自己和该页面的所有成员在上面发布任何内容。因此，我选择不从这些数据中做出任何推论，也不将其纳入我的分析中。然而，我在文章的几个地方提到了我收到的回应，因为它们为进一步研究和验证提出了可能的假设。为了匿名起见，所有人的名字都被改了。

集体行动框架理论在数字语境下的应用

Gamson的框架很容易应用于在线语境，尤其是主要的交流形式是公开可用的(并且被作者理解)。这是因为，通过在线发生的整齐的、按时间顺序的、有时间和日期戳的帖子和对话，我们可以追踪每一个集体行动框架的发展。危险之处在于，所写和表达的内容与所感受、思考和行动的内容之间可能存在显著的不连贯性。然而，普通成员与研究人员一样了解相同的数据，因此使在线可用的内容至关重要。对私人对话的访问，无论是数字的还是其他方式，可能会带来不同的信息，可能会指向具有不同或更强大的集体行动框架的核心行为者，但这并没有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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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任何关于更大群体的发现中。尽管如此，差距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在处理线下行动时更是如此。虽然在活动之前、期间和之后，成员之间的交流仍然可以供研究人员分析，但并不是所有在断开连接时发生的事情都会出现在互联网上。个人访谈有助于填补这两方面的知识空白。在这种规模的团体中，个人接触的障碍可以通过前往运动发生的地区来克服。

背景
2010年6月初，已故的28岁的哈立德·赛义德(Khaled Said)被残忍毁损的脸的照片被发布在网上，并在网上疯传。赛义德曾被埃及警察严刑拷打并杀害。谷歌中东和北非市场营销主管瓦埃尔·高尼姆(Wael 

Ghonim)和一位住在迪拜的埃及人看到赛义德的照片后，在Facebook上创建了一个名为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的小组。在第一天，总共有36000名年轻的埃及人加入了这个组织，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它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在成立的最初几个月里，这个页面组织了线上和线下的政治行动，然后沉寂了一段时间。六个多月后，随着突尼斯独裁政权的垮台，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决定号召埃及革命。高尼姆创建了一个Facebook活动，邀请埃及人在
10天后的2011年1月25日开始革命。两天之内，就有27,000人回复了他们的参与。许多其他运动、反对党和活动人士共同推动、协调和策划了这次活动，成功地在18天内结束了胡斯尼·穆巴拉克30年的独裁统治。虽然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有两名管理员，但本文主要关注高尼姆在报告这些行为时的行为。

德里强奸案涉及一名23岁的印度女子被残忍轮奸，印度媒体给她取了“达米尼”的笔名。2012年12月16日，达米尼在一辆行驶的公共汽车上被六名男子多次轮奸。犯罪的性质是如此的暴力，以至于达米尼不得不把她的大部分肠子都切除了，如果她活了下来，就再也不能吃也不能喝了。事发13天后，也就是12月29日，她去世了。在她去世后的这13天里，印度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处死被告，并为妇女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以及一系列其他要求。在此期间，各种脸书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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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一个支持达米尼的组织，其中最大的一个是为达米尼伸张正义组织，拥有7万多名成员。
比较的理由
我之所以选择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是因为它显然是一个在动员和行动力量方面与众不同的脸书群组。我之所以选择将其与为达米尼伸张正义相提并论，是因为与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一样，它主要由年轻人组成，是为了应对一场危机而出现的，这场危机是由于另一名年轻的受过教育的城市人遭受了极端不公正的待遇。在本文研究的这段时间里，这两个组织的成员数量都增长得非常快，并且都有匿名的管理员。这两组人都是脸书的“页面”。这意味着只有组的管理员才能将内容发布到访问页面后立即可见的“墙”或界面上，从而使管理员能够对页面的立即可见内容进行重大控制。此外，考虑到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成员明确希望不与政治青年联系在一起，以及他们对政治青年的相当负面的看法，以及为达米尼伸张正义成员缺乏批判性的政治话语和行动，这两个群体可能主要由非政治化的年轻人组成。

也就是说，这两个群体也有重要的差异。哈立德·赛义德被政府雇员攻击，因为他被认为是对专制政权的威胁，而达米尼被公民社会成员攻击，因为她是一名脆弱的女性。因此，生活在专制政权下的埃及群体对身体暴力做出了回应，而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印度群体对性暴力做出了回应。达米尼和赛义德的苦难受到关注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他们的苦难仍然是促使人们采取行动的重要因素。此外，尽管赛义德之死与系统问题之间的联系对普通公民来说可能更为明显，但达米尼之死在印度妇女争取安全和平等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虽然这两个群体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集体行动框架:不公正
不公正的集体行动框架需要两个要素:道义上的义愤和一个至少要部分负责的有动机的人或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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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正。特纳和基利安认为，如果没有一种道德义愤填膺的感觉，并且信仰某些“既定的实践或思维模式是错误的，应该被取代”，一场社会运动就不可能存在。道德义愤是由“正义的愤怒”或基于情感的对“不平等”的理解，以及(但不一定需要)对其的理智理解组成的。前一要素在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和为达米尼伸张正义的创造中都非常突出(Gamson, 1992: 32)。

《正义之怒》用瓦埃尔高尼姆的话说，当他看到哈立德被残酷毁容的照片，读到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后，他“感到痛苦、沮丧和愤怒”，“无法控制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流出来”。虽然其他因素影响了高尼姆创建这个小组并投入大量时间来管理它的决定，比如他是一个网虫，并且坚信技术的力量可以引发变革，但高尼姆对哈立德的照片的情感反应激发了他创建这个页面的愿望。这也是在该组织成立后，经常重新点燃他与埃及不公正现象作斗争的愿望的因素(高尼姆，2012:51,

89)。
如果你访问为达米尼伸张正义组织在脸书上的页面，你会看到类似的情感流露。该组织的描述要求人们点赞该页面“向所有犯罪混蛋强奸犯(原文如此)表明，我们ALL为ONE，ONE为ALL人”(大写字母)。该页面上的第二个帖子是一封充满愤怒和悲伤的信，写给强奸犯(此时还不知道有六名男子参与其中)，称他为杀人犯、小偷、恐怖分子和血腥的狗等等。页面上的大多数评论都表达了类似的悲伤和深深的愤怒(为达米尼伸张正义, 2012)。
同样强烈的情绪也蔓延到了采访和问卷调查中。例如，Priyanka说该组织很好，因为它帮助许多人“感受到Damini的痛苦”(对2013年8月4日调查问卷的回答)，而Sumaiya写道，她加入该组织是因为“作为一个人，你不能忽视[强奸]，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想象袭击发生时的情况[原文如此]”(2013年8月4日对调查问卷的回答)。Bipen加入了为Damini伸张正义，然后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观点而创建了自己的组织，他说:“当我读到发生的事情的新闻时，我哭了很多次，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最痛苦的死亡方式。(2013年8月4日对调查问卷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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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演员然而，正义的愤怒不足以构建一个不公正的集体行动框架。一群人还必须能够识别出一个行为人，无论是个人、公司、传统还是政府政策，至少要对行为负有部分责任。这个行动者既不能过于抽象，也不能过于具体。如果不公正的原因过于抽象，或者“没有行动者”，比如“制度、社会、生活、人性”，就很难或不可能理解不公正的情况是如何改变的，并可能导致人们感到无能为力和/或接受情况“就是这样”。在另一个极端，“在将不公正框架的目标具体化的过程中，存在一种危险，即人们会错过产生困难和不平等的潜在结构性条件”(Gamson, 1992: 32-33)。 

通过阅读为达米尼正义(Justice for Damini)页面上的帖子，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结论，即为达米尼正义无法确定一个合适的有动机的行动者，这使得该团体没有一个合适的目标来组织反对。在大多数情况下，管理员和评论者在命名敌人时过于具体。他们分享的大部分内容都充满了愤怒、厌恶、悲伤，以及希望看到强奸犯受到惩罚的愿望。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一旦所有强奸犯都被逮捕，针对他们的司法程序启动，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审查该国的强奸法，抗议者就没有什么可以支持的了，特别是与这六名强奸犯有关。毕竟，他们是六个随机的人，与更大的公共或私人组织没有联系，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另一个有动机的行为人不可能被识别和锁定。当然，媒体和街头抗议活动提供了几种可能性。其中之一是前面提到的文化，它还没有成功地教导男性，对女性的性暴力是不可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德里警方本身，他们系统地、公开地助长了对受害者的指责和有罪不罚(Bhalla et 

al.， 2012)。有一些适当的、有动机的行动者或“敌人”成为运动的目标。
那些确实提供了替代目标的帖子遭受了泛泛之苦。例如，两篇提出强奸文化概念的帖子将这个问题归咎于整个社会。其中一篇名为“每个强奸犯的背后”(发表于2012年12月21日)的文章列出了所有人，从“把妻子当作奴隶的父亲”到“允许强奸受害者嫁给强奸犯的法律制度”，再到抗议达米尼被强奸的人。虽然这篇文章很有见地(如果不是完美的话)，但它是一篇潜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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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的批评，它包罗万象，最终让“社会”这个“无演员”的实体为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负责。或许可以预见的是，那篇帖子之后的评论聚焦于改变自己，也包含了对整个印度文化和社会的模糊评价。他们说诸如“首先我们应该改变自己，然后是我们的国家”、“印度文化和社会糟透了”、“我们都必须首先改变我们的心态”、“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对这次事件负有间接责任……”之类的话。从现在起，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发出我们的声音，站在一起反对任何形式的不公正。”只有一条评论更有针对性，但包括管理员在内，没有人试图鼓励这个人的想法，也没有人试图以任何方式引导对话。
当发布与根本原因或采取集体行动有关的帖子时，它们在追求主题或行动方面缺乏后续行动。例如，1月20日，管理员要求成员组织活动并发送活动链接。这是一个很好的倡议，虽然没有重点，但是，虽然在随后的197个帖子中，只有少数包含了一个事件的部分形成的想法，但这些帖子都没有被管理员评论或转发，以鼓励这种思考和/或给想法的种子更大的可见性。甚至连一份要求政府强迫那些被指控强奸的政客下台的请愿书的优秀倡议都没有被转发。因此，管理者和其他成员未能在群体中扮演领导者或协调者的角色，也未能确定强奸犯在其中活动的“更广泛的结构”(伽姆森, 1992: 

33)。这样做可能会给该页面的关注者一个目标，一旦强奸犯被逮捕，针对他们的司法程序开始，他们就可以围绕这个目标组织起来。但这也将是一项极其耗时的任务。高尼姆说，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页面上，以至于他忽略了他的家庭和工作来照顾它(高尼姆，
2012:110)。

有趣的是，一位来自达米尼法官的受访者Bipen特别抱怨说，小组管理员没有指出强奸背后的“实际原因”和“主要原因”，他认为后者是印度的法律和秩序体系。他觉得，这样做是管理员的责任，他/她未能履行这一责任，对小组产生了负面影响。他创建了自己的小组，目的是“至少让我的国家的人民意识到哪里出了问题……，并认为“人们对社会中存在的针对妇女的不公正现象缺乏认识”(2013年8月14日对问卷的答复)。另一名受访者，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Sharone Daniel  309 



Rohan也觉得小组是无效的，但把这个问题归咎于互联网的媒介(专访作者，2013年7月27日)。另一方面，Wael高尼姆立即指出“内政部的腐败行为，我们镇压政权的邪恶右手”是一个具体但不太具体的行动者。在高尼姆最早的帖子中，并没有明确提到这个演员和其他出现的演员的名字。然而，从一开始，赛义德的正义就被框定在一个更大的关于所有团体成员的正义和自由的话语中。例如，第一条帖子写道:“今天他们杀了哈立德。如果我不为他着想，明天他们就会杀了我。”第二条是:“各位，我们在两分钟内变成了300人。我们想要达到10万。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反对压迫者。”很快，高尼姆“开始关注这样一个概念:发生在哈立德身上的事情每天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在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人身上。”无论如何，达米尼法官的行政人员在强奸和强奸文化之间建立同样的联系都不是一件牵强的事。这并不是说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没有关注正义，特别是哈立德·赛义德，或者他们选择的动机演员总是连贯和稳定的;然而，作为一名管理者，高尼姆总是回归或包含更广阔的正义视野
(高尼姆，2012:59-60)。Zeeshan, 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的追随者，在我对他的采访中支持了这个观点。他说，他通过小组学会了政治(2013年8月14日对作者的采访)。

集体行动框架:同一性
继续讨论集体同一性，我们会发现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情况。集体同一性的衡量标准有很多，这些衡量标准之间一直缺乏高度相关性，这表明它不是“一个单维的结构”，而是一个多维的结构(安石, Deaux, 

and McLaughlin-Volpe, 2004: 100)。因此，不太可能有任何一个群体会展示或报告所有元素的存在。由于与集体同一性相关的元素列表很广泛，根据安石等人对二十年集体同一性研究的深入分析，我选择了七个主要元素中的六个，这些元素被认为是集体同一性的基础。伽姆森对集体同一性的定义以及《多纳泰拉·德拉·门》和马里奥·迪亚尼对同一性和身份仪式产生的理解也为本节提供了部分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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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more等人(2004:84-93)列出的清单包括自我分类、评价、重要性、依恋和相互依赖感、社会嵌入性和行为参与。其中很多都是不言自明的。自 我 分 类指的是将自己定位为特定群体成员的行为。没有自我分类，任何其他形式的集体同一性几乎都不可能存在。紧随其后的是“评 价”，它指的是一个人评价或感觉别人评价他认为自己属于的群体的积极或消极的方式。重 要 性指的是“某一特定群体成员身份对个人整体自我概念的重要性，从低到高”。依恋和相互依存感指的要么是“一个人对某一社会类别的情感参与程度，要么是认为该群体的命运与个人命运重叠的程度”。社会嵌入性关注的是集体同一性在一个人的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它指的是有多少朋友和家人属于自己所在的群体。行为参与关注的是“一个人参与直接[牵连]有问题的集体同一性类别的行为的程度。”对于Gamson来说，
同一性组件指的是定义这个“我们”的过程，通常与具有不同兴趣或价值观的“他们”相对立. . . .集体行动需要有一种必须改变其政策或做法的人类代理人的意识，以及一个将有助于实现这种改变的“我们”。(Gamson, 1992: 8)

让我们从追溯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通过参与集体行动而产生的“我们”意识开始。利用Donatella della门户和Mario Diani对同一性和身份仪式产生的理解，我认为，在组织和参与集体行动时，团体成员采用了特定的“行为模式”，建立并加强了运动的同一性。这些行为模型包括诸如标识符之类的对象，“它使特定事业的支持者能够立即被识别出来”，以及“扮演重要角色……”的角色哈立德·赛义德。在(该运动)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在集体行动中使用这些“对象”，将群体成员与“普通人”和“他们的对手”明确区分开来(della门户等人，1999: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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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尼姆敦促组织成员参加的第一个活动是由另一个青年运动和其他团体和活动家组织的哈立德·赛义德的公开葬礼。我不可能说团体成员是否参加了那场被警察袭击的葬礼。然而，他们的参与似乎对
Kullena Khaled Said内部的集体同一性几乎没有影响。然后，高尼姆提出了一个“属于”该组织的行动。也就是说，Kullena Khaled Said的管理员想到了这个想法，并要求那些属于该组织的人参与进来。这个想法是让会员们把他们的头像换成“匿名设计的哈立德·赛义德的横幅，以埃及国旗为背景，配上“埃及烈士”的标题。高尼姆报告说，“数千人的反应是积极的。”这是一个低风险和容易参与的行动，这在Facebook的世界里是很常见的。该行动要求Kullena Khaled Said成员通过改变他们的在线“服装”——他们的个人资料照片，在某种程度上公开表明自己与该组织的关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同时表明了自己与那些杀害“埃及烈士”的人以及那些没有或尚未加入该组织的人的区别。通过在徽标中使用该运动的一个人物——哈立德·赛义德，参与该运动的人正在加强他们作为一个与哈立德·赛义德之死有关的运动的同一性(高尼姆，2012:63,67)。

在第二次行动中，高尼姆要求成员们拍照，他们举着一个纸牌子，上面写着Kullena Khaled Said:

数百人照做了，我们开始在页面上发布他们的照片。这些图片所产生的影响比张贴在页面上的任何文字都要强烈许多倍。各种背景的男性和女性，年龄在14岁到40岁之间，现在成为了这场运动的化身。
(2012: 68)

成员们再次采用了一种标识符，即他们所在群体的名称，在危险的情况下，这将他们与对手和其他人区分开来，从而加强了他们的“我们”感。在这两次行动之后，运动实际上就流动起来了。
小组组织并参与的第三个行动是沉默站，这是一个小组成员建议的线下行动。他们的想法是让成员穿上黑色t恤(另一种标识)，在亚历山大的海岸站一个小时，彼此相距五英尺，默默地表达他们“对哈立德·赛义德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不满”。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涉及到团体成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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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要求他们公开表达对政权的不同意见。甚至在行动发生之前，就有可能看到这个群体的集体同一性正在形成和增强。例如，成员们决定他们想要“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尽管我们既悲伤又愤怒，但我们仍然是非暴力的”(高尼姆，2012:70,72)。
高尼姆利用小组成员所表达的这些愿望和感受，并在一篇文章中加以强化，大胆地断言该小组是谁，不是谁，甚至给予小组成员“Facebook青年”的集体同一性:“我们不是一个组织……我们也不是一个政党……我们没有别的动机，只是想以文明的方式表达我们的意见. . . .我发誓整个世界都会对Facebook青年感到惊叹”(2012:72)。在我对Zeeshan的采访中，他自豪地宣称他也将自己定位为Facebook青年(2013年8月14日)。
当该组织因组织“沉默站”而受到政府和国有报纸的攻击时，该组织的数字同一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因为面对那些试图给它另一个不那么光荣的同一性的人，它阐明并捍卫了自己的身份:

你知道为什么媒体要攻击Facebook吗?因为它没有收受贿赂来发布虚假故事……而且它也不会屈服于安全压力，删除一个故事. . . .

Facebook成为我们表达观点、抱负和梦想的工具，没有任何人的压力. . . .现在我们的信息传到了他们有偏见的报纸上…但我们的信息是我们自己的. . . .我们是埃及青年，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关心，我们有发言权。(高尼姆，2012:74)

事件发生后，许多人批评它，认为它没有做任何改变现实的事情，而且是愚蠢的。高尼姆回应这些批评的文章，在团体成员和“他们”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线，而“他们”并不是集体采取行动的动机行动者。他写道:“很多人会想，‘那又怎样?你得到了什么?“……正是这些人说埃及人是懦夫，没有人会出现在沉默站上。”他接着陈述了他们的收获，比如“一个强烈的信息，即我们是一个团结的埃及人团体，彼此关心……他们不是被动的。”这篇帖子以“谢谢你，脸书青年”结尾。高尼姆报告说，在沉默站之后，“团结的感觉压倒了参与者，并将摊位变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环境。”在此之前，又举行了三次“沉默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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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经历了一段“看不见”的时期，这在社会运动中很常见(高尼姆，2012:80)。正如读者所看到的，库琳娜·哈立德·赛义德非常成功地培养了一种“我们”感，一种同一性。读者可能也注意到了Ashmore等人作为集体同一性指标的一些元素的存在。也许最明显的标志是行为参与，成员通过参与成百上千的群体组织的行动来表现出来。在高尼姆发布的一项调查中，7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觉得自己拥有这个页面”，“这个页面所宣传的事业是他们自己的事业”。很多会员对这个页面也有非常积极的评价。例如，一些人说库琳娜·哈立德·赛义德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显然，群体中存在强烈的集体同一性迹象(高尼姆，2012:108,80)。
当我们看《为达米尼伸张正义》时，一开始并没有从页面的帖子和评论中出现具体的同一性，我们在库琳娜·哈立德·赛义德中看到的强烈声明也不存在。在采访小组成员之前，我得出结论，这个小组没有形成任何形式的集体同一性。直到一个多月过去了，才有迹象表明，该组织或管理员同意或甚至提出了一种行为模式或目标，将他们与成千上万走上街头的印度人区分开来，页面上的帖子和评论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同一性模式。从表面上看，这个组织似乎在这方面失败了。然而，在采访中，我发现了一种不可否认的低但可察觉的集体同一性存在。虽然这些受访者的回答不能被理解为代表整个群体，但有趣的是，这种感觉是存在的，尤其是考虑到他们都没有真正参加过这个群体组织的活动。
五个受访者中有三个人具备了集体同一性的最基本条件，因为他们说他们认为自己是这个群体的成员。其中两名成员对团队的评价总体上是积极的，这是集体同一性的第二个要求。第三位成员的批评则更为复杂，但三人都认为该页面提高了人们对该事件的认识，并提供了重要的更新。其中一人认为，它做得更多。此外，小组所坚持的价值观和不受欢迎的人所持有的价值观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在对Rohan的采访中，这一点变得很明显，他说他对管理员和他所说的“男孩和女孩”感到不满，因为他们是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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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试图摧毁印度文化”，并将男性妖魔化。他不同意页面上所说的很多内容。他认为，女性不应该“违背我们的文化”，去离家“很远”的地方，天黑后还出门。相反，她们应该“举止正常”。 

罗汉的言论与普里扬卡的言论形成鲜明对比，普里扬卡表示，她尊重行政长官的观点，并对印度女性面临的双重标准、不平等和压迫感到相当担忧。她还对那些“对达米尼提出愚蠢问题的人表示非常恼火，问她为什么晚上还不在家?”她和她的男孩朋友在一起做什么?(2013年8月12日对问卷的回答)。考虑到他们的不同观点，罗汉并不像普里扬卡那样强烈而自信地认为自己是达米尼正义的一部分，这并不奇怪。他在使用“我们”和“他们”来指代这个群体时，总是在切换，在表达支持制止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时，他会使用第一人称，而在反对该页面的内容时，他会使用第三人称。显然，尽管没能确定一个明确而恰当的“敌人”，但该页面确实在属于(我们)的人与不属于(他们)的人之间划清了界限。
当被问及如果团队一夜之间消失，他们会有什么感觉时，一些受访者表示，他们会感到失落或悲伤，这表明他们对团队和集体同一性的情感依恋。普里扬卡特别伤心:“我一定感到非常难过/震惊，因为它是我为达米尼而战的伙伴。即使是现在，当小组不像开始时那样活跃时，我也感到很难过”(2013年8月12日对问卷的回应)。
普里扬卡甚至通过这个小组交了几个朋友，表现出了社会嵌入性，她声称，尽管她无法亲自参加小组主办或组织的任何活动，但她“在Facebook的帮助下尽了最大努力鼓励他们”，并觉得这意味着她“在家参与”。从她的角度来看，她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即坚持自己的行为参与。考虑到上面的回答，我的假设是，如果管理员再次活跃起来，如果他或她有时间、精力和所需的专业知识，就有可能围绕一个不同的目标或目标重新动员这个页面的成员，因为集体同一性的种子很可能存在。2013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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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AGENCY

集体行动框架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能动性:“能动性是指通过集体行动可以改变条件或政策的意识。集体行动框架暗示了某种集体效能感，否认了一些不受欢迎的情况的不变性。它们通过将人们定义为自身历史的潜在代理人来赋予人们权力。他们不仅认为可以做些什么，而且认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Gamson, 1992: 7)。
对于库琳娜·哈立德·赛义德来说，第一次沉默站是一个强大的时刻，因为那些在互联网上“相遇”并组织起来的人看到他们的工作以成千上万的年轻埃及人默默地站在一起反对压迫政权的形式蔓延到线下世界。这个创新的、非暴力的、非对抗性的想法来自于一个小组成员，而不是高尼姆本人。高尼姆把发到库琳娜·哈立德·赛义德电子邮件账户上的想法，连同活动的日期和时间，贴在了页面的墙上，并征求“所有有助于实现这个想法的建议”。他回忆道:“为了实现这个想法，我们收到了大量的电子邮件。最重要的评论是，这种努力不应该变成一场典型的政治示威. . . .根据其中一名成员的建议，参与者被要求携带一本《古兰经》或《圣经》，以便安静地阅读。” 

在收到第一封电子邮件后的一个小时内，高尼姆在脸书上发起了一个名为“沿亚历山大海滨为哈立德·赛义德烈士沉默站祈祷”的活动。他在周三发布了这条建议，而沉默站活动原定于周五下午5点举行。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该组织的成员合作撰写和分发新闻稿，设计标志和横幅，邀请国内和国际媒体报道这次活动，联系哈立德·赛义德的母亲邀请她参加，甚至制作了一个视频来宣传这次活动。成员们邀请了很多人，这个团体迅速发展到超过10万人。如上所述，该事件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国有报纸开始攻击脸书，声称它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所有，许多间谍和敌人匿名使用它来给埃及年轻人洗脑。”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一周前刚刚成立的一个小组完成的，在这个小组中，主要协调者是匿名的，而且很可能是通过许多人的合作完成的，这些人彼此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亲自协调他们的行动(高尼姆，2012: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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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尼姆写道，虽然他觉得实际人数要低一些，但“路透社的一篇新闻报道称，有8000人参加了沉默站”。这个摊位的照片被贴在网上，世界各地的报纸都报道了这个故事。成员们表示，这个团体对他们的影响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以前从未参加过类似的活动。在高尼姆组织的一项民意调查中，64%的参与者表示“沉默站”非常有效或效果令人满意，72%的人表示他们会参加下一次活动。机构的集体行动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并得到加强。没有什么比高尼姆在“沉默站”之后的一篇帖子更能表达这种感觉了:

上周五，这个页面启动了…周二穆罕默德发送了他的建议，并宣布给大家. . . .周五，超过10万名成员加入了该组织，数千人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市实施了一个埃及从未有过的想法. . . .所以我们能做任何事情吗?!

虽然该组织在代理意识上从来没有统一或一致，尽管它经历了一段缺乏行动和关注的时期，但在该组织组织的其他行动中，同样强烈的代理意识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沉默革命，当然还有1月25日的革命(高尼姆，2012:79,81,84,103)。
这种话语和焦点与我们在《为达米尼伸张正义》中看到的截然不同，在《为达米尼伸张正义》中，一种沉重的挫败感和缺乏代理的感觉悬在空中。这是因为，首先，正如你在上面关于不公正框架的章节中看到的，管理员和小组成员并没有发展出一个合适的有动机的行动者来对抗。他们没能将一群无关联青年的随机性暴力行为置于他们所处的更广泛的结构中(Gamson, 1992: 33)。如果没有正确的“敌人”和目标，就很难觉得一个人可以改变任何事情，或者他所寻求改变的事情会真正产生影响。正因如此，在强奸案发生后仅仅几周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该页面的“点赞者”们就不断地发布着对强奸犯尚未被绳之以法感到沮丧和愤怒的信息。虽然有可能，但考虑到准备这类案件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一个被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学者和公民仔细审查、分析和撕裂的案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此时此刻，如果有一位像高尼姆这样的管理者在场，帮助将对话转向更广泛的司法体系结构，那将是非常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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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针对达米尼的罪行得以发生的不公正现象，并确定该组织能够带来结构性和持久变化的方式。
对于强奸犯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也有不切实际的、自私自利的期望，其中最受欢迎的一种是阉割。不幸的是，这些都得到了管理员的鼓励。例如，他/她发布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一名被指控强奸的男子被下巴下的钩子拖着穿过黎巴嫩的街道，标题是“这就是黎巴嫩官员公开对待强奸犯的做法!印度到底在搞什么鬼?分享给印度政府吧!!”显然，对于一个处理高度公开案件的民主政府来说，这种法外和非法的惩罚是不可能的。这在黎巴嫩也不是常态。一个既允许愤怒又允许理性的温和声音会更有用，因为它会庆祝这样一个事实:街头抗议确保了所有强奸犯都被立即逮捕和起诉，强奸法正在被审查，让追随者不再认为立即将强奸犯阉割并处以绞刑是他们的事，并将他们推向一个更合适的发泄愤怒的途径，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行为对减少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有影响。不幸的是，这并没有发生，这个页面也从“这次……”这样的评论转移了。将会有变化!重大变化!，“我也想加入这个……”并为这个女孩做SMTHNG……”，以及“人民抗议的力量……”应该继续……只有这样，才会有人为“让达米尼失望”而道歉，并抱怨和叹气说什么都不会改变(为达米尼伸张正义，2012年12月20日发布，原文拼写错误)。
除了无法实现不切实际的目标或庆祝已经完成的目标而感到沮丧之外，该页面也未能利用活动来帮助成员看到他们在线微行动的结果。在运动早期，为达米尼伸张正义组织了两场由其他团体和个人发起的抗议活动。人们将在圣诞节前的几天聚集在印度门要求正义。但为达米尼伸张正义组织的成员并没有被要求穿戴或携带任何可能表明他们属于该组织的东西。由于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抗议，为达米尼伸张正义的成员不太可能有机会与其他页面成员见面和交谈，这样做，看到有可能离开互联网，走上街头要求和得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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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页面最终真的组织了一场抗议活动，要求人们穿黑色衣服来表明自己的身份时，距离强奸案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成员们已经感到沮丧和没有动力，这个页面也失去了很大的动力。据另一位受访者迪内什(Dinesh)称，在250多名回复者和7万多名页面“赞”者中，只有大约10人参加了这次活动(2013年7月20日)。这次活动很可能产生了一些影响;然而，Facebook上并没有发布这次活动的最新消息，迪内什也没有提到这次聚会的任何结果。
然而，总的来说，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共同努力参与集体行动，也没有目标对手，该组织似乎既没有目标，也没有达到目标的手段。这些因素将成为构建代理的主要障碍。

此外
在结束这篇文章之前，我想指出两个不适合集体行动框架的因素，但在考虑微观行动主义的影响时，它们是相关的。首先，不管他们在动员和行动上有多么成功，为达米尼伸张正义和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都履行了向该网页的关注者提供案件重要更新的职能。第二，尽管“为达米尼伸张正义”未能将焦点集中在一个有动机的演员身上，该组织可以动员起来反对这个演员，但该网站只是不时地宣称，达米尼被强奸是没有借口的，该网站在成千上万的粉丝面前表明了反对指责受害者和羞辱受害者的立场。

结语
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有别于为达米尼伸张正义，并促成其成功参与集体行动的三个因素是，该组织有能力建立三个集体行动框架:不公正、代理和同一性。当谈到不公正的框架时，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能够引导埃及年轻人对“敌人”的强烈道德义愤，这种“敌人”足够具体，让人觉得它可以被击败或至少受到攻击，也足够抽象，让人觉得可以进行长期的结构变革。该团体还利用创造性的集体行动和一定的象征元素来发展集体同一性，并建立了强烈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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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成功地将埃及青年聚集在一起抗议，培养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的感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位积极参与、目标明确的领导者和团体管理者的帮助下实现的。不幸的是，为达米尼伸张正义似乎在这三个领域都失败了，尽管对该组织成员的初步采访表明，集体同一性的种子可能已经在该组织内部生长，尽管它无法提出一个合适的目标，也无法围绕这个目标组织起来。
在试图理解为什么一个群体成功而另一个群体失败时，还有更多的因素必须考虑。集体行动框架的构建只是其中之一。然而，我希望这篇文章将有助于正在进行的理解和消除数字行动主义的过程，并为数字和其他活动家提供一个如何明智地利用社交媒体和在线工具来促进社会变革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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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拉斐尔·福沙伊

政治理论家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在1994年出版的论文集《政治身份的形成》(The Making of Political Identities)的导言中，概括了他所认为的20世纪末、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柏林墙倒塌之后的政治形势。拉克劳认为，主导二战后政治格局的政治意识形态冲突的后果，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主义的新兴时代，给政治身份的划分留下了一定的空白。拉克劳在数字媒体转型和政治、社会和个人日常经验与实践的重新语境化的新兴时代的尖端写作。二十年后，我们正深入到冷战后全球格局的去语境化中，其地图主要围绕着经济、国家和跨国霸权重新绘制。拉克劳反思了围绕政治同一性问题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与我们在本卷导言中提到的哈贝马斯对千禧年之交的现代性的晚期现代和后现代解释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分析相一致。关于哈贝马斯倾向于称之为晚期而非后现代性的政治身份形成方式的变化，拉克劳指出:

如果行动者在社会结构中总是有一个已经确定的位置，那么从激进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同一性问题就不会出现，或者至多被视为人们发现或认识自己的同一性，而不是构建它。因此，社会错位的问题就会被看作是社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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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行动者的矛盾位置，而不是激进的缺乏威胁到这些行动者的同一性。(2)

拉克劳正确地指出，“激进的缺乏”是千禧年之交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事实证明，这是社会同一性的数字媒体表达扩散的肥沃土壤。同一性形成经验中的流动性和建构主义，源于拉克劳所看到的去意识形态化的全球景观(至少就意识形态在20世纪的特征而言)，鼓励了对技术转化的交流实践的开放性和适应性。通信中的计算转向构成通信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了多个虚拟身份的快速形成，再加上匿名或身份屏蔽的潜在选择，甚至不需要相互协调或一致。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哲学传统就一直担心拟态的、有意的虚拟表征的认识论和伦理地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苏格拉底的性格，引用了"诗歌与哲学之间的古老争论"，将模仿诗人驱逐出理想的理想国，除非他们能为自己的价值提出哲学正当化rôle。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天生的模仿者，“是世界上最具模仿性的生物，最初是通过模仿来学习的”(1448b, 7-8)。特别是，他观察到:

而且，所有人都喜欢模仿作品，这也是很自然的。第二点的真理是由经验证明的:虽然对象本身看起来可能很痛苦，但我们喜欢在艺术中看到它们最真实的表现. . . .观看图画的乐趣在于，人们同时也在学习——收集事物的意义。(1448b, 8 - 11,15 - 17) 

我们在表现中自然体验到的快乐，虽然本质上是令人愉悦的，而且可能具有教育意义，但它显然与世界上的物理行为的直接后果无关，因此隐含着令人困惑甚至不安的含义。作为表征和日益强化的虚拟化的管道，传播媒体展示了我们在所有表征中所附加的快乐元素和知识元素之间所经历的矛盾张力。在个人电脑出现之前，电影和电视这种单向媒体对暴力的沉重关注一直伴随着对裸体和性行为的相对禁止。然而，后者却在更为个体控制的互动结构中找到了肥沃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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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联网。虚拟媒体连接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在意味着，在发达国家(随着移动设备的出现，发展中国家)，很大一部分人口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虚拟而非具身的互动上。以至于曾经明显的真实与虚拟、呈现与呈现之间的区别不再适用，一种比例和含义都不确定的再现与虚拟行为的新制度出现了。
随着个人和移动设备对独处时间和与他人交流的日益虚拟化，真实与虚拟体验之间的平衡已经发生了转变，这种平衡仍然存在于电影和电视时代。在计算机化和互联化之前，媒体消费的被动性与阅读保持着一定的比例关系，也保持着世界上阅读与行动之间明显对比的明确性。随着计算机虚拟化和互联网交互性的出现，这种清晰的对比不再适用。我们正迅速适应虚拟社区和虚拟交流，在某种程度上，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前(假定的)关系迅速接近(或可能远远超过)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人类不再被自然化在一个生物圈中，这个生物圈本身由于科学和技术干预的影响而变得极度不平衡(参见，例如，Hayles, 1999;Wolfe, 2010)。人类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和物种同一性，并在这样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背景下承担起自己的能动性，为伦理和政治反思和辩论开辟了新的视野。这本关于数字文化的合集的作者确信，这场关于数字联系中的同一性和代理的辩论的必要性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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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机器有权利吗?
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学

David J. Gunkel, Paul Kellogg采访

凯洛格:也许你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你在哪里教书以及你的背景。
冈克尔:我的背景是媒体研究和哲学方面的一种分裂/双重人格。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读本科，所以我两样都学了，我在媒体制作、媒体批判研究和大陆哲学方面都有高等学位。我研究和研究与技术哲学有关的问题，以及与伦理、数字媒体和新媒体有关的相关问题。

凯洛格:2013年4月在埃德蒙顿举行的数字研讨会上，我有幸听到了您的演讲，当时您是主讲人。这是一场非常吸引人的演讲，它提出了一个我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将伦理学应用于机器世界的问题。我有机会读了您的书《机 器 问 题 》(The Machine Question)，正是您在书中以及在那次研讨会上提出的一些有趣的问题，促使我提出了这次采访的要求。
首先，准确地说，您研究的一个关键领域与解决这个问题有关:“机器有权利吗?”其次，如果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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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你不会立即遇到那些认为权利问题完全与人类的权利联系在一起的人的怀疑或抵制，因此，机器甚至可以被视为伦理领域的概念立即被驳回?

冈克尔:让我先作个序言，然后马上回答你的问题。当我们从工具的角度思考技术时，我们想到的很多东西。也就是说，技术是我们使用的工具，在交流领域，它总是被视为一种人类行为或互动的媒介。我们现在正在通过电脑进行交流。在这种情况下，电脑调节了我们与Skype的互动。所以在我们的很多历史中，与技术打交道一直是与被视为中立的东西打交道。技术并不是道德的组成部分。真正重要的是如何使用它，是人类决定用它为善还是为恶，这取决于技术在各种情况下如何应用或不应用。
在这个新的世纪，21世纪，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机器越来越多地从人类之间的中介转移到作为一个互动主体的位置。因此，计算机和其他类型的机器，如计算机-机器人、具有人工智能(AI)的机器和算法，不再仅仅是我们行动的工具，而是成为与我们互动的“他者”。例如，如果你看一下有关网络流量的统计数据，就会发现现在网络上发生的大部分事情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是机器对机器和机器对人的互动。因此，我们已经被一种机器入侵所排挤，机器正在越来越多地接管通常被认为是人类主体的交流交流和其他类型的社会互动。这导致最近很多哲学家将机器视为一个道德主体。也就是说，机器是否应该为它所做或未做的事情负责?如果机器拒绝你赊账，那是谁的错?是信贷机构和编写算法的人的错，还是算法本身的错?最近十多年来，关于信用机构的各种问题都浮出水面。
但你是对的;我主要关心的不是代理。我的意思是，我认为代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机器道德代理是处理我们当前社会环境中机制所占据的新位置的关键组成部分。但我想看看它的另一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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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或者可以看作是配股。如果我们现在确实有机器，我们正在相当认真地考虑作为道德行为人，并询问它们是否对我们负有责任，这些问题的另一面是，这些机器是如何使它们成为道德行为人的?我们对这些机器有什么责任吗?在与我们的关系中，这些机器有相反的权利吗?所以你是完全正确的。我最近的工作和我自己的很多研究都是关于机器权利的问题。
话虽如此，你的第二个问题还是很切题的，因为直接的反应是:“你在说什么?”机器怎么会有权利呢?”我们通常认为权利属于有意识的或至少是有知觉的生物，而我们所知道的机器只是我们设计用来做某些事情的愚蠢设备。因此，权利问题立即与道德哲学的悠久传统发生冲突，道德哲学通常只将权利分配给人类，直到最近才开始认为非人类动物也拥有任何权利。我反驳这个观点的方式，或者说是回应这个评论的方式，就是把它和动物权利哲学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在动物权利中，我们开始打破我们传统中以人类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伦理，并问道:“你知道，如果非人类动物也可以成为道德病人呢?” 

如果你回头看看启蒙运动的奠基人，比如笛卡尔，他认为动物和机器是一样的。他认为在这个术语中，bête机器，动物机器，机器和动物表面上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开始开放对动物的思考，如果我们遵循启蒙运动的传统，那就有另一方面说我们可能应该开始思考机器的权利。所以我把它作为一个机器问题，因为我现在没有明确的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确实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必须询问机器的权利，因为机器越来越多地成为社会互动的主体，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地参与其中。

凯洛格:我很高兴你提出了动物权利的问题。我记得二十、二十五年前，当动物权利的问题被提出时，即使是在餐桌旁的随意谈话中，人们也会以不理解的方式回应，因为有这么长的传统，动物被视为工具，作为物品，作为我们用来做食物的东西，或者我们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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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需要。改变这一观点的一个问题是你可以在动物身上看到的情绪的可见性问题，尤其是在捕猎海豹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一种情感上的识别，因为海豹幼崽有眼睛，我们可以看着它们的眼睛，似乎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情感上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人类和机器之间似乎更加困难。所以在一个层面上是平行的，但在我看来，这种平行可能会被打破一点。这和你的讨论有什么关系呢?

冈克尔:这是个好问题。从外部看，似乎很难把这些点联系起来。但当你开始审视道德哲学的发展方式和逻辑的论证方式时，就以一种一致的方式遵循这种思考而言，它真的是无可辩驳的:除了机器的权利之外，你无法得到一个结果。我来解释一下其中的原因。道德哲学在传统上是一种历史发展，它不断地向先前被排除在外的事物开放自己。所以，举例来说，在西方思想的早期，被算作道德主体的只有像你这样的其他人。在雅典，被算作道德主体的应该是白人男性，被排除在外的应该是奴隶、野蛮人、妇女和儿童。只有家庭中的男性成员才被认为是道德共同体的一员，因此所有这些东西都被认为是属性。举个例子，当奥德修斯结束旅行回到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所有的女奴都吊死，他能这么做是因为她们是属性，她们不被认为是人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所做的是，我们扩大了谁被认为是人类的焦点或范围。到启蒙运动时期，被认为是人的主要是任何年龄的欧洲白人男性，但被排除在外的是土著人、非洲人和女性。慢慢地发展到包括其他这些人，所以随着美国内战，非洲奴隶或以前的奴隶被纳入道德主体的社区。随着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和其他女权主义者的出现，女性开始被视为道德考量的对象，然后到了20世纪，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和汤姆·里根(Tom Regan)认为动物现在应该被纳入道德主体的群体。
现在在动物身上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你也提到了，我认为这是非常关键的。最初，当我们试图扩大道德主体的群体时，它总是关于一种能力——它是关于这些其他人是否有理性的力量，或者在希腊传统中，动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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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n echon，即说话或使用语言的能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土著人没有理性，因此他们不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的完全参与者，或者女性不像男性那样理性思考，因此可以被排除在道德社会之外。有了动物权利，我们就从一种能力变成了一种被动。德里达说，动物权利思想的重大转变是杰里米·边沁问的不是，它们能思考，能推理，能说话，而是它们能受苦吗?受苦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组成部分;它是被动的——被动受苦和被影响的能力。德里达说，这是20世纪道德思想的真正转变，因为它从拥有主动能力转变为被动感受痛苦或快乐的能力。所以，正如你所指出的，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转变，因为这是我们关注道德思维方式的真正转变，从这种说话、语言和逻多斯的能力，到痛苦的被动性。
在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开始把机器作为一个道德病人来看待这个问题时，我们再次遇到人们把他们的手臂高举在空中说:“你在说什么?很明显，机器不会受苦。它们没有任何对它们重要的东西。”你不可能伤害你的iPad。它没有任何情感。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好的论点，除了工程师在设计带有情感的机器这一事实。所以我们现在有一整个时期——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参与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其他边缘感知机制的工程师们正在设计具有情感能力的机器。拥有情感意味着它们可以与我们交谈，更有效地与我们互动，因为我们是有情感的生物。
例如，罗德·布鲁克斯(Rod Brooks)设计的机器人害怕光，并能感受到光的痛苦。这是一种设计到机制中的情感反应，让机器寻找黑暗的角落，避开明亮的区域。还有一些人在研究机器，这些机器可以模拟人类的情感，其程度几乎与真实的人类痛苦无法区分。日本有一家机器人公司(森田)制造了一种能感知疼痛的机器人，旨在帮助培训牙科专业的学生。所以当牙科学生使用钻头的方式不正确时，机器人就会痛苦地喊出你在伤害它，大多数学生都说这是无法模拟的。这与他们认识到的疼痛非常接近，以至于他们给这个物体注入了疼痛感。所以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有两点非常重要，需要指出来。一个是“别人的想法”问题。我怎么知道一个能提供疼痛证据的物体，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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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动物，一个人，或者一台机器，真的处于疼痛之中吗?除了我自己，我感觉不到其他任何东西的痛苦，所以我所能做的就是解读外部信号，并假设这些信号来自某种内在的矫揉造作。至于我的狗是否在受苦，这并不是我能确切知道的。我只能根据它在被以某种方式触摸时的畏缩或嚎叫等方式做出一些有根据的猜测。所以我们在这里遇到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设计的机器能提供疼痛的证据，那么很难说这不是真正的疼痛，因为我可以对任何其他生物说同样的话。我也可以对老鼠说:“嗯，那不是真正的疼痛。”我最近刚在缅因州，有人告诉我，煮龙虾是可以的，因为它们真的感觉不到疼痛。我的问题是，真的吗?我们知道吗?

凯洛格:我们当过龙虾吗?

冈克尔:没错。我们怎么能确定，是的，确实，我们可以把龙虾活活煮熟，因为它们没有任何感觉?所以从事动物研究的人说，是的，动物能感觉到疼痛，但它仍然会导致“其他思想”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任何看起来痛苦的东西是否真的痛苦。这是我们做出的一个统计推测，但我们必须将同样的决策扩展到机器上，这些机器被编程为在其外部伪装中表现出各种痛苦或快乐。
另一件事——让我提一下，因为它真的很重要——丹·丹尼特曾经写过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叫做《为什么你不能制造出一台能感受到痛苦的计算机》。他所做的就是花了大约二十多页的篇幅，试图通过一个思想实验，设计一个能感知疼痛的机器人，在文章的最后，他说，“你知道吗?我们真的不能设计一台能感知疼痛的电脑。”但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制造出一种能感受到疼痛的机制，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疼痛是什么，这个我们称之为疼痛的决定因素是如此主观，以至于我们甚至不知道设计一个能感受到疼痛的机器人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他说你不能设计一台能感知疼痛的电脑，不是因为我们有工程问题，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概念问题，我们有一个哲学问题。这个我们把一切都挂在上面的东西，疼痛，是一个如此模糊的概念，以至于很难确切地定义它是什么或者它是什么样子。

凯洛格:对，所以你非常认为你的研究符合关于权利的经典叙述，以及谁被视为道德主体的扩展——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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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人男性，到有色人种，到女性，再到动物。你给机器等无生命的物体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么，你刚才提出的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给我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把人工智能机器和其他没有人工智能的机器区分开来吗?或者你的意思是，当我们扩展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对这些新单位的责任会带来更多的伦理问题?

Gunkel: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通常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是:“嗯，是的，当然，在某些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足够有知觉或有意识的机器，被认为拥有权利，这就是AI。”例如，在《2001太空漫游》中，哈尔显然是一个设计良好的AI。他是否有知觉，是否感到痛苦，这些都是电影叙事中非常深刻的问题，也是电影观众必须要努力解决的问题。好吧，我们关闭哈尔会伤害他吗?他说他的思想在消失。我能感觉到。好吧，我们可能会承认权利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当我们看到割草机、汽车或手机时，显然没有足够的AI来考虑权利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论点，因为它在传统中是有吸引力的，因为我们通常是根据一些内在的能力来决定谁拥有谁没有权利:知觉、意识、感受痛苦的能力，不管是什么情况。所以这个论点是，当机器跨越了感知的障碍，那么我们就可以谈论权利了，但在那之前，它们只是工具，我们不需要为此做任何事情。正如我所说，从传统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哲学论点。
我想说的是，即使在我们拥有哈尔9000型AI之前，机器的权利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机器是社会互动的对象，在我们的世界里，它们对我们和我们在世界上的行动能力产生影响，而不管它们的智力如何。因此，我提倡一种以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哲学为基础的方法——列维纳斯式的方法——也就是说，甚至在我知道另一个人的认知能力之前，我就遇到了另一个人，他把我当作一个道德问题来对待。我该如何回应呢?列维纳斯说，在我们对他人的认知能力有所了解之前，我们必须做出道德选择。我们必须选择是作为伦理主体还是作为客体来应对这些挑战。我认为这就把问题推向了下游。换句话说，我们不必等到哈尔 9000才开始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开始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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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机器最聪明的时候，也许甚至是愚蠢的时候，但我们需要开始考虑机器的社会地位，因为伦理是关于我们在更广泛的社会能力中与他人的关系，而不是关于我内心决定如何处理我遇到的其他实体。所以马克·科克尔伯格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决定伦理的是关系，而不是问题对象的能力。我认为他是对的。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如何与周围的事物联系起来有关;动物、环境、其他人和机器。

凯洛格:有意思。那么让我把它带到当代世界的一个机器上，这个机器周围存在着巨大的道德问题。我想到的机器是无人机。
现在，你可以提出伦理问题，保留无人机作为工具。以无人机在巴基斯坦或其他地方的使用为例。我可以说这是不道德的，违反了人权，或者违反了国际法，等等。但道德责任在于使用无人机的人，或者是决定使用无人机的人。这是让道德规范或评估我们在世界上的行为的一种方式。在我看来，你的意思是，我们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伦理问题，我们必须在了解他人的伦理能力之前，就伦理问题做出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可能会说，我们对无人机有责任，要确保我们不会强迫它做出不道德的、违反国际法和人权的行为。是我理解错了吗，还是我们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处理道德和无人机的问题，你会怎么看?

刚克尔:正是因为你提到的原因，无人机很有趣。目前无人机的配置是，它真的是一种远程呈现的仪器，对吧?我们在美国西部有飞行员在巴基斯坦、索马里和其他地方驾驶这些装置，他们从事的是“远距离行动”，在这种行动中，应该由人类来决定何时扣动扳机，何时不扣动扳机。但这些无人机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我们发现它们可以飞行超过24小时，而由于疲劳，你不能让一个人类飞行员飞行那么长时间。越来越多的自主性功能被植入这些无人机。问题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否会有这样的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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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还是在很少有人监督的情况下，做出关于目标获取和是否发射导弹的决定?如果你跟跟踪无人机发展的人聊一聊，他们会说，这显然是制造自主作战无人机的下一步，它需要很少的人类监督，比我们目前的监督少得多。但这是一个代理机构的问题，对吧?我的意思是，在这种情况下谁是代理人?从耐心与权利的关系来看，“无人机有权利吗?”似乎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而在这一点上，我们会说，“不，无人机没有任何权利，它是一种工具。”也许如果它有了自我意识，我们就得谈权利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问题推到后面去，在接下来的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对此，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已经认定无人机拥有权利。我们只是不按照国际会议或哲学家联盟的方式来做。我们通过工程实践和战场实践来做。在这种情况下，行动比语言更响亮，我们实际上是在决定无人机的权利，不管我们是否知道。
让我来解释一下这是如何发生的。正如我们所知，无人机不是最精确的武器。它们可以让美国士兵不受战场伤亡的影响，但不可避免地会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人类附带伤害，当无人机击中错误的目标或瞄准错误的汽车时，平民就会死亡，这是令人愤慨的。但真正让人抓狂的是。如果人权真的比机器权利更重要，我们就会停止使用这些东西。但我们仍在使用它们的事实意味着，我们已经把天平向无人机的方向倾斜了。我们已经决定，在无人机的导弹袭击结束后，无人机物体比其他人类更有价值。所以即使我们还没有召集道德哲学家来决定这个问题，工程界和军队的实践已经使它成为现实，所以实际上我们已经扩展了无人机持续存在权利的某种价值，这类似于一种权利，这是一种凌驾于作为附带损害的人的生命权的权利。

凯洛格:所以你是说权利问题已经存在了，只是没有得到承认?

冈克尔:是的，我认为这是最大的问题。权利已经决定了。这是在实验室里决定的。它是由装配工厂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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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战场决定的。是在行动中决定的。我们对这些决定的思考落后于必须执行这些决定以完成任务的实际必要性。

凯洛格:如果我们说我们对无人机负有责任，就像我们对另一个人，或者一个孩子，或者在现代话语中对一个非人类的动物负有责任一样，那么设计算法赋予无人机无限的杀害平民的权利，就违反了这种责任。然后，这将构建我们的决策。换句话说，如果与无人机相关的权利和伦理是与我们有关系的“他者”，那么这就会对我们构建控制无人机行为的算法的方式产生影响——或者这只是我的传统主义方式，试图解决问题?

冈克尔:不，我认为你正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部分问题在于，我们已经在做出有关机器权利的决定，而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做出了这些决定，没有意识到我们做出这些日常的、看似平凡的决定的后果。“决定”这个词真的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削减，对吧?决定。而一个决定总是一个“切”的例子，它说:这是在这一边，那是在那一边:这些是重要的事情;这些是不算数的东西。无论我们是工程师，还是战场指挥官或其他什么人，我们都必须不断地做这些事情，而不知道我们正在设计道德的未来。但我们确实是这样。我认为学者和哲学家的真正任务是把需要进行的关于这些事情的讨论带到表面上来，这样我们就不会盲目地做这些事情，这样我们就不会让这些决定创造一个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如何到达的未来，或者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这里有很多好的批判性工作要做，因为我们必须开始走到这个问题的前面。我们不能再落后了，我们必须与工程师、军事指挥官以及其他所有与机器人、人工智能和算法相关的人站在一起，并开始问，这将为我们创造什么样的世界?这项工程对我们的未来有什么社会义务?什么样的伦理和道德困境正在发生，因为某些已经做出的决定，不管我们是否知道?

凯洛格:而且经常与科学和工程联系在一起的工具化确实造成了一种情况，你可以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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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是建立在将机器视为没有知觉的存在的基础上的。我们现在有很长的历史，科学和工程的创造继续在世界上做绝对骇人听闻的事情。
冈克尔:没错。
凯洛格:你的论点正在以一种极其有力的方式把道德问题带回来。这不仅仅是一个问题，我作为一个人，用乐器的这个行为在未来会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关于你正在与之互动的机器以及我们对它负有什么道德责任的问题。这构成了我们现在如何进行，而不是十年后机器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时候。它的结构贯穿于整个过程。

冈克尔:正确，这意味着这不是一个将道德问题推迟到使用它的时候的问题。这意味着道德问题在我们开始设计系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凯洛格:而且这个问题贯穿于整个过程。这是一种关系。我教社会运动，每当我谈到权利问题时，对我来说，它总是与人类试图打破旧范式、打破旧压迫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密切相关。因此，托马斯·潘恩在美国独立战争的背景下写作并不是巧合。或者，第一个表明非洲人是人类的欧洲立法机构是在法国，当时海地代表团在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周围的大动荡背景下抵达法国。《世界权利》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大规模非殖民化运动的背景下诞生的。这种对社会运动的叙述与你所参与的讨论，在机器拥有权利或与机器人、人工智能和机器相关的伦理问题方面，是否有相似之处?

甘克尔:我想是有的。我认为社会运动，如果我们要对它进行识别的话，应该是后人文主义的运动，即自19世纪以来，从尼采开始，一直延续到海德格尔，通过人文主义的偏见来思考的努力。换句话说，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人”一直是一个移动的目标。它一直是一种排斥他人的方式，不管他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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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无论他们是原住民，还是女性，还是动物，人类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掌权的群体剥夺其他群体权力的一种方式。比如，想想纳粹是如何通过将犹太人定义为非人类而灭绝了600万犹太人的。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概念已经成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破坏性工具，用于排斥他人。海德格尔在写《论人文主义的信》时就知道这一点，他说，我不把我的哲学与人文主义统一起来，因为人文主义有一大堆问题。
因此，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出现了这种发展，现在被称为后人文主义，由唐娜·哈拉威，凯瑟琳·海尔斯和卡里·沃尔夫等人具身出来，他们都试图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特权和人类例外论的限制进行思考。动物权利哲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环境哲学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认为机器问题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关于试图消解那种以人类为中心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正在被我们可以说是哥白尼式的革命所打破，对吧?我们思考的是实体和它们在世界上的位置。

凯洛格:我认为生态学运动中有一些人会对您刚才所说的许多事情表示赞同，他们的思考超越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就机器的权利而言，就地球的权利而言，目前出现了一种平行的话语。2010年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举行的大会上，宣言的一部分是《地球母亲权利宣言》。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只把地球当作一种工具或一个促进人类发展的物体;它也有权利。你同意这和你所从事的工作是平行的吗?

冈克尔:是的。我可以从两个方面说，因为我最初的哲学形成是在我与一个名叫吉姆·切尼的人的相遇中形成的，他是环境伦理学的主要思想家之一。通过他的工作，通过托马斯·伯奇和其他人的工作，在那种后现代的环境伦理传统中，我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接触到了很多这种思想。事实上，我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使用了这些环境哲学立场，因为我认为我们在其中找到了一种不再与人类中心主义或生物中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他者思维。我的意思是有一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权利的扩展超越了一种非常有限的，受限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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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对方看作只是另一个有机体。现在是土壤，是水，是地球本身变成了需要某种回应和照顾的物体。
凯洛格:很有意思。我自己也知道，谈到地球母亲的权利，你提出的关于机器权利的讨论，与生态学的相遇，迫使我试着“换一种方式思考”，因为它与我们在现代教育体系中遇到的大量培训背道而驰。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我所理解的，这种挑战是关于“我们”的社会建构。谁或什么包含在“我们”中，谁是或什么被排除在外?在机器问题上，你觉得我们应该把包容圈投得多广?有没有一种方法论，可以帮助我们在试图另辟蹊径的时候，决定如何画出这个包容圈?

冈克尔:关于“否则”这个词，我只想说，它实际上是想同时唤起两件事。“否则思考”意味着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跳出框框思考，跳出我们成长过程中所遵循的那种既定思维方式，也就是传统体系，如果你愿意这么称呼它的话。但“不一样的思考”也指向了列维纳斯的方向，以及暴露于他者的问题，这使思考成为可能，思考应该对什么做出回应。所以我想让“他者”和“他者性”在这种双重意义上被听到——它不仅是不同的，而且也是对他者暴露的回应。
至于包容的圈子，以及这个圈子应该画得多广，我想说，我的努力不一定是按照那些规则来玩。换句话说，伦理学的特点总是画一个圈，包容一些人，排斥另一些人，所以德里达在《 纸 机 》中说，大问题是谁和什么之间的区别。谁在里面，什么在外面?而随着这个圈被画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东西变成了谁，越来越少的东西变成了什么。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最近把自己定位在一种叫做信息伦理学的东西上，他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发展起来的最普遍、最不排外的伦理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存在的一切都在圈内，唯一在圈外的就是什么都没有。
但请注意，所有这些姿态都不可避免地要在包容与排斥、内部人士与外部人士之间做出决定。所以，在我的脑海中，以其他方式思考就是在努力解决这个辩证法，并说，你知道吗，必须有一种方法来跳出这个框框思考。换句话说，我一直在努力说，不是更大的包容，而是质疑那些反对包容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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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排斥。这是一个非常列维纳斯式的观点因为列维纳斯并没有试图创造一种更包容的伦理学而是试图创造或设计一种不同的思考伦理学的方式它不依赖于包容和排斥，它超越了那种二元对立。
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会说这是德里达的解构，因为解构是我们可以反对或干预二元对立的方式，二元对立已经让我们按照特定的方式行事。如果我们的伦理规划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设计的，即我们认为事物是包容和排斥的，那么我们就需要解构包容/排斥的概念对立，以发展出不再符合该分类的替代方案，不再落入一个与另一个的对立之中。
我认为列维纳斯伦理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因为，在列维纳斯的意义上，任何事情都可以表面上看。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的脸，但没有预先决定什么是，什么是不包括在内的。事实上，它是一个移动的目标。列维纳斯说，很好;不需要完全决定。在不同的时间，有些事情会有面子，有些事情可能没有，但重要的不是事情是否有面子，重要的是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如何应对摆在我们面前的证据。所以这是一种非常不一样的伦理。
我会说，如果我对任何指控都持开放态度，那就是对相对主义的指控。但我认为相对主义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认为相对主义允许我们以一种非常灵活的方式来做伦理学，它不像康德那样锁定他的伦理学，一切都是提前规定的，不能对新的、独特的、新奇的可能性爆发做出反应。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把相对主义看作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东西，它说，你知道吗，我们不仅要为道德行为负责，还要为设计道德负责，为决定什么是道德负责，并在我们遇到的非常具体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而不是依靠简单的虔诚，简单的公式或道德规范，从长远来看，不可避免地会让我们失败。

凯洛格:太棒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束语，它是一个很好的结束讨论的方式，它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尤其是你对相对主义的讨论，让我想到了一条全新的探究之路，我认为这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新的领域。

刚克尔:让我说一件可能有帮助的事。你知道，相对主义在人文科学中被认为是一件坏事，但在硬科学，物理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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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相对主义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对于爱因斯坦物理学来说，相对主义说的是，没有一个固定点可以用来观察世界，对一切事物做出决定。一切都在运动，我认为道德宇宙在这个意义上也是相对的，一切都在运动，一切都是由权力的位置决定的，从特权的位置决定的，从某个主体在某个时间占据的位置决定的，这个位置充满了某种主观性。我们必须把这看作不是一件消极的事情;我们必须开始把它看作是一个积极的机会。

凯洛格:我对大卫刚克尔的采访到此结束。这真是太棒了，我真的玩得很开心。非常感谢，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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